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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PPP系列丛书》 丛书总序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在快速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经验。如何将这些经验从理论上进行总结和发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体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改革发展问题的研究，力图以中国实践推动中国理论的创新，以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

党的十八大开启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的大幕。之所以称其为“新”，在于它不同于我国前面30多年的城镇化道路，也不同于国外的城镇化道路，而是基于当下我国独特国情下的城镇化发展运营的探索。也正是因为其“新”，所以更加需要我们从现实出发，探索中国本土的城镇化理论。

作为大型综合性央企，中信集团不仅肩负国有企业理应承担的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也肩负着践行国家战略的使命，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城市发展运营之道，在新型城镇化的创新改革上提供政策供给的理论和实践支撑。

近年来，中信集团在积极践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市场运作过程中，逐步摸索出一种符合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方向、基于市场运作导向的创新商业模式——城市运营，并在近年来结合PPP（公私合作）的模式予以发展融合，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体系。可以说，这是在特定的中国国情下，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供给侧变革的经验和理论的尝试，非常值得关注。

中信出版社推出的这套《新型城镇化PPP系列丛书》，系统阐述了新型城镇化战略背景下，应转型而生的“城市运营商”应如何面向城市发展的未来，以人的城镇化为最终目标，搭建起新型城镇化与PPP模式之间具有商业意义的市场桥梁；如何在兼顾政府、市场、公众“三因子”利益的情况下，实现区域产业、文化、交通、生态、人居环境“五位一体”的系统目标。

当然，作为一种创新和尝试，城市运营的理论内涵和实践价值尚需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完善和拓展。但无论如何，本套丛书作为我国系统论述新型城镇化、PPP与城市运营关系的“开山之作”，既有从中观层面系统阐释城市运营模式的《城市运营：面向未来的城市供给侧变革》，又有从微观层面论述城市运营如何操作的《城市价值创造：“多规合一”与城市运营模式》；既有理论上的深度阐述，又有实践案例作支撑。相信本套丛书既可以为关心中国未来城市发展的中国学派带来启发，也能为谋求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有所作为的各类机构提供有益借鉴，故而非常值得一读。

是为序。



201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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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在经历了30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之后，中国正在一个变革的内外部环境中进入一个全新的城市化发展时期，传统的城市发展理念、模式和思维方式受到全面挑战，城市规划作为一门具有重要实践指导意义的学科，迫切需要在价值观、方法论和编制技术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变革探索。其中，“多规合一”就是一项迫切需要创新理论支持的实践性课题，具有重要的政策导向意义和市场指引价值。

从2013年年底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积极推进市、县规划体制改革，探索能够实现“多规合一”的方式方法，到2014年3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推进有条件地区的‘多规合一’”，再到2015年12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再次强调推进“多规合一”，可以说，“多规合一”作为中国特色的规划管理实践，已引起了全社会自上而下的高度关注，并逐步成为各级城市政府开展新时期城市规划工作的新抓手。但事实上，由于目前我国独特的城乡规划管理体制的弊端，“多规合一”在不同区域的政务环境中使用方法不一，表现形式各异，缺乏科学的规划理论指导已经成为一个普遍性问题。

本书立足于城镇化发展战略变化和规划管理实践的最新动态，开展了以规划整合模式研究为命题，以“多规合一”的实践为实证基础，以市场主导的城市运营为前提的跨专业综合研究，既着眼于解决现实问题，又带有探索目的，兼具理论研究和实践指导的双重意义。

本书源于林竹先生关于规划整合研究的博士生毕业论文，在对国内外相关学术文献进行细致梳理的基础上，有效吸纳了欧美国家城市发展各种流派的理论精华，通过与国内城市发展和经营理论的比较，以及对国内外典型的城市综合开发与运营管理相关实践案例的深入分析，剖析了我国规划理论发展状态和现实症结，最后结合国家政策导向，以“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新型城镇化PPP模式为突破口，寻求基于“城市运营”模式特征的关联规划要素和规划制约条件，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多规合一”策略和具体实施方案，思路清晰、系统。

本书在论证中围绕“城市运营”和“规划整合”两条主线，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策划及调查工作，并以中信滨海新城综合开发运营为实证案例，在总结城市运营模式特征的基础上，系统提出了以新型城镇化战略为目标、以市场导向的城市运营模式为前提、以“五规合一”为核心的“四阶段”规划整合模式理论体系，在规划整合的理念、方法论和执行操作层面，明确了战略发展概念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组织编制模式，以及规划整合价值后评价模式等一系列流程、方法和理论。我认为，本书所提出的“多规合一”规划整合模式理论体系不仅具有理论创新价值、实践操作价值，而且具有城市公共政策供给的变革参考价值。

本书虽以规划研究为主题，但实际上以城市价值创造为终极目标，涉及专业知识横跨城市学、规划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思维开阔，案例丰富，纵论中国城市规划和综合开发运营历程数十年往事，又展望了中国城市蓬勃发展的未来，相信读者在通读本书之后，将受益于作者的新视角、新观点、新思维，共同在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创造并见证中国城市发展的新价值。



2016.6.15 于广州五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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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城市的价值如何创造？创造的基础是什么？创造的方法和途径又是什么？这些是人类城市化历史进程中永恒的课题。城市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载体和结晶，充分体现了城市所在地人民的智慧、劳动以及城市各种资源要素综合形成的成果和财富。

诚然，答案是多解的。基于不同的地域、文化、信仰、资源禀赋等客观条件的差异，城市的形成进程不同，城市价值的累积和实现途径也不同，但人们对城市价值的理解正在形成趋于一致的认识。纵观古今中外知名或不知名的城镇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一个客观共性，城市的资源禀赋仅仅构成了城市的价值基础，规划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工具创造了城市价值，劳动和投资实现了城市价值。

鉴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和城镇化发展路径，规划创造城市价值的方式在过去30多年的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得到充分的演绎。体现政府政策意志的城市规划推动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中国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同时也为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城市管理等与城镇化相关的领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机遇。

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明确提出新型城镇化的国家战略；2014年3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出台，阐明了“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城市发展方向；在一系列的新型城镇化创新政策驱动下，基于市场化运作理念的城市运营模式应运而生。然而，中国的城市运营实践目前缺乏充分的学术关注和理论指导，基于城市运营模式的规划理念、规划方法和规划编制技术的理论研究总体上是落后于实践发展的，尤其是基于城市运营模式的“多规合一”，目前仍是一个相对空白的学术和理论研究领域。

显然，国家从战略层面已经意识到，规划体系与编制技术现状滞后于城镇化发展目标的事实。中国独特的城乡空间规划管理体制形成了多个部门的“多规”局面，并因此产生诸多城市不协调发展的弊端。党的十八大确定城镇化为国家战略后，李克强总理在2013年年初提出了城镇化过程中的“三规合一”(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的问题，逐步引起各地方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也明确提出：“推动有条件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多规合一’”。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要提升规划水平，增强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和权威性，促进‘多规合一’”；201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改革完善城市规划管理体制，加强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衔接，推进两图合一”等一系列新观点、新措施。我们可以从上述一系列政策层面的信息中解读出一个共同点——“多规不合一”向“多规合一”转变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越来越多的省市相继在政府的规划管理层面进行了“两规合一”“三规合一”“四规叠合”等一系列实践探索。可以说，这是中国城市规划界的一场深刻的大变革。然而，在变革实践的背后，有诸多的深层次问题需要进行深入探讨:“多规合一”是否就等于规划整合？规划整合的内涵和方法是什么？新型城镇化究竟需要“多规合一”还是需要“规划整合”？可以说，无论在政府管理层面还是理论研究层面，“多规合一”引发的规划整合问题正在逐步成为新型城镇化战略目标下的核心问题之一，规划如何为新型城镇化服务、如何为城市创造价值，是所有城市管理者和城市规划从业者面临的挑战和难题。

目前，围绕规划整合主题的绝大多数实践和最热门的学术讨论基本上集中在以政府为主导的城市经营模式下进行，而各种类型的规划，则更多扮演着自上而下的规划行政推手角色。究其原因，在中国现行的独特城乡管理体制下，“政府推动、政府主导”的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一直是多年来中国城市发展的主流模式，这种模式也因此成为城市经营理论与一系列规划编制技术和管理理论的研究及发展基础。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出“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地位”的目标，推动基于城市运营模式的规划整合实践和理论研究已经成为市场、政府以及理论界的当务之急。

本书以探求城市价值最大化的创造与实现为目标，力求在探索总结中国特色城市运营实践模式特征的基础上，阐述规划整合的理念和方法论，进而提出以“五规合一”（“五规”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交通规划、环境保护规划）为核心的规划整合模式的创新理论体系。

笔者期望，借助本书的研究成果，城市决策者、城市规划管理者、职业规划师以及城市综合开发运营和房地产投资开发领域的从业人员，可以更清晰、更深入地认识新型城镇化战略下城市运营的模式特征和运行机制，能够参考运用本书总结提供的规划整合技术与方法，更科学地实现政府、市场与公众的利益和目标平衡，更高效地整合土地、产业和资本等城镇化发展的关键要素资源，在每一个项目、每一个城镇、每一座城市开发建设与运营管理的具体操作中创造更大的价值，实现更高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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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理论基石

中国的城市运营实践脱胎于中国的“城市经营”理念和模式，是在以“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新型城镇化大背景下产生的创新型城市综合开发运营模式。城市运营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出现的一种符合市场发展规律的城市运作模式，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城市政府和企业关注和重视，并逐渐成为被市场广泛接受、面向未来的重要城市发展方式之一。由于城市运营实践在我国刚刚起步，理论研究尚处于初级探索阶段，因此，要开展城市运营理论体系的系统梳理，必须先从城市经营的理论及其理论渊源入手，进行系统回顾和探索总结。

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机制的改革深化，城市经营的提法开始出现于报纸、杂志，并逐渐成为学术界的跨学科研究热点，有关城市经营的跨学科学术成果也出现在国内较高层级的学术研究领域。总体而言，城市经营可以概括为在“政府推动、政府主导”背景下，以政府为主角、市场为配角，按照城市发展战略和城市规划要求，运用一定的市场手段，对城市资源进行经营管理，实现城市资源的重新配置和城市总体价值的提升，从而达到改善城市环境、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城市综合开发管理目标。

2002年前后，我国城市策划学者最早提出“城市运营”概念，尽管之后我国学术界与实践层面对城市经营与城市运营的理解与表述不一，但究其根源，均来自城市发展（Urban Development）理论及城市管理（Urban Management）与经营理论，以及构成上述两者的其他学科理论。城市管理和城市经营均对应同一个英文词组Urban Management，国内表述各异的城市管理理论和城市经营理论实际上都源于欧美国家的Urban Management理论。

城市发展理论包括城市经济理论、城市化理论和增长极核理论等重要理论分支，是阐述城市的“生”与“死”的理论，是深入研究城市管理与经营的理论基础之一。其中，城市经济理论重点阐述城市基本经济活动与非基本经济活动，是研究分析城市管理与经营的重要依据。从我国城市经营产生的时代背景分析，当时国内城市主要面临城市建设资金短缺、全球化、城市竞争加剧等问题。学者王勇、李广斌等指出，城市经营可以从经营资产、经营资本和经营公共物品的角度来进行定义。因此，对城市发展理论以及城市经济理论进行回顾是对城市经营理论基础挖掘的范畴之一。

城市经济学对城市经营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经营对象和原则两方面。国外城市经济学者夏玛（Sharma）认为，城市经营是为促进城市发展而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一系列行为。城市经济学的公共物品理论是研究公共事务的一种现代经济理论，为城市综合开发管理中的可经营性资源也就是对象提供了判别和分类的理论基础，使城市经营和城市运营并非无的放矢。公共物品理论也提出政府职能需要转变，要将市场机制和私营企业引入公共物品领域——这为市场参与城市综合开发建设提供了可能性。而城市综合开发建设的“整体、综合”效益原则，在城市经济学的福利经济学中得到了体现。福利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是公平与效率的理想状态，也是本书阐述城市运营的模式特征时表达的追求城市综合效益最大化目标的理论基础。

城市经营与城市运营的理念和模式也与“城市竞争力”密切相关。学者王斌斌指出，城市综合开发管理的手段包括运作城市资源、平衡社会经济效益、营造城市环境，其最终目的是提升城市竞争力、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然而，运作机制本身是影响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因素，科学合理的城市管理制度会节约成本，提高工作效率，从而影响城市竞争的成败。因此，城市管理学也为城市经营和城市运营奠定了相应的理论基础。

城市管理学对城市经营及城市运营理论均有重要支撑，主要是关于伴随其理论发展过程中政府在城市管理中角色变化的论证。城市管理是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城镇化进程中，为了满足公众对市政管理提出的更高要求，以及不断涌现的基础设施、交通、电力等方面的问题而产生的。联合国人类住区委员会在《关于健全城市管理规范建设“包容性城市”的宣言草案》中指出，城市管理是个人和公私机构用以规划与管理城市公共事务的众多方法的总和。这是一个协调各种相互冲突或彼此不同的利益以及可以采取合作行动的连续过程。

20世纪50年代，城市管理学因城市科学与现代管理科学相结合而发展为现代城市管理学。现代城市管理学更强调综合化、系统化和强化城市管理职能，研究城市管理学的学者们强调将城市的规划和建设与经济学、行为科学及管理科学相结合，并提出多元的城市治理理论，即多元城市管理主体依法管理或者参与管理城市地区公共事务。可以说，在现代城市管理学中，城市的治理模式受到了现代企业的治理模式和城市民主政治理念的双重影响，正在逐步朝着更多元、更民主、更高效的方向变革，在依然以政府为城市管理主体的治理结构中，市场主体、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市民等参与城市管理的权利和行为受到关注和重视，这是改变政府作为单一主体来经营城市在理论上的一大突破。

从20世纪70年代起，伴随旨在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完善公共服务而进行的一系列行政改革，新公共管理理论（New Public Management，简称NPM）逐渐兴起。其主张建立企业型政府，即将市场导向、竞争、责任、顾客至上等新理念导入政府经营理念。引入竞争机制的政府再造运动成为新公共管理理论领域的核心内容，也是城市经营的基本理论依据之一。在新公共管理理论指导下的城市管理中，政府职能也相应发生了转变，且市场机制首次被引入到政府管理的体系中来。

在美国，城市经理制伴随美国城市经济和社会管理的发展成为美国城市经营的主要模式。城市经理制提倡城市政府管理企业化运作。具体来说，就是将企业化、科学化引入地方政府，同时重视各种非政府组织的补充和协助作用。城市经理制中政府不仅不是单一的管理主体，还在根源上强调公众参与和市场调配在城市规划、建设当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强调效率与公平。

20世纪80年代，私有化政策兴起，其提倡引进市场激励取代对经济主体随意的政治干预，从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彻底而全面地为政府的运作提供深刻变革的思想基础和策略。而在政府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提供的领域内，受私有化影响而产生了公私合作理论，即当下热门的PPP模式理论——在高度市场化环境下，引导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在城市公共设施领域的投资合作，并避免由于市场失灵而造成的投资和建设运营失败。在PPP模式中，政府不再是城市管理的单一主体，企业和个人也不仅仅处于参与城市管理的地位；此时政府、市场和个人可达成伙伴式的合作关系，成为城市经营和管理的共同主体，从而实现城市综合开发建设中多方利益诉求的平衡，达到整体价值提升的目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城市管理学理论体系中，政府在城市管理中的职能由最初的单一管理主体，到引入市场机制，再到市场、公众参与管理，再升华为PPP模式，这一系列发展为城市经营及城市运营的主体创新奠定了理论基础。

基于城市竞争力理论、城市发展理论以及城市管理理论，我国学术界将这种在政府主导下的中国式城市综合开发管理模式称为城市经营。笔者认为，城市经营是城市管理的一种实现模式，却不能等同于城市管理，它是我国“政府推动、政府主导”城镇化管理体制下的城市综合开发管理模式之一。1998年“城市经营”的概念首次被公开正式提出，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其还未有统一的准确定义。经归纳总结，主要观点集中于三个方面：第一，将经营企业的观念引入到城市开发管理中。第二，强调利用市场经济手段来实现对城市内资源的优化配置。第三，城市经营的主要目标是要实现城市建设的投资主体和公共事业管理者的多元化，提高城市基础设施系统的整体运营效率。

我国的城市运营实践是在新型城镇化的宏观背景下，基于城市经营实践和行为逐步转型演变而形成的一种基于市场运作的新型城市综合开发运营模式，目前尚未发现成熟的理论表述和学术成果。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提出，使中国社会各界、资本市场、各类经济主体以及学术界期望的城镇化转型成为可能，中国的城镇化从前20年的“政府推动、政府主导”型逐步转变为“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型的城镇化，从而提高效率，减少盲目开发建设，节约资源，在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下走向以人为本、绿色低碳的城镇化可持续发展道路。在这种可持续的城市发展观的主导下，脱胎于城市经营的城市运营模式逐渐成为政府和市场广泛接受的合作和交易方式，并逐步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关注。迄今为止，对城市运营的相对完整的表述来自中央党校的城市运营课题组——“城市运营是指政府和企业在充分认识城市资源基础上，运用政策、市场和法律的手段对城市资源进行整合、优化、创新而取得城市资源的增值和城市发展最大化的过程”。经笔者检索，目前国内关于城市运营的理论研究尚处于局部、零碎的状态，未成体系。总体而言，关于城市运营（Urban Operation）的理论研究是目前国内外理论研究与学术领域的一个相对空白地带。

“整合”一词在中文中是指“通过整顿、协调重新组合”，对应的英文单词Integration原义为“结合，整合，一体化”。在自然领域，整合与分化是两个相对立的方向。在政治与管理学上，整合是指“通过非强制性的手段使社会中的个体或共同体形成发展的统一体”。“规划整合”或“整合规划”的提法在实践中已经出现多年，作为学术与理论研究的题材也已经相当广泛。尽管出于背景、目的、角度和方法的不同，研究者对“规划整合”的理解和认知也不同，但从总体上看，规划整合是指通过符合城市发展规律的理念与方法，非强制性地引导不同类型、不同层级的规划，在逻辑、内容、空间和时间上最大限度地有机统一到城市发展目标上的过程或方法论。

规划整合的研究必须从规划整合的理念开始，追溯至现代城市规划的理论与学科源起和演变。自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引发世界城镇化浪潮以来，在欧美国家高度市场化的城市环境下，城市规划对城市发展一直发挥着重要引导作用；同时，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演变和发展总体上也主要来自城市的资本和产业驱动，当然，还有政治和社会因素。纵观欧美国家和国内新兴的城市规划理论及其管理体系变化历程，核心价值是科学、理性。追求整体价值、综合协调的规划整合理念一直是现代城市规划不断成长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也是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科学观、理性观的直接体现。

可以说，现代城市规划的理论和理念发展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霍华德提出“田园城市”起至20世纪60年代，以《雅典宪章》为代表。从19世纪末霍华德提出“田园城市”起，即提倡将城市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除在物质形态上对城市规划外，还从社会角度对人口、经济、绿化提出了见解；而作为其理论的发展，卫星城理论在1928年被用于大伦敦规划中，规划将伦敦置于超过其行政边界的大区域中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虑；卫星城的规划从多角度考虑了城市的社会就业平衡、交通便捷、生活接近自然等问题，注重社会、交通、环境等综合效益。现代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主张将工业化思想带入城市规划，在“明日的城市”中，他重点关注了就业、居住、交通等方面的共同发展，同时强调了各要素之间的协调与配合。但另一位建筑大师赖特却提出反集中的空间分散的规划理论和“广亩城市”模式，他的规划理论强调建立一个“社会”。作为勒·柯布西耶和赖特思想的折中，1942年沙里宁发展了“有机疏散理论”。“有机疏散理论”虽然倡导分散的城市结构，但依然是将区域和城市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并且使空间规划同时与交通规划、环境规划等相互支持和促进。1933年的《雅典宪章》可以说是对此阶段规划中心思想的总结，认为城市规划的目的在于综合城市4项基本功能——生活、工作、游憩和交通，其解决办法就是将城市划分为不同的功能分区，同时，功能分区之间通过交通网进行平衡。这是在规划中把城市看作一个整体，侧重在物质规划层面进行协调、平衡的体现。

20世纪60年代至今，以1977年12月的《马丘比丘宪章》为代表，是现代城市规划发展的第二个阶段。《马丘比丘宪章》指出，过于追求功能分区会忽略城市的有机组织和城市中人与人之间多方面的联系，而城市规划的目的应是创造一个具有综合效益的生活环境。可以看出，《马丘比丘宪章》关注的不只是城市功能的整体性，还关注城市内部人文、土地和资源的协调发展，以及城市与周围地区、生活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共生。这也是西方当代城市规划倡导的主要理念。

而中国的城市规划理念在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引进，自改革开放以来又受到欧美国家规划理论的影响，因此中国的城市规划理论都是源于国外的理论，还没有属于中国的当代城市规划理论。由此，我国当前城市规划在理论上基本是受西方思想同化，关注城市内部的有机协调发展。而另一方面，回顾中国的城市规划体系的发展可以看出，规划体系始终随着规划的行政管理体系的演变而演变，从最先的统一到多部门分离，大一统的行政部门设置形成了规划的整合，而后期的行政部门分离又直接导致了规划的系统性破碎。就目前大部制改革的趋势来说，部门之间的整合已是必然，不同部门主导的规划整合也势在必行。

从国内外的规划理论体系发展可以看出，规划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整合，主要目的是在唯一的城市空间资源上，统一各种破碎的规划，协调和整合空间发展，协调多方利益，提高效率，促进城市综合效益的发展。在新型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下，规划整合即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核心手段，同时也逐渐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

早在20世纪80年代，欧洲为在更大尺度范围内寻求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就已提出“空间规划”，在广域范围内对空间要素进行调节的规划整合手段。刘慧等学者认为，以“空间规划”为代表的欧洲规划整合的职能不再局限于用地空间的安排，更多的是整合各种部门政策与跨界合作的工具，以及对个人及地方各利益主体的利益进行协调，以保证整合后区域利益最大化。

在我国，已有大量学者和城市管理者发起和参与了规划整合的实践及理论研究。学者黄叶君从上海、深圳、武汉、广州、重庆等大城市的实践中，总结论述了行政机构合并和职能调整，以及对各规划内容本身的协调与对接两方面的方式是有效进行“三规合一”的途径。学者丁成日通过对中国规划体系与城市发展不符的问题分析，提出“三规合一”需要通过市场原则对城市的要素进行配置，核心是对土地供给、需求及空间分配进行分析。在党的十八大后，国内开始出现了“多规合一”的实践和研究浪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提出了“多规合一”的倡议，广州等多地城市陆续开始了“三规合一”“四规合一”乃至“五规合一”的实践以及理论研究。

不难发现，目前国内对“多规合一”的研究大多是针对“多规”体系中某一特定技术层面，“多规”相互之间的要素深度分析和全方位的交叉整合研究尚未出现系统成果。此外，目前多数实践和理论探索是在以政府为主导的现行规划管理体制的基础上进行的，而针对市场主导模式的规划整合的系统理论研究及实践则处于萌芽状态，需要市场的大胆实践和理论界的充分关注。

第二节 创新与逻辑

本书在以下3个方面进行创新性探索：

（1）以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为研究背景，首次从理论上系统阐述了城市运营实践的理念和模式特征，对“市场主导、政府引导”下的城市综合开发运营模式具有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指导意义。

（2）从特定地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城市运营实践切入，深入剖析了市场主导下的城市运营与中国特色的“五规”之间的辩证关系，从实践与理论层面论证了规划整合对中国城市运营模式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可行性；创新性地提出了以特定地区新型城镇化战略为目标、以市场导向的城市运营模式为前提、以“五规合一”为核心的规划整合模式的理论体系，这是对《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的“多规合一”在理论和学术层面上的系统响应。

（3）以实证分析法归纳、提炼、总结出对应4个阶段的规划整合操作模式与方法，包括创新性地建立了“五规”比较分析方法和研究工具，形成了“三因子”分析比较法，以及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动态数据分析模型；创新性地建立和运用“市场校正机制”和“投资平衡机制”的分析和实操方法进行“五规”的要素和逻辑整合；创新性地提出规划整合价值的综合评价方法，为确保规划整合效果提供了有效的评估和监测工具。上述规划整合方法有利于“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对新型城镇化的实践具有现实的指导作用。

鉴于本书理论与实务紧密结合且兼具学术性和实操性，笔者期待在以下领域和方面对读者有所裨益：

（1）系统性阐述了城市运营模式特征，可以有效指导各地城市政府探索基于新型城镇化的PPP发展模式创新，实现以市场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发展。

（2）“五规合一”的要素分析方法和工具对我国“五规”的理论研究、编制技术、审批管理和实施后评价有纠偏和修正的现实指导作用。

（3）以“五规合一”为核心的规划整合模式理论和方法，可以有效指导地方城市政府正确发挥规划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减少规划决策和应用的失误；指导各地城市政府和城市运营商快速高效进行“五规合一”的具体操作，改善未来新型城镇化的规划管理效果，提升城镇化发展的总体质量。

鉴于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一个以规划学为主目标，涵盖城市学、经济学、管理学和实证研究等范畴的跨学科综合研究领域，本书所选取的论据材料、所推演出来的论点之间呈现出以下网络状的逻辑关联。

如图1-1所示，本书围绕“城市运营”和“规划整合”两条主线展开综合论述：



图1-1 总体逻辑框架

在“城市运营”主线研究中，主要通过欧美国家的城市运营相关理论与案例梳理、中国城市综合开发运营的相关理论与实践的总结，推演出现阶段创新型城市运营的模式特征。

在“规划整合”主线研究中，主要通过欧美国家的城市规划整合相关理论与案例梳理、中国城市规划的体系演变与规划整合实践的总结，推演出现行体制下“多规合一”模式特征。

上述两条主线通过建立要素比较关联进行交汇，最后通过实证案例进行印证并形成最终的理论总结，即“基于城市运营的规划整合模式理论”成果。

如图1-2所示，本书的理论基础研究围绕“城市运营”和“规划整合”两条主线深入展开，涉及多个学科的理论，其中主要包括城市发展理论、城市经济学理论、城市管理学理论、城市规划学理论以及其他相关的交叉学科。



图1-2 全书学科关系框架

图1-3为本书的技术路线。本书是以新型城镇化战略为目标，以市场导向的城市运营模式为前提，对以“五规合一”为核心的规划整合模式的创新理论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图1-3 本书技术路线

本书涉及一些重要概念，其中部分概念在媒体报道、政府文件或学术研究中出现频率较高，但其内涵和定义随着语境和写作的目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本书对这些容易产生歧义和多解的概念特别做了界定和解读，希望对读者理解和阅读本书有所帮助。

1.新型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是2012年11月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城镇化国家战略。与以往“政府推动、政府主导”的“传统城镇化”相比较，新型城镇化在发展目标、主导力量、规划模式及融资模式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转变，最显著的特征为“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即明确政府与市场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角色分工，让市场充分参与城市规划建设运营决策；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通过城市规划统筹指导城市综合开发运营，运用市场化融资方式解决城镇化的资金需求，从而达到推动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2.城市综合开发运营

城市综合开发运营是相对于城市政府主导的、以“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为特征的城市发展过程而言的，泛指市场环境下城市的策划、规划、投资、开发、运营和管理等综合性城市开发与管理行为。城市综合开发运营应该积极发挥市场在城市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统筹整合目标区域内的各种要素资源，通过前期的策划、规划，中期投资、开发，以及后期的运营、维护、管理等市场化行为，高效提供城市公共产品，提升城市全生命周期的发展质量。

3.城市经营

城市经营是指在“政府推动、政府主导”政策背景下，以政府为主角、企业为配角，按照城市发展战略和城市规划要求，运用一定的市场手段，对城市资源进行重组、经营和管理，实现城市资源的重新配置和城市总体价值的提升，从而达到改善城市环境，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城市综合开发管理过程。

4.城市运营

城市运营是指在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引导下，以土地运营为基础，以产业运作为保障，以资本运作为核心，以构建产业、文化、交通、生态和人居环境等城市综合系统为目标，通过“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PPP市场化运作方式，企业与政府建立平等契约伙伴关系，以前瞻性的城市发展策划和规划、土地整合、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城市产业投资等一系列的资源整合运作，提升目标城市的功能规模和资源价值，从而共同获取城市整体资源溢价和投资增值收益的城市综合开发运营过程。

5.“三规合一”

“三规合一”是由住建部、国土资源部共同牵头，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涉及的相同内容统一起来，并落实到一个共同的空间规划平台上，各规划的其他内容按相关专业要求各自补充完成的规划整合模式。“三规合一”主要强调的是对二维用地空间的整合，整合表现形式为“一张图”。

6.“五规合一”

“五规合一”是相对“三规合一”而言的“多规合一”表述方式。在本书中，“五规”具体是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交通规划和环境保护规划。“五规合一”是指由城市运营商牵头建立整合协调的平台，以市场为导向，自下而上地将“五规”中的关键要素进行比较分析、筛选、整合于“战略发展概念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两个层面的空间规划中的过程。“五规合一”强调的是“五规”要素的有机整合。

7.规划整合

规划整合是指通过符合城市发展目标和规律的理念与方法，非强制性地引导不同类型、不同层级的规划在逻辑、内容、空间和时间上最大限度地有机统一到城市发展目标上的过程或方法论。规划整合不等于“多规合一”，“多规合一”是规划整合的实现方式之一。本书提出的规划整合理论是基于城市运营模式、以“五规合一”为核心的“四阶段”规划整合过程和方法论。

8.战略发展概念规划

本书所指的战略发展概念规划有别于常规意义上的概念规划，它是基于城市运营模式的规划整合的重要工具，是本书创新提出的以“五规合一”为核心的规划整合模式体系的第二阶段主要内容。在城市运营模式下，战略发展概念规划的整合组织是依据上一阶段“五规”比较分析的结果，同时运用“市场校正机制”和“投资平衡机制”整合各项要素形成类法定的规划成果，是一个在表达政府意志的同时体现市场导向的城市运营策划过程。这一概念深入体现在本书第六章的全部论述中，以及第八章的部分论述中。

9.“三因子”比较分析法

“三因子”比较分析法是指在研究分析“五规”要素的差异度、倾向度中创新运用的比较分析法，其核心内容是观测研究对象在“政府、市场、公众”等三个因子的利益平衡和倾向度。该方法分别运用于第五章对中信滨海新城项目（以下称“中信城市运营项目”）所在城市“五规”的量化分析，第六、七章对实证研究案例实施的规划整合工作的总结，第八章为“规划整合价值后评价”体系提供了政府、市场、公众三项评价维度。

10.市场校正机制

“市场校正机制”是指在对“五规”要素的分析整合过程中创新性运用的筛选、过滤和校正方法，其核心内容是通过市场定位调查发现和判断“五规”要素中是否存在政府意志表达过度且严重偏离市场实际需求的方法和机制，具体操作方式是多层次、多目标的市场调查分析。该机制的运用为市场在城市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提供了现实基础，是规划整合得以合理实施的重要工具，同时也是城市运营模式“以市场为导向”特征的具体体现。该机制分别运用在第六章的战略发展概念规划的组织整合，以及第七章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组织整合。

11.投资平衡机制

“投资平衡机制”是指在实证案例的研究中，用以描述实证案例在规划的编制整合过程中创新运用的一个经济测算专业方法和机制。具体地说，就是通过建立项目动态数据模型，从项目经济投资的角度对项目不同阶段的规划成果进行评估，并通过模拟各种可能的开发运营策略，对投资收益、资金峰值、回收周期、融资需求以及风险平衡等进行现金流模拟、动态预测与投融资评估，统筹考虑以寻求投资效益与其他效益（政府诉求、公众诉求）的相对平衡的方法和机制。相应，“五规”中的规划要素可以在概念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中量化为具体指标和数值，作为输入参数导入数据模型后进行投资平衡测算。该机制分别运用在第六章的战略发展概念规划的组织整合，以及第七章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组织整合。

12.控制性详细规划

本书所指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有别于常规意义上的法定控制性详细规划，它是基于城市运营模式的规划整合的重要工具，是本书创新性提出的以“五规合一”为核心的规划整合模式体系的第三个阶段的主要内容。在城市运营模式下，控制性详细规划需要在国家法定的规划编制内容基础上，转变规划理念和编制程序，依据上一阶段战略发展概念规划的成果，同时运用“市场校正机制”和“投资平衡机制”整合各项要素，通过法定程序形成法定规划成果，是一个在表达政府意志的同时体现市场导向的城市运营策划和规划落地过程。本概念深入体现在第七章的全部论述中，以及第八章的部分论述中。

13.规划整合价值后评价

“规划整合价值后评价”是指本书专门设定的用于客观评价创新型规划整合的综合价值的系统方法和体系。其核心内容是通过评价体系的建立，以城市整体功能的提升和项目投资平衡的综合考量为目标，以政府、市场、公众三因子为3个评价维度，对以市场导向的城市运营模式为前提，以“五规合一”为核心的3个阶段的规划整合实施结果进行客观评价。该概念和方法运用于第八章的全部论述中。

第三节 启示

在以市场为导向的城镇化发展观的引领下，脱胎于城市经营的城市运营逐渐成为未来中国城市综合开发运营的重要模式之一。尤其在新型城镇化的战略目标和要求提出后，城市运营成为地方城市政府和城市运营商进行政企合作、探索推进新型城镇化市场运作的PPP商业模式。因此，城市运营模式具有实践和学术研究双重价值。

城市经营与城市运营有共同的理论渊源，可追溯至欧美国家的城市发展理论、城市规划学理论、城市经济学理论、城市管理学理论以及其他相关的交叉学科。但城市作为一个实践性极强的被研究对象与独特的研究领域，创新的理论更多来自实践的需求和引导。目前，“城市运营”是一个国内外学术界进行系统理论研究的“空白领域”。

纵观国内外城市发展过程中规划的理论发展与实际发生的作用，规划的综合性、协调性是城市发展对规划功能的内在需求，规划整合的意识和理念一直是引领规划学科理论发展和实践的重要方向。

“多规合一”的实践和学术讨论目前仍偏向于政府主导的城市经营模式，而基于市场导向的城市运营模式的“多规合一”规划整合学术研究仍较为少见。有鉴于此，本书根据“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地位”的新型城镇化战略，选择以市场导向的城市运营模式下的规划整合模式理论作为重点研究方向，期望发挥规划整合在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中的积极作用，推动我国城市规划学科中规划整合理论的创新发展。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二章 城市运营相关理论与实践

第一节 城市发展与城市管理

中国的城市运营实践脱胎于中国的“城市经营”理念和模式，是在以“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新型城镇化大背景下产生的创新型城市综合开发运营模式。城市运营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出现的一种符合市场发展规律的城市运作模式，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城市政府和企业接受，并逐渐成为一种被市场广泛接受、面向未来的重要城市发展方式之一。由于城市运营实践在我国刚刚起步，理论研究尚处于初级探索阶段，因此，从城市经营入手，对城市运营理论体系进行系统梳理，可以说是一个捷径。

我国“城市经营”和“城市运营”的提法和概念分别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出现，尽管之后我国学术界与实践层面对城市经营与城市运营理解与表述不一，但究其根源，均来自城市发展理论，城市管理与经营理论，以及构成上述两者的其他学科理论。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城市管理和城市经营均对应同一个英文——Urban Management，国内表述各异的城市管理理论和城市经营理论实际上都属于Urban Management理论的研究范畴，其理论根源同样可追溯至城市发展理论学说。

城市发展理论包括城市经济理论、城市化理论和增长极核理论等重要理论分支，是阐述城市的“生”与“死”的理论，是深入研究城市管理与经营的理论基础之一。我们从文献中寻找到与城市发展内涵相关的描述如下：武文霞指出，城市发展包含着复杂的社会运动过程，与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联系密切，而城市发展理论即研究城市的形成和发展的理论。朱铁臻、赵理尘也均有相关阐述，他们指出，城市发展理论是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的新兴城市理论，是以城市发展及其运行为对象，研究城市经济社会、规划建设及生态环境发展的规律，是一个多门类交叉的学科。从我国城市经营产生的时代背景来看，当时国内城市主要面临城市建设资金短缺、全球化、城市竞争加剧等问题。王勇、李广斌等学者则指出，城市经营可以从经营资产、经营资本和经营公共物品的角度来定义。因此，对城市发展理论包括城市经济理论进行回顾是对城市经营理论基础挖掘的范畴之一。其中，城市经济理论重点阐述城市基本经济活动与非基本经济活动，是研究分析城市管理与经营的重要依据。

1.公共物品理论

公共物品理论是研究公共事务的一种现代经济理论。“公共物品”概念最早由林达尔提出，并由萨缪尔森进一步深化。根据商品的竞争性和排他性属性，可以将产品分为4类：纯粹的公共物品、纯粹的私人物品、公共资源（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和准公共物品（非竞争性和排他性）。其中，纯粹的公共物品必须由政府提供，纯粹的私人物品由企业和市场运作，而公共资源和准公共物品处于混合类，即为城市经营中可经营的部分。除了少数纯粹的公共物品外，大部分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须由社会成员按自己从公共物品中的受益来负担相应的成本。然而在现实中，要实现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并非易事，原因是大多数人不愿如实承认从公共物品消费中获得的真实收益。因此，政府提供的产品中大多数并非纯粹的公共物品，而是具有公共物品部分特征的产品，如在不同程度上具有非竞争性的产品和排他性的准公共物品。

城市公共物品分为城市纯公共物品和城市准公共物品。城市纯公共物品主要包括由城市政府提供的无形公共物品，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城市准公共物品一般与市民的生活紧密相关，具有规模经济效益，同时，若使用者过多也会造成拥挤，如供水、供电、工期、通信、医疗和教育等，具有一定程度的竞争性和排他性。

可以看出，公共物品理论为城市综合开发管理中的可经营性资源提供了判别和分类的理论基础。政府在经营混合类的公共资源和物品时，即可按照公共物品理论将原来只由政府提供的产品通过引导、剥离、衍生和培育等方法挖掘出存在于其中的可经营部分，交与市场运作；市场以保障公共物品公平、公正为前提，同时维持其正常运转——这为市场参与城市综合开发建设提供了可能性。

2.福利经济学

1920年，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塞西尔·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明确提出了“外部性”概念，深入阐述了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之间的差异。在《福利经济学》中，边际净产量区被分为边际社会净产量和边际私人净产量。这两种净产量是否相等的主要决定因素为外部条件，即在两方交易过程中，其交易行为给第三方带来了收益或造成了损害，但未相应地得到第三方的支付或补偿。庇古认为，这种偏差由于涉及交易之外的第三方，其“外部性”无法通过修改交易合同内容得到纠正，而只有通过政府对该领域的投资进行“特别鼓励”和“特别限制”来消除这种偏差。当边际私人净产量大于边际社会净产量，就通过对其征税的方式来弥补第三方的损失；反之，则采取对其产品或服务给予补贴的方式，以鼓励其多提供，这就是著名的“庇古税”。

帕累托作为新福利经济学的代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庇古等人旧福利经济学的思想和分析方法。帕累托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对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进行研究，他认为福利经济学的核心是效率而非公平。徐敏娜将其实质解释为，如果某种经济变化的结果可以在不使他人境况变得更坏的情况下，使一些或至少一个人的情况变得更好时，社会福利就会得到改善——这一衡量社会福利改善与否的标准被称为“帕累托最优标准”。在经济主体的偏好被良好定义的条件下，带有再分配的价格均衡都是帕累托最优的。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经济要素自由流动，促使城市政府之间产生竞争，从而推进了政府改进效率。政府所要做的事情是改变个人之间禀赋的初始分配状态，其余每一种具有帕累托效率的资源配置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福利经济学强调“公平”与“效率”并举，体现了对城市综合效益的关注。

20世纪20年代，美国城镇化率突破50%，与此同时，城市在基础设施、电力、交通等方面涌现出越来越多的问题，使得市民对市政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城市管理应运而生。帕尔(Pahl)在他的著作《谁的城市》中提出城市管理（Urban Management），即是将城市的各种匮乏资源进行分配的过程；夏玛（Sharma）将其定义为“一系列可以指导城市范围内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行为”；克拉克（Clarke）偏重于城市经济发展的角度，认为其是一项促使资本更加高效流动的重要工具。可以说，城市管理是有效使用城市的资源以实现城市生活水平持续提高和综合效益长期稳定发展的活动。联合国人类住区委员会在《关于健全城市管理规范建设“包容性城市”的宣言草案》中也提出，城市管理是个人和公私机构用以规划和管理城市公共事务的众多方法的总和。这是一个调和各种相互冲突或彼此不同的利益以及可以采取合作行动的连续过程。

在我国，Urban Management对应的另一种提法是城市经营。城市经营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关于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新的理论和实践模式。城市经营理念一经提出，立即引起国际上众多关于城市的理论和实践工作者的关注和讨论。

笔者认为，城市经营是城市管理的一种模式，却不能等同于城市管理。在学术界，其归根到底是对城市开发建设进行综合管理营运和协调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属于城市管理学范畴。在上述范畴内，其理论基础主要来自以下四个方面：

顾名思义，现代城市管理理论是城市科学与管理科学融合的结晶。现代城市管理理论日益强调综合化、系统化并强化管理职能，这标志着现代城市管理学的诞生。这一时期，研究城市管理学的学者们普遍强调将城市的规划、建设与经济学、行为科学、管理科学相结合，提出多元的城市管理主体依法管理或者参与管理城市公共事务。国内外影响较大的现代城市管理理论主要有：生态城市管理理论、新城市主义管理理论、城市营销理论、经营城市理论、城市竞争力理论和数字城市理论等。可以说，在现代城市管理学中，政府依然是城市管理的主体，但已经开始明显显示出对非政府机构、社会团体、市民等参与城市管理的行为做出协调的关注——这是改变政府作为单一主体经营城市的理论根源。现代城市管理理论的繁荣也促进了城市管理科学向更深层次、更高层次发展。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各发达国家普遍被一股新的部门改革浪潮所席卷，随之而来的是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兴起和发展。学者们一致认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核心特征是：政府不再包揽公共管理中的所有事务，而是学习私人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和经验，并在公共管理部门引入市场机制，利用市场的规则和竞争压力来提高政府公共管理部门的效率和效益。

“新公共管理”运动起源于英国，继而全面推行于美国、英联邦国家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新公共管理”运动具有以下六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强调管理的专业化，即将管理权下放，重视管理人员的管理者身份而非命令的执行者身份；第二，制定明确的绩效评估标准，将绩效评估结果与个人职业发展和待遇挂钩，这与传统公共行政学重视管理的过程有所不同；第三，将项目预算、战略管理与长远目标相结合，有利于资源进行更好的配置；第四，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时重视消费者需求，引入市场化机制，提供多样化的公共物品和服务；第五，通过“一站式服务”取得规模经济效益；第六，引入市场机制来提高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效率。

可以看出，新公共管理理论将“管理主义”和“新管理主义”运用于公共部门，是以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完善公共服务为目的进行的一系列行政改革。其中，政府再造运动成为新公共管理理论领域的核心内容，也是城市经营的基本理论依据之一。

20世纪80年代以来，针对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各国政府争相开始了大规模的政府改革——“政府再造运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撒切尔夫人推行的“缩减国有的疆界”和克林顿推动的“新政府运动”。政府再造的核心理念是引入竞争机制，建立企业型政府。例如，奥斯本在《改革政府》中提出，政府提高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的方式是引入市场机制进行城市管理，如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政府自身仅专注于其必须做的领域，其他领域则与民间协同以降低成本，从而达到提升城市竞争力的目的。具有代表性的是克林顿推动的“新政府运动”，其主导理念将顾客导向、结果控制、简化程序和一削到底的原则运用到政府管理中，通过精简政府机构、裁减政府雇员、放松管制、引入竞争机制以及推行绩效管理的方式，最终建立一个少花钱、多办事的政府。

受到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后期城市管理的研究重点从“单维度”转为“多维度”。例如，奥斯特瑞（Osteria）指出，城市管理不只是指代一个单核的管理系统，而是一系列的、多元的、服务于城市发展的相互影响的活动；布拉梅兹（Bramezza）认为，城市管理作为一项系统的、详尽的工作，需要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肯尼斯·戴维（Kenneth Davey）则更具象地指出城市管理的关键点在于“政府、规划师、投资者等各方的工作程序能够有机结合，且各自的利益可以在城市的发展中得到实现”。

不难发现，在新公共管理理论指导下的城市管理中，政府职能也相应发生了转变。这种转变不是在政府的管理模式和管理方法上的微调，而是基于政府角色的定位以及政府部门与民众之间关系的根本性变革，市场机制首次被引入到政府管理的体系中。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1）政府职能范围选择的市场化，它解决的是政府“做什么”的问题；（2）政府职能实现的优化，它解决的是政府“如何做”的问题；（3）确保消费者“用脚投票”权，在不同主体的公共物品和服务供给部门之间进行选择，这有利于竞争机制和市场力量发挥作用。

城市经理制(City Manager System)是美国三大市政体制之一，其发展主要来源于进步主义时期美国地方政府的自治改革。根据学者金怒江的研究，城市经理制目前已分布在美国各种规模的城市之中，成为最普遍的市政体制模式。城市经理的一般工作职责为：（1）以专家的角色向市议会提供关于市政决策制定的意见；（2）作为议会通过之法律和政策的执行者；（3）城市经理享有各行政部门官员的任命权；（4）负责总管全市行政事宜；（5）准备预算及就城市财政事务向市议会提供意见。这种制度的确立基于以下原则：政治职能与行政职能相分离，城市经理须保持政治中立，追求效率。张卫国的研究指出，我国的城市管理体制可以学习城市经理制等具体组织形式，将企业化、科学化引入地方政府，同时要重视各种非政府组织的补充和协助作用。

城市经理制全面推动了美国城市政府管理企业化运作，有效降低了政府运作的成本，提高了城市公共资源配置和政府服务的效率。因为美国城市已进入城镇化的成熟阶段，其在城市管理领域的“企业化”倾向更多属于治理（Governance）和维护（Maintenance）的范畴。可以看出，城市经理制中政府不仅不是单一的管理主体，而且在根源上强调公众参与和市场调配在城市规划、建设当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强调效率与公平。城市经理制可以说是美国城市经营的主要模式。

私有化不仅是一个管理工具，更是一个社会治理的基本战略。私有化起源于弗里德曼、图洛克等人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萨瓦斯的经典著作《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为代表，彻底而全面地为政府的运作提供了深刻变革的思想基础和策略。萨瓦斯指出，作为一种政策，私有化可以通过引进市场激励，改变政府对经济主体随意的政治干预以改进国民经济，也就是说，政府将放松规制以鼓励民营企业提供产品和服务，通过合同承包、特许经营、凭单等形式把责任委托给在竞争市场中运营的私营企业和个人。其中，美国和英国是私有化和公私合作在市政领域的实践方面最有成效的国家。笔者认为，私有化理念的实践使得政府的运作方式和职能发生了根本改变。

而在政府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提供的领域内，受私有化影响而产生了PPP理论：旨在高度市场化环境下，引导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在城市公共设施领域进行投资合作，并避免由于市场失灵而造成的投资和建设运营失败。PPP模式通过对社会公共资源和非公共资源的结构化协作和综合利用，在涉及公共利益的投资领域有效地平衡了市场的过度运作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也克服了公共管理部门由于脱离市场而带来的效率和效益上的缺失，成为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欧美国家的一项有效的项目创新模式。一般来说，PPP模式将部分政府责任以特许经营权方式转移给社会主体（企业），政府与社会主体建立起“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全程合作”的共同体关系，政府的财政负担减轻，社会主体的投资风险减小。PPP模式比较适用于公益性较强的政府公共事务或其中的某一环节。这种模式需要合理选择合作项目并考虑政府参与的形式、程序、渠道、范围与程度，这些是值得探讨且令人困扰的问题。

从目前的实践来看，政府和市场在城市建设方面合作的方式通常有四种：一是政府出资、企业建设，在城市政府公开招标的情况下企业公平竞争，由中标者建设，政府履行监督管理的职责；二是政府委托企业经营，例如城市道路，政府出资建成后将其委托给公司管理，政府则负责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标准，履行检查监督的职责；三是政府出政策委托企业经营，例如城市中自来水等自然垄断行业，是由获得政府特许的企业生产经营并提供，政府履行严格的监督职责；四是政府协调企业建设，当有多家企业参与同一工程时，城市政府履行协调职责，建立企业协调制度，统一协调各个企业在工程进行中的矛盾，避免由此引发的效率低下。

在PPP模式中，政府不再是城市管理的单一主体，企业和个人也不仅仅处于参与城市管理的地位。在此种模式中，政府、市场和个人可达成伙伴式的合作关系，成为城市经营和管理的共同主体，从而满足城市综合开发运营中多方利益诉求的平衡，达到整体价值提升的目的。

第二节 城市经营与城市运营

20世纪70年代，时任日本神户市市长的宫崎辰雄可以说是城市经营理论的先驱者，其早在1971年，就在所著的《神户的城市经营》一书中对“城市经营”有了较为详细的阐述：“高效地提供城市公共服务，涵养税源以确立城市的财政基础，与市场经济所导致的外部负效应相对抗，维护公共利益。”

1978年，城市经营又一次作为经纪人业务理念被研究人员发掘，被定义为“社会力量通过操纵权力对官僚机构拥有的待分资源进行分配，以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模式”。随后的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欧美国家关于城市经营理论的研究则聚焦于3个方面的主题：（1）城市经营的利益相关者是谁，仅仅是政府部门还是城市建设过程中的所有参与者，包括普通民众；（2）城市经营是应当分部门进行还是跨部门进行，这是从制度的维度来考虑；（3）如何权衡城市经营过程中的战略必要性与操作灵活性之间的矛盾。然而，城市经营概念提出以来，虽然其内涵被不断充实，但一直缺乏统一的定义。

通过深入研究国外关于“Urban Management”的原义以及对大量案例进行对比分析后，笔者认为，由于国内外市场发育程度的不同，尤其是城镇化的背景和城乡管理体制的差异，我国目前的城市经营模式并不能完全等同或直接对应欧美国家的城市经营理论，但从某种意义上，可以借鉴“Urban Management”的概念进行有限度的表述。其中笔者较为认同的是斯特恩(Stren)的观点，他认为Urban Management的目标是提升城市的人居环境，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根据运用范畴的不同，它可以是一种理念、一个框架或者一系列方法。

总体来说，城市经营是在国内新城开发建设范畴内的一种实践形式。在市场经济发展实践的基础上，我国的“城市经营”理念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政府职能相应调整的大环境下，基于现代企业经营的理念发展而来的。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经济学专家和学者便提出了“城市基础设施的经营与管理”“城市土地有偿使用”等城市建设管理方面的新观点，成为我国“城市经营”理念的雏形；随后，国内部分大城市开始积极探索在城市建设管理中的新理念，提出和实施了“以路带房”“基础设施建设带动旧城改造”“市政设施专营权有期限转让”“发行城市债券”等模式，从实践上进一步巩固了“城市经营”理念的基础。1998年9月，在上海召开的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的研讨会上，“城市经营”的概念被公开正式提出。近年来，关于“城市经营”的学术讨论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种学术杂志上，如张敬淦的《城市经营提升城市竞争力》、赵燕菁的《从城市管理走向城市经营》、徐巨洲的《“城市经营”本质是对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管理》、金经元的《我的城市经营观》、陈虎等的《关于城市经营的几点再思考》、刘文俭的《城市经营概论》等。但从目前国内的研究成果来看，学术界至今尚未对城市经营有统一的准确定义。

以学者徐惠蓉关于城市经营的观点为例，其认为城市经营：（1）类似于城市营销，即将经营企业的理念运用于城市中，将城市中有形和无形的资源通过与市场经济体制接轨加以包装整合，作为产品来经营，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2）强调对市场经济手段的利用，以此为工具优化配置城市资源，提高现有资源的使用效率，完善城市功能，以提升城市整体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3）从城市经营的主体来说，实现城市综合开发管理主体的多元化，放弃政府大包大揽的行为，引入竞争机制，允许民营和私人资本投资和参与管理城市公共事业建设，提高城市基础设施系统的整体运营效率。

相对而言，中国的城市经营概念和实践有其相对的独特性。我们可以看出，城市经理制度是城市经营在美国城市管理范畴内的实践形式，在一个高度市场化和民主化的环境中，通过公众、企业的深度参与，市场机制被运用到城市整个经营的各个环节。而中国的城市经营是在一个不充分、发育不健全的市场体系下运行的，城市经理制只能为市场的引入、公众的参与提供可能，并不是充分条件。国内的“城市经营”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关于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新的理论和实践模式。根据以上城市经济与城市管理相关理论的回顾，以及对国内外城市经营理论的对比研究，笔者将中国城市经营的主要内涵归纳为以下4点：

（1）政府职能的转变。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大包大揽一切的城市开发建设活动，对市场机制甚至显现出排斥。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政府逐步向后退一步，更多的时候充当“裁判员”的角色，让企业及个体参与到城市的开发建设中来，更高效地经营城市物品和服务中可经营的部分。

（2）市场的参与。在城市经营模式下，政府对市场不再排斥，而是引入企业经营的理念对城市进行经营和管理，利用市场经济手段来实现对城市内资源的优化配置，以提高城市的整体效率。然而，市场并未与政府有平等的地位，更非作为主导，只能作为“配角”参与其中。

（3）政府是城市经营的主体。可以说，城市经营是政府在意识到自身的弊端后，主动提出的自上而下的、在政府的引导和控制下社会各方面参与城市建设和发展的产物。另外，政府作为城市经营的主体，在市场失灵时可对城市中物品和服务的“公平”及可持续发展进行宏观把控。

（4）城市资源的优化配置是城市经营的实质。在“政府推动、政府主导”背景下的城市经营，是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配角，按照城市发展战略和城市规划要求，运用一定的市场手段，对城市资源进行资本化的集聚、重组和营运，实现城市资源的重新配置和城市总体价值的提升，从而达到改善城市环境，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目标的过程。

总的来说，随着城镇化的迅速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的提出，城市建设和管理等城市发展相关问题日益凸显，而在我国的城市经营研究中，理论研究有余，而实证研究不足，这是本章接下来采用实践研究作为理论基础探索的重要原因之一。

近年来，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要求，2014年出台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2016年2月，《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也正式发布，中国社会各界、资本市场、各类经济主体以及学术界期望从前20年的“政府推动、政府主导”型的城镇化逐步转变为“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型的城镇化，从而提高效率，减少盲目开发建设，节约资源，在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下走向以人为本、绿色低碳的城镇化道路。

在这种可持续的城市发展观的主导下，脱胎于城市经营的城市运营模式正在逐渐成为城市综合开发管理中所推崇和热议的话题，并逐步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关注。2002年前后，我国城市策划学者最早将“城市运营”概念作为房地产开发进行到一定程度的经营模式提出。但是我们在实践中得出，城市运营完全是基于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发展土壤，是“后城市经营”时代的产物，是我国学者在城市发展实践中对“城市经营”理念的升华，属于创新型的中国城市综合开发运营模式，目前只在市场化较高的区域和市场环境下探索性、小规模开展。

城市运营之所以称为概念或模式，是因为城市运营实践是完全具有自主创新意义和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发展市场模式，在国内外学术界尚未有明确的定义并建立相对应的理论体系。截至目前，经全面检索城市运营对应的英文Urban Operation一词，尚未检索到相关的国外理论表述和学术成果。

关于城市运营的定义，到目前为止，相对完整的表述来自中央党校2011年所成立的城市运营课题组，具体表述为：“政府和企业在充分认识城市资源基础上，运用政策、市场和法律的手段对城市资源进行整合、优化、创新而取得城市资源的增值和城市发展最大化的过程。”这个课题组同时指出，城市运营的最终目标是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增加城市财富，提升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感；而实现目标的方法是优化、积累城市资源并将其推向市场，这其中包括土地、山水、植被、矿藏、物产、道路、建筑物等物质资源以及历史文化遗产、社会文化习俗、城市主流时尚、居民文化素质、精神面貌等人文资源。

如众人所认同的，城市运营的实施者是城市运营商。与传统的房地产开发商不同，城市运营商能够自觉围绕城市的总体发展目标和发展规划，充分运用市场化机制和手段，通过发挥企业产业优势和资源优势，结合城市发展的特殊机遇，在满足城市居民需求的同时，使自己的开发项目能够成为城市发展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央党校城市运营课题组在给城市运营定义的同时总结了其操作主体——城市运营商的五大特点：第一，城市运营商对城镇化和城市发展具有前瞻力；第二，城市运营商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第三，城市运营商是城市综合功能的提供者；第四，城市运营商是各种资源的整合者；第五，城市运营商与政府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

同时，国内还有一些零星的非系统性的研究，多数将城市运营作为开发过程中的一个概念名词提出或只是讨论城市运营的理论片段。学者洪开荣、刘元林提出，可通过引入城市运营商摆脱城市开发中先行投资困境，同时也可很好地解决城市规划执行不力等难题。而对于城市运营的主体问题，学者许保利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必须改变政府行政手段主导的城市开发建设模式；城市运营必须借助企业和市场的力量，在政府的指导下具体配置和运作城市资源。学者张赟、张威则运用“价值链工具”对城市运营商内部创造价值的活动进行了分析，并且探讨了城市运营商在其价值链的关键环节上所应具备的核心能力：（1）政府公关能力；（2）项目融资能力；（3）市场营销能力；（4）资源整合能力。学者徐卫、柴铁峰通过研究我国城市发展现状，提出城市运营应以地域文化为“魂”，塑造城市自身特色，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

笔者认为，从实践层面，城市运营具有明显的中国特征，是产生于中国城镇化体制和机制的城市（城镇）综合开发运营发展模式；从理论层面，城市经营和城市运营都是由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欧美国家的城市管理理论和实践发展而来。城市运营直接来源是欧美国家与国内有关“城市经营”的理论基础，而又不同于目前国内现行的城市经营的主流观点和理论表述。城市运营与城市经营最大的区别在于实施主体，城市经营的主体是政府，其占绝对主导地位，市场只是作为一种被借助的手段或理念；而在城市运营中，市场（企业）的地位明显得到提升，与政府一起作为城市综合开发运营的主体，甚至处于主导地位。

第三节 国外案例

在对城市经营的起源和理论进行回顾后可以看出，欧美国家的城市管理与经营活动与我国现阶段最大的不同在于，欧美国家处于高度市场化的体制和社会环境下，强调公众参与和市场调控，最大限度提高政府在向公众提供公共产品过程中的效率。本节选取了两个国外城市综合开发运营类案例作为相关的论据支撑：美国圣何塞市和希腊雅典奥运城。这两个案例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力量主导的城市综合开发，前者为产业推动、市场主导，后者为大型赛事推动、政府主导。经过对比总结，笔者发现不同的要素推动和不同主体主导的大型城市综合开发运营模式存在差异，对我国城市运营的实践和理论形成极具借鉴意义。

圣何塞市（San Jose）位于圣弗朗西斯科湾南的圣克拉拉谷地，旧金山湾区南部，临凯奥特河，西北距旧金山64公里，人口约95万（2009年），为美国第十大城市，加州第三大城市。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圣何塞市的主要经济来源以农副产品为主，1950年起逐渐转变为以半导体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如图2-1所示，在1950—1980年期间，圣何塞市经历了历史上最快的人口增长，平均年增长率为8%，远高于全美平均水平，随之而来的还有源源不断的资本涌入。由于计算机行业发展放缓，1985年后人口增长趋于平和，但此时圣何塞市仍然占有着全美20%的半导体产品份额。可以说圣何塞市是由高科技产业的集聚以及产业资本的推动而形成的现代城市。



图2-1 圣何塞人口增长

随着整个硅谷科技产业的不断革新，当地的主导产业经历了从基础半导体到电子芯片，到个人电脑，再到现今软件和互联网研发的转变。如图2-2所示，圣何塞市就业的增长随着四次产业的革新呈现阶梯状，即跳跃式的增长。驱动行业由高科技产品生产转为研发和创意产业。



图2-2 圣何塞地区就业人口的增长

但是，圣何塞市的总体产业结构变化甚微，其高科技类作为绝对的产业主导，具有极强的外向性，区位商（Location Quotient）均值接近1.5，电子芯片研发的区位商甚至达到了5.7。就2008年的数据来看，就业人数排名前三的行业为：计算机与通信，软件研发，创意服务类，分别占8%、4%和4%。其余所有产业（如商务服务、顾问咨询、物流等）皆作为主导产业的配套支持，具有极强的依附性。

圣何塞市的规划、产业、城市发展具有动态演变的明显特征。圣何塞市的城市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极速增长阶段（1950s—1970s）、控制增长阶段（1970s—1980s）、城市中心更新阶段（1980s—2000年）、用地功能转换阶段（2000—2008年）和工业重振阶段（2008年至今）。

在1950—1980年期间，圣何塞市人口增长率年均达8%，远高于以造城迅速著称的拉斯维加斯（年均增长率为6%），资本大量涌入，被称为“投资者的天堂”，这些都得益于当时以城市的发展作为首要目标的城市经理哈曼（Hamann）先生，但同时也造成了无序的城市扩张，带来了交通拥堵、配套缺乏等问题。1969年，诺曼（Norman）先生提出对城市的扩张进行适度的控制，圣何塞市的第一份具有实际意义的总体规划（General Plan）于1974年出台，明确提出了城市增长边界（Growth Boundary）的概念和规定，希望以此对人口和城市的增长产生有效的控制，并认为在边界范围内的现有住宅和设施可以满足所预测的人口需求。

很快，增长边界的控制与就业人口的不断增长凸显出巨大矛盾——集中表现为房价快速上涨。由于土地供应的紧张和高科技产业在硅谷的迅速发展，1976—1990年，圣何塞市的房价上涨365%。工业用地的边界与城市增长边界在很多地区已经完全重合，工业用地的日益紧缺和租金的飞涨直接导致了部分高科技企业的外迁。面对新的问题，市议会和城市经理仍然坚守1974年划定的城市增长边界，试图通过对旧城区的更新增加工业用地量，吸引投资。得益于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和软件产业的兴起，圣何塞市的经济情况得到些许改善。然而，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破灭给正在复苏的圣何塞市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圣何塞市工业基础衰退，城市总体规划为了顺应眼前的市场需求，强调高科技产业在当地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强化对工业用地的保护，并对用地进行大范围的修编，以减少废弃工业用地的存量。

1.市场在城市产业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优越的交通区位，怡人的气候条件是圣何塞市崛起的关键因素。然而，圣何塞市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飞速发展，并不归功于所谓具有前瞻性的城市建设，产业的发展亦非倚靠当地政府的“招商引资”，而是弱监管下市场机制选择的结果。更重要的是，美国资本流动的高效性加上投资者敏锐的市场嗅觉，使得丰富的市场资金能够及时地给产业以支持。另外，即使区域内有雄厚的产业基础，只要投资环境不能顺应市场的走向，这只“无形的手”便会对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几乎不受规划意志的影响。

2.规划决策体现各方利益平衡

城市规划决策实质上是各方利益的平衡。圣何塞市发展过程中的波动性体现了产业和城市发展变化过程中的互动作用，以及各相关利益方的动态博弈。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城市增长边界导致地价上涨、企业外迁，以及之后对产业发展的重新调整，都集中体现了政府（城市经理）、市场和公众三方的利益诉求平衡过程。因此，城市规划作为区域的政策性指导和法律规定，应根据市场环境的转变对各规划要素进行调整，以发挥规划在城市发展中应具有的前瞻性和统筹性作用。

雅典作为希腊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拥有380万人口，占希腊总人口的1/3左右，市域范围412平方公里，其中市区内面积39平方公里。在过去的20年里，雅典的经济、工业以及综合竞争力远远落后于欧洲其他大型城市，主要原因在于当地产业和经济的内向性和极度落后的基础设施。即便如此，雅典仍然贡献着全国近1/4的GDP。在这样的背景之下，2004年奥运会的举办被赋予了特殊的使命：不仅要展现这座城市的文化风貌，更是带动全国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崛起的历史契机。

由于希腊政府对雅典奥运会的期望极高，其战略规划明显不同于常规的奥运项目，除奥运场馆本身的修建之外，还对两方面进行了重点建设：（1）通信系统和交通基础设施。自20世纪90年代末到2004年奥运会开幕，希腊政府对雅典市的基础设施进行了“不计成本”的投入，兴建的大型项目包括雅典市区环路、雅典地铁和连接市郊的快速铁路等。希腊政府认为基础设施的提升能够拉动城市整体经济的发展。（2）“旅游”城市的打造。希腊政府希望借助奥运会的机会，向全世界展示其城市风貌，以古老的地中海建筑景观吸引全世界的游客，全面打造旅游型都市。于是，希腊政府花费巨资用于城市的翻新和建筑风格“标准化”，该项投资高达1 000亿欧元，是场馆类建设投资额的5倍。

在奥运会以后，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特别是欧洲整体经济下滑的影响，希腊政府的奥运战略规划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再加上金融危机导致的国内政局动荡，希腊外向型旅游经济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不利影响。雅典奥运城目前各类场馆大多闲置，没有后续的产业活力及人口聚集，前期基础设施的大量投入成为政府沉重的财政负担。相对于美国圣何塞市以市场为主导的城市运营，雅典奥运城可以说是一个失败的城市经营案例。笔者总结主要原因如下：

（1）过分依靠政府意志的规划，缺乏基于市场需求的经济性考虑。雅典奥运城是典型的完全由政府主导的区域综合开发案例。面对主办奥运会的机遇，在产业基础薄弱的情况下，当地政府依然坚持基础设施建设先行的陈旧理念，认为短期的投资刺激将带来相关产业的长期发展。然而事实印证了脱离市场的规划并不能带来城市的发展，规划是资源配置中的重要工具，但其本身并不能产生资源。

（2）投资规模过大，融资结构过于单一。雅典奥运会基本花费高达150亿欧元。如上文所述，除基本的场馆建设之外，政府对各类基础设施和以美观为目的的旧城改造投入了更高额的资金。这些投入80%以上来自政府税收，直接导致2004财年希腊赤字达到当年全国GDP的6.1%，政府负债总额也一举超越全年GDP。政府在对大型赛事活动的筹备中缺乏理性的思考，导致对资本的考虑不足，不计风险，盲目投资。

（3）对赛事场馆远期利用缺乏预先规划。雅典奥运会结束后，各类场馆大多处于空置状态，几乎没有场馆被移交至所属社区作为公共设施使用，只有少数配套设施，如媒体馆被转让给私人机构。究其原因在于：①场馆前期设计不够灵活，导致使用对象过于专一；②场馆分布零散、偏僻，未考虑市民后续使用的便利性。这说明规划需要解决的不仅是当下短时间内的问题，还需要近远期结合，具有前瞻性。

第四节 中国实践

我国的城市经营及城市运营作为20世纪90年代末期兴起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是在计划向市场、粗放向集约、单一向多元转变和城镇化加速发展条件下产生的。在本章第二节中笔者已经提及，在城市经营模式中，除资本要素来自市场之外，市场并没有实质意义上的主导或者主动参与。也就是说，城市经营模式未能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以及专业管理等优势，而在城市运营中，市场机制由于占据主导地位所以有可能得到更大的发挥。本节选取了3个国内的城市综合开发建设案例，即广州亚运城、鄂尔多斯康巴什新城和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的综合开发建设。其中，广州亚运城作为大型赛事推动、政府主导的城市经营类项目，由于对市场有意识的兼顾和高水平的整体规划，带动了整个广州新城的健康发展；鄂尔多斯康巴什新区由于缺乏产业资源的整合，并且规划建设好高骛远、不切实际而成为著名的“空城”。另外，城市运营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背景下出现的综合城市开发模式，中新合作的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作为国内实践较早且较为成功的城市运营模式项目，是研讨国内政企合作的模式下的城市运营特征的最佳案例。园区因引入新加坡的先进管理理念，利用市场机制对产业进行导入与整合升级，并配合动态、弹性的规划手段，成为我国具有最高竞争力的工业园区。

广州亚运城的开发，是我国以政府为主导的城市经营模式的典型案例。项目由政府进行土地一级开发，由政府担保专门机构负责建设。土地二级开发则由世茂、富力、雅居乐、中信城市运营团队、碧桂园等组成联合体按照完全市场化的方式进行整体策划、融资、设计、施工、销售。项目由政府统一实施建设、管理，在亚残会结束后，才最终移交给开发商。

广州亚运城位于广州市番禺区，项目用地范围2.74平方公里，是为2010年亚洲运动会专门建设，同时也是广州新城的启动区。广州新城总用地面积约228平方公里，其中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约148平方公里。

亚运城开发初期，主要依托广州中心城的经济辐射，利用政府为亚运会打造的包括地铁、医院和学校在内的各项配套基础设施，实现先期建设营运。在亚运城开发的中后期阶段，其发展则主要依赖政府对广州新城的产业引导和政策倾斜，依托广州新城的人口、产业的聚集，实现城市综合开发效益。

广州亚运城的产业规划充分考虑了大型赛事的需求、赛会设施的赛后利用、周边产业及广州市产业发展与亚运村产业发展的双向关系。从市域范围看，广州以亚运会为契机，投入2 200亿元提升城市水平，并完成“十年一大变”工程，包括城市建设全面升级。从区域产业发展来看，广州新城是番禺片区的重点发展区，是广州发展南拓轴的核心节点，珠三角的中心，产业发展的脊梁，承接周边日益升级的产业支撑，有较好的产业发展前景。亚运城北部的高新技术产业及服务业园区密集，可以聚集高素质产业人口。

在场馆及设施再利用方面，广州为亚运城配套的广州新城体育馆、亚运博物馆、亚运公园、医院、学校等均一次到位。通过对赛事的投资带动区域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整个区域的价值提升。赛后亚运城的大型场馆和公建则作为区域配套，通过活动、会议和房地产开发带动周边区域的发展。

亚运城的规划定位是服务珠三角的重要节点、广州南拓节点、番禺片区中心之一，以商务办公、生态宜居、文化旅游、特色产业为基本功能。亚运城赛时定位为满足运动员、教练员、媒体居住，承担比赛、娱乐和交流等功能，赛后则定位为集居住购物、文教医疗、运动休闲为一体的城市综合生活区。规划从区域角度出发，结合城市总体布局，综合考虑赛时需求、赛后利用和市场需求，采用“高规格、高配置、统一规划、配套先行”的独有开发模式。

项目用地范围2.74平方公里，规划人口12.3万。亚运城与赛事相关的总建筑面积为148万平方米，主要分为运动员村、技术官员村、媒体村、媒体中心、后勤服务区、体育馆区及亚运公园等七大部分。

项目规划布局十分强调赛后对未来广州新城的引导作用。它充分考虑了广州“南拓北优”的策略，将亚运城作为新城的启动区，结合赛时场馆和公共建筑建设，打造赛后体育和公共服务设施板块，并将公共服务设施和生态住宅区域与南侧的板块结合，带动城市向南滚动发展。具体规划内容如下：（1）亚运城赛时公共设施区域规划在总用地范围南侧，有利于将来带动广州新城的发展；（2）公共服务设施分布于河湾南岸，赛后可直接转换为各类公建配套设施，面向未来新城服务；（3）道路网北部对应组团式功能形态规划为自由式，南部考虑与广州新城的衔接规划为规则式。

亚运城作为政府主导的城市经营项目，对广州新城的土地价值及区域活力有很好的提升带动作用，可以说是比较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以下两个方面：

1.政府主导、兼顾市场

亚运城建设并非完全是政府意志的体现，在其开发建设前期进行了充分的市场调研，建设运营达到了投资收益的平衡，具体是通过亚运城的土地出让收益来平衡所涉及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场馆建设与改造投资，以及亚运会运营等费用。同时，亚运城的开发建设充分尊重发展商所代表的市场利益，通过适当提高容积率，保证项目的经济效益。

2.规划引导区域整体价值提升

亚运城偏心式的功能布局充分考虑到对周边区域的带动作用，带动城市向南滚动开发。“高规格、高配置、统一规划、配套先行”的独有开发模式，超前规划，配套先行，也进一步提升了区域的整体价值。

总体而言，政策风险对这类政府主导的城市综合开发项目来说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在《广州城市总体发展战略规划（2010—2020年）》中，广州新城留了空白，说明此区域的发展在将来存在不确定性，而广州市政府领导班子的调整也在某种程度上对城市重点发展方向的改变造成影响。由于政策背景的影响，亚运城的区域价值可能会产生变化，目前亚运城的房地产市场已经有一定的下滑趋势，其对广州新城所显现出的带动作用也尚待进一步论证。

鄂尔多斯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是内蒙古的新兴经济城市，总面积8.7万平方公里，2010年户籍人口达到194万，2013年GDP为3 965亿元，人均GDP达到197 381元。鄂尔多斯三产结构比例为2.5 ∶59.9 ∶37.6，产业以煤炭、化工、羊绒、天然气为主。受益于能源资源储备丰富和西部大开发战略，鄂尔多斯城镇化率长期保持在70%以上，城市建成区面积呈爆发式增长，但总人口增长较为缓慢。

康巴什新城是鄂尔多斯市政府近年重点打造的城市新区，规划面积近32平方公里，定位为鄂尔多斯的政治、文化、金融、科教中心以及轿车制造业基地，总投资目前已经达到50亿元。

康巴什新城的建设采取政府主导的城市经营模式。鄂尔多斯市政府以700亩土地作为注册资本成立国有独资的城投公司，作为新区开发建设的主体，按照企业化经营的理念，承担新城的开发、建设融资以及经营等任务；同时陆续通过建设—转让（BT）、建设—经营—转让（BOT）、发行城市建设债券、向银行融资等方式，筹措新区建设资金，城投公司通过新城的土地一级开发，以获取收益还本付息。

鄂尔多斯的产业结构单一，长期以煤炭业为主，产品初级化严重，且煤炭产业对其他产业的扩散带动效应较小，导致资源产业的主导功能缺失，不成结构。2001—2011年，重工业的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由52.7％增至94.3％，以煤炭为主的采矿业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由31.2％增至64.6％。可以看出，近年来鄂尔多斯以煤炭采矿业为主体的重工业发展迅猛，轻工业发展比较滞后。煤炭产业的高盈利能力使企业的投资方向单一化，在一定程度上排斥技术创新，使得地区经济产业结构单一，抗市场风险能力低。

鄂尔多斯2005年提出了产业转型的口号，在康巴什新城规划中，政府希望新城以高端制造业和房地产业为主导，因此加强了对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的打造，且对应规划了10平方公里的工业用地；同时，将鄂尔多斯市政府、行政办公、企业办公、教育医疗等机构迁入新区，并超前、高标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政府公共投资吸引社会资本、引导新区的开发。

康巴什新城定位为鄂尔多斯的政治、文化、金融、科教中心以及轿车制造业基地，在项目规划初期即确定了“高水平、高标准建设”的原则，城市规划建设极为超前。目前，已投资建成的大型公共建筑都采用高标准建设，道路、公交系统、市政基础设施也是超前规划、一次性建设到位。在严重缺水的情况下，鄂尔多斯市政府为建设作为形象工程的景观喷泉，投入上亿元巨资开凿运河，并计划在运河北岸建设上千座高楼，形成康巴什中央商务区。

然而，政府不准确的产业定位，致使规划与新区自身条件不匹配，导致出现严重的资源浪费现象。例如花费40多亿元建造的装备制造业基地，目前的情况是进驻企业少，开工不足，效率低下。不计成本的规划建设严重透支了地方财力，同时也暴露出产业配套体系欠缺、挤出效应显著和要素资源缺乏等问题。

受近几年房地产调控和经济环境的影响，康巴什新城的房地产业出现了停滞现象。目前新城内常住人口仅有2.8万，除了最早新建的两三个小区入住率略高，其他小区的入住率不满10%。这座耗资50多亿元建设的豪华新城，由于人口的匮乏和产业的单一，导致房价暴跌和民间借贷业的崩溃，所以现在的鄂尔多斯不仅在各类媒体上被称为“鬼城”，同时也是“债务之城”。康巴什新城经营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

（1）产城发展不融合。政府对产业发展的定位超前，不符合当地产业发展的特点与资源条件；产业配置单一，以至于新区规划的高端制造产业不能产生集聚效应，产业升级转型失败，经济抗风险能力下降。而且，由于新城缺乏人口的聚集，也无法支撑商贸、餐饮娱乐等城市服务业的发展，导致新城进一步“空心化”，难以实现产城融合。

（2）城市开发建设由政府全面主导，好大喜功、盲目投入，没有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在主导土地一级开发和引导房地产二级开发的过程中，过于超前规划；在高标准、超前进行基础设施和大型公共建筑建设的同时，进一步推动房地产开发市场的盲目发展，导致新城房屋空置率较高，房地产市场泡沫问题严重。

苏州位于江苏省东南部、长江三角洲中部，是中国华东地区特大城市之一，总面积8 488平方公里，2012年常住人口达到1 065万，城镇化率达到75%左右，2013年苏州市GDP全国排名第六位，三产结构比例为1.7 ∶52.6 ∶45.7，以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纺织、轻工、冶金、化工为支柱产业。

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位于苏州主城区东部，于1994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同年5月启动。园区总面积288平方公里，其中中新合作区80平方公里，合作区内常住人口达到72.3万。在苏州市新拟定的城市总体规划中，明确了把园区建设成为长三角地区重要的总部经济和商务文化活动中心之一的发展目标。

2013年，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GDP达到1 910亿元，并连续多年名列“中国城市最具竞争力开发区”排榜首，综合发展指数居国家级开发区第二位，在全省国家级高新区中排名位居第一。

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具有外资导向型的特点，整体产业发展经历了以下3个阶段：

（1）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跟新加坡政府开始合作开发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由新加坡协助招商，1992年到1994年间，引入多项总投资超过1亿美元的大项目，奠定了园区发展的基础。

（2）2000年以后，园区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园区以国际性大规模投资为主，77家世界500强企业在区内投资了124个项目，其中投资上亿美元的项目达100个（如图2-3所示）。主导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先进产业高度集聚，包括电子信息制造和机械制造产业、以金融产业为主的现代服务业和以纳米技术为引领的新兴产业。2008年，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比上年提高0.8%，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比上年提高2.1%。产业快速发展也带来了人口的聚集，在中新合作区80平方公里范围内，常住人口72.3万，而户籍人口为32.7万，一半以上为外来人口。



图2-3 2000年后投资项目地区结构

（3）2008年以来，由于外资导向型模式带来的产业结构比例的失衡和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进出口下滑，园区进入转型发展期。目前，园区产业正处于优化第二产业，并逐渐向第三产业转型的阶段，希望逐渐淘汰或往外疏散原来的低端产业，升级制造业，并引入高新科技和现代服务业，同时优化整个区域的生态及居住功能。

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总规划面积288平方公里，其中中新合作区80平方公里。在2005年通过的新一轮苏州市城市总体规划中，确定了以园区为主体的东部新城是未来中心城区的首要发展方向。其还对园区内部用地性质做了一些置换，完成了部分“退二进三”的工作，并且根据园区当前的发展状况制定出了一套新的转型机制，加速了园区产业向“三二一”发展的进程。从用地结构来看，规划分为3个片区：西部公建配套区、中部居住配套区和东部工业组团区，并分为3期开发。园区内45%用地已经变成居住、商业及公共设施用地，29%为工业、科技及会展仓储等产业发展用地。可以看出，园区从规划上已经定位为以居住、商业为重点的城市综合片区，基本脱离原工业区定位。

园区的规划借鉴了新加坡的城市管理经验，引入“白地”“灰地”“弹性绿地”等弹性空间布局理念，作为短期内不明确用途的地块的有效控制手段。弹性、合理的空间结构可保证园区各种功能活动和经济运转实时高效、保证土地集约利用、保证城市环境优美，以打造舒适宜居的城市空间。同时园区也引入了新加坡的先进生态和环境保护理念，以及先进的环保方式和较高水平的整体基础设施，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园区未来“优二进三”转型工作实施的可能性。

2013年，园区实现新兴产业产值2 213亿元，成为中国最具竞争实力的开发区，总结其成功经验有以下3点：

（1）产业和城市发展具有良性互动的态势。与新加坡的合作带来了先进运营理念和先进的技术资源，国际合作也带来了优良的招商资源和高端制造业产业聚集效益，从而推动了人口集聚和城市发展。同时，苏州市政府对土地与房地产市场较强的管控力度，使土地和房地产价格适度，有效地吸引了周边人口的集聚。人口的集聚反过来又推动了园区发展定位的变化，从制造业向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中心发展。产业的优化提升推动了城市的良性发展。

（2）动态、先进的规划保障。“白地”“灰地”“弹性绿地”等先进规划理念被广泛运用于园区的规划中，对于短期内不明确用途的地块实施弹性控制，有效提高土地开发效益和集约利用水平。同时，开放性的空间结构也为区域未来的发展转型提供了空间上的可实施性。

（3）多种规划相互协调。一方面，园区范围内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环境保护规划和交通规划相互协调；另一方面，园区发展目标与苏州市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也是相互协调一致的。从规划实施建设效果来评价，苏州园区的规划表现为利好，原因在于项目启动时便同时配套建设邻里中心，很好地带动了房地产和其他产业的发展；产业结构和配套设施的完善，又反过来促进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体现为良性的互促互进。




        

第五节 启示

经过对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城市运营及城市经营案例的对比分析后，可以总结出以下四个方面的宝贵历史经验，在城市综合开发运营过程中对保障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城市的持续健康发展不是仅仅依靠城市管理者的主观意志或者职业规划师的主观规划蓝图就能保证的。城市的发展依赖于城市资源与人口的集聚，还依赖于城市产业的发展，是政府弱监管下的市场选择，而市场选择的背后，是产业资本的偏好和动力。城市的发展应该以市场为导向，综合运营土地、产业、资本等关键要素，土地空间、产业支撑、资本推动，三者缺一不可。在产业和土地要素不具备比较优势的情况下，城市更加需要投资者带来的资本驱动，对产业和土地空间的发展给予支持。即使区域内有雄厚的产业基础，只要投资环境不能顺应市场的走向，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便会对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几乎不受规划意志的影响。

本章所述案例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产业和城市发展具有动态的互动关系，城市的长效健康发展需要适宜的产业持续支撑。由于多数新区都采用规划在前，基础设施先行的开发模式，容易发生产城发展不融合问题。如果对产业发展的定位不准确，不符合当地产业发展的特点或产业配置单一，就无法形成产业的集聚和人口的集聚。新城缺乏人口集聚，无法支撑现代服务业，又会进一步导致“空心化”，难以实现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

无论从城市经营还是城市运营的实践中都可以看出，城市要持续、长效发展，资本是原始的推动力。无论是基础设施的提升、产业的优化还是土地价值的提升，都需要资本的投入，否则一切都只是纸上谈兵。当然，也并非只要有资本的推动城市就可以健康发展，当产业基础薄弱、规划不当的时候，“空城”往往就会诞生。

作为城市政府重要的公共政策工具之一，城市规划对实现城市战略经营、空间环境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至关重要。在城市综合开发与管理运营过程中，规划必须与土地使用、公共财政、基础设施、环境、产业等政策紧密结合、协调运作，形成完善的政策体系，以综合调控城市的综合开发管理。在城市开发建设理念方面，要充分利用城市公共政策的综合协调引导作用，如采用TOD（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SOD（Service-Oriented Development，服务导向开发）等模式，即将交通设施、社会服务设施与土地利用进行整合规划，以此发挥公共政策的引导作用，通过市场化方式先导建设配套交通、市政、商业、旅游、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等基础设施，引导城市优先发展地区的开发。同时，作为资源要素配置的手段，规划不仅需要着眼于当下现状，更需要对未来有合理的预测，避免规划滞后或者过于超前。因此，城市综合开发与管理运营需要以规划整合作为手段，来综合协调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所有要素。

本章回顾了欧美国家及国内城市发展、城市经济、城市管理等与城市运营相关的理论发展，追溯分析了目前在中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城市经营模式以及正在兴起的城市运营实践的理论根源、市场原形及其对规划体系的重要依赖关系，并通过国内外实践案例分析的方法对中国特色的城市运营的模式特征进行了总结。

在过去30多年的中国城镇化的宏观背景下，中国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的城市经营管理体系以及与其相对应的理论体系。从理论根源上看，我国的城市经营与城市运营均起源于欧美国家的城市发展和城市管理理论学说，具有相似的理论基础和运作规律。

城市运营与城市经营拥有相近的理念和相同的客体，最大的区别在于实施主体的差异：城市经营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城市综合开发管理模式，强调政府作为城市经营的实施主体地位；城市运营是在新型城镇化战略背景下产生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城市综合开发运营创新模式，强调城市运营商作为市场实施主体的地位。然而，有关城市运营的研究至今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本书将在理论层面对其进行系统梳理。

纵观欧美国家城市发展历程和城市综合开发运营案例经验，事实证明，城市化的发展必须遵循市场主导资源配置的规律，在产业保障、资本运作、土地空间支撑上协调发展，以形成城市综合资源和人口的集聚，而理性、系统、整体的规划整合理念和方法是城市运营持续良性发展的最终保证。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三章 规划整合相关理论与实践

第一节 欧美国家城市规划理论与体系发展演变

“整合”一词在中文中指“通过整顿、协调重新组合”，对应的英文单词Integration意为“结合、整合、一体化”。在自然领域，整合与分化是两个相对立的方向。在政治与管理学上，整合是指“通过非强制性的手段使社会中的个体或共同体形成发展的统一体”。规划整合的理念和实践由来已久，作为学术与理论研究的题材也已经相当广泛，但国内外学术界始终未有达成共识的规划整合理论成果面世。尽管背景、目的、角度和方法不同，不同研究者对“规划整合”的理解和认知也不同，但本书倾向于认为：规划整合是指通过符合城市发展规律的理念与方法，非强制性地引导不同类型、不同层级的规划在逻辑、内容、空间和时间上最大限度地有机统一到城市发展目标上的过程或方法。

基于此，本书力求从“整合”的原义入手，追溯“规划整合”的国内外实践和理论根源，最后在空间上回归到中国现阶段的“多规”现状，剖析以“多规合一”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的规划整合实践和理论研究，分析归纳出基于新型城镇化战略、以市场为主导的规划整合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发展方向。

纵观城市规划的学科和理论源起及其演变，基本上都与城市发展实践密切相关，即使在高度市场化的欧美国家城市发展历程中，城市规划也一直发挥着对城市发展的重要牵引作用。我们发现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各个历史时期中对城市发展发挥重要影响的城市规划理论始终存留着一条追求系统、协调、综合的主线，或隐或显，其核心价值是整体、系统、理性。所以，可以直言不讳，规划整合的理念和思维既是现代城市规划不断成长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也是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科学观、理性观的直接体现。本小节将以欧美国家城市规划理论发展作为线索，探索包含于其中的关于规划整合理念的发展过程。必须说明的是，欧洲与美国的城市规划理论与体系在时间、空间和内容上都呈现出重大差异。欧洲作为经典城市规划理论的发源地，对全球城市规划的理论与实践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美国在近现代出现了引领世界的现代城市规划创新思想和体系，究其根源，仍然来自欧洲经典的规划理念和理论。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现代城市规划理论陆续出现并繁荣发展。例如，霍华德（Howard）提出的“田园城市”规划（1898年）及昂温后来提出的卫星城（20世纪20年代），加里亚（Garnier）提出的线性工业城（1903年），伯纳姆（Burnham）在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上提出的“白色之城”和1907年提出的芝加哥区域性计划，勒·柯布西耶提出的“明日的城市”理想方案，赖特于1935年提出的“广亩城市”规划，以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部分城市和地区推行的以现代主义精神为主导的大规模城市更新等理论和实践。在多学科交叉研究成果和社会学理论的指引之下，有一部分城市居住区的建设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例如街坊、扩大街坊，邻里、小区，特别是小区和居住区的规划和实践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得到了蓬勃发展。

20世纪80年代后期，城市规划理论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形态不再只是唯一的关注点。受到广泛重视的城市设计理论，为城市规划及具体的城市建设和更新等确立了新的关注点，即对城市生命力的关注、对城市文脉和肌理的关注，以及对城市内部生活的关注。同时，环境保护的意识也在规划界被逐步推崇，体现为：除了传统的城市规划外，西方各国相继提出了环境影响评估和环境保护规划的实践。此时，环境保护的规划思想逐步发展成为永续发展的思想。

20世纪90年代后，规划理论的探讨出现了全新的局面，大量对城市发展新趋势的研讨取代了对“现代主义”的关注。城市规划不再仅仅关注物质空间的规划，同时对其他相关学科也开始大量涉足。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规划的研究开始着眼于城市的信息化和网络化。同时，国际城市规划界涌现出了大量反映永续发展思想和理论的文献。这些文献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城市永续发展模式和操作方法，例如总体空间布局、道路系统规划、工程系统规划等。此外，城市规划思想领域的新近研究重点还有规划本位的讨论、城市社区规划的讨论、城市永续规划的技术研制、城市动力机制研究、城市管治与规划的讨论，以及城镇化与全球气候变化关系的研究等。显而易见的是，城市规划理论是在多元化的基础上越来越多地强调综合性、协调性和整体性，而上述特性并非20世纪90年代后才有的，而是从城市规划理论诞生之初就可以寻见其端倪。

1898年，英国人霍华德（Howard）提出了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起源——至今仍被反复引用的“田园城市”理论，以一个规划图解方案具体地阐述了其理论：城市以一系列同心圆组成，从内向外依次分布中央公园、公共建筑、外圈公园、住宅、学院、花园洋房等，城市外围则为永久性绿地。霍华德的理论对城市规划学科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那时他就已经把城市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一是提出了城市与乡村的统筹；二是强调了城市内部居住、就业、商业的协调。实质上，他并非从建筑或者形态的角度规划城市，而是从社会的角度对城乡统筹、人口密度、城市经济、城市绿化等方面都提出了见解，并对城市财政改革、土地制度、商业管理等涉及后期实施的问题进行了重点研究。

20世纪初，大城市规模恶性膨胀，如何控制及疏散大城市人口成为一大难题。“田园城市”理论由霍华德的追随者昂温发展，并在1922年正式提出“卫星城”理论，提出以在大城市外围建立卫星城市的方式疏散大城市人口。同时期，美国规划师惠依顿也提出用绿地包围大城市限制其的无限发展，并在绿地外围建造与大城市以一定方式保持联系的卫星城镇，此理念和昂温的卫星城理论的核心思想高度相似。

卫星城理论的代表性实践是1928年编制的大伦敦规划。规划采用了在外围建立卫星城镇的方式，提出人口疏散的入手点在于大城市地区的工业及人口分布规划，这标志着建立卫星城镇的思想开始与区域规划统一考虑。1942年，由阿伯克龙比（Abercrombie）主持的伦敦卫星城镇计划通过在外围建设相对独立的卫星城镇的方式减少了伦敦中心区60%的人口，这些卫星城镇内有相对完善的生活服务设施和工业产业，城镇内居民的日常生活及工作基本可以就地解决。第一批卫星城以哈罗（Harlow）新城为代表，以邻里单位的方式建设生活区，每个邻里单位有小学及商业中心，城市主要道路联系着市中心、车站和工业区，并从生活区之间的绿地穿过。英国的各新城开发公司，为吸引工厂和居民迁入卫星城镇，也创造了各种便利条件。第二代卫星城规模较第一代更大，分区不及之前严格，密度更高。第三代则以20世纪60年代英国建造的米尔顿·凯恩斯(Milton Keynes)为代表，规模更大，城市公共交通和公共福利设施也更为完善。上述卫星城规划均考虑了城市的社会就业平衡、交通便捷、生活接近自然等多方面城市综合效益的实现，方案具有灵活性和经济性。

法国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在1925年发表的《城市规划设计》中，创新性地提出将工业化思想引入城市规划。他所提出的“明日的城市”主张提高城市中心区的建筑高度和人口密度，并布置大量绿地及公共空间；交通方面主张提高停车场数量和道路宽度，减少街道交叉口或组织分层的立体交通，并重视车辆与住宅的直接联系。勒·柯布西耶强调了就业、居住、交通等方面的共同发展和协调配合。

与之相反，1935年，另一位建筑大师赖特提出了反集中的空间分散的规划理论和“广亩城市”模式。他反对集中主义，强调城市中“人”的感受。虽然与勒·柯布西耶的理论处于两个极端，但这些理论具有一些共性，即都有大量的绿化空间，并关注到当时所出现的新技术对城市产生的影响。1942年沙里宁在《城市：它的发展、衰败与未来》中阐述了由“广亩城市”发展而来的“有机疏散理论”，提倡将原来的密集区域分裂成一个个集镇，集镇之间用保护性的绿化带隔开。“广亩城市”和“有机疏散理论”虽然倡导分散的城市结构，但是依然是将区域和城市作为一个整体对待，并且空间规划与交通规划、环境规划等相互支持与促进。

1933年，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在雅典举行会议，制定了《城市规划大纲》，即《雅典宪章》。大纲认为，城市规划可通过功能分区将综合城市分为4项基本功能：生活、工作、游憩和交通。大纲提出城市按居住、工作、游憩进行分区，并通过交通网进行平衡；城市中不同的地段人口密度不同，而居住区享有城市最好的地段；多保留空地或绿地；并有计划地明确工业与居住的关系。

1978年的《马丘比丘宪章》认可了《雅典宪章》在40多年的实践中的某些原则，同时也指出《雅典宪章》中对功能分区的过分追求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城市的有机组织，忽略了城市中人与人之间多方面的联系，城市规划的目标应是创造一个具有综合效益的生活环境。我们可以看出，《马丘比丘宪章》关注的不只是城市功能的整体性，还关注城市内部人力、土地和资源的协调发展，以及城市与周围区域和自然环境的协调共生。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城市规划理论界前所未有地关注了规划的社会学问题。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所著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及其对当时的规划思想激烈的批判是西方城市规划理论发展的一座里程碑。可以说，在此之前，规划的手段与技术是规划师们所竞相追逐的目标，而简·雅各布斯让规划师们逐步开始关注是在为谁做规划，城市规划观念和关注点开始发生转变。达维多夫在研究规划决策过程理论时，对城市中各个社会群体的利益保障机制进行了探讨。20世纪70年代后期发展的新马克思主义也在规划理论界对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本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

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界普遍认识到研究都市史时必须将“空间与人民并举”作为分析的基础去推动都市理论的发展。较为典型的有“都市过程”（Urban Process）研究以及基于空间政治经济学“社会—空间动力”（Socio-spatial Dynamics）的概念。都市过程被解释为“产生都市形式的社会、政治、技术与艺术力量的复杂合成”，涉及城市的空间转化与历史转化，研究都市变迁（Urban Change）与历史变迁（Historical Change），即历史中的城市转化（Transformation of the City in History）。而“社会—空间动力”的理论概念，从分析都市的现状和具体问题出发，强调都市形式与社会结构变迁的空间转化（Spatial Transformation），尤其关注社会政治过程、城市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以及都市形式与社会变迁之间连续互动的历史演化，用以解释城市的变迁及其原因和动力。

可以看出，在城市整体发展观的影响下，对全体社会和市民的关注也成为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趋势，其中不仅包括对少数社会上层阶级利益诉求的关注，更多的是对大多数普通市民的公共利益的关注，以满足社会整体的利益诉求。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规划理论的探索出现了全新的局面。世界城市体系的理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出现。沃夫、弗里德曼、莫斯、萨森等人提出了世界城市体系假说，他们认为各种跨国经济实体正在逐步取代国家的作用，使得国家权力空心化，全球出现了新的等级体系结构，分化为世界级城市、跨国级城市、国家级城市、区域级城市、地方级城市——形成了“世界城市体系”。经济全球化进一步以功能性分工强化不同层级都市区在全球网络中的作用，带来了全球范围全新的地域空间现象——全球城市区域（Global City Region）。这个概念强调从区域角度更好地解决都市区域的城市社会经济问题，达到城市要素集聚和全球化时代的新形态。

全球城市区域理论是从大区域尺度上研究城市内部要素及促进城市间协调的区域规划理论。可以看出，城市不是一个封闭独立发展的单元，而应该是处于特定区域背景下的相对独立发展的单元，以区域整体的力量进行全球合作与竞争。

现代城市规划管理体系包括规划法规体系、规划行政体系、规划运作体系三方面，其中，规划法规体系是核心，为其他两方面提供法定依据和法定程序。著名城市规划教授孙施文认为：“世界上的城市规划按大类至少可以分为三种类型：英国、欧陆和美国，其起因与渊源各不相同，尽管‘二战’后都使用‘城市规划’这样的词语，比如：英重行政、欧陆偏建筑，美则在公共规划和对私人开发控制的区划上区分得很清楚。它们之间有相互借鉴，但均在自身制度上补充，与此相关的学科体系也不同。”本部分余文将以英国、美国和欧陆代表德国的规划体系为例，对各国和地区规划体系的特征进行梳理。

城市规划的法规体系包括主干法及其从属法规、专项法和相关法。规划法是城市规划法规体系的核心，因而又被称作主干法，其主要内容是有关规划行政、规划编制和开发控制的法律条款。主干法具有普遍适用和相对稳定的特点，某些特定议题则不宜由主干法来提供法定依据，在这种情况下，针对这些特定议题的立法——专项法便可发挥作用。例如，英国在1946年制定的《新城法》和1980年制定的《地方政府、规划和土地法》等都是针对特定议题的专项立法，为规划行政、规划编制和规划实施等方面的某些特殊措施提供法定依据。另外，由于城市的建设和管理涉及城市的方方面面和大多数行政部门，因此，一些相关法律是城市规划实施中的重要依据。然而，在实施过程中，主干法仍是城市规划的核心法律依据，城市规划的行政及运作体系的顶层设计应该统一。

规划行政主体及其权利和义务是规划法的重要内容。各个国家或地区的规划行政体系可分为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两种基本体制。

首先我们看英国，其规划行政体系是中央集权体制，主要对应其三级行政管理体系：中央政府、郡政府和区政府。按照城市规划法，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规划通过审批和抽审等方式进行统一管理，相应，郡政府主要负责结构规划，而发展规划和开发控制则由区政府负责。

美国的规划行政体系恰与英国相反，是典型的地方自治的代表。美国的行政体系结构分为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三级，联邦政府没有规划立法权，只能借助财政手段发挥间接影响力，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由州政府立法授权。因此，并不是所有州都要求地方政府编制总体发展规划。

德国则属于混合类体制。德国的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都有城市规划的立法权，但州法规必须与联邦法规相符合，两者都作为发展规划和开发控制的法定依据。因此，地方政府的规划职能在内容和形式上不会差别太大，各州政府也在地方土地利用的规划协调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

规划运作体系包括规划编制和实施管理。各国的城市规划编制体系较为相似，可分为战略性发展规划和实施性发展规划两个层面。

战略性发展规划是对城市中长期战略目标的规划，包括对土地利用、交通管理、环境保护和基础设施等方面拟定发展准则和空间策略，以及为城市各分区和各系统的实施性规划提供指导框架，但不能作为开发控制的直接依据。在不同国家，战略性规划的体现方法各自不同，例如英国体现为结构规划（Structure Plan），美国体现为综合规划（Comprehensive Plan），而德国的城市土地利用规划也是战略性发展规划。

实施性发展规划是以战略性发展规划为依据，针对城市中的各个分区拟定的作为开发控制法定依据的规划，因此又称为法定规划（Statutory Plan）。英国的地区规划（Local Plan）、美国的区划条例（Zoning Regulation）和德国的分区建造规划都是开发控制的法定依据，虽然形式上各有差异。例如，美国的区划条例包括全部的规划控制要求；而德国的分区建造规划，除了制定一般的区划条例，还细化到分区发展规划，制定每个特定分区的发展原则和建造控制要求。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城市的整体、系统发展理念是城市发展各相关要素客观叠加、综合协调的必然结果，因此，城市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城市与区域各要素的关系应是城市规划整合关注的重点。

（1）就规划整合的理念与内涵而言，规划整合是有机整合，而不是强制整合，它是以规划为手段和载体，通过设定共同的系统发展目标，在目标、空间、时间、手段和利益诉求等方面形成不同规划的协同，从而取得比整合前更大的发展成果。

（2）就规划整合的管理与执行体系而言，不同层次的规划体系负有不同的使命，战略性发展规划的层次较高，综合性和战略性更强，强调对空间结构、社会关系、环境及交通的整合；实施性发展规划一般在地方一级运作，具有可操作性和硬约束性。上游规划对下游规划具有指导和约束意义，但一般情况下，上游规划具有宏观指导意义而不具有强制性。

第二节 中国城市规划理论与体系发展演变

城市规划被定位为一门综合性的应用科学，其发展的基本特征是多级延伸、交叉综合，既涵盖了因学科交叉而产生的边缘学科，又涵盖了跨领域的横断学科。因此，随着人们对城市规划认识的不断加深，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也逐渐与相关学科进行着融合。

我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规划工作内容和方法深受苏联规划思想和体系影响，倾向于政府主导。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倾向于市场作用的欧美国家规划理论逐渐进入并影响我国的规划实践与理论探索。20世纪80年代，我国城市规划的主要任务是尽可能高效地配置公共物品以解决公共基础设施的供给和保障经济的更高速发展，但这样做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城市中的某些社会矛盾。20世纪90年代末期，城市规划逐步从政府垄断型规划走向平民化的公众参与式规划，规划公示使城市规划方案透明公开成为时势所趋。城市规划跳出建筑学的襁褓，从地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生态学中获取辅助。然而，多数专业规划师只关注技术性的细节，过于专注城市形态与肌理，却忽视了规划工作所立足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基础，更不愿思考这些理论的内涵，以至于中国的城市规划理论无法避免地陷入了“就空间论空间”的怪圈，难以在理论上有所突破。

由于中国的城市规划理论大多直接借鉴国外的理论，缺乏本土化，忽视了城市发展阶段或城市发展的历史阶段性和特殊性，造成了“还没有属于中国当代的城市规划理论”的局面。可以说，国外的城市规划为“后城镇化时代”的规划，而中国的城市规划是“城镇化中”的规划。大发展背景的差异致使国外的规划理论不能直接运用于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中国，故亟待“有中国特色”的城市规划理论的创新。

与欧美国家城市规划管理体系的产生和发展机制不同，我国城乡规划管理体系产生于计划经济时代，发展于市场化初期的城市经营时代，大体上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城乡规划法律法规体系、城乡规划行政管理体系、规划功能层级体系。

1984年颁发的《城市规划条例》，标志着我国的城市规划管理正式迈入法制化。2008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作为城乡规划体系的主干法和基本法，与配套的各种不同层次的行政法规，配套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技术标准及规范，以及相关的各不同部门的法律和行政法规一起构成了城市规划体系的庞大法律支撑系统。规划法理基础不同直接带来在法律地位上的明显差异，使得规划在实施过程中面临法律地位难以界定、法律基础缺失，直接影响实施效能。

我国近现代城市规划的发展演变与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前，国家政局不稳，致使城市规划建设受到了较大的负面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城镇化进程加快，我国现代城市规划体系也相应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著名城市规划学者张庭伟教授指出，规划理论可以说是关于政府定位的理论。因此，必须将对当代规划理论的研究置于中国转型期政府职责转变的大背景中讨论，其中，转型期政府职责的定位，政府干预市场的方式和力度，政府对效率与公平的决策，都决定着规划工作内容和方法。可以说，我国城市规划运作体系很大程度上受到规划行政体系的制约和影响。

纵观中国当代规划体系发展史可以看出，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除了国民经济规划（计划）一直由单独的部门（从曾经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到后来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编制，城市发展均按照由建设部门负责编制的城市总体规划进行，而交通、环境、国土等方面的规划均为总体规划的组成部分。

1952年11月，国家计划委员会成立，为拟定国民经济规划和预算的最高行政机关，负责编制“五年计划”。1998年国家计划委员会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2003年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发改委”）。发改委自2006年起将“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也就是现行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这标志着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城市建设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便由国务院设立的建筑工程部负责。第一次城市建设座谈会在1952年9月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组织召开，提出城市建设要根据国家的长期计划，分别在各城市拟定城市总体规划，城市建设需在总体规划的指导下进行。彼时，除了关于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制订，有关空间、土地、交通、环保等均由总体规划统筹规划。1956年城市建设总局被撤销，成立城建部，内设城市规划局等城市建设方面的职能局，专门负责城建方面的政策研究及城市规划设计等业务工作。这种各要素统一规划的局面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

在国务院组成机构越来越细化的同时，环保、土地、交通等部门相继独立。同时，涉及城市发展各方面的统筹计划，分别由各部门按照各自的规划编制体系形成相对独立的成果，对同一城市空间内的不同要素各自进行安排。

例如，在交通规划方面，1949年10月交通部成立，但并未开始拟定独立的交通规划。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国外城市交通规划思想传入国内，1979年，在城市规划学术委员会下成立的大城市交通学组，提出了交通规划是城市规划的组成部分等指导思想。20世纪80年代初前后，几个大城市相继开始了交通调查，我国城市交通规划也开始起步，逐渐从城市总体规划中脱离出来，由交通部至后来的交通运输部负责规划编制。

土地利用规划方面，1986年国家土地管理局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颁布，启动了全国第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也正式分开编制。

环境保护规划方面，1974年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1982年成立环境保护局，归属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1984年更名为国家环境保护局并于1988年从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独立出来。此时起，环境保护规划也相应地脱离城市总体规划，形成一个独立的编制体系。

显而易见，中国的城市规划体系始终随着规划的行政管理体系的演变而演变，从最初的统一到多部门分离，大一统的行政部门设置形成了规划的整合，而后期的部门分离也直接导致了规划的系统性破碎。就目前大部制的改革来说，住建部和国土资源部面临整合，因而不同部门主导的规划整合也势在必行。我们可以十分欣喜地认为，这是从政府层面，自上而下提高新型城镇化效率的行政改革。

纵观我国城市规划的功能层级体系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我国的规划工作体系也是以可持续发展及构建城市的整体功能为原则，逐渐从单一的物质性规划向结构复杂的综合性规划体系发展。

我国最初的规划层级体系框架是学习苏联的经验，形成“总体布局规划—专项规划—近期建设规划”的初步结构。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受西方规划理念的影响，我国增加了城镇体系规划并丰富了专项规划的内容，分区规划提上日程，规划体系的广度和深度的突破体现了区域、综合和发展的观念。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规划体系以可持续发展及构建城市的整体功能为原则，建立了与国家、区域、地方3个层面相对应的“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分区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的“三阶段、五层次”的结构模式。2008年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增加了乡、村规划，形成如图3-1所示的结构模式。同时，在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一书两证”制度基础上，增加了“乡村建设许可证”，形成“一书三证”许可制度，进一步完善了城乡规划管理制度。



图3-1 我国的规划体系构成

本章第一节提及的欧美国家城市规划编制体系主要分为战略性发展规划和实施性发展规划两个层面，而这两个层面对我国规划功能层级体系的影响分别体现为概念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理论与方法在中国的落地应用。

概念规划对应英文是Concept Planning或者Conceptual Planning。王春艳在综合了赵燕菁、张兵、姚凯、顾朝林等著名规划界人士对概念规划的表述后，对概念规划的表述是：“概念规划是一种独立于我国城市规划法定体系之外的、具有战略指导性的规划，其主要内容是为城市社会、空间、经济、环境、交通的综合发展提供全局性的思路和发展战略，而对传统‘物质规划’中的指标性规划显著淡化。”

实际上，我国的概念规划的出现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沿海开放城市，受中国香港地区、亚太发达国家的影响，深圳、珠海等经济开发区在引进外资时，由中国港澳地区和国外投资商在其主投的项目和区域上，邀请境外规划咨询机构编制了项目发展概念规划。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内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概念规划的编制逐步成为项目发展前期定位策划、产品研发的必要阶段和手段。自2000年广州率先编制《城市总体发展概念规划》以来，南京、杭州、深圳、北京等市政府也编制了城市概念发展规划。在市场经济处于主导地位的环境下，概念规划成为政府主导的战略规划、总体规划、分区规划、城市设计以及房地产商在居住区开发、新城开发、街区开发等各个层次的前导规划，普遍带有研究性、探索性和综合性。虽然概念规划不是法定规划，但多年来一直是规划咨询市场上主要的规划咨询手段，其成果也受到政府机构和私人开发投资机构的高度重视。不得不说，概念规划有效弥补了图3-1所示的我国目前法定规划编制和审批体系中的缺陷。

控制性详细规划上承总体规划与分区规划的意图，下为修建性详细规划或建筑设计提供控制与引导，是以城市总体规划或分区规划为依据，以土地使用为重点，确定建设地区的土地使用性质、使用强度等控制指标，道路和工程管线控制性位置以及空间环境控制的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是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适应土地有偿使用和城市开发建设方式的改变，借鉴美国区划（Zoning）的经验产生的。20世纪80年代，美国女建筑师协会来华交流，带来区划的新概念，作为对城市土地切实有效的管理工具，其突出的特点是严整、细致，具有法律地位。此后，国内迅速兴起了对区划的模仿和借鉴，一些开发区甚至直接使用在私有制下针对已建成区域的“Zoning”来编制开发区规划。20世纪80年代后期，规划界开始探索以地块控制性指标为核心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方法，试图将过去的一张蓝图管理转变为指标与原则管理，此时期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模式初见雏形。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开始明确“控制性详细规划”概念，1991年和2005年建设部（住建部的前身）分别颁布的《城市规划编制办法》中，均明确了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内容和要求，标志着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法定规划地位的确立。

规划行政管理体系的频繁变动，造成我国在城市规划的实施和管理上一直未能按照城市发展的规律和规划学科的科学性健康发展，客观上形成我国规划类型众多的独特现象。据不完全统计，经法律授权编制的规划至少有83种，且相互关系较为复杂。从国家到地方层面，各种规划在规划目标和内容等方面缺乏统筹，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功能重叠、冲突与矛盾；同时，由于各种规划起步时间和侧重点均存在差异，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成熟程度则相应不同，这种情况造成了规划之间存在大量交叉和重复，造成规划资源的浪费，空间规划缺乏整合、不成体系。规划不协调的问题已严重影响并制约了其规划效率的发挥，进而成为导致土地资源浪费、空间管理无序、环境保护失控的重要原因。为了弥补自身的不足，各规划都在不断完善各自的规划体系。

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了完善规划体系，充分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但因为受体制分割、部门利益驱使、衔接不当等因素的制约，很难有具体的研究与实践。2013年7月，中共中央提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而“多规合一”被认为是实现新型城镇化的重要途径。在此背景下，各省市相继提出“两规合一”“三规合一”“四规叠合”和“五规合一”等规划思路。“五规合一”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提法，譬如：重庆市、山西省等区域提出的“五规”包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环境保护规划五类，北京市“十二五”规划中“五规”包括人口规划、产业规划、空间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城市文化遗产规划，广东省珠海市提出的“五规”包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生态环境建设规划。我们可以看到，“多规合一”尚处于自由发展阶段，在全国范围内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操作模式，甚至认知模式。

学者石楠曾经表达过：“城市规划的社会地位提高了，但是城市规划的社会功能却存在着明升暗降的情况。”城市规划是对城市内包括建筑物、基础设施、景观等所有建设的统筹计划与安排，是城市建设的“龙头”与法律。城市规划一旦通过法律程序拟定，在实施过程中就必须严格遵守。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城市规划经常被曲解或改变，或者迫于各方面的压力，脱离其作为公共政策的属性，沦为执行长官意志的技术工具，这可以说是我国城市规划的悲哀。为何会有如此的现象发生，主要存在以下三点原因：

第一，城市规划未能发挥其综合协调政府、市场和公众利益的职能。例如，在城市总体规划工作中，城市的总体利益很多时候被一些局部利益所掣肘，各种部门不同的专项规划也不能依循总体规划的目标，使得总体规划成了部门规划和行业规划的尾巴。较经常出现的是土地出让不按照城市规划的部署安排，开发商大量囤积土地，导致总体规划的编制受制于土地出让的局面。

第二，城市规划未能发挥其协调近、中、远期的职能。例如，不少城市的近期建设项目与城市总体规划规定的长远目标经常存在较大的矛盾，导致规划的总体战略安排不得不做出让步，从而难以达到最初的规划总体目标。同时，规划蕴含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在执行过程中往往受到强大的外来因素干扰，这其中包括地方利益和个人利益。首先是地方利益，城市政府为了短期的城市经济快速增长，在决策时往往采取牺牲规划原则的做法，城市规划在市场面前甚至没有得到起码的尊重；其次是个人利益，某些个人或利益集团为达到经济目的操纵甚至违法诱导规划调整，从中谋利。

第三，城市规划失效的现象并不鲜见。主要原因在于国内城市规划常沦为领导意志的执行工具，“换一届领导，就改一次规划”。任期制导致本为城市长远计划部署的城市规划变更频繁，导致城市建设忽东忽西，形成恶性循环，为将来的发展埋下了巨大隐患。部分城市规划严重滞后，起点低，不能充分发挥规划的“龙头”作用。改革开放后，城市建设发展如火如荼，城市发展的规模与水平早已远超出原规划的近期规划规模和水平，而接近或超过远期规划与水平，在这种情况下，若规划修订不及时，即会出现规划滞后的现象。许多城市规划未能系统地考虑城市的整体功能优化，致使城市问题之间的割裂。而由于城市建设速度过快以及对规划的长远战略性认识不足，规划与建设的“错位”“脱节”更是屡见不鲜。

从前些年的“规划规划，墙上挂挂”，到近些年的“空城”“鬼城”等城市建设现象盛行，城市规划行业走入一个怪圈，要么被束之高阁，要么沦为政绩工具。城市规划不知不觉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公共政策属性。

首先，基于我国编制办法及编制主体的规定，规划通常由城市政府下属的规划主管部门指定的规划院主导编制，编制过程高度依赖政府领导以及规划管理部门的个人能力和部门倾向等因素。地方主要领导通过决策形式，凌驾于各项规划工作之上，规划对各区域发展意图和定位往往体现的是政府的意志。然而，规划作为统筹资源的工具，必须充分考虑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在现实工作中，规划编制缺乏充分的前期调研论证，不能密切结合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时存在领导主观决策的问题，常常造成规划布局不合理的情况。

例如，在目前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操作实践中，因不能适应实际操作的综合要求，不断出现“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的现象。仔细审视控制性详细规划现状可以看出，控制性详细规划自身存在着功能定位含糊、管制内容和技术手段难以适应发展需要等方面的不足，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的缺陷与成果法定化同时也加剧了矛盾。

其次，规划编制过程未能充分采集区域发展上游需求信息，未能密切结合市场经济的发展，缺乏对产业、土地经济价值的科学和量化判断，导致土地规划、空间规划等缺乏科学性、前瞻性，造成无法与市场有效对接。这也从侧面解释了我国规划修编工作为何如此频繁，城市发展为何总是迅速突破规划控制。就规划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而言，规划设计单位只有立足于前期充分的调研和论证，在与市场判断充分结合的前提下，才能够形成关于区域发展的正确意图和思路。而在现实工作中，却大量存在因领导主观决策或部门之间的协同不足而造成远期规划的不足、市场需求上的错配，最终给城市的发展留下战略性的失误。

我国现行的规划体系变化繁复，导致“多规”主体之间关系复杂。规划体系存在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城乡空间发展，如许多高速增长的大城市地区，常出现国土无序开发乃至失控，产业和空间布局混乱，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交通、环境之间的矛盾冲突明显等现象。由于各类规划的编制主体、实施主体、编制依据等的差异，规划间的协调统筹问题尤显突出。各个规划争坐“龙头”，必然导致在规划主导内容上强调“以我为本”，使得各类规划自成体系，规划之间协调困难。由于“五规”由政府各职能部门具体执行，因此在职能设定与履行过程中，横向的部门规划存在“越位”“错位”现象，部门规划协调存在“缺位”现象。虽然相关法律文件要求规划进行协调衔接，但各职能部门间并未存在较为具体有效的协调机制和措施，协调衔接的内容也不明晰。

比如城市总体规划，重点城市的总体规划编制周期基本上都在1年半以上，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真正的编制时间并不长，大部分时间都浪费在了审批环节。各规划间由于编制主体不一，造成审批环节互相冲突，这时，部门间的利益协调机制就尤为重要。一个建设项目的落地涉及发改委、规划局、国土资源局等20多个部门的协调，流程包括项目立项、用地审批、规划报建、施工许可、竣工验收等200多个行政审批环节，各部门互为前置、来回调整、串联审批，常常需耗时1年左右，审批时限更延至2～3年。更甚的是，由于各部门利益关系混乱，滋生出了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

“多规”分立往往造成相互间规划内容交叉，规划结果矛盾，缺乏整合的情况，最终导致规划失效，其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1.人口规模预测方面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从经济发展与人口规模的关系入手，预测主城常住人口的规划目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出于节约和集约用地要求，会进行人口规模预测；城市总体规划在人地挂钩的要求下，也会进行符合自身要求的人口规模预测。

2.土地利用空间布局方面

土地利用空间布局与城市总体规划常在建设用地、农用地的发展方向、空间布局方面发生矛盾。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从保护耕地的角度，立足土地资源的现状特征，确定土地利用的空间布局；城市规划从发展的角度，确定建设用地的空间结构和用地。两者进行土地利用空间布局的出发点不同，结果也难以避免常出现矛盾。

3.城市发展定位与发展目标方面

行政体系的分割导致各个规划争坐“龙头”，且均从各自的分析和利益诉求出发提出城市发展定位与发展目标，致使出现一个城市有多个总体发展定位和发展目标的现象。

4.管制分区界定方面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要划定允建区、限建区和禁建区，城市总体规划要求在市域层面划定禁建区、限建区和适建区，主体功能区规划要求划定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同时，由于统计手段、方法、口径存在差异，造成规划用地数据相差较大，规划间存在较多的冲突和矛盾。

由以上不争的事实可以想象，“五规”矛盾的问题，必然导致很多建设项目选址缺乏统筹，比如有时会造成选址在农田或生态用地，对城市生态敏感区域造成破坏。而“规划打架”衍生出的政府效率低下或“规划浪费”情况屡屡出现。例如，交通规划中的立交桥和城市枢纽站点，其选址地块可能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是农用地，这就会导致城市交通设施无法按照时间节点建设落实，造成城市交通设施建设配套不足，产生拥堵现象，不利于城市社会经济和产业的发展。

第三节 规划整合的相关实践与理论探索

从国内外的规划理论体系发展可以发现，规划整合是规划实践与理论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主要目的是在唯一的城市空间资源上，统一各种破碎化的规划，协调和整合空间发展、协调多方利益、提高效率，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尽管过去30年来，中国的各种类型规划为各大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做出了贡献，但由于我国特殊的城乡管理体制的制约，具有中国特色的“多规分离”“多规矛盾”现象越来越严重，我们将从我国的“多规”差异性、“多规合一”的实践入手，对目前规划整合的理论探索进行详细的回顾分析，为后续规划整合的实践做好理论铺垫。

“一级政府、一级规划”，“一个部门、一种规划”，使得各种规划各有侧重，差异频现，主要体现在编制主体与层次、编制依据、发展程度与内容、编制技术与标准、规划周期与口径等五个方面。下面将以具有代表性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交通规划、环境保护规划五个规划为例剖析我国目前的“多规”情况。

现在来看表3-1所总结的“五规”编制主体情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由发展改革部门负责编制；国土资源部门负责编制、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建设规划部门负责编制和实施城市总体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编制和实施；交通规划不属于法定规划，编制主体较为灵活，可以由地方人民政府主持，地方发改委或交通管理部门牵头，会同有关部门进行综合编制。可以看出，各规划基本都由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编制，具体落实则由人民政府所辖的相关职能部门负责，编制主体虽属于同级行政管理部门，但属于不同职能部门，从而导致“一级政府、一级规划”“一个部门、一种规划”的现状。



而表3-2所展现的是“五规”的编制层次情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均是从国家层面到乡镇层面都有编制；城市总体规划从直辖市到乡镇都有编制；交通规划和环境保护规划作为专项规划，也是六个层面都有编制，国家层面的一般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一项专项规划来编制，在省（直辖市）、地级以下城市会有道路交通综合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保护规划等系列相对独立的规划，或者是作为城市总体规划的一项专项规划来编制。



注：1. √表示存在这一编制内容；

2. ×表示不存在；

3. ？表示可能存在或不存在。

“五规”的编制依据根据各类规划的特性各有不同，基本依据为相关规划领域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依据为《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依据为国家、行业标准和规划，包括最高层次的《土地管理法》《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审查办法》，地方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等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依据为编制城市上一层级的城镇体系规划；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编制依据为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环境保护规划编制依据为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标准，国家和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其他相关专项规划，以及省市等地方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规划。

我们再来看“五规”的发展进程，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发展滞后于城市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起步较早，新中国成立伊始便启动了全国性、大规模的城市总体规划编制；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自20世纪80年代起才开展，此时期先后组织的两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和实施工作都因为体系等种种客观原因，可操作性较差，相应，其相关理论及实践的成熟程度则远不及城市总体规划。从规划的内容上看，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主要确定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以及各行各业发展的分类目标，目标性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国土规划的组成部分，是国家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土地本身的适宜性，对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整理、复垦、保护等在时间空间上所做的总体安排；而城市总体规划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对城乡空间资源做出科学合理的配置，是城乡建设的具体规划；交通规划通常是对交通设施体系布局、交通运输规划、交通近期建设等的规划；环境保护规划则是对城市环境保护的未来行动进行规范化的系统筹划，是为有效实现预期环境目标的一种综合性手段，环境保护规划包括对生态环境资源研究保护、城市环境分区与保护措施。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地方自主性较强，在编制程序方面没有规定一定要在上一层次规划完成后本级规划才可编制，下级规划根据地方发展需要，可先行开展规划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一般采取自上而下、分级开展的方式进行，而城市总体规划则更多采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工作路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制强调土地的合理利用，尤其是耕地的保护，耕地占用和保护指标的分配采取自上而下、层层下达的方式，不得突破，具有很强的计划性；城市总体规划侧重对城市空间资源进行合理的布局，不仅考虑耕地保护，也包含集中集约地对其他各种行业用地需求的时空安排。

在用地分类标准上，由于各规划采用的标准由各职能部门分别制定，不同规划的用地类型常出现同名称不同内涵、同一类用地分类方法不一致、用地分类彼此交叉或包含等现象。例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所采用的分别是国土资源部和建设部各自编制的标准，虽然在标准的制定上注重了两者的衔接，但仍有不同。

“五规”编制的技术方法也不尽相同。例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在确定建设用地规模时采用的方法就不尽相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主要为落实中央的调控目标，采用“以供定需”的方法来确定建设用地规模；城市总体规划确定建设用地规模是以地方需求为导向，在人口预测的基础上，结合人均指标和空间布局，确定建设用地规模。“以供定需”和“需求导向”的不同的规模预测方法，使得预测结果不免存在差异。

根据《土地管理法》，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规划期限由国务院确定，由国家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正式发文，对全国各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规划基期、规划期及规划基期数据做出明确的规定。而城市总体规划的规划期限一般由负责组织规划编制的政府部门根据城市的发展条件、发展趋势等自行确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交通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的规划期限则分别为5年、20年、10～15年（如表3-3所示）。



在用地统计口径上，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将城市工矿用地和特殊用地单独列为一类，没有纳入城市建设用地，与总体规划的分类不尽相同。在人口统计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从经济发展与人口规模的关系入手，预测常住人口的规划目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统计的城市人口仅指城市驻地户籍人口，而城市总体规划统计的城市人口除了户籍人口，还包括户籍不在当地但长期在城市中居住、工作的外来人口。因此，由于统计口径的差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的城市建设用地和人口规划的现状及预测值通常小于城市总体规划的统计值。

近年来，由于“多规不合一”所造成的空间利用低效、资源浪费的现象日益明显。在新型城镇化的“节约集约”的思想指导下，为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以“多规合一”为形式的规划整合已在各级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开展探索实施起来。

可以理性看到，“多规合一”是现代城市规划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规划整合、协调的理念及方法。《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明确提出：“推动有条件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多规合一’。”这句话很明显地表达了一个信息——目前我国城市发展中确实存在“多规不合一”的现象，“多规合一”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推进实施“多规合一”有利于解决城市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人口超载等诸多问题。“十一五”期间，我国部分城市已经开始探索“三规合一”，即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中涉及的相同内容统一起来，并落实到一个共同的空间规划平台上，各规划的其他内容按相关专业要求各自补充完成，以求真正实现以科学规划引领地区发展。在党的十八大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正式提出“三规合一”后，国内先进城市陆续开始了“三规合一”“四规合一”乃至“五规合一”的实践。相对于国外的规划体系和规划经验，中国目前一些地方进行的“多规合一”的实践对于中信城市运营实践中的规划整合更具借鉴意义，因为这些实践扎根于中国国情，更能针对中国规划体系中的问题，因此，它们对于国内协调空间规划与发展规划、理顺相关部门的关系，也具有更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2004年，国家发改委曾在江苏苏州市、福建安溪县、广西钦州市、四川宜宾市、浙江宁波市和辽宁庄河市等六个地市县试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的“三规合一”。“十一五”规划以来，越来越多的城市在进行“多规合一”的探索。总结目前实践，国内“多规合一”的实践大体可以分为机构推动型、城乡统筹整合型、“一张蓝图”型，其中机构推动型以上海市为代表，城乡统筹整合型以重庆市为代表，“一张蓝图”型以广州市为代表。

上海市“多规合一”实践的核心是将国土资源局和规划局合并，成立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由新成立的机构组织编制土地利用规划，实现“两规合一”，确保土地利用规划和城市规划的衔接。

上海市自2008年开始进行机构调整，并以嘉定、青浦两区试点进行“两规合一”工作，目前已在全市开展。土地利用规划、城市规划和发展规划的“三规合一”工作也正在试点开展。

上海市“两规合一”工作根据城市发展的需求，按照“统一目标、各有侧重、突出重点、有序衔接”的原则进行。其总体思路是坚持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发展方向、空间结构、城镇布局和重大市政基础设施安排基本不变，依据国家下达的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指标，同步实现规划建设用地和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落地。两规按照“统一数据底板、统一用地分类、统一技术规程”进行编制，关键技术内容是确定规模、优化布局、保证流量，主要成果是建设用地控制线、产业区块控制线、基本农田保护控制线管控方案和相关配套政策及城乡规划编制体系。

重庆市目前进行的规划整合为“四规叠合”：要求同时编制四个规划和叠合规划，实现规划一张图、建设一盘棋、管理一张网，依据“国土定量、规划定位”的指导思想，采取建设用地总量指标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具体布局按照“刚性框架、弹性利用”的理念，将区县所有可调整的城乡建设用地指标在空间上进行规划布局落实。

“四规叠合”工作由市“四规叠合工作协调小组”领导，采取“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综合平衡—联合审批”的工作流程。首先是市“四规叠合工作协调小组”下达各区主体功能定位和重要控制指标的具体数据，作为各相关规划编制的基本依据；其次，各区根据全市要求开展国土空间状况评价，形成方案初稿；再次，市“四规叠合工作协调小组”根据各区上报的方案进行综合平衡，并提出调整意见；最后，各区“四规叠合”规划文本修改完善后，报市“四规叠合工作协调小组”联合审批。在各规划编制的基础上，形成综合“四规”核心要素的综合实施方案，用以指导五年的发展和建设。

目前，重庆市以沙坪坝区为试点，进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产业规划、人口和环境规划“五规叠合”的实践。日前已制定了“重庆市沙坪坝区‘五规叠合’实施方案”并向社会公布。

可以看出，重庆市“多规合一”的实践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以城乡统筹为契机进行规划体系改革；二是规划整合的探索不断扩展，由“三规合一”到“四规叠合”再到“五规叠合”；三是规划主导部门由规划局转到发改委，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发展规划对土地利用和城市规划的指导作用，协调各部门和各规划的关系；四是以发展规划为指导，空间规划为载体，统一规划编制的技术要求，增强各规划之间的协调性；五是提取各规划的核心要素，形成综合实施方案，引导近期发展建设。

2009年广州市编制完成了《广州城市总体发展战略规划（2010—2020年）》，实现了主体功能区规划、城市总体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三规合一”，它属于指导性、综合性的区域规划，对于进一步编制广州市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具有指导意义。

以广州市正在进行的“三规合一”工作为例，广州市各政府部门在做各类行政许可时渐渐发现广州市国民经济发展相关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之间存在着诸多矛盾，于是由市委牵头在2012年启动了三项规划的调整工作，流程如下：

第一阶段，先由区政府组织，按照技术标准，对本行政辖区范围内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乡规划建设用地规划进行对照分析，明确“两规”差异图斑面积和数量，并提出具体差异处理措施；然后市“三规合一”办公室核定各区上报差异图斑的数量和面积，并制定差异处理原则。

第二阶段，先由区政府组织，按照连片生态用地差别化管理要求，以及调出原则，在差异处理基础上，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规模为约束，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建设用地布局进行调整，提出建设用地调出方案；然后市“三规合一”办公室对各区上报调出图斑进行技术和行政审查，明确全市可腾挪建设用地空间。

第三阶段，先由区政府组织，提出建设项目排序方案，根据审查通过的建设用地调出规模，按照“调出调入”平衡原则，提出建设用地调入方案，划定建设用地规模控制线、建设用地增长边界控制线、生态控制线和产业区块控制线，形成“三规合一”技术成果。然后市“三规合一”办公室对各区上报建设项目排序方案进行审查，按照审查通过后的建设项目排序安排调入用地，形成全市“三规合一”“一张图”。

笔者注意到，广州市政府实践的“三规合一”工作，基本是为解决各规划在二维空间（平面图）维度上不一致的问题，大多还停留在物质规划，所涉城市内部的问题并不全面，也不深入。更值得注意的是，整合工作由市委市政府牵头成立的工作小组负责，与各职能部门存在上下级的问题，且整个工作流程中只是征求了一次各主要局委办的意见，采纳了少数政府部门的利益诉求，其中几乎没有公众或者市场方的直接参与，或者说，通过公示的形式只是让公众“被动”参与进来，缺少实质性意义。

在对规划整合的实践进行了总结后，我们来回顾一下规划整合方面的理论探索。

在20世纪80年代，欧盟提出的世界上最早的跨国空间规划——“空间规划”，实质上是在广域范围内对空间要素进行调节的规划整合手段。其产生的根本动力是规划师希望在更大尺度范围内寻求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如区域间的交通连接，基础设施的配置，产业的发展方向，环境污染和保护自然栖息地，或在大型河流的集水区的水管理等问题。刘慧等人认为，以“空间规划”为代表的欧洲规划整合的职能不再局限于用地空间的安排，更多的是整合各种部门政策与跨界合作的工具；在横向维度，其整合不同部门之间的利益；在纵向维度，协调不同层级政府以及跨行政界线的区域。在“空间规划”整合的过程中，个人及地方各利益主体的利益都得以协调，保证整合后区域利益最大化。

在我国，已有大量学者和城市管理参与、实践者对“规划整合”或“整合规划”这一理念进行了讨论。学者张华等认为，规划整合是对现有资源整合高效有序的利用，强调对城市相关核心功能的整合发展，强调多专业设计的整合与融通，整合规划理念包含资源整合、功能整合、设计过程整合三个方面；魏广君等学者认为，“规划整合”即为规划协调，通过处理好多方利益关系协调各种空间规划；学者刘小丽则认为，“规划整合”是为了避免规划互相打架的现象建立多部门的合作机制，从更高层次把握规划发展趋势，形成最终的指导方案，根本上也是强调多部门利益协调。然而到目前为止，“规划整合”虽不断被提起，但并未有统一的定义。

我们可以将规划整合的研究分为五类：从规划体系入手的研究，从规划管理入手的研究，从规划整合的理论基础入手的研究，从规划协调机制入手的研究，以及从规划整合实践入手的研究。

先看从规划体系入手的研究。学者曹清华分析了国土规划与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区域规划、城市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关系，并提出了我国规划整合的关键在于建立一类最高位、最上层的空间综合协调规划。学者闫小培提出，“从空间层次、规划内容和行政管理三个方面整合编制全国综合性空间规划、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学者张可云等也提出了坚持市场、以人为本、提高竞争力和质量效益的规划体系整合原则，朝着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弹性、多目标整合、整体划一和提高实用性的方向发展。

学者魏广君等认为，当前对规划整合的理论基础包括以下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人地关系和谐理论、科学发展理论、公共政策理论、城市与区域管制理论、写作规划理论。

学者丁成日从规划协调机制入手，通过对中国规划体系与城市发展不符的问题分析，提出“三规合一”需要通过市场原则对城市的要素进行配置，核心是对土地供给、需求及空间分配进行分析。

学者黄叶君从规划整合实践入手，从上海、深圳、武汉、广州、重庆等大城市的实践中，总结论述了行政机构合并和职能调整，以及对各规划内容本身的协调与对接两方面的方式是有效进行“三规合一”的途径。

学者刘小丽在2012年基于欧盟空间规划的跨界合作及部门政策整合实践经验的分析，创新地从思想原则、规划组织、规划编制及实施管理四个层面进行了综合性研究，提出珠三角规划整合模式：提倡多元主体的参与，以空间政策为指引整合不同层面不同类型的规划，并以经济手段代替行政手段进行规划实施的整合。

总而言之，随着经济体制环境的转变，社会各界开始更多地关注规划整合过程中的市场因素和多元主体的利益。但是，在中国目前市场竞争尚不完全不充分竞争的体制环境下，基于市场导向的规划整合学术理论研究仍极为少见；另外，对规划整合的论述大多数停留在规划体系中某一个技术层面的横向整合，鲜有针对现有规划体系内部的纵向整合的研究。

由上文可以看出，出于背景、目的、角度和方法的不同，研究者对“规划整合”的理解和认知也不同。顾名思义，“规划整合”即是对规划进行整合；而“整合”通常是属于政治学范畴的概念，指“通过非强制手段使社会中不同的个体或共同体形成协调发展的统一整体”。国内对规划整合的研究大多是从规划制度、部门组织的角度对政府推动、自上而下的规划整合进行系统的研究和论述，主要方式是强制性的行政手段推动的利益协调，例如对“三规合一”的研究。而在欧美国家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规划整合提倡多元主体参与的全面协调过程，主要方式是以规划师为中间者协调各方利益，主要出发点是公众的利益。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城镇化发展背景下，规划整合是指通过符合城市发展规律的理念与方法，非强制性地引导不同类型、不同层级的规划在逻辑、内容、空间和时间上最大限度地有机统一到城市发展目标上的过程或方法论。

通过上述对欧美国家与中国城市规划理论发展沿革及规划体系的对比、梳理，笔者针对中国城市规划存在的问题，得出以下五个针对现状规划问题的解决途径。

由于我国现行规划管理体系导致的规划多头管理的状况，造成各规划相关职能部门的“越位”“错位”“缺位”，重复管理和管理缺位的问题并存。规划体系的整合要求规划管理与组织机构进行相应的改革，使规划编制、规划管理和组织机构也能相应地进行体系化。德国的规划管理和组织机构具有唯一性，且各层次规划和管理机构对应关系强，形成了完备的组织和管理机构。

我国的城市规划以物质形态的规划为主体，偏重技术应用及管理，政策导向性与可操作性不强，在实施和管理手段上具有明显的局限性。而“城市规划只有具备公共政策性质才能发挥宏观调控作用”，更多意义上是政府在城市发展、建设和管理领域，运用公共权力和社会协作，来解决城市当前的各种矛盾，并减少可以预见的未来的问题，以达到保护长期公共利益的目标；技术性是支撑政策性的基础。为适应经济社会转型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我国的城市规划需要立足于空间，并超越空间，进一步强化其公共政策属性。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规划政策的有效与否，取决于规划政策是否适应市场机制。要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城镇群体之间不再以行政权力主导划拨和调动资源，更需强调在市场机制驱动下实现全要素、全格局最优态的配置。规划不仅要对市场引导和调控，更要利用市场机制才能得以实施，从而在市场中实现价值。由于我国编制办法及编制主体的要求，规划编制通常由政府主导，规划成果往往不能充分结合市场的发展需求。

纵观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进程，共同点为几乎很少通过政府单方面的行政手段来维持城镇发展，相反都坚持在相对公平的环境下，尊重市场的选择。从我国规划体系实施的现状可以看出，无论在战略性规划层面还是法定性规划层面，长官意志对规划的强势影响越来越弱，对市场的考量反而越来越受重视。在战略性层面，被房地产商作为前期市场调查研究的概念规划已经广泛被政府所接受并作为总体规划编制之前常规的规划方法。城市规划只有在兼顾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同时保证经济利益，符合市场规律，才能保障综合效益的提升以及长期可持续发展。

因此，规划政策的制定，需依据现有的市场条件以及未来的市场发展预测，分析政策的各方面影响；规划实施过程中，也需要进行市场绩效评价，并进行调整优化，避免规划失效。

目前各地进行的“多规合一”实践探索具有几个基本特点：一是结合不同区情市情，使规划合一的实践具有不同特点和类型；二是规划合一的范围不断扩展，由“两规合一”到“三规合一”“四规合一”和“五规合一”，各种规划之间相互协调的要求逐步提高；三是形成了一定的工作流程和编制规范，如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工作流程，工作资料和工作底图一致的编制规范；四是依托政府有关部门推动多规合一的运作。可以认为，在以政府推动、政府主导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城镇化”模式引导下，国内现行的“城市经营”理论催生出来的“多规合一”的探索尽管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由于政出多部门的利益机制的制约，政府主导下“合一”的结果依然主要反映政府的意志，体现为图形文件的叠加，难以在市场要素配置、公众利益的追求等层面发挥深层次的作用。同时，政府主导的规划整合更多的是对行政管理手段、土地的整合，对城镇化发展要素，例如产业、资本的整合是缺失的，以至于经过整合后的规划依然不能作为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积极手段。而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规划整合应更注重城市的系统性，正如2015年12月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的“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推进“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之路。

在对国内“多规合一”走在前列的上海、广州、重庆等大城市的现状进行考察、分析后发现，目前“多规合一”主要关注点在于建设用地的增长边界方面，成果表现形式为多规叠合为“一张图”；规划整合实践更多的是采用机械合并的方式，仅仅是对城市的二维用地空间进行整合，重形式轻融合，未形成有机的城市生活空间；在城市开发建设过程中，各部门依然各自为政，彼此“打架”。随着“多规合一”实践的深化将可能产生两个结果：一是促使综合性规划的产生，其性质类似于日本的全国国土综合规划，比如广州市以城市总体战略规划的形式进行了探索；二是促使规划体系的全方位变革，包括规划行政体系和规划法律体系，如机构的合并和新建，以及相关法律的制定等，如上海市国土与规划机构的合并的实践。

国内“多规合一”的实践表明，规划整合是对我国原有规划体系、规划制度的一场深刻变革，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是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在以不同的主体推动规划整合的过程中，既需要严谨的科学态度，也需要大胆创新的精神。然而，目前已有成果的“多规合一”主要是以政府为主体、自上而下的规划整合手段。而在“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市场主导的“多规合一”实践几乎属于空白，这并未体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则。因此，后续章节将以实证研究的方式说明“市场主导”下的“多规合一”的特点及操作方法。

借鉴他山之石，提升规划整合的质量。“多规合一”是规划整合的实现方式之一，但规划整合不等于“多规合一”，科学的规划整合应该是规划的系统、有机整合。西方的空间规划体系是高度整合的，具有系统性和连续性。以德国为例，德国的空间秩序规划和州域规划实质上综合了土地利用规划和城镇规划的功能，在城市层面则只有唯一的空间规划，即统筹指导建设的预备性土地使用规划；各层次空间规划分工清晰，每级规划都以上一级规划作为编制指导，整体搭建为具有连续性的规划体系。英国也没有独立的土地利用规划，包括土地利用的方针政策及发展的框架结构均在郡一级的结构规划内。我国的规划体系也应借鉴西方的规划体系，在城市规划体系的基础上进行各项各级规划的整合，完善、统一法律基础，明确编制主体和实施主体，厘清管理机构的职能。同时，要做到不仅考虑空间的安排，也要考虑城市空间背后的各种利益与机制，例如自然环境、经济产业、社会群体、政策诉求等，利用与规划学相关的社会学、经济学、生态学、政治学、景观学等学科的联合手段，用综合性的思维做整合的规划，构建从宏观战略层面到微观技术层面的全局规划。

我国城市规划缺乏绩效评价和公众参与，包括市场评价、社会评价、专家评价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规划在一些特定的层次上已经加入多元主体的参与，如规划展示会、听证会等。但这些参与往往是局部的、被动的，属于较低层次的参与。多数公众参与是在规划成果阶段，流于形式，而收集的市场和公众意见难以反馈到规划成果中，更难以对已有的规划政策进行调整。西方以大卫多夫（Davidoff）为代表的倡导规划模式认为，规划要体现广泛的社会群体利益。如英国的规划从制定到实施始终贯彻公众参与的观念，并在法律层面上得到明确，除了要广泛征求民众的意见，更重要的是要把合理的意见反映到规划中来，并得以落实。规划不是纯粹的科学理性过程，而是有相关利益群体参与的一个政治过程。因此，城市规划及政策的制定和决策，必须加入多元主体的参与，规划成果及政策的合理与否，必须进行社会评价。

第四节 启示

本章从“规划整合”的内涵入手，回顾了欧美国家和中国的城市规划理论、体系以及规划整合理念的演变发展过程，剖析了中国特色的“多规”体制对中国过去二十多年快速城市综合开发运营实践所产生的积极与消极的影响，总结了中国近年来“多规合一”的实践与理论探索的经验。

纵观欧美国家城市发展历程，各个历史时期中对城市发展发挥重要影响的城市规划理论始终留存着一条追求系统、协调、综合的主线，其核心价值是整体、系统、理性，规划整合的理念和思维既是现代城市规划不断成长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也是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科学观、理性观的直接体现。

中国特殊的城乡规划行政管理体系的频繁变动，造成我国在城市规划的实施和管理上一直未能按照城市发展的规律和规划学科的科学性健康发展，客观上形成了我国规划类型众多的“多规”独特现象，造成了“多规”之间存在大量差异，制约了规划效率的发挥。

目前国内普遍进行的“多规合一”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主要是以政府主导为方向，强调从规划行政管理的统一入手整合编制技术和空间，尽管各地实践陆续取得了一定的管理和控制成效，但仍然存在未能充分表达公共利益、偏离市场客观需求等问题。

在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宏观背景下，有必要回顾以市场为导向的城市发展观以及规划整合的发展历程，推动以“多规合一”为表现形式的规划整合创新实践和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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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基于城市运营的规划整合模式创新

第一节 中国特色的城市运营模式

从实践层面来说，城市运营出现在2010年前后，在城市经营理念导向下，国内大规模城市开发对资本和产业等资源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国内部分城市政府开始寻求与具有大规模融资能力的房地产开发商合作，通过大规模的一级开发或成片二级开发进行新城或新区开发，并冠以“城市运营”的标签，开始了自发的城市运营模糊实践。河南郑州的雁鸣湖、成都的郫县都出现了类似的项目运作。

从理论层面上细究，我国的城市运营可以借鉴欧美国家城市管理的部分相关理论，但又不完全等同于目前国内现行的城市经营的主流观点和理论表述。从现状情况看，我国的城市运营理论体系尚未形成，它来源于中国的城市发展实践而且必须接受中国实践的检验。2012年中共中央党校进行了城市运营相关课题研究，将城市运营定义为“政府和企业在充分认识城市资源基础上，运用政策、市场和法律的手段对城市资源进行整合、优化、创新而取得城市资源的增值和城市发展最大化的过程”。这个表述强调了政府和企业可以成为城市运营的联合主体，但从内容和实操上未能与城市经营进行实质性区分，尚不能完全概括目前我国实践中城市运营模式的特点。

在“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新型城镇化大背景下，城市运营的实践是由城市运营商作为市场主体进行主导，政府作为合作方更多的是担当起引导、服务或裁判的角色。可以这么说，这种以资源整合为核心、多机构合作参与的城市运营模式实际上就是中国特色的PPP模式。城市运营商在城市规划的前期就开始参与，与政府一起进行区域和城市的规划，进行产业资源与社会资本的整合操作，共同打造新的城市区域。就本书的主要实证案例——中信城市运营实践来看，其交易模式是由城市政府设定合作区域的城镇化发展目标，提供特定区域的土地资源、政策资源；城市运营商则作为合作对象通过市场化的机制和平台，提供策划规划、资本运作、产业运作以及开发运营等产业链条的服务。规划作为城市运营的核心内容，整个过程都伴随着反复的、动态的经济测算，以保证市场的合理性；同时，在规划的制定、修改和审核等环节中，通过多次公开征询公众意见，以提高公众的参与度。因此，从实际效用的角度看，城市运营更贴近于美国的城市经理制。

经综合国内外相关理论观点，分析归纳苏州工业园区、康巴新城、广州亚运城以及希腊雅典奥运村、美国加州圣何塞市等大量的国内外典型城市综合开发运营案例和实践的经验、特点，成功运作的城市运营实践具有以下模式特征：

1.市场主导，政企合作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城市运营是以市场为导向，充分整合市场资源，对目标区域进行策划、规划和整体运作以达到预定目标。城市运营商作为独立的市场化组织，在肩负重要的社会责任的同时，更加符合市场需求，能够承担起促进城市健康发展、有序建设的任务。城市运营为政府与市场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合作可能，通过将企业的市场属性与政府的政策属性相结合，以市场为主导，以城市持续发展为目标，打造政企合作的PPP创新模式，并基于市场化方式建立特定的交易结构。在法律许可的特定框架下，政府公共部门与社会资本(具有社会责任感)通过授权特许经营的方式合作，发挥各自资源优势，为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提供服务，实现政府公共部门承担的社会职能，同时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的一种新型公共事业投资管理模式。

2.产业集成，资源共享

国家城镇化战略全面推动了城乡相关产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产业需求和市场机会。2013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达53.7%，从城镇化发展的理论与一般规律来看，我国已经从以城市开发为特征的阶段逐步过渡到以城市运营为特征的阶段。从内涵上看，城市运营已经完全超越了单纯住宅二级开发或商业二级开发的房地产概念和运作模式，强调人文价值、产业发展和城市资源的整合配置与城镇总体功能平衡发展，以复合业态为主要特征，涵盖了居住新城开发、城市商务办公、产业园区、休闲旅游、商业贸易等不同主题的房地产业态，以及环保产业、基础设施、健康医疗等城市级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产品的投资和运营。

因此，城市运营模式要求对多种资源进行有效整合，需要具有多种背景且资源互补、能力互补、机制互补的机构共同合作推动，并以市场为导向进行城市资源重新配置以及城市价值再创造，从而达到满足政府、市场和公众的共同要求。城市运营商需要针对不同区域所处的城镇化阶段，综合城市自身产业基础以及未来产业发展规划，利用自身强大的产业运作和资源整合能力，对城市或区域进行产业导入和升级，以产业提升促进城镇化、促进城市经济与土地价值的增长。

3.规划整合，协同发展

新型城镇化在客观上推动着各地城市规划管理理念和模式的转变。在城市综合开发与管理运营过程中，规划必须与土地使用、公共财政、基础设施、环境政策、产业政策等政策紧密结合、协调运作，以综合调控城市的综合开发运营进程。目前，我国各地的区域与城市规划仍然处在“多规不合一”的状态，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产业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规划、区域控制性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等编制权分散、规划层级不一、规划之间往往存在冲突等，给城市发展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

从世界各地的城市综合运营案例的发展规律来看，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来源于城市各种要素的有效集聚，在于城市各项基本与非基本产业功能的累积增强，产业的发展带来经济的流动和人口的增长。因此，城市内部各种经济部类之间的活动、城市内外部之间的活动,以及各种城市发展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活动，都必须在空间、时间、内容和逻辑上运用科学的规划整合工具达到最大限度的发展协同。

4.远近结合，战略导向

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倡“把生态文明理念全面融入城镇化进程，强化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城市建设运营模式”。因此，城市运营提倡的是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追求的是城市未来的价值。但在市场主导的模式下，在目前各地城市追求GDP的政绩观下，近期、中期和远期的目标和利益是一个现实的挑战。这需要高度重视城市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利用。同时，因为城市运营目标是实现城市的综合效益，其提倡的可持续发展也并非简单的生态可持续，而是社会、经济和环境多维度可持续的概念，也就是在保持自然资源的质量及其可提供服务的前提下，在不超出生态系统远期涵容能力的情况下，使城市经济发展的现实净利益增加到合理的水平，从而在不牺牲下一代人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提高当代人的生活品质。

5.系统优化，整体提升

城市运营的运作对象是城市，不论是面向旧城的改造，还是新城的开发，都深层次地影响到人口规模、土地规模、区域交互、生态环境以及经济总量等方方面面，实际上面对着一个巨大的系统，因此，城市运营就是一个包含了各种必需的城市要素的动态系统工程，城市运营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对城市内外部资源的整合，使城市系统的明天比今天更优化，更美好。

《雅典宪章》简单明了地描述了现代城市的四大基本功能：生活、工作、交通和休憩。这四大功能既是城市功能，也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人”的基本权利。城市运营有别于城市经营的最重要特征就是，最大化地发挥市场在城市资源最优化配置的主导作用，从而使城市的整体功能平衡提升，减少顾此失彼、失衡发展，达到产城融合，提高城市竞争力和综合效益，真正实现区域整体价值的提升。

总之，城市运营是一项基于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投资行为，属于战略型投资，是推动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创新型市场平台。具备市场导向、产业集成、远近结合、规划整合以及系统优化模式特征的城市综合开发运营实践，总体上具备满足政府、市场和公众共同诉求并获取社会经济综合效益的可能性。

城市运营脱胎于“城市经营”模式，是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背景下产生的创新型城市综合开发运营模式，也是城市管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成果。“城市运营”与“城市经营”虽只一字之差，但在理念、机制上却存在着重大差异。其核心是机制、主体上的不同。城市经营强调政府主导，政府是城市经营的主体；城市运营强调市场主导，企业是城市运营的主体。

具体地说，在城市经营中，政府负责主导前期的城市规划和后期的城市建设、管理工作，通过招商引入特定企业，企业通过“招拍挂”等合法方式获取已明确规划功能的土地进行投资开发建设，或者在特定规划范围内进行以土地整理为核心的土地一级开发，通过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土地价值和价格，从而获取经济效益。而城市运营商从城市发展的前期就参与或主导区域或城市的策划和规划，利用市场的手段，在城市综合开发的全过程进行产业资源与社会资本的整合操作，提升土地价值和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实现区域整体效益的最大化。

城市经营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狭义的城市经营主要侧重对城市可经营性资产的市场化运作，通过市场来配置城市资源，达到城市增值的目的。广义的城市经营主要是政府行政领导下的一种公共管理模式，即通过对城市管理体制的安排，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参与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弥补政府作用的有限性，从而提高政府的服务质量和管理效率，达到发展城市的目的。城市运营却是一个城市资源的市场化过程，即把构成城市空间和城市功能载体的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及其相关的延伸资本通过资本运作方式推向市场平台，由市场中那双无形的手来调节供需，从而实现城市资源的最优化配置。而如何高效合理地进行资源整合，达到新型城镇化的战略目标，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在城市丰富的资源要素中，哪些是关键要素。

学者张卫东指出，土地、资本和劳动力是现代社会的三大基本生产要素，三者的有效结合与运作可以使城市综合效益不断提升。可以这么说，城镇化即是上述三大生产要素在一定制度下不断流动、重组的结果。中国的城市运营以新型城镇化为根本目标，以市场为资源配置的决定因素，因而也将以整合城市基本要素为根本出发点。城市运营的运作主体——城市运营商以市场的手段对劳动力进行整合的途径是通过产业要素的聚集影响劳动力的流动，以产业结构的升级带动劳动力结构的优化。同时，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的“城镇发展与产业支撑、就业转移和人口集聚相统一”可以看出，产业支撑是新型城镇化的内在动力。从第二章中对政府主导下城市经营模式下的回顾可以看出，城市经营模式更多的是以行政管理手段对土地、劳动力人口等进行强制配置，而对城镇化发展要素，例如产业、资本的市场整合总体上是缺失的。在这种情况下，城市运营利用市场机制和资源的空间配置手段，对土地、产业、资本三大关键要素资源进行整合，以达到提高城市综合效益的目标。这三大要素互为关联、互相作用，也是城市运营的重要组成内容。

因此，在新型城镇化战略目标指导下，在实施城市运营的过程中，土地是基础，产业是保障，资本是核心（如图4-1所示）。具体来说，土地是城市政府提供的最基本物质和空间要素，城市运营通过规划进行土地资源配置，在规划中表现为土地分类结构的划分；产业是土地产生价值的保障，城市运营通过规划推动产业资源的整合，在规划中体现城市空间功能结构；而资本是城市运营中一切潜在的产业活动发生的核心推动力，城市运营以符合市场需求的规划为导向进行资本运作，资本要素资源的整合最终表现为投资流向。



图4-1 城市运营“三要素”

中央党校运营关于城市运营的定义为：“政府和企业在充分认识城市资源基础上，运用政策、市场和法律的手段对城市资源进行整合、优化、创新而取得城市资源的增值和城市发展最大化的过程。”此表述强调了政府和企业可以成为城市运营的联合主体，但从内容和实际操作上未能与城市经营进行实质性区分，尚不能完全概括目前我国实践中城市运营模式的特点。

基于对城市综合开发运营实践项目的经验借鉴、对城市运营特征的总结、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目标以及对城市运营中政府与市场关系本质的分析，本书认为：城市运营可以理解为新型城镇化战略与PPP的综合载体模式，其中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1）城市运营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在新型城镇化大背景下诞生的城市综合开发运营模式，与新型城镇化的总体目标一致；（2）PPP模式的含义参考我国财政部《2013年度固定资产投资决算报表主要指标解释》中的定义：“公私合作关系（PPP）是指政府与民营机构（或私营企业、国营公司、特定专业领域的企业财团）签订长期合作协议，授权民营机构代替政府建设、运营或管理基础设施及其他公共服务设施，并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

PPP模式是20世纪80年代在欧美国家兴起的一种项目运作模式，旨在高度市场化环境下，引导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资源在城市公共设施领域的投资合作，并避免由于市场失灵而造成的投资和建设运营失败。PPP模式通过对社会公共资源和非公共资源的结构化协作和综合利用，在涉及公共利益的投资领域有效地平衡了市场的过度运作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也克服了公共管理部门由于脱离市场而带来的效率和效益上的缺失，成为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欧美国家的一项有效的项目创新模式。区别于以往“政府推动、政府主导”的传统城镇化模式，新型城镇化的最显著特点为“市场主导、政府引导”。为配合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财政部、人民银行以及广东、河南、浙江、吉林、贵州、山西等省市先后出台大量的专门政策文件，大力推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PPP模式。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城市运营是指在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引导下，以土地运营为基础，以产业运作为保障，以资本运作为核心，以构建产业、文化、交通、生态和人居环境等城市综合系统为目标，通过“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PPP市场化运作方式，企业与政府建立平等契约伙伴关系，以前瞻性的策划和城市规划、土地整理、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城市产业投资等一系列的资源整合运作，提升目标城市的功能规模和资源价值，从而获取城市整体资源溢价和投资增值收益的城市综合开发运营过程。

基于上述章节的分析，我们可以达成一个共识，即城市运营是在独特的中国城镇化发展背景下，基于中国自身的城市综合开发运营实践探索演变发展而来的，具有自主创新意义和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发展市场模式。因此，在“新型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城市运营的根本目标就是实现“新型城镇化”所包含的城镇发展综合目标。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要求，并于2014年出台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国社会各界、资本市场、各类经济主体以及学术界期望从近20年的“政府推动、政府主导”型的城镇化逐步转变为“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型的城镇化，并提出了“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理念，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格局，要和新型城镇化同步。可以看出，新型城镇化强调多元化价值的协调性和整体性。城市运营是在新型城镇化战略下诞生的城市综合开发运营模式，其根本目标即为实现“新型城镇化”所包含的城镇发展综合目标。综合上文的实践案例，可以发现，城市运营实际上是一项致力于实现区域产业、文化、交通、生态、人居环境等“五位一体”系统目标的综合工程。

城市是现代经济、科技、信息和社会活动的主要载体。城市产业的孵化发展依托于各种各样的城市资源，而产业升级则意味着对城市资源更有效的利用，城市产业的结构调整也将是城市资源的整合与平衡。城市产业的发展必将带动城市经济的提升扩容，促进城镇化的发展。

我国历史悠久，许多城市都具有丰富的传统人文资源和历史文脉基础，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新型城镇化建设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提出了传承文脉留住记忆的建设要求。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运营中，文脉的保护及延续为城市造就了别具一格的历史文化韵味与传统风貌特色。

城市运营在定位阶段即深入挖掘城市传统，审视城市的人文特征，弘扬传统文化特色，合理继承并发展光大，可以从战略上提升城市形象和品牌。此外，城市运营注重对城市产业的打造升级，而新兴的文化产业是具有高附加值的产业，对城市品质有极大的提高作用，有助于新型城镇化中产业升级目标的达成。因此，城市文化记忆的延续，是城市运营的重要目标之一。

城市交通是城市经济联系和物质联系的纽带，合理的城市发展空间布局，离不开方便快捷的道路交通网络搭建，而城市居民的出行与交往活动，也离不开完善的城市公共交通设施。因此，城市交通体系完善与否，对城市运营的组织实施有着重要的意义。

城市运营的交通体系完善手段一方面是通过编制合理的交通规划，完成城市交通的空间布局与组织体系搭建，为城市的经济流通、物质流动和居民出行创造良好的基础条件；另一方面可通过引入资本力量，运营商直接参与城市交通设施的实施与建设。完善的交通体系能达到促进土地升值、获取经济效益的目的，并实现投资收益。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城市建设运营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城市运营的重要前提则包括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即在市场主导、产城融合的同时，高度重视城市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利用。而在城市运营的整体价值发展观下，可持续发展包括生态、经济、社会几个维度，其中，生态可持续是提高城市的环境品质、满足新型城镇化要求的基础。

城市运营要谋求可持续发展之路，需要合理挖掘城市的自然资源，杜绝高能耗、高污染、高投入的城市发展方式，全面减少和降低城市发展的战略性资源损耗。同时，在保持自然资源的质量及其所提供服务的前提下，在不超出维持生态系统涵容能力的情况下，使城市经济发展的综合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增加。

在城市自然和人文资源的开发运营中，必须强调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重视城市生态景观的维护，力求打造优美的人居环境。建筑大师何镜堂院士提出的“两观三性”理论认为，人居环境的营造需要遵循整体观、可持续发展观，应该符合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地域性是城市赖以生存的根基，文化性决定环境的内涵和品位，时代性体现区域的精神和发展。因此，人居环境的营造是在文化、产业、交通、生态等方面完善的基础上对整体环境品质的提升。

基于以上的系统目标，城市运营不能被认为是简单的房地产一级开发，而是对整个城市资源的整合与调配利用，由此要求城市运营商在环境保护和城市人文再造上更加具有全局意识，这也体现了城市运营对整个区域价值的提升作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明确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2014年3月，国务院正式下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深入解释了上述理念：“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切实履行政府制定规划政策、提供公共服务和营造制度环境的重要职责，使城镇化成为市场主导、自然发展的过程，成为政府引导、科学发展的过程。”显而易见，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改变是城市综合开发管理方法改变的根源。

在“政府推动、政府主导”的传统城镇化下的城市经营中，政府是主导者，同时又是实施主体，市场只是开发建设中的配角；城市综合开发建设的投资多来自政府，在开发管理中更多的是以政府意志为导向，以行政手段为方法进行资源配置，相对市场主导的综合开发建设而言，其对资金和市场风险缺乏准确的预判，对市场的变化不够敏感。目前我国各城市政府正在推行的土地一级开发带有较强的政府属性，资源获取较多的依赖于政府相关部门，属于以政府主导的城市经营模式范畴。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和公共利益的保障者，在城市整体发展方向的把握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而在“新型城镇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市场占据更主动的地位，城市运营以政府与企业的协同合作平台为主要方式进行市场资源及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政府在此过程中仅仅充当“引导”的角色，在市场失灵时及时补足，充当在“效率”之外的“公平”的保障与协调者。其中，充当市场主体的企业被称作“城市运营商”。

在上述过程中，政府通过法律途径充分授权城市运营商负责城市的规划建设和运营管理，提供城市运营的政策支持；城市运营商作为市场主体，是城市运营战略资源的提供者和运营主体；政府和企业共同通过市场机制对城市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使城市资产获得增值，城市的竞争力得到提升。市场化机构可以在效率和融资方面与各地方城市政府形成互补，通过资本要素的更合理组合运作，实现土地、产业的价值再造和效率提升，从而创造更大的价值。政府与市场的具体合作模式如图4-2所示。



图4-2 基于城市运营理念的PPP模式创新应用

从城市运营的模式特征可以发现，城市运营是在中国独特的城镇化发展背景下，基于中国自身的城市综合开发运营实践探索演变发展而来的，具有自主创新意义和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发展市场模式，是一场基于中国城镇化国情的城市供给侧变革。

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了“新型城镇化”作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到2014年3月国务院下发《国家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新型城镇化”所体现出的最核心的理念即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对比中国过去二十多年的“传统城镇化”的特点，中国未来的“新型城镇化”对城市的发展和综合运营提出新的要求将主要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

（1）发展目标的变革。在“传统城镇化”中，中国的城市发展经历了野蛮生长和粗放扩张的过程。而“新型城镇化”客观上要求城市以人为本实现城市的产业升级、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保护，最终实现城市的综合效益和可持续发展。

（2）主导力量的变革。“传统城镇化”过程基本上是政府主导下的城镇化过程，市场充当了配角，参与的力度和深度远远不足。而“新型城镇化”将更加注重合理划分政府和市场的角色分工，更加注重发挥市场在新型城镇化中的作用，更加强调发挥市场主导的功能和作用以实现城镇化进程中资源的优化配置。

（3）规划模式的变革。截至目前，中国各地的区域与城市规划仍然处在相对分散和割裂的状态，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产业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规划，区域控制性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等编制权分散、规划层级不一、规划之间往往存在冲突等，给城市发展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目前，以广州等为代表的城市已经开始探索城市规划的“多规合一”，力图解决上述规划问题，力图以科学的城市规划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4）融资模式的变革。随着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不断清理，房地产调控下土地财政的逐步萎缩，地方政府的融资渠道逐步被压缩，地方政府推动城镇化过程所需要的大规模资金投入正面临日趋严重的融资瓶颈，“新型城镇化”呼唤城市融资模式的创新。以PPP模式等方式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城镇化的公共设施和土地整理领域，市场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方式参与到城镇化进程中来，是确保新型城镇化持续发展的活力源泉。

总而言之，区别于以往“政府主导”的传统城镇化模式，新型城镇化的最显著特点就是“市场主导、政府引导”。要达成上述新型城镇化的战略目标和新的要求，则有必要引入和建立基于中国国情的创新型的公私合作PPP模式，明确政府与市场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角色分工，让市场充分参与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过程；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通过城市规划统筹指导城市综合开发运营，运用市场化融资方式解决城镇化资金需求，从而达到推动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如同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国家战略所带来的市场井喷效应，新型城镇化的国家战略实施将为中国带来新一轮的城市发展机遇；而作为诞生于新型城镇化下的PPP模式，城市运营将是在市场主导下，政企合作对城市进行综合开发和运营管理的最有效方式和途径。

第二节 规划整合：城市运营的灵魂

城市运营是基于国家城镇化战略的投资行为，其模式是适应新型城镇化战略的PPP模式，也是推动区域乃至全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探索性、创新型市场平台。PPP创新模式的主体是政府公共部门与社会化企业，其内涵是提供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其目标是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具体地说，城市运营是以前瞻性的策划和城市规划，通过对政府、市场和公众的利益进行平衡，对城市土地、产业、资本三大核心资源要素进行整合，从而构筑产业、文化、交通、生态和人居环境等目标为一体的系统工程。

各相关城市运营的实践证明，城市规划决策正确与否是城市运营成功与否的关键，而规划整合则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手段。可以说，城市规划是城市运营的向导，为城市运营提供重要手段、保障和平台。因此，加强城市规划对城市运营促进作用的认识，借助城市规划手段提高城市资本的竞争优势，寻求城市规划与城市运营的最优组合，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实现过程中面临的一项重要工作。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不断强调城市的系统性和全局性，指出“城市是我国各类要素资源和经济社会活动最集中的地方”，需统筹发展。我们认为，城市是一个综合、复杂的社会经济体系，城市运营和城市规划是城市发展和管理中两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和手段，虽然着重点不同（城市运营注重的是城市整体功能的协调、提升，城市规划注重的是城市各要素在空间布局上的协调），但二者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提高城市的综合效益，增强城市竞争力，从而促进区域整体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在我国城市快速发展时期，城市规划须以高效、整合的手段，贯彻“市场主导”下的城市运营的理念，对城市中各类资源、要素进行基础性协调和配置，形成一个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科学合理的系统规划，这也是城市运营获得良好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根本保证。

综合上述分析论证可以得出，城市运营是以实现“五位一体”系统为目标的城市综合开发运营模式，是以规划为导向的资源整合过程。要达成上述系统目标，必须运用规划整合手段对城市资源进行整合和空间配置优化。

结合新型城镇化的“多规合一”思路，我们在众多规划中筛选出与城市运营的系统目标有着重大关系及切实影响力的五个规划包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交通规划、环境保护规划。上述五个规划在本书中统称为“五规”。城市运营要打造统一协调的规划体系，达成系统目标，就需要对“五规”进行充分的研究和协调，探索出一条以“五规合一”为核心的规划整合技术路线，以指导城市运营的规划系统编制与实施。“五规”的主要内容和对比如下：

1.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主要内容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主要确定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以及各行各业发展的分类目标，目标性强、空间性弱。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一般由部门规划体系和地区的综合规划体系交织而成，由发改委牵头编制，所确定战略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面，科技进步与效益方面，人民生活质量方面，社会发展方面，其他发展专项方面（工农业、旅游、商业、教育等）。国民经济发展包括从生产、流通、消费到积累，从发展指标到基本建设投资，从部门到地区发展，从资源开发利用到生产力布局等；社会发展方面包括人口、就业、住宅、社会福利、环境保护等。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一般由部门规划体系和地区的综合规划体系交织而成，由发改委牵头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所确定的战略目标包括：

（1）经济发展方面。

（2）科技进步与效益方面。

（3）人民生活质量方面。

（4）社会发展方面。

（5）其他发展专项方面（工农业、旅游、商业、教育等）。

2.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主要内容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亦称土地规划，是指在土地利用的过程中，为达到一定的目标，对各类用地的结构和布局进行调整或配置的长期计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虽与城乡规划同样具有空间性、时间性和政策性，但更为强调对土地资源的保护，从供给角度编制规划，实施自上而下的控制。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土地供给量分析。

（2）土地需求量预测。

（3）确定规划目标和任务。

（4）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调整。

（5）土地利用分区。

（6）制定实施规划的措施。

3.城市总体规划的主要内容

城市总体规划是对一定时期内城市性质、发展目标、发展规模、土地利用、空间布局以及各项建设的综合部署和实施措施，兼具空间性、时间性和政策性。城乡规划包括城镇体系规划、城市规划、镇规划、乡规划和村庄规划。城市规划、镇规划又分为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明确城市性质。

（2）预测城市人口，确定城市规模。

（3）安排城市土地利用，确定空间土地布局。

（4）部署和安排城市各项建设布局。

（5）判断城市各项建设控制指标。

（6）编制城市绿化景观、市政、交通、环保等专项规划。

4.交通规划的主要内容

交通规划通常是指根据交通供需状况和地区的人口、经济和土地利用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分析研究，对交通运输发展需求做出科学分析和预测，确定未来交通运输设施发展建设的规模、结构、布局等方案，并对不同方案进行评价比选，确定推荐方案，同时突出建设实施方案（包括建设项目时序、投资估算、配套措施等）的一个完整过程。

广义的交通规划包括交通设施体系布局规划、交通运输发展政策规划、交通运输组织规划、交通管理规划、交通安全规划、交通近期建设规划等。狭义的交通规划主要是指交通设施体系布局规划和近期建设规划。

交通规划与上述三种规划相比更具专业性，更强调从需求出发，依据量化预测编制规划，自上而下的控制较弱，兼具空间性、时间性和政策性。

5.环境保护规划的主要内容

城市环境保护是对城市环境保护的未来行动进行规范化的系统筹划，是为有效地实现预期环境目标的一种综合性手段。与交通规划性质类似，它属于更具专业性的规划，强调对现有环境的保护，自上而下的控制性较强。

城市环境保护规划分为城市环境保护宏观规划和城市环境保护专项规划两个层次。

（1）城市环境保护宏观规划的内容包括：城市总体发展趋势分析，城市发展对资源的需求分析，自然资源承载力分析，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及环境纳污能力分析，污染物宏观总量控制综合能力分析，确定总体环境目标，确定城市的宏观环境与发展战略。

（2）城市环境保护专项规划包括：大气环境综合整治规划，水环境综合整治规划，固体废弃物综合整治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我们已经探讨过，城市运营是以实现“五位一体”为系统目标的城市综合开发运营模式，也是以规划为导向的资源整合过程。图4-3揭示了城市运营的“五位一体”系统特征与“五规”体系和要素之间存在的复杂、多样和必然的逻辑对应关系。从“五规”的主要内容可以看出，“五规”的目标要素主要包括社会经济、土地、空间、交通、环境五大要素，在市场主导的城市运营模式下，通过规划整合手段将“五规”要素整合于城市有机空间中，并通过内部的有机融合，形成城市运营特有的产业、文化、交通、生态、人居环境的“五位一体”系统特征。



图4-3 城市运营系统与“五规”要素的关联度分析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明确提出了在“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城镇化背景下，“完善规划程序，加强城市规划与经济社会发展、主体功能区建设、国土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等规划的相互衔接。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多规合一’”，这为“五规合一”提供了政策上的可能性。

上述“五规”所对应的是各类资源统筹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社会与经济发展资源的统筹；城市总体规划——城市性质定位，重点在于对城市建设用地的研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土地资源、自然资源综合利用与保护措施；交通规划——经济和人口的流动，城市交通组织；环境保护规划——生态环境资源研究保护、城市环境分区与保护措施。

“五规”是对城市中各项资源当下及未来的安排及统筹，其对象与内容是城市运营规划整合的基础。城市运营作为对城市的综合开发管理，涉及城市中的方方面面，需与各项规划紧密结合，才能有效实现运营目标。宏观来看，“五规”的对象是需要进行城市运营的区域，目标均为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综合效益；微观来看，“五规”的对象为同一城市空间内不同的各项资源，而目标却关乎城市发展的不同方面。由于在同一空间维度内，并且具有相同的大目标，这为“五规”的整合提供了可能性。

与目前进行的政府主导的“多规合一”不同的是，本书所提出的“五规合一”并非是指只有一个规划或者体现为“一张图”，而是指在同一个城市空间里，在各类规划安排上相互统一，同时在规划编制体系、规划标准体系、规划协调机制等方面有机协调，使“五规”可以相互配合与促进，并指导形成有机的城市生活空间。

城市运营是以规划为导向的资源整合，这就需要对“五规”所针对的各项资源进行整合，而整合的第一步必须是对“五规合一”进行全方位的分析研究，分析其是否需要“合一”，是否可能“合一”等。

首先，“五规合一”是资源整合的必然要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城市土地利用规划、城市总体规划、交通规划与环境保护规划各自有着不同的规划目的、运作机制和技术标准，同时也在不同的层次把握着城市不同的资源，而所有的资源都归属于同一个城市空间，要在同样的空间里同时实现不同资源的最优配置，规划的整合无疑成为资源整合的必然要求。

其次，“五规合一”是完善城市管理机制，促进城市建设科学合理的必然要求。《城乡规划法》第五条规定：“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以及乡规划和村庄规划的编制，应当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但总体规划编制中“如何依据、如何衔接”依然非常棘手。中国目前的空间规划体系突出存在着城乡规划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交通规划与环境保护规划之间缺乏有效衔接的弊端。在同一个城市空间上，每个职能部门都有各自的规划引导和控制要求，但彼此间缺乏协调甚至相互冲突，导致开发管理的混乱和建设成本的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对城市的科学建设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最后，“五规合一”是提升城市效率，充分挖掘土地利用价值的必然路径。目前“五规”缺乏协调甚至相互冲突的情况非常普遍。究其原因，主要是“五规”之间在工作目标、空间范畴、技术标准、运作机制等方面存在交叉和矛盾。规划的相互交叉与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对土地的合理高效利用造成了实质性的障碍，所有的规划最终都必须落到空间中，最终的载体都是土地。规划的整合不仅体现在城市“五规”的编制中，对于城市中具体的片区发展来说，“五规合一”是通过项目的概念性总体规划以及控制性详细规划来体现的，尤其是控制性详细规划，作为指导具体片区开发建设的法定规划，直接决定片区的土地利用效率。

解答了“五规合一”是否必要之后，我们需论证“五规合一”是合理可行的。

规划是具有引领作用的纲领性文件。就一座城市而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交通规划和环境保护规划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五个最为重要的规划，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在市场主导下的城市运营是实现“产业、文化、交通、生态、人居”一体化的系统工程，由此，“五规”的一体化减少了由于规划之间互为前提、互相矛盾造成的效率低下和资源浪费，必然是实现整体化的系统目标的有效方法和途径。

在现有国家规划体系存在较多矛盾、各政府相关部门利益冲突严重、规划更多地体现政府意志而不是市场与公众需求的现状下，由城市运营商承担规划整合的任务，融合市场需求与公众意志，也更有利于体现较大的合理性。原因在于城市运营商一方面更能理解市场需求；另一方面相对政府各相关利益部门而言，有着相对独立的特性，在规划整合的过程中，可以避免各部门利益的牵制。这就使城市运营商编制的规划能够跳出“五规不合一”、相互不协调的圈子，实现更为综合的效益。

第三节 基于城市运营的规划整合原则

第四节 规划整合的项目实践应用

国家新型城镇化的宏观背景与战略目标，引发了国内部分具有战略前瞻性和社会责任感的城市运营商在城市综合开发运营上的创新实践。尤其是具有金融和产业综合背景的部分先知先觉的央企，它们借助企业自身的品牌和资源整合能力的综合优势，站在城市与区域的整体功能提升的战略高度，在有选择地实现地方政府意志的同时，自觉按照市场的规律进行城市资源的配置和运作，积极探索新型城镇化的市场化发展路径。其中，中信集团与项目所在城市人民政府通过创新理念达成的中信城市运营项目就是一个覆盖168平方公里、符合本章所总结描述的城市运营模式特征的创新型城市运营项目，具有明显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综合效益，是一个实现企业、政府和社会共赢的PPP资源共享平台。

在本案例城市运营实践的规划整合全过程中，以“利益平衡、市场导向、整体价值、近远期结合”原则为指导，有意识有步骤地进行了以市场为导向、以城市“五规合一”为主要工作内容的规划整合模式探索。

项目所在地位于粤东地区中心城市——汕头市（以下称“项目所在城市”）。粤东城镇群是广东省东部的重要城镇群，地处珠三角城镇群与海峡西岸经济区的结合部和环珠三角地区的第一梯度圈层内。从区域历史沿革、地理区位优势和城市影响力来说，粤东包括汕头、潮州、揭阳、汕尾等市，广义的粤东还包括河源、梅州等市县。

2010年项目所在城市经济特区成立三十周年，广东省省委提出把广东省项目所在城市建设成为区域中心城市、实现“五年大变化、十年大发展”，引领粤东区域城市经济发展，将粤东城市之间的竞争关系转变为融合关系；随后的2011年，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从5月1日起将经济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市，此举一方面扩大了经济特区边界，有利于濠江区（以下称“项目所在区”）与主城区一体化发展，另一方面为滨海新城的综合开发运营创造了良好的投资和政策环境。《广东省城镇化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提升粤东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需要完善粤东城镇群空间结构，通过制定实施粤东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加快推进粤东城际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规划建设，促进汕潮揭同城化发展。”

目前，粤东城镇群处于相对“分散”的发展阶段。区域内人口密度较高、资源压力较大，环境污染问题比较突出，也缺乏具有较大带动力的中心城市与相对集中的产业发展集群，加上地方政府各自为政、在产业发展上缺乏统筹协调机制，因此，粤东城镇群的发展较为落后，城镇化发展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对乏力。粤东城镇群的发展历史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尤其是地方财力、投融资能力、土地运营能力和提供公共产品能力的整体缺失，已经给粤东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造成重大的瓶颈。如何突破这些观念、资金、人才、资源瓶颈，实现城市功能的快速提升、拉动粤东城镇群的政体发展，是粤东区域中心城市面临的重大问题和挑战。

期待突破内部资源障碍意味着需要引进外部资源，更需要创新城市发展模式，以市场为导向探索城市运营的创新模式，实现体制机制的重大突破。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地方政府确立了积极引入大型央企和国内知名的产业集群的战略，并确立了通过引入城市运营商协同大规模产业投资带动社会经济发展、城镇化发展，以城市运营理念指导城镇建设实施，以先进政策思想指导城乡行政管理新的格局的具体方针和行动方案。

在创新思维的引领下，中信集团与项目所在城市人民政府实施战略合作，鼎力推动中信城市运营项目的开发建设，充分体现了城市运营创新理念思路对城市与区域的积极作用，实现了城市运营在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指导下推进城市有序开发建设、实现城市社会与经济生态效益平衡的功能作用。双方确立了中信城市运营项目以168平方公里范围的城市运营综合开发项目为先导，构建了“一核两轴四组团”的城市空间形态，促进区域中心城市的社会与经济发展、城市格局与地位提升的战略合作框架。

中信城市运营项目东南濒临南海，西接潮阳区海门镇，北与城区隔海相望，三面临海，濠江从新城中部穿过。海岸线总长达92.8公里，沿岸深水港湾和浅水海滩20多处。项目总占地面积168平方公里，首开启动区南滨片区占地12.4平方公里，是中信集团与项目所在城市政府实施战略合作，在市场主导原则下进行的大型城市综合开发运营实例，同时也是广东省“新型城镇化”标杆项目。项目所在地作为北半球少数位于北回归线的滨海城市，具有独特多元的自然禀赋、深厚的潮汕文化积淀和开放的经济环境。以上条件都为城市引入资本，优化生态环境奠定了坚实基础。从2010年开始，中信城市运营团队进行了包括前期的基础数据的摸查，组织策划、规划工作，以及整套协议、交易架构、投融资体系的设计，到2014年2月底开始正式动工、全面的建设等一系列的工作；此外，中信城市运营团队的工作还包括后期的开发建设和运营管理，目标是复合应用“TOD、游憩商务区（RBD）、商务会奖旅游（MICE）”等规划理念，将中信城市运营项目打造成“生态型的南岸新城、现代服务业发达的粤东首邑、亚太高端文化商务休闲之都”，促进区域整体价值的提升。

中信城市运营项目的合作模式，是在粤东区域城镇化战略发展目标指导下，建立和创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PPP政企合作市场化模式，政府和企业（中信）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伙伴关系。对应图4-2所示城市运营的运作方式，在中信城市运营项目的运营中，市、区各级人民政府为其提供了土地、政策等资源基础，中信城市运营团队作为城市运营商，利用市场机制对上述资源通过一系列的整合和综合开发运营，包括策划规划、资本运作、产业配置、品牌输出等，实现企业的投资回报，与此同时政府也获取了良好的社会综合效益，促使合作双方共同努力推进区域整体价值的提升。可以说，政府和中信双方在项目合作模式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创新，其特征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形成合法、稳定的伙伴关系，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和共同的发展目标

（1）政府通过公开招标确定中信城市运营团队为项目城市运营合法投资主体，明确中信城市运营团队作为整体项目区域开发总协调人的法律地位。

（2）明确双方权利义务，政府提供土地与政策资源，中信城市运营团队负责项目的策划规划及资本运作，依托中信集团金融版块全牌照经营的优势，以及非金融版块在建筑设计、工程建设、环保节能，技术研发等众多领域的综合实力，通过资源整合，产业优化配置，与地方政府开展全面合作进行区域的综合开发与运营。

（3）明确共同的发展目标，对合作范围、合作期限、项目进度做出具体的约定。

（4）形成九大协议构成的整体、系统的法律支持体系。

2.充分体现利益的共享

（1）项目土地出让收益扣除项目成本、政府提留的基金税费后的溢价部分由政府和中信城市运营团队按照股权比例分成。

（2）政府除获得土地溢价收益外，未来还将获得城市形象的改善、城镇化建设进程加快、长期的税源及就业保障等社会综合效益；而中信城市运营团队则通过协议约定获得土地开发收益分成，实现投资回报。

3.建立完善的风险共担机制

（1）项目合作模式及要点由地方人大批准。

（2）市级政府对本项目进行特殊授权及委托，同时项目所在区作为广东省行政综合体制改革试点，享有地级市的行政管理权限。

（3）通过土地开发特许授权，实现土地未来收益与特定基础设施建设的有效捆绑，在全国首创将土地储备证、白证依法装入项目公司。

（4）设定了完善的项目退出机制。

在中信城市运营项目实践中，中信城市运营团队坚持以资本运作为主导，以产业整合为手段，以土地开发运营为基础，以政府和企业的协同合作平台为主要方式，初步探索建立基于新型城镇化的资源复合型PPP政企合作发展模式，建立起政府与企业“伙伴关系、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共同体关系，促进城市与区域的“五位一体”系统目标的达成。

中信城市运营项目以粤东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具体说来，是以2011年广东省政府制定的粤东区域城镇群发展战略）为目标，以规划为导向进行资源整合，通过市场引导和资本的介入，致力于打造城市运营的“五位一体”系统目标：产业、文化、交通、生态、人居环境，通过市场机制进行整合，达到了整体价值提升和综合效益最大增值的目标。具体体现如下。

在产业方面，滨海新城达到了产业成链、主体凸显的目标。中信城市运营团队经过多轮市场调查，发现项目所在区目前的主要问题在于自主式的生产经营方式，导致当下产业门类众多，但未有主导产业和产业集群。项目所在区传统的主导产业是建筑业，然而建筑业为外向型的产业，并未给本区域带来客观的经济收入和价值；其他的产业较为零星和无序发展。滨海新城概念规划提出发挥独特资源优势：粤东最大的深水港口——广澳港，以及粤东唯一保税区的优势，发展临港产业，明确产业导向，以培育产业集群，发挥港城联动的组合效应。

可以看出，城市运营商通过产业导入和孵化，调整优化城市产业的发展结构及规模，达到带动城市人口增长的目的。城市运营整合城市拥有的各项资源，使各项资源得到有效合理开发，同时注重以城市资源整合为基础，进行城市产业的打造与升级，实现城市土地资源的增值，推动城市经济发展，增强城市的市场竞争力。

在文化方面，滨海新城达到了传承人文、纳新再创的目标。中信城市运营团队在前期调研中派出20人在项目所在区调研两个月之久，在对其悠久历史深入挖掘后发现，其文化古迹非常丰富。项目所在区拥有中国最小的古城——达濠古城，还有粤东开埠时多个国家留下的领事馆，以及极具特色的地方民族资源。然而，政府一直以来对这些历史文化古迹并未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挖掘。基于此，在吸纳和借鉴潮汕历史文化特色的同时，中信城市运营团队本着开发和保护的原则，一方面对原有的历史文化的资源全面保护，另一方面创新型地进行复制——目前在建的RBD（游憩商务区）人文中轴即运用了大量潮汕的传统民居、潮汕骑楼等具有潮汕历史文化建筑元素。可以说，滨海新城延续了潮汕文化的记忆，从而形成海外潮人的精神家园。

在交通方面，滨海新城实现了“粤东枢纽、国际新港、汇达江城”的目标。项目所在区交通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城区对外交通实施的配置等级低且不足，未形成完善的交通结构网络和公交体系。在概念规划中提出了陆海汇达、南北捷畅的发展目标，在对外交通网络方面，构建完善的对外交通体系，包括投资规模达60亿元的苏埃过海隧道的建设、高等级的城市道路和公路的建设，形成对外交通多式联运网络；在内部交通方面采用了TOD的交通发展模式来构建完善的内部交通体系，以提升新城的价值。

在生态方面，滨海新城提出了保育增效、江海宜居的目标。项目所在区是粤东生态环境最好的区域之一，但政府原本的规划对整个生态环境的经济价值的认知并不充分，也没有对生态资源进行有效的复合利用，可以说生态资源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在滨海新城概念规划中提出优先保护生态的城市功能开发策略，优先制定生态空间的管制政策，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对现状、生态条件比较优越的生态系统，包括红树林湿地、礐石风景区、海岸线等，采取控制防御的政策；二是对生态质量下降的系统，例如鱼塘、湿地、盐田等，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恢复；三是沿着濠江创建一条整体生态景观的廊道；四是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对生态要素进行研究，将整个项目所在区划分成已建区、适建区、限建区和禁建区，各有不同的对应开发强度，对整个开发行为和开发时序进行科学的控制，以达到城市开发建设与环境保护并重的目标。

在人居环境方面，滨海新城提出了联动互应、组构集约的目标。项目所在区目前产业空间布局零散、低效，滨海地段的高价值地段的土地利用和空间价值的发挥极为不充足，加上基本农田也占据了位置很好的土地资源，在概念规划中通过构建有效的空间体系网络，优化整个规划的功能配置，以创建中信城市运营的城市特色。

综上五方面所述，单一的城市建设模式已经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需求，城镇化的建设和发展，必须立足于城市运营的高度进行规划和实施。城市运营是以构筑整体城市功能为目标的“五位一体”系统工程，而如何在快速推进的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运用城市运营新模式打造产业、文化、交通、生态及人居环境等目标于一体的格局，将是城市运营商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

依据前述的规划整合原则和目标设定，中信城市运营实践中的规划整合创新，主要体现于“五规合一”的编制思路和以技术路线为核心的资源整合过程。其决策模式遵循前期市场调查、中期对比选择、后期整合实施的大思路。通过前期的市场调研收集基础资料，包括城市的政策环境、空间形态、功能布局、产业特征等城市功能和城市发展所涉及的方方面面，保证基于调研形成的规划是符合市场需求的。中信集团通过对多家规划编制机构规划方案的比较和选择，结合不同方案的优缺点，最终提出符合市场需求、体现政府意志并且满足公众利益需求的整合性的规划方案。

基于对中信城市运营实践中规划整合的过程观察与经验总结，本书形成了一个以“五规合一”为核心的三个阶段的工作内容框架和流程（如图4-4所示）。三个阶段的规划整合工作内容既相互独立，有各自独立的整合目标、方法和成果，又互为因果，相互关联和依赖，共同构成了规划整合的整体工作内容。各阶段内容和特征概述如下：

对目标地区的“五规”分析是对城市运营项目奠定了基础背景的了解。我们知道，由政府部门编制的“五规”作为基本的公共政策和规定，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地政府对于城市治理、建设和发展等方面的理解与意志。因此，通过对目标地区“五规”的研究，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较为全面地了解当地的基本情况和政策方向，形成项目的背景框架。

在此阶段，“五规”的分析方法包括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个方面，主要目的是得出“五规”中的离散要素及其离散程度。定性分析方法包括“五规”与项目发展愿景的对比分析、“五规”差异度比较分析和“五规”内容中具体要素的直观离散性分析；定量分析是通过从“五规”中选取关键要素，设计并发放《“五规”一致度调查表》，以调查表收集的数据为基础分析“五规”关键要素的离析、重合和交叉程度，并从政府、公众、市场三个角度比较“五规”在上述三个维度上的趋向性。

可以认为，“五规”分析过程实质上是对“五规”要素离散程度的分析论证过程，为接下来两个阶段的“五规”整合提供了必要性论证和目标对象。

基于第一阶段“五规”比较分析结果，“五规”中的离散要素将在概念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两个阶段通过“市场校正机制”和“投资平衡机制”得到整合。

在概念规划阶段，市场校正机制主要体现为前期的市场调查及定位策划过程，其核心内容是通过市场定位调查发现和判断“五规”要素中是否存在政府意志表达过度且严重偏离市场实际需求的方法和机制。具体方法如下：城市运营商首先对目标区域进行市场调查（社会调查、现状调查、区域经济调查、房产市场调查、土地市场调查、文化调查和法律法规调查等方面），并委托多家单位开展策划定位，运营商基于市场调查结果，将“五规”要素中部分偏离或者不符合市场要求的要素进行筛选、过滤，经比较整合后得出策划定位；接着以策划定位为基础，结合目标区域的空间要求，调整得出规划定位，作为下一步概念规划编制的直接指导。而在规划定位得出后，城市运营商又委托多家规划单位按照各自所长分别将规划定位落实到空间，并再一次根据各家的发展理念进行选择，得出最后的发展策略决策；最后以此发展策略为基础，将多家规划单位的规划成果整合为最终的概念规划成果。



图4-4 规划整合技术流程

在此过程中，城市运营商提供平台，以对政府、市场、公众的诉求整合为原则，以贯穿概念规划全过程的市场校正、投资平衡与法律协议三方面工作与空间规划工作同时进行且不断相互作用和博弈，最终达到动态平衡的过程为主要机制，最终得到的滨海新城概念规划即是此动态平衡的结果和最优空间表现形式。

可以认为，概念规划的形成过程即是对“五规”要素宏观层面的调整过程。

控制性详细规划是城市运营项目的法定性规划文件，其目标是保障城市运营项目正常落地实施。此阶段在国家法定的规划编制内容基础上，转变规划理念和编制程序，以上一阶段的概念规划成果为直接参考，以落实经济指标为目的，再一次利用市场校正机制和投资平衡机制，将“五规”中逐渐暴露出更深层次的、更加细化的矛盾点进行筛选、过滤和整合，确保政府、市场、公众利益的平衡。

与概念规划阶段类似，城市运营商首先通过进一步的背景分析（包括政策环境分析、地形地貌地质分析、土地现状结构分析、深度市场调查等）进行经济测算和市场需求预测，作为下一步项目定位和发展目标调整的参考。当项目定位与发展目标确定后，即结合经济目标进行深化业态策划，对业态配比、开发强度与规模等开展研究，空间规划成果是深化业态策划在空间上的直接反映和落实。然而，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过程的重点，更在于后期各利益团体的诉求协调过程，“五规”要素在漫长的协调过程中不断调整与整合，最终达到符合政府、市场、公众三方利益诉求平衡的法定空间成果。

可以认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形成过程即是在城市运营项目落地的过程中对“五规”要素微观层面的调整过程。

中信城市运营团队作为城市运营商，通过与政府达成法律协议获得了规划编制权，并依据规划整合实施方案组织了针对项目所在区行政辖区全区域168平方公里范围的战略发展概念发展规划和启动区南滨片区的城市设计以及控制性详细规划等重要规划的编制。

2010年4月，中信城市运营团队启动了全区域168平方公里的战略发展概念规划的编制工作，于2011年3月1日完成编制，并与启动区南滨片区的城市设计成果一同上报市级政府，于2011年5月23日正式得到市级人民政府的批复；2011年8月项目所在城市政府常务会议审批通过并要求项目所在城市总体规划按照中信城市运营战略发展概念规划进行调整修编，这标志着概念规划成为法定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的合法依据。

基于得到市政府常务会议审批通过的概念规划和南滨片区城市设计成果，中信城市运营团队于2011年4月委托规划设计单位合作开展12.4平方公里启动区南滨片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工作，2011年8月草案初稿完成，随后进入长达近两年半的规划协调工作。2014年2月由中信城市运营团队组织编制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成果得到市政府正式批复，这为城市运营项目的落地及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经过三个阶段的规划整合后的规划方案并不只是在空间上进行单纯的“五规”叠合，而是以“五规合一”理念为核心，以政府编制的“五规”要素为基础，经过市场机制过滤、筛选和校正，投资平衡机制不断验证和调整，兼具经济性、实效性和操作性的科学合理的发展模式，是同时平衡了政府、市场、公众的利益诉求的要素有机整合成果。

第五节 启示

根据目前国内外市场主导下的城市综合开发运营管理项目，总结提炼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运营模式的特征，并结合新型城镇化的目标对城市运营进行了定义。大量的城市运营创新性实践阐明了城市运营模式与“五规”的内在关系，印证了“五规”整合对城市运营的科学实施的必要性和重要作用，揭示了提炼了基于城市运营模式的、以“五规合一”规划整合的前提和原则。

通过对目前国内外城市综合开发运营管理项目的对比分析，本章尝试总结了城市运营中产业、文化、交通、生态、人居环境“五位一体”的系统目标，指出城市运营是“以规划为导向的资源整合”，是实施推动新型城镇化的有效市场平台，初步构建了城市运营中规划整合的理论框架。

最后，基于对“五规”与城市运营系统目标逻辑关系的阐述，分析了“五规合一”的可能性、必要性和合理性，并深入论证了“五规合一”中政府、市场、公众的整体利益平衡与土地、产业、资本三大关键要素的关系，阐明了基于城市运营的以“五规合一”为核心的规划整合方法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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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规划整合模式之一：“五规”的比较分析




        

第一节 “多规合一”的现行方法与探索

具有中国特色的“多规分离”“多规矛盾”现象越来越严重，不少学者已从“多规”的编制主体、依据、方法等方面对其差异性做了深入对比分析，以“摆事实”的方法来说明当前的规划矛盾。

而在目前所进行的“多规合一”的前期分析中，广州市的“三规”比较分析方法可以作为当前“多规”分析方法的典型代表。具体方法为：以社会经济规划为指导，对行政辖区范围内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乡规划建设用地进行对照分析，明确“两规”差异图斑面积和数量，以腾挪建设用地空间为目标，划定建设用地规模控制线、建设用地增长边界控制线、生态控制线和产业区块控制线，形成“三规合一”技术成果——“一张图”。

较为普遍的现象是，当前的“多规”比较方法大多偏向于定性分析，或对规划图纸进行直观、粗浅的片面分析，分析的对象也大多停留在物质规划层面，且并未深入到“多规”分离的本质原因以及内在因素。

第二节 实践与思考

由于“一个部门、一种规划”，“五规”必然各有侧重，存在一定的差异。以项目所在地城市为例，可以从“五规”与城市运营项目目标定位的关系，以及“五规”之间的总体目标、编制方法、规划周期和具体内容四个方面，定性、定量地深入分析“五规”相互之间的相似度和差异度，目标是分析出“五规”要素是否分离以及分离的程度，为后续的规划整合提供具体的目标对象。其中，根据前文总结的理论观点，在发现“五规”与城市运营目标定位的偏离后，在对“五规”差异度及相关规划内容的定性比较分析基础上，创新性地运用定量分析方法对“五规”与目标定位的相似度和差异度进行客观论证。基于上述有关“五规”的比较分析结论，中信城市运营团队作为规划整合的操作主体，在后续计划中有意识地进行了战略发展概念规划及控制性详细规划两阶段的整合，这两部分内容将分别在本章中进行具体分析说明。

首先，在比较“五规”的编制主体、编制依据、规划周期等方面时，需要首先查阅了各个规划的方法对“五规”进行的定性对比分析。参考资料有：项目所在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城市总体规划(2002—2020年)》《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中长期规划（2011—2030年）》《公共交通规划》《干线公路网规划简介》和《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十二五”规划》。

其次，在对“五规”的具体规划内容进行比较时，本研究采用了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与工具。在定性分析方面，通过查阅“五规”具体内容及中信城市运营团队在项目过程中的相关文件，客观回顾、总结了“五规”总体目标以及重点要素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定性分析方法。而在定量分析方面，主要通过对“五规”要素定性分析的创新性完善，包括设计项目所在城市《“五规”一致度调查表》（见附录二）以及对调查数据的分析模型来进行。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不仅能揭示“五规”之间复杂的矛盾关系，科学、全面地评价当前“五规”的差异度，同时也可探究由政府主导的“五规”是否可以作为城市整体高效、可持续发展的充分条件。

根据项目所在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城市的产业定位描述是“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园区工业、临港工业为主体，建立特色鲜明、高度集群、竞争力较强的新型工业体系”。通过从亚太和粤东层面对城市进行全面调研，可以发现：首先，粤东城市群地处珠三角和海西经济辐射区的交界处，高新技术产业经济总量偏小，集聚效应较难形成；其次，城市园区工业总量与质量就粤东其他主要城市而言也并不占优，现有产业关联度低，缺乏横向和纵向延伸，第三产业能级不足，不成体系，主要依托于实体经济生存的“临港”产业也逐渐下滑；再次，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持续增大，沿海城市与经济特区之间的政策差别正在逐渐缩小；最后，“十一五规划”中强调的高新技术以及临港工业并不能对未来城市经济的拉动起到积极的作用，从而据此施行的诸多产业政策也就与市场发展方向相背离。

基于规划策划阶段分层分析，可以发现，项目所在城市在粤东地区的发展潜力和优势集中在第三产业，可借助港口经济、交通枢纽、信息网络等基础优势，发展成为粤东地区的服务配套聚集中心；同时应顺应潮汕地区特有的侨乡文化，对高端会展、商贸和旅游进行投资。

因此，为实现中信集团的投资愿景，全面提升全市产业结构，完善功能，打造成“现代服务业发达的粤东首邑”，需要在项目的战略发展概念规划阶段针对城市“十一五”规划中的产业定位与各方进行沟通、协商，并进行反复的调查、调整。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主要强调资源保护，特别是对耕地资源的保护，对具体指标的规划和控制体现在“总量”层面。在着重于对各性质用地总量把控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用地布局不够合理的问题。比如，中信城市运营项目隧道出入口小块的独立工矿地块呈现出零散、不够集中的特点，这对项目（隧道）的走线选择和工程的时间节点控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区级层面，特别在南滨片区内的耕地保护也同样缺乏一个合理的总体布局规划，导致大量耕地、工业用地等随意散布，阻碍了产业的统一布局，给中信城市运营项目“一轴、两带、三园、多功能组团”的有机布置和相互协同增加了难度。因此，在后期的规划整合中，更重视土地利用布局的系统性和高效性。

在2003年5月完成的项目所在城市《城市总体规划（2002—2020年）》中，南岸城区被定位为具有城市“前花园”特征的非独立性的城市功能区，为项目所在城市的辅助城区，以增长极点发展为主导；在空间布局方面，为了完善城市环状组团结构的布局目标，提出“限制濠江两岸开发强度和用地规模，改变南岸中心区跨濠江发展的双中心结构为集中建设茂洲片区的单中心结构”的控制目标。

通过对项目所在区的现有资源和区位的分析，中信城市运营团队认为“一湾两岸”独特的区位优势连同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决定了其广阔的发展空间，从而提出南滨片区的发展目标为：集旅游、生态、商务、娱乐、体育、居住于一体的海湾南岸功能复合型RBD新城区，打造生态型的南岸新城。

中信城市运营团队在对总体规划分析时注意到，由于对项目所在区的生态、区位优势认识的不足，职能定位的偏倚，市级土地利用规划在该地区新设污水处理厂，加之现存的华能电厂煤灰池，都将严重影响片区的经济价值，破坏整体形象。因此，在规划整合过程中需要开展污水处理厂的规划调整以及华能片区的整体搬迁和土地置换工作。

根据城市总体规划，中心城市按照“东延、南拓”的思路，东延到澄海莱芜，南拓至濠江，构筑“一市两城，多组联片”的组团式格局，“两城”即汕头湾南岸新城和北岸老城。目前联系南北两岸的交通通道主要为海湾大桥和礐石大桥，承担市区南北两岸间的交通和过境交通。海湾大桥位于城市外围，1995年通车，过境和对外交通组织对城市交通影响较小；礐石大桥北岸接线位于老城区内部，日过海交通量（单位：pcu/d）为4.2万，已呈现饱和的局面。

基于项目所在区的未来发展定位，可以判断目前的过海交通体系无法满足城市各区域之间新产生的交通量，亦无法为滨海新城各组团的发展提供足够的支持。对外交通如沈海高速、汕湛高速、潮汕揭阳机场等，在一定程度上受市区内南北通达不便的限制，功能以疏港和过境为主，无法与市区内各主干道形成有机连接的交通体系。

通过规划整合分析，合作双方达成共识，提升项目所在城市内部交通特别是过海交通的可达性主要在于无缝连接内外部交通体系，实现项目目标定位——“发挥项目所在城市作为国家公路运输枢纽及粤东‘区域中心城市’龙头作用”。因此，滨海新城项目运用战略发展概念规划初步确定开辟新的过海通道即苏埃海底隧道的必要性。

项目所在区所处的位置属于榕江入海口区域，具备河口生态系统特色和生态敏感性；拥有长达92.8公里的海岸线，大量生态水域、绿色景观资源、山林、红树林湿地、盐田鱼塘等生态资源，以及风景名胜区、历史文化保护区等资源。中信城市运营团队通过对现状的充分调研后发现，虽然项目所在区历来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较为重视，但对生态环境的经济价值并未有足够认知。

例如辖区内的红树林，其面积为160亩，是广东省已发现的面积最大、分布最北、保存较为完整、候鸟种类最齐全的天然次生桐花树林。但城市环境保护专项规划对红树林没有足够的重视，未制定详细的保护和利用方案，不利于系统管理。为了维护稀缺红树林湿地的生态价值，实现南滨片区生态总部RBD的发展愿景，在后期的规划整合过程，红树林保护区作为重点关注要素，须与环保部门协调，共同打造既具有完善保护、管理机制，同时又能保证市民可达性的红树林生态公园。

总体而言，我国规划类型众多，相互关系复杂，不仅纵向的从国家到地方层面，而且横向的各职能部委之间均受各自局部利益驱动、价值取向、专业差异等因素影响，造成了相互之间重叠、脱节甚至冲突等“多规不合一”的矛盾状况。

依据对国内“五规”差异性的分析，“五规”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编制主体与层次、编制依据、发展程度与内容、编制技术与标准、规划周期与口径等五个方面。其中，编制技术与标准由全国统一制定，具有普适性且已在前文中有所阐述，因此本章将主要对在中信城市运营项目的“五规”分析阶段中涉及的其他四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

从编制主体上看，发改委负责编制项目所在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项目所在城市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广东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为指导，编制项目所在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而项目所在城市《城市总体规划（2002—2020年）》则由市规划局、市建委委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城市环境保护规划，则是根据《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第十条“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制定环境保护规划编制导则”要求，由省环境保护局组织市级人民政府组织编制项目所在城市《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十二五”规划》。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据论证后的规划大纲组织对规划进行审查，规划编制单位根据审查意见对规划进行修改、完善后形成规划报批稿（《广东省环境保护规划编制技术导则》）。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较为不同，由市交通运输局委托广东省交通运输规划研究中心进行编制项目所在城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中长期规划（2011—2030年）》。

我们从编制主体的对比分析中发现，“五规”编制主体差异是造成规划间相互矛盾的直接原因。因此，在规划整合中，中信城市运营团队通过与政府的法律协议获得了规划的编制权，并获得了进行规划整合的工作平台，这样可以最大限度促进部门联动，从根本上减少规划分离的情况发生。

表5-1详细列举了“五规”的编制依据的具体情况。虽然各专项规划由不同部门编制的体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并且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遍性，比如美国的环境战略保护规划由环境保护署（EPA）独立制定，但是在环境保护规划与其他规划（如土地利用规划）之上存在着当地政府制定的、在专业跨度上有统一性的、在时间跨度上有延续性的“指导性指引政策”，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各规划的协调。在本案例中，笔者发现五项政府部门规划的编制依据和法律主体不尽相同，且缺乏一个具有指导意义的规则或者主体进行指导或合一，出现各部门各自为政、各规划“闭门造车”的现象便不足为奇。



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分两个阶段完成了规划整合，并将非法定的战略发展概念规划上报项目所在城市政府审议，并得到市级人民政府的批复；整合了项目目标定位的战略发展概念规划成为法定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的合法依据，是对规划编制依据不统一的有效整合方式。

“五规”的规划期限各有差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五年为周期（现行为2011—2015年），每5年编制一次，与国家“十二五”规划的期限一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2005年为规划基期年，规划期为2006—2020年，近期为5年；城市总体规划以2002年为规划基期年，规划期为2002—2020年，近期为5年；环境规划的规划期与项目所在城市“十二五”规划一致，为2011—2015年；城市交通规划的规划期限与城市总体规划相一致。

表5-2显示了在规划期限方面，虽然各规划的期限有所差异，但基本遵循了5年的近期划分，以5年为最小单位进行规划的编制、修编以及监督，为“五规”的整合提供了基础和可能；主要矛盾存在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之间，作为政府主导编制的规划，规划的期限不统一，给规划的编制及实施造成了一定的困扰。除了规划的期限不统一导致的规划之间相互矛盾，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则是规划的起始编制时间。在规划期限不同的情况下，若能够在相近的时间点进行编制，保证规划编制的大背景环境相同，可以有效避免规划期限带来的矛盾。此矛盾也将在战略发展概念规划作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直接合法依据后得到解决。



1.总体目标分析

由于总体目标决定了各规划的发展大方向，毋庸置疑，对总体目标的比较分析可以说是对“五规”内容对比最直接也最本质的分析方式。

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以项目所在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为参考依据。其总体目标是“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特区扩围和新型城市化为抓手，优化提升城市形态和功能布局，加快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倍增、现代服务业提速、传统优势产业提升和蓝色海洋综合开发，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提高开放合作水平，突出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全面提升城市综合实力，强化粤东区域中心城市集聚辐射功能，努力把汕头建成东南沿海重要港口和海峡西岸经济区南翼中心城市。”规划的目标主体是城市经济的发展，提出了各项经济指标、产业结构、财政指标等在规划期内的具体要求。并且，规划对空间、土地、环境、交通等方面也有相应的要求。

城市总体规划强调城市的发展，注重经济社会发展对城市建设要求的满足。基于对城市性质的定位：国家经济特区，东南沿海重要港口，粤东中心城市，项目所在城市总体规划的主要规划目标为：“推动城乡一体化，加强交通、能源、水利基础设施和环境保护、资源利用等方面的统筹规划和协调，促进整个粤东地区，乃至整个闽粤赣经济协作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作为我国土地空间上的重要法定规划，主要强调资源保护、特别是对耕地资源的保护，其规划的编制理论以及规划目标基本都是围绕此问题展开。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指导原则是：严格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统筹各业和区域用地，重视生态建设用地安排且加强与相关规划的衔接协调。并提出了五点具体目标：（1）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目标；（2）节约集约用地目标；（3）土地利用统筹目标；（4）拓展海洋用地空间目标；（5）土地生态环境保护目标。

环境保护规划是以项目所在城市《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十二五”规划》作为参考依据，以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基本原则。故其规划总体目标主要是以“城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问题为出发点，可以总结为：“统筹规划城市生态体系构架，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自然资源；大力实施环境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构建舒适和谐的生态环境安全体系及先进的环境监测预警应急体系，促进经济、社会与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建设幸福汕头。”其中，对规划期内各项环境指标，如森林覆盖率、绿化覆盖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等，有明确的要求。

干线公路网规划的编制目的是改善、加强城区内部以及与外界交通的便捷性，从而突出项目所在城市区域性中心地位、突出开放式的布局理念，其规划总体上围绕着一个“快”字。交通规划总体发展目标可以总结为：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为基本依据，以建设粤东中心城市和沿海经济强市为基本出发点，全面提高公路网络化水平和技术等级，以高、快速公路为骨架，形成外连粤东地区主要城市，内通城市中心区、周边区县、交通枢纽、重要旅游景点、大型工业园区的公路网络。

显而易见，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的主线是实现城市经济的科学、快速的发展；城市总体规划作为一种综合性规划，是以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为出发点；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一种专业性规划，以合理安排现有的土地资源为规划目的；环境和交通规划的规划目标则更具有各自的专业性。

同时，经过深度对比后我们发现：虽然各规划的侧重不尽相同，但相互之间有着很强的联系。从城市发展的角度看，都是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为参考，在根本目标上存在一致性。土地利用规划、社会经济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都强调土地的节约和集约利用，并且连同市级交通规划，都将“建设汕头为粤东中心城市”作为规划的基本目标。而“五规”各自的专业领域，各个规划也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交织和重叠。例如，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中除了经济发展之外，其对环境、城镇化水平、公路总里程等发展目标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因此，从城市发展的角度看，“五规”的根本目标都是确保对城市资源高效、合理地开发、利用和保护，最终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从政府角度来说，规划本源上的目标是一致的，但由于行政体制的约束，造成了种种分歧；这也为城市运营商为主体的规划整合在政府层面提供了可能性。

2.“五规”要素定性分析

由于五项代表政府意志的规划在编制主体、法律主体、编制依据、规划周期以及规划出发点和着重点等方面不尽相同，其规划的具体内容中也就不免出现相互冲突和矛盾的地方。笔者通过对相关规划文件的查阅，针对规划中的一些具体的关键要素进行了对比：

（1）区域定位以及发展目标的差异。

区域发展定位和产业规划存在着模糊不清、相互矛盾的问题。根据项目所在城市《城市总体规划（2002—2020年）》，南岸城区是具有城市“前花园”特征的非独立性的城市功能区，以发展深水港、港前工业、旅游及休闲度假、教育产业以及现代农业为主，是具有浓郁园林滨海特色的汕头新区。而其“十一五规划”对南岸城区的发展定位描述为：“立足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主要发展观光农业、生物制药、环保产业、都市生态旅游等，打造生态经济廊道。”可以看出，南岸城区在城市总体功能定位和区域内产业规划在上述两个规划中都存在明显的差异，而且概念模糊。这样的分歧导致各方面政策制定、实施产生不持续性，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南岸城区的经济发展。

（2）人口规模预测的差异。

对人口的预测，由于统计口径差异，城市总体规划预测人口范围比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预测人口范围大，造成前者预测的人口明显高于后者。在城市总体规划中，近、中、远期（2020年）规划市域总人口为540万、580万、650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规划末期（2020年）人口预测则为567万。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各项规划的编制过程相对独立，对同一指标的编制标准并不完全一致，由此导致同一指标在不同的规划中产生差别。

（3）各项规划关键指标的差异。

“五规”中对于诸多关键要素相关规定的交叉、重合以及矛盾点也同时在中信滨海新城项目的商榷、启动和推进过程当中体现出来。在对南滨片区的战略发展概念规划阶段，整合参考了五项规划，对滨海新城项目片区若干要素的规划有着较为明显的分歧，尤其体现在项目所在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项目所在城市《城市总体规划（2002—2020年）》项目所在城市《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十二五”规划》和项目所在城市《干线公路网规划简介》当中。

例如，我们发现在城市总体规划中，对规划末期（2020年）人均公共绿地的要求为10平方米/人；在环境保护规划中，公共绿地面积规划目标为15平方米/人。而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规划末期（2020年）城区人均建设用地为85平方米；但是根据城市总体规划，2020年城区人均建设用地应达到92平方米。

（4）苏埃隧道南岸出入口。

为解决主城区过海交通的瓶颈问题，适应项目所在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规划的需要，在滨海新城项目战略发展概念规划开辟了新的过海通道：苏埃海底隧道。

为了使项目工程线位方案与项目所在城市《城市总体规划（2002—2020年）》《城市交通规划》《城市发展概念规划》《南滨葛洲片区土地利用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相协调，满足城市、龙湖分区和南滨葛州片区的现状及未来规划，项目研究小组多次向市规划局、市交通局以及其他部门领导专家进行工作汇报并听取相关意见，最终将隧道起点定为天山南路与金砂路交叉处，接天山南路，经苏埃湾海域，接规划的安海路，终点至礐石风景区虎头山北侧。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我们发现在项目所在城市《城市总体规划（2002—2020年）》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中，就苏埃隧道南岸出入口处土地使用性质的规定存在着一定矛盾。依照项目所在区《分区规划》，该区域为“防护绿地”；而在项目所在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中，该区域的土地使用性质为“独立工矿”。这一“规划打架”的现象对项目的走线选择和工程的时间节点控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5）礐石风景区范围界定。

礐石风景区范围的界定在控制性详细规划后期的部门协调中一直都处于矛盾的焦点，原因是在各相关规划中，其用地权属不能统一。在《礐石风景区总体规划（2003年）》中，景区范围为20.77平方公里，已经大大超出了礐石风景区管理局实际管辖范围，其中与项目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范围重叠面积约2.91平方公里。由于礐石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即将到期，原有的风景区建设风貌也需要进行较大的提升；而且，其中部分地块的土地使用性质和权属不明确，礐石风景核心区的东南角地块（苏安景区）在项目所在城市《城市总体规划（2002—2020年）》中列为“风景保护区”，但是项目所在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将该地块界定为“农村居民点”。因此，风景区管理局希望借此机会进行礐石风景区的提升规划，进一步明确权属。

为更好协调南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草案与景区的关系，并通过规划将南滨片可建设用地从景区范围中划分出来，中信城市运营团队引入了达沃斯巅峰旅游设计团队开展礐石风景区总规修编和提升规划。在征求相关部门意见的过程中，项目地市级规划局、规划委员会以及礐石风景区管理局主张景区范围的调整，要求面积保持在10平方公里以上，而市环保局主张维持风景名胜区的现有范围及自然属性。经过项目组与市政府各部门的反复协商，秉承便于管理、便于保护、合理开发自然资源的共同目标，最终达成一致，重新划定了礐石风景区合理的管辖范围，并且明确了土地权属。

（6）南滨路道路等级。

南滨片区由一条紧邻海湾的“南滨路”连接东西，道路全长7公里。按照项目所在城市《城市总体规划（2002—2020年）》的要求，南滨路应建成具有亲水性、开放性的生态走廊，并计划选址建设方便市民的水上公园。但是在中信城市运营项目开展之前，依据交通规划，南滨路被定为城市主干道，严重影响了市民的步行可达性和滨海亲水性，因此将道路性质改为景观性主干道。

3.“五规”要素定量分析

在“五规要素”定性分析的同时，我们也运用了定量分析的方法，对定性分析做出了创新性的补充，其操作方法可以概括如下：

（1）问卷设计。

为了控制调查问卷中选项数目并精简各项问题的文字表述，问卷以城市总体规划为主轴，结合其余四项政府部门规划，将各规划内容中的关键要素进行了筛选和提取，所选规划要素力求保证较强的代表性和重要性，如人口预测规模、城市发展定位、土地开发强度等，最终形成23个关键要素，这些规划要素按照其规划对象被分作五组（城市总体经济目标、空间、交通、生态环境和土地），以便于对各组中的要素作为整体进行量化评价“五规”在五个不同维度规划的一致度。问卷详见附录二。

（2）问卷发放。

在问卷形成后，一共发放130份问卷，其中政府部门30份，投资者与合作方（市场）50份，第三方（公众）50份。具体分配见表5-3。



（3）问卷回收。

在发出的130份问卷中，共回收98份，其中政府部门27份，投资者与合作方（市场）39份，第三方（公众）32份，总体回收率为75%，其中有效问卷88份，回收情况统计见表5-4。



（4）数据分析。

①问卷信度。

在对问卷中各选项进行赋值之后，笔者首先对问卷的信度进行了检测，运用统计软件STATA 12.0程序对88份有效问卷中25个选项进行信度计算，得到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alpha）为0.942，大于0.7，证明整体信度符合要求，汇总结果见图5-1。



图5-1 信度计算结果（汇总）

资料来源：项目所在城市《“五规”一致度调查表》

②“五规”一致度总体分析。

问卷总体统计结果如表5-5所示，“五规”对于所选25个规划要素的一致度调查总平均值为6.77，稍高于6.67（基本一致），远低于10（完全一致）。可以说明：总体来看，五方政府部门制定的规划基本一致，同时存在部分相互矛盾或冲突的地方。由于所选的25个规划要素分属五个不同的维度，相互之间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五规”对各要素规划的一致度也存在较大差别。为了印证这一现象，笔者又运用STATA12.0程序对25项要素一致度值的分布进行了分析，并形成了图5-2所示的正态分布拟合曲线。

图5-2中的柱状图描述了“五规”对25项要素相关规划的一致度分值多数分布在6—7之间（基本一致），但是具有较大的分离度。例如，最小分值“城市空间拓展和建设用地发展方向的规划”为4.85分，表明在“五规”中，对该要素的相关规定存在着较大程度的分歧和矛盾。这种“不合一”的现象也具体体现在上文所述的中信城市运营项目“苏埃隧道南出入口”以及“礐石风景区”等相关问题中；此外，城市对项目所在区产业发展定位模糊不清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问卷的结果中，“产业发展的策略，包括主导产业的定位，产业用地空间布局”一项的分值仅为5.98分，低于“基本一致”的标准。



图5-2 “五规”对于各要素一致度分布

资料来源：项目所在城市《“五规”一致度调查表》







③“五规”一致度按维度分析。

由表5-5可见，经济发展、空间、交通、生态环境、土地五个维度内各要素均值分别对应的一致度分值为6.9、7.5、7.3、6.4和5.8。由于规划要素的选取着重考虑的是其重要性和代表性，所以各维度要素的均值能够较大程度体现各维度的特征。由此可推知，“五规”主管部门规划的矛盾点较多地集中在土地使用和指标等微观层面，而在宏观层面，如空间和交通布局上更多地偏向为一致性。

④“五规”一致度按填表人分析。

笔者在得到各维度的偏向性后，将“五规一致度”调查结果按政府、投资人（市场）和公众三方再次进行整理和拆分，得到各方对25项规划要素评分的分布情况，数据统计的结果如图5-3所示。由图5-3可见，较市场方和公众方而言，由政府方所填问卷得出的“五规”一致度较高（7.4分）。这样的数值结果表明，“五规”对各政府部门的影响程度较小，填表人对各矛盾点的存在较市场方和公众方敏感性较弱。或者说，规划中的矛盾点通常体现在具体的项目实施过程当中，在对矛盾点进行协调时，部分政府部门的诉求往往可以得到采纳，具体分析请见第三章第三节。中信城市运营项目中体现的“五规”不一致问题，给项目规划和推进带来了阻碍，投资方为解决各矛盾点需做大量的协调工作，故对问题的存在具有更强的敏感度。



图5-3 “五规”对于各要素一致度分布（按填表人分）

资料来源：项目所在城市《“五规”一致度调查表》

第三方（公众）所填问卷的统计结果具有极强的离散度（其标准差为1.57，政府方与市场分别为1.15和0.74）。这说明对于公众方而言，其对“五规”的了解深度千差万别。我们可以从两方面解释这种现象：首先是因为大部分公众方对政府部门规划的参与度很低，对其中存在的某些矛盾点无法完全察觉。此外，对于作为规划设计方的参与者来说，由于分工较细，“五规”对他们的具体工作有着“深浅不一”“方向各异”的影响。比如负责概念规划的人员能够发现“五规”对区整体定位的不一，其余微观层面的矛盾点对其工作几乎不产生实质性的影响。通过对各方评分结果的交叉、对比分析，从某种角度可以总结出“五规”貌合神离的特点。

⑤“三因子”对规划要素影响程度分析。

我们再看图5-4，通过统计计算25项规划要素在制定实施和修改过程中受政府、市场、公众三方影响程度占比，得到均值：政府56%，市场27%，公众17%。这些数据可以体现出政府方在规划中具有极强的话语权，规划在编制和实施过程中对公众利益的考量存在着明显的缺失。由图5-4可见，各规划要素所受三方的影响程度较为一致，政府方都占据着五成以上的影响力，其中对城市职能、城市性质和发展目标的定位尤为显著，达到了60%，而公众方的影响程度只有11%。



图5-4 三因子对各规划要素的影响程度占比（100%）

资料来源：项目所在城市《“五规”一致度调查表》

第三节 “五规”要素分析整合的工具与方法

通过对中信城市运营项目实践中“五规”的比较分析过程，可以看出，本文所采用的“五规”分析方法是立足于政府、市场、公众的利益平衡，从编制主体、依据、周期、内容方面深入挖掘“五规”分离的深层次具体原因和矛盾；并以城市总体规划为主轴，结合其余四项政府部门规划，筛选和提取了各规划内容中的关键要素，并对这些关键要素展开了定量和定性的深入分析，最终得到“五规”的离析、重合和交叉程度，为下两个阶段的规划整合提供科学依据。

综上所述，笔者从理论上总结了“五规”比较分析的两个重要工具：（1）定性分析方法；（2）定量分析方法。两个方法互相结合形成如图5-5所示的“五规”动态数据分析模型和工具。“五规”定性分析结果和定量分析结果互相补充、支持，使得分析结果更加全面、可靠。



图5-5 “五规”分析工具与方法

“五规”定量分析工具是“五规”比较分析方法的核心，是在对“五规”规划内容进行比较时笔者创新地采用的方法。可以说，“五规要素”的定性分析均是基于中信城市运营的实践与“五规”的直观比较分析，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某些要素有离散或者离散的具体情况，但是在“五规”关键要素的离散程度缺乏科学性和准确度。在此基础上，笔者利用问卷调查法，对“五规”关键要素的离析、重合和交叉程度做出了定量分析，以补充和完善“五规”要素分析工具。具体方法总体分为“问卷设计、发放和回收”和“数据分析”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分为两个步骤：

1.问卷设计

问卷设计的关键在于关键要素的选取。为了控制调查问卷中选项数目并精简各项问题的文字表述，问卷以城市总体规划为主轴，结合其余四项政府部门规划，将各规划内容中的关键要素进行了筛选和提取，所选规划要素力求保证较强的代表性和重要性，如人口预测规模、城市发展定位、土地开发强度等，最终形成25个关键要素，这些规划要素按照其规划对象被分作五组（城市总体经济目标、空间、交通、生态环境和土地），以便于对各组中的要素作为整体进行量化，评价“五规”在五个不同维度规划的一致度。

按照问卷设计，受访人根据个人对“五规”规划内容的了解进行对比，或者依据工作中所积累的相关经验，就“五规”对各规划要素规划或者规定的一致程度进行评判。每个问题设有“完全不一致”“基本不一致”“基本一致”和“完全一致”四个选项可供受访人选择。

问卷同时针对政府、市场、公众三项因子分别对所选取的25个关键规划要素的影响程度进行了调查。三项因子对每项要素的影响程度之和设计为9分，受访人按各因子对规划相应内容的影响程度大小进行分值分配，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9，最终形成项目所在城市《“五规”一致度调查表》，详见附录二。

2.问卷发放及回收

鉴于调查内容本身具有很强的行业特征，即受访人须对项目所在地五项政府部门规划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同时，该问卷作为描述性调查，调研对象的选取应具有系统性、结构性和全面性。笔者分别从政府、市场和公众这三个层面选取了若干对象进行问卷发放，且三方问卷数量尽可能均等。

按照调研对象的分类，调研人员被对应地分为三组：A组负责对政府部门，B组负责对投资者与合作方，C组负责对公众的问卷发放、跟踪以及回收。

A组采用结构访问法，设三名调研员。调研员分赴各个调查地点，按照调查方案和调查计划的要求，与所选择的被调查者进行访问和交谈，当场发放问卷并回收。通过这种形式，调研员能够对调查过程加以控制，减少被调查者由于对问题理解不清或误解所造成的误答，从而提高调查结果的可靠程度，并且保证可观的问卷回收率。

B组采用自填问卷，设两名调研员。问卷的发放形式与A组一致但不进行当场回收，与被访人约定三个工作日后收取问卷。

C组采用邮寄填答，设一名调研员。调研员将问卷以传真或电子邮件发出，并对选定的受访者的填写进程进行适度跟踪，在三个工作日内将问卷回收。

定量分析方法的第二阶段即利用《“五规”一致度调查表》所回收的数据，进行量化的数据分析，其中包括“五规一致度”分析法和“三因子”比较分析。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1.“五规一致度”分析方法

“五规一致度”分析方法分析“五规”要素关键要素的重合、离析和交叉程度，能最为客观地说明“五规”是否离散及其离散的程度。

（1）选项赋值。

为了得到较为直观的量化结果，并且保证统计过程的便捷性，笔者对问卷所设计“项目所在城市五规一致度问题”的四个选项分别按照0、3.33、6.67、10进行赋值（见表5-6）。同时，我们将政府、市场、公众三项因子对各规划要素影响程度在最终填表结果中进行了百分化，公式为：影响占比=（所获分值/9）×100%。



（2）问卷信度。

在对问卷中各选项进行赋值之后，笔者首先对问卷的信度进行了检测，运用STATA 12.0程序对有效问卷中25个选项进行信度计算，得到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alpha）为0.942，大于0.7，证明整体信度符合要求。

计算公式：α=（n/n-1）（1-∑Si/St）

α为信度系数，n为测验题目数，Si为每题各被试得分的方差，St为所有被试所得总分的方差，在本研究中，n值为25。

（3）“五规一致度”总体分析。

基于问卷总体统计结果，笔者运用STATA12.0程序对25项要素一致度值的分布进行了分析，并形成了正态分布拟合曲线，可以从宏观层面把握“五规”相互之间的独立性，“五规”对各要素规划的一致度。

（4）“五规”一致度按维度分析。

由于规划要素的选取着重考虑的是其重要性和代表性，所以各维度要素的均值能够较大程度体现各维度的特征。按维度分析，可以更为深入地从微观层面剖析“五规”各规划要素的一致程度。

2.“三因子”分析方法

采用政府、市场、公众“三因子”比较分析法分析三因子对“五规”要素的影响程度，为接下来两阶段“五规”整合中对“三因子”利益和诉求的平衡提供了参考依据。

（1）“五规”一致度按填表人分析。

笔者将“五规”一致度调查结果按政府、市场和公众三方进行了整理和拆分，得到各方对各项规划要素评分的分布情况。由此项分析可以分别得出政府、市场、公众三方对各规划要素的一致度评判，该项分析结果不仅可以直观地表达“五规”之间貌合神离的基本特征，且能够与本书第八章中“规划整合价值后评价”的三方评价主体对应，形成对中信地产在规划整合工作成果的对比和评价依据。

（2）“三因子”对规划要素影响程度分析。

在此步骤中，通过统计计算规划要素在制定、实施和修改过程中所受政府、市场、公众三方影响程度占比，由此项分析，可以分别得出“五规”在政府、市场、公众三个维度的趋向性，进而指导在下一步规划整合中对“三因子”的利益关注点和相应的调整方向。

如图5-5所示，“五规”定性分析方法包括“五规”的外部定性比较和内部定性比较。外部定性比较是以项目目标定位为基准，对“五规”与其关联对进行对比，目标是得出“五规”要素与城市运营的关键要素是否分离。内部定性比较对“五规”的编制主体、依据、规划周期和内容的对比，目的是探究“五规”是否分离及其分离的程度，为后续的规划整合提供具体的目标对象。其中，在对“五规”规划内容进行比较时，首先对总体目标进行对比分析，目的是在宏观上定性“五规”是否分离；其次，针对规划中的一些关键要素进行对比，更深入地从细节上把握“五规”的重合、交叉和分离程度。

“五规”的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成果是相辅相成的。从两者的结果综合得出，“五规”要素中离散程度最大的五个因子（一致度得分低于6.6）分别为：（1）产业发展的策略，包括主导产业的定位，产业用地空间布局；（2）以保护为主的重点生态要素和地带的规划；（3）城市空间拓展和建设用地发展方向的规划；（4）城市绿化覆盖率和人均公共绿地的目标；（5）可建设用地土地开发强度的规划。而在已采用的定性分析中，上述部分要素在“五规”中的“不合一”情况已被论证。这说明定性和定量分析工具是互相支撑、互为补充的。

因此，在接下来两个阶段的整合中，上述五个要素的整合将在第六章和第七章详细论述；同时，笔者发现得分较低的要素大部分集中在“土地利用”方面，且此方面的一致度平均值最低，只有5.80，可见土地利用的整合是滨海新城规划整合的关键。

另一方面，从表5-5还可以发现，上述五个一致度得分最低的要素，在“三因子”对规划要素影响程度分析中，市场影响度的占比得分较高。这说明，在政府意志的强势主导下，市场因素的影响致使要素在“五规”中的一致度低，各方利益得不到平衡。在这种情况下，亟须一个提供平衡利益诉求的平台，该平台为在城市运营模式下，以市场为导向进行规划整合提供了科学的数据支持。

第四节 启示

在城市运营实践中，规划整合第一阶段的“五规”比较分析与要素整合的方法和工具是由定性工具和定量工具两部分构成，两者相互支持、互为补充，形成了“五规”动态数据分析模型和工具。通过深入比较研究“五规”体系和“五规”要素之间的差异程度，揭示了在新型城镇化的战略发展目标以及城市运营实践的创新模式的前提条件下，项目所在地城市的“五规”要素存在的离析、重合和交叉程度，并通过政府、公众、市场“三因子”比较分析法阐明了“五规”在上述三个维度上的趋向性，提出了“五规”要素整合的基础依据。

在对“五规”与项目目标定位进行直接比较分析基础上，“五规”比较分析工具可以分为定性分析工具和定量分析工具。定性分析工具主要基于对现状及五项政府部门规划文件直观的分析研究；而定量分析工具主要是运用问卷的方法，对“五规”要素的一致度进行数据分析研究，是对定性工具的量化完善。两者结合深入剖析比较了项目“五规”体系和“五规”要素之间的差异程度，用实证的方法进一步论证了“五规”整合的必要性。

通过对政府、市场、公众“三因子”的定量数据分析，可以揭示政府主导编制的“五规”成果中是否存在不平衡倾向，即对市场和公众利益关注是否存在缺失，这样就为规划整合平衡政府、市场、公众三因子的利益和诉求提供了量化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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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规划整合模式之二：战略发展概念规划的组织整合

第一节 战略发展概念规划概述及常规编制方法

在完成第一阶段“五规”深度比较分析的基础上，规划整合进入模式之二阶段，即组织战略发展概念规划的编制整合。在本书所提出的规划整合模式中，战略发展概念规划有别于常规意义上的概念规划，它是基于城市运营模式的规划整合的重要工具，是构成本书规划整合模式的第二阶段的主要内容。在城市运营模式下，战略发展概念规划的整合组织是依据上一阶段“五规”比较分析的结果，同时运用“市场校正机制”和“投资平衡机制”整合各项要素形成类法定的规划成果，是一个在表达政府意志的同时体现市场导向的城市运营策划过程。本章以中信城市运营项目实践基础，在充分客观地揭示战略发展概念规划的整合编制实践全过程的同时，阐述了战略发展概念规划作为基于城市运营的规划整合模式中第二阶段的流程和方法，总结了“市场校正机制”和“投资平衡机制”在规划整合过程中所发挥的功能和作用。

概念规划的编制模式源自欧美国家，是一种独立于我国城市规划法定体系之外的、具有战略指导性的规划，其主要内容是为城市社会、空间、经济、环境、交通的综合发展提供全局性的思路和发展战略，而淡化传统规划中的管理性条文和相对固化的指标体系。在目前市场经济正逐渐占据更为重要地位的城市发展大环境之下，概念规划逐渐成为政府主导的战略规划、总体规划、分区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城市设计以及房地产开发商在新城开发、居住区开发、街区开发等各个层次的前导性规划，实质上属于带有研究性、探索性和综合性的前期调查、定位策划和研发阶段。虽然概念性规划不是法定的规划程序，但多年来一直是规划咨询市场上主要的规划咨询手段，其成果也受到了政府机构和私人开发投资机构的高度重视。

从中国规划咨询市场的实践看，概念规划常规编制程序的基本思路一般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概念规划的提出阶段。首先由政府提出战略目标和规划编制日程表，通过协商和公众咨询明确规划范围和规划的主要目标，并进行相关基础资料的准备。第二阶段：概念规划研究和建议阶段。以较为开放的方式、组织多学科合作研究，然后通过对所提交的战略研究成果的分析、比选、调整和充实，经多方协商和公众咨询，形成研究的深化成果。第三阶段：概念规划形成和采纳阶段。以研究和深化成果为基础，综合相关规划或计划的原则和要求，形成城市发展概念规划的草案，经多方协商和公众咨询后，最终由政府决策采纳批准。

同时，概念规划并不是只存在于城市规划某一层面，而是从宏观层面到微观层面均有其对应的编制操作方法。

1.宏观层面

通过对城镇群以及城市的更为广泛的区域研究和经济分析，跳出城市总体规划的框架限制，对城市未来发展空间、规模、城市间经济与交通联系、产业发展格局做出更有想象力、更具前瞻性的判断，一般用于指导城市总体规划的修编与分区规划编制。

2.中观层面

对于城市的固定区域，根据土地市场判断和资源整合的需求，引入先进设计理念与空间分析方法，对原城市总体规划或分区规划的不合理之处进行修正与调整，更加突出市场导向与区域土地价值，并符合交通优化、生态环境保护的需求，以此指导分区规划调整或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

3.微观层面

一般为政府或开发商主持编制，针对小范围城市重点发展区域，更加注重景观风貌设计、建筑形体表达、地下地上空间组织等，一般用来优化建设土地的土地出让规划条件，作为控制性详细规划中规划单元调整及拿地后修建性详细规划编制的前提。

第二节 实践与思考

根据以上概念规划的分类，项目的概念规划属于宏观层面的战略发展规划，规划的具体操作分为市场定位策划、规划定位调整、项目发展理念确定、方案整合以及规划编制五个阶段。2010年3月，中信城市运营团队委托一家英国策划顾问公司开展为期五个月的滨海新城项目市场定位策划工作，2010年4月起相继委托一家美国规划顾问公司，新加坡规划设咨询公司和一家国内规划设计研究院等三家规划单位开展项目的规划工作，最后于2010年11月27日委托法定规划经验相对丰富的国内规划院整合了三家单位的规划成果，编制了城市运营项目所在地《发展概念规划》。在本案例中，规划整合以前文所总结的城市运营理念及运作模式为指导，以平衡政府、市场、公众的三因子整体利益为原则，通过策划定位、经济测算与法律协议三方面工作与规划整合工作同时进行且不断相互作用和博弈，最终达到动态平衡的过程为主要机制进行战略发展概念规划的整合，而《发展概念规划》即是此动态平衡的结果和最优空间表现形式。《发展概念规划》于2011年3月1日完成编制并上报市政府，2011年5月23日正式得到市人民政府的批复，2011年8月政府常务会议审批通过并要求总规修编按照项目战略发展概念规划进行——这是标志着概念规划成为法定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的合法依据的里程碑。

战略发展概念规划的形成过程如图6-1所示。



图6-1 战略发展概念规划形成过程

作为未来城市发展的脉络，滨海新城战略发展概念规划对城市未来空间形态和功能布局等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而在概念规划编制之前的定位策划工作，是对城市运营中涉及的各方面利益的整合与利用市场机制进行校正的过程，是保障概念规划满足城市人口、产业、空间、功能等需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

在城市运营的理念与运作框架下，中信城市运营团队在项目的战略发展概念规划整合的前期市场调查与定位过程中承担了组织者、协调者角色。通过梳理城市发展、产业布局，功能结构，对区域进行重新定位，引导城市土地使用性质和城市结构的优化，以指导战略发展概念规划的编制；英国某策划顾问公司所承担的前期策划研究的核心是针对滨海新城的定性及定量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工作：（1）研究项目发展定位问题，包括总体定位，分片区功能定位，项目总体形象定位；（2）功能规划，一方面是从土地规划价值的角度分析整个用地的功能分区，另一方面是从市场容量的角度来判断项目各种业态合理的发展规模，以此研究整体的发展功能布局和战略概念规划；（3）业态研究，包括整个项目业态配比、项目的开发强度和各种业态开发规模压力；（4）关于总体运营方面的研究，包括确定首开区域，确定开发总体的次序，以及在经济上初步的财务分析的评价。

前期策划研究的基础是以前期市场调查为手段的基础数据收集。策划定位关乎的是宏观层面的战略性的目标，因此，市场调查须涵盖城市发展的各个层面，包括城市政策环境、空间形态、功能布局、产业特征、人口分布、市政设施、公建配套、交通组织等城市功能和城市发展所涉及的方方面面。我们把前期市场调查分析以及基于这些分析成果形成策划定位的过程，定义为滨海新城项目中城市运营的前期定位策划模式。相应，基于策划定位所形成的战略发展概念规划将是符合市场需求的，并可达到符合政策要求、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改善城市功能、推进产业发展、优化交通系统、保护生态环境、弘扬文化特色等目标。

以城市、粤东和亚太三大层面的市场机遇和对实际需求的剖析为基础，滨海新城最终整体发展定位为“生态型的新城市中心、现代服务业发达的粤东首邑、资源复合型的亚太休闲旅游度假目的地”；整体功能定位为“复合生态沿海新城”；形象主题定位为“粤东之珠、海洋之心”。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在城市运营模式中，项目的策划定位并不是依照上位规划的定位落实，也非运营商“拍脑袋”一蹴而就；而是由中信城市运营团队牵头，英国某策划顾问公司作为策划定位操作主体，多家规划单位参与，以“五规”的各关键要素为基础，从政府、市场、公众三方面进行需求调查，经过市场多轮校正而最终确定。从2010年3月委托英国某策划顾问公司，到2010年7月16日得到最终策划定位成果，历时100天左右。其间，中信城市运营团队提供了整合平台，密集组织了几十次的内外部讨论、会议以及沟通，如图6-2所示。

在中信城市运营项目中，战略发展概念规划的策划定位过程可以体现在以下四个重要节点，这四个节点精彩地展现了策划定位如何经过多轮头脑风暴、多次数据分析、多方意见互换，最终尘埃落定的。

第一个节点：2010年3月，正式委托英国某策划顾问公司开展滨海新城的前期策划工作，策划工作核心在于定位濠江与定量规模。在随后的2010年4月13日，中信城市运营团队召开了项目工作启动会，委托了三家规划单位：美国某规划顾问公司、新加坡某规划顾问公司、上海某规划设计公司平行开展概念规划的编制，并与英国某策划顾问公司同期进行一部分的策划定位工作。4月20日，英国某策划顾问公司在参考上位规划和挖掘潮汕故土文化的基础上首次提出“粤东之珠，三大引擎，一大文化”的发展定位思考，从城市、粤东两个层面定位滨海新城为城市副中心、粤东滨海综合旅游度假中心，主导产业为临港产业。中信城市运营团队基于对现状的深入摸底和对未来的预测，与之沟通讨论后达成初步共识：基于整体发展项目所在区的投资愿景，定位滨海新城为城市次中心；产业以商业服务为主，与东部经济产业形成差异化；土地区划板块化；并指示进一步工作核心为区域定位、规划调整与产业调整。



图6-2 策划定位的组织过程

第二个节点：2010年5月是规划单位作为公众方参与策划定位的主要阶段。此阶段，三家规划单位和策划单位的工作高度重叠，通过不断地交流和碰撞带来新的理念。中信城市运营团队于2010年5月7日和21日分别组织了两次联席会议，由英国某策划顾问公司汇报策划定位，规划单位分别根据自身所长进行战略发展概念规划汇报并对策划定位提出建议和反馈。5月7日英国某策划顾问公司以分区规划为基础，以苏州工业园区、上海临港新城作为典型案例支撑，对濠江新城进行了重新定位——粤东之珠：以生产性服务业、高端制造业为主的新型工业新城；三大引擎——城市副中心、旅游度假、临港产业；一大文化——潮汕文化。中信城市运营团队整合新加坡某规划顾问公司的研究思路，提出定位应从如何与三条经济带联动发展形成区域中心方面着眼，将项目所在区的区域地位从附属提升为主导。5月21日，英国某策划顾问公司在深入进行了大量的区域和上位规划分析以及产业新城案例研究后，延续5月7日的思路，提出了“粤东之珠、海洋之心”的总体发展定位，以临港工业与海洋经济为主导产业，并通过裸地价值评价，初步提出了“一廊、二心、三轴、四区”的总体发展格局。同时，三家规划顾问单位和上海某规划设计公司分别就各自擅长的交通、生态及研究方法提出了建议：新加坡某规划顾问公司建议对交通系统进行调整；美国某规划顾问公司建议策划定位应强调粤东尺度的定位，产业研究应回顾分区规划、加强市域层面的整体产业发展研究，同时重视生态资源在定位中的体现；上海某规划设计公司的主要建议是从更加宏观的层面论述项目所在区的定位，并对主导产业以及规模容量都应在更深入的市场调查后，做出量化支撑。可以看出，三家规划单位的建议在此时已分别涉及整体定位的三个层面的内容。中信城市运营团队在整合提炼后对英国某策划顾问公司提出要求：建议从战略高度整体考虑并重新定位；应着重考虑项目地“一江两岸”的特殊格局；并且拓宽思路，从粤东区域看项目所在区，加强粤东区域内各城市的比较优势研究；要体现生态资源优势，挖掘新的产业类型，盘整土地成本；从城市运营开发商的角度，重新梳理区域土地开发思路。不得不提的是，常规流程中处于上下游的策划和规划工作同时进行，且下游的规划工作反馈参与策划定位的模式是中信城市运营团队在策划定位整合模式中的创新之举，也是公众参与规划的重要表现。

第三个节点：2010年6月4日，英国某策划顾问公司依据中信城市运营团队提出的七点建议，重新梳理、整合思路，从定位、定量、规划、运营四个专题对滨海新城提出了新一轮的策划定位。依托城市独有的“海洋”优势资源，提出主题定位：“一座展现未来梦想的海洋之城”。通过分析现状资源和上位规划，“海港”与“工业”是项目所在城市发展中海洋强市的重要战略方向，这个性质不能改变也不易改变。相应，针对以东京湾、尔湾、广州南沙开发区、苏州工业园、上海临港工业园等港城联动的案例分析，明确了产业支撑、新城市中心和旅游休闲模式适合项目所在区新城的借鉴点，它需要走新城市中心结合产业的发展思路。由此提出总体定位为“以临港产业+新城中心双引擎推动下新城”，并提出促进社会服务业升级，使第三产业成为经济发展龙头和城市发展驱动力。同时，基于土地价值叠合现状提出了“四轴两园两区”的总体功能布局结构。综上可以看出，在整合了各家思路、提议之后，滨海新城定位的核心内容初见雏形，唯语言表达尚显零散。

第四个节点：2010年7月8日，合作双方举行了项目工作促进会，在综合了政府所提出的将项目所在区建设成“城镇开发的典范，沿海新城建设的标杆”的目标之后，站在区域、战略的高度，首次提出了从城市、粤东、亚太三个层面来定义项目所在区。整体发展定位为：（1）生态型的新城市中心；（2）现代服务业发达的粤东首邑；（3）资源复合型的亚太休闲旅游度假胜地。三个层面层层递进，相辅相成。第一个层面从城市层面出发，提出新城发展的最基本要求；第二个层面在第一个层面基础上，上升到粤东层面，提出发展现代服务业核心定位要求；第三个层面，在第一、第二层面支撑下，向亚太层面靠拢，提出亚太休闲度假胜地概念。三个层面相互关联，互相促进。滨海新城的定位符合城市未来发展需要，即面向粤东乃至亚太，对接海峡西岸，现代服务产业体系发达、具有临港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特色的复合生态型沿海新城。根据中信城市运营团队提出的“复合生态型沿海新城”定位，英国某策划顾问公司继续深化研究，于2010年7月16日就滨海新城总体发展策划做了终期汇报。其通过对新入案例：东京港片区、东莞松山湖、中新生态城、深圳大梅沙旅游度假区等研究进一步明确项目所在区发展模式与功能，并从产业、功能、交通、空间、生态和文化六个体系（如图6-3所示）细化对定位的支撑，其中提到了TOD、RBD等理念对发展策略的决策提供了决定性的理念支持。同时，也从土地规划价值角度确定用地功能分区并从市场容量角度判断合理发展规模，定量地确定了“一带、两轴、三湾、多核，组团式有机发展”的城市规划布局，这保证了后期规划结构的科学性、可操作性与指导性。



图6-3 定位支撑体系关键点

资料来源：英国某策划顾问公司，项目总体发展策划终段成果汇总，2010

在策划定位确定后，我们需要进一步引申到规划定位。可以说，规划定位的确定与调整是策划定位的空间延续。具体来说，规划定位是以策划定位为根据，整合空间规划需求，深入挖掘后得出的对规划具有直接指导意义的定位。

根据相关上位规划，区政府已存在针对各种层级、各个方面的定位，然而在进行了市场调查与分析后，笔者认为原规划定位已经不再适合项目所在区的持续发展。因此，中信城市运营团队针对滨海新城的区域定位、项目发展定位、分区域定位和形象主题定位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并最终整合得出符合项目所在区战略发展的新的规划定位。

从2003年5月完成的项目所在城市《城市总体规划（2002—2020年）》可以看到，项目所在区被定位为城市的“前花园”，为辅助城区的地位，以增长极点发展为主导；广澳港区是国家级沿海港口枢纽和保税区，决定了项目所在区对沿海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在2005年8月完成的项目所在城市《城市发展概念规划》中，项目所在区被置于城市三大经济带的“生态经济带”和“工业经济带”。可以看出，除各政府规划之间的定位不统一之外，项目所在区的区域定位与当地资源现状、外部市场需求等因素的不统一更加造成了项目所在区无法得到持续稳定的政策鼓励的困境，其发展也易受忽视。笔者意识到，只有将项目所在区放在更广阔的区域中进行审视，才能真正地明晰其未来发展的定位和目标，协调与旧城的关系，进而引领整体城市水平的提升。

项目发展定位是城市运营规划定位的主要内容之一，属于中观层面的战术定位。以宏观的总体发展战略为背景，结合项目现状条件及区域发展条件，综合考量区域竞合关系下，对项目既有相关规划进行定位分析并进行包括产业、土地利用、城市空间发展、交通、环境保护及文化与品牌目标的调整。上述目标是承接“五规”原有目标并经过市场机制校正后滨海新城发展目标的拆解，具体联系如图6-4所示。



图6-4 “五规”目标与项目发展目标关系

1.产业目标调整

项目所在区《分区规划（2009—2020年）》中要求产业发展具有时代特征，在巩固发展港口经济等优势产业的同时，并未强化未来以旅游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产业将对城市发展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持续增大，经济特区与其他沿海城市之间的政策差别正在逐渐缩小；周边城市的同质化竞争态势一直持续，体现为港口资源的争夺、产业同质化竞争，经济总量偏小，如本章中讲到，项目所在区现有产业结构亟待优化。根据市场定位策划中产业规划的要求，滨海新城从项目所在区的政策优势、广澳深水港口优势、现状资源优势出发，应发挥港城联动组合效能，明确产业导向，培育产业集群，选择临港工业、现代物流及商务会奖旅游和养老保健等现代服务业作为其主导产业方向。

2.土地利用目标调整

项目所在地行政区土地存量达33平方公里，约占整个中心城区的54%。在项目地整体人多、地少的背景下，区人口总量只有28万人，局部区域呈现出人少、地多的状况。从目前土地利用来看，城区内用地结构混杂，工业用地包围城市，工业比重较大且布置分散，生产和运输过程对整个城区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临港片区紧靠市中心城区，发展石化产业会造成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也降低了中心城区的商务环境质量。基于项目所在区拥有的丰富生态资源，滨海新城的发展更需要把握生态友好的原则，发展低碳经济产业，不宜大量开发低密度工业，造成土地产出效率低。同时，基本农田保护区占用了滨江较好的空间区位，滨海低端的土地利用和空间价值发挥不足。

在中信滨海新城的规划中，经济、有效地利用项目所在区的土地存量是土地利用的目标。主要采取的方法是从土地综合价值角度划分用地功能分区，从市场容量角度判断合理发展规模，以得出最适宜城市发展的功能布局模式。

3.城市空间发展目标调整

回顾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至“1992版总体规划”，由于跨海交通的限制、外砂机场的启用，以及对老城基础设施的依赖，城市的空间增长，主要是向东拓展。而南岸的发展仅限于最靠近老城的礐石风景区。项目所在城市《城市总体规划（2002—2020年）》强调南北两岸整体开发建设，提出了向东扩展城市发展空间，明确了城市建设的重点为北岸东部，形成“一市两城，中间为海”的新城市格局。要提升项目所在区的整体价值，必须使其承担独立城市功能并占据与北岸同等重要的地位。因此，滨海新城的定位为“生态型的南岸”，因此《中信城市运营项目战略发展概念规划》明确地在战略上提出了城市空间的发展方向将是向南。

此外，从对现状的研究可以看出，项目所在区目前空间布局相对零散，不够系统化和集约化。因此，滨海新城的空间发展目标是构建有效的空间体系网络，优化功能配置，项目所在区空间资源的合理利用也成为项目地参与城市竞争的核心战略资源依托所在。

4.城市交通发展目标调整

众所周知，项目所在城市因港而起，依港而生；广澳港区是国家级沿海港口枢纽与保税区，这决定了项目所在区的发展对于未来城市在国家沿海经济带中的地位的确立，以及以港兴城的前景和潜能的发挥，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南岸发展的现状并不尽如人意，仅靠海湾大桥和礐石大桥联系南北两岸，同时原有相关规划都只强调了道路交通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所有组团均围绕主要匝道口布置，呈现“马路经济”的现象；项目所在区山水环绕的鲜明特色及倚靠广澳深水港的优势也未被充分发掘，也不能符合中心城区的发展需求。项目所在区在区域交通体系中的地位及与旧城交通的衔接决定着滨海新城自身的空间架构，影响着未来的城市运转的效能和可持续动力的产生。为了支持广澳深水港发挥其应有的带动效应，综合交通服务体系的强化是滨海新城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规划中投资60亿元的苏埃过海隧道的建成和通车将为南北两岸开辟新的过海通道，解决过海交通瓶颈问题；伴随区域交通设施的提升，城市将扩展辐射半径，彻底摆脱交通条件的制约，使粤东各个城市真正成为其腹地，也进一步确立项目所在区“粤东首邑”的地位。

5.环境保护目标调整

项目所在区生态自然优势的发挥对于提升其城市空间价值，形成城市的空间特色具有重要的意义。项目所在区拥有大量的需保护的自然、历史资源：长达92.8公里的海岸线，大量生态水域、绿色景观资源、山林、红树林湿地、盐田鱼塘等生态资源以及风景名胜区、历史文化保护区等。虽然项目所在区历来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较为重视，但对生态环境的经济价值并未有足够认知；在滨海新城的开发中，生态资源的复合利用是环境保护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提高区域居住品质、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的途径之一。

6.文化与品牌目标调整

潮汕文化已经形成完善的体系，并具有明显的文化特征和影响力。项目地与周边城市的潮汕文化资源相近，充分利用潮汕文化且挖掘自身的文化资源是提升独特城市形象的重要方法。项目所在区有达濠古城（中国现存最小的“古城”）、陈厝祠等文化价值较高的历史文化遗存，但挖掘和再利用不足，旅游价值未能发挥；其作为潮汕文化的空间载体应通过潮人故里概念和氛围的打造，唤起潮人对故土的依恋和归乡情愫，提高项目所在区在区域中的“归乡”吸引力——这也是对新型城镇化“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愿景的呼应。

中信城市运营项目战略发展概念规划从土地规划价值角度确定用地功能分区，从市场容量角度判断合理发展规模，整合得出滨海新城“一心、两带、三湾、多组团”的发展布局。这是对总体发展策划中“一带、两轴、三湾、多核”的组团式有机发展模式的延续。

具体而言，“一心”是项目所在区政府所在地的新城核心中央商务区（CBD），“两带”是指沿着山体的景观带和沿着濠江的生态景观带，“三湾”包括北部的苏埃湾，东部的北三湾，还有南部的南三湾，并将重点形成新城CBD、RBD、临港产业区以及旅游度假的多个功能组团，塑造一个复合型生态沿海新城（如图6-5所示）。整个结构体系是对定位策划的延续和优化整合。英国某策划顾问公司原来提出的规划结构中城市开放带和“两轴”中的生态轴是有一些重合的，中信城市运营团队在对现状分析后发现南北向的“经济发展轴”基本被一个比较完整的山脉隔断，无法连续发展。因此，中信城市运营项目与上海某规划设计院经过校正形成了战略发展概念规划中“一心、两带、三湾、多组团”的结构。从本质上来说，分区域定位是以产业定位为指导，整合了城市空间要求进行的产业活动分区配置。



图6-5 分区域定位体系

基于对项目所在区的现状条件分析后得出，项目所在区的优势在于“海洋”，海洋是城市发展的动因，也是城市形象的文化基础。滨海新城的规划要充分运用海洋经济、海洋产业，滨海城市潮汕人文景观，以及海洋历史，海洋环境资源等丰富的海洋概念，把“海洋”的概念贯穿落实于整个新城的规划和发展中，努力展现滨海新城鲜明的海洋文化特色，使项目所在区成为城市向世界开放的、展示海洋文明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和谐宜居的海港新城，即“粤东之珠、海洋之心”的形象主题定位，具体如图6-6所示。



图6-6 滨海新城形象主题定位

资料来源：英国某策划顾问公司，项目总体发展策划终段成果汇总，2010

2010年7月22日，中信城市运营团队举行联席会议，听取了三家规划单位的概念规划汇报后，以英国某策划顾问公司的策划定位为基础，筛选并重新整合后，确定规划总体发展定位为：生态型的南岸新城；现代服务业发达的粤东首邑；亚太高端文化商务休闲之都（如表6-1所示）。



上述三个定位是相辅相成。层层递进的：在市域层面策划定位提出的生态型“新城市中心”，规划定位中改为生态型的“南岸新城”，更明确了项目所在区与北岸同等重要的地位；在粤东层面表述一致，提出发展现代服务业的产业要求；在更高一级的亚太层面，基于对文化目标的调整，在策划定位“休闲旅游度假”的基础上融入了文化和商务的概念，因此规划定位中改为“亚太高端文化商务休闲之都”。同时，规划定位在表述方式上也考虑到尽量向政府常用的语言靠拢，为后期我们的规划定位直接写入政府“十二五”规划奠定了基础——不言而喻，这是我们有意识地对“政府因子”诉求的整合。2010年8月13日，中信城市运营团队与上海某规划设计院共同在进一步梳理历时4个月英国某策划顾问公司的策划定位以及几家规划单位提出的发展理念和定位的基础上（如表6-2所示），以市场需求为“过滤器”进行筛选，整合深化了7月22日的总体发展定位，形成总体发展战略；总体发展战略是城市运营项目规划定位的主要内容之一，属于宏观性战略，为下一步发展理念和策略奠定了基础，具体如下：

（1）生态型的南岸新城，即以高品质自然生态环境为特征，与北岸城区并重互动发展，具有完善的城市功能和服务体系。

（2）现代服务业发达的粤东首邑，即发达的现代旅游产业链，以交通与港口为依托的发达物流业中心，泛珠三角、海西经济圈与闽粤赣经济合作区的对接平台，粤东现代服务业聚集中心。

（3）亚太高端文化商务休闲之都，即全球潮人文化的聚集地，高端商务会奖旅游目的地，亚太地区具有高度影响力的养老休闲旅游度假胜地，区域创新发展活力之源。





第一个层面从城市层面出发，包含三层含义：第一，依托项目所在区丰富的生态景观资源，建立高品质的自然生态环境。第二，原来项目所在区在城市“前花园”的定位中，北岸城区为中心城区，处于主导地位，承担综合性职能，以轴向发展为主导；南岸城区为辅助城区，处于从属地位，承担部分城市职能，以增长极点发展为主导。通过策划和规划对它重新定位为与北岸并重的南岸城市新区。第三，具有完善的城市功能和服务体系，《雅典宪章》。指出，城市规划的目的是解决居住、工作、游憩与交通四大功能活动的正常进行，其中居住为首位，经过市场分析后得出滨海新城的主导城市客户群是本地市民，因此以居住功能为主的“生态南岸新城”是首要定位。这个层面的定位是对区域目标、环境保护目标和交通发展目标的整合。

第二个层面是在对区域目标、产业发展目标进行整合后得出的针对粤东层面的定位，是在城市功能完善和城市形象提升的基础上，实现并挖掘更深入的价值。经粤东三市竞合分析后，从环境保护的目标出发，在产业定位上首先摒弃政府关于工业、制造业的定位，滨海新城将着力发展现代旅游产业链，以交通和港口为依托，形成发达的旅游业中心，打造珠三角、海西经济圈与明月港经济合作区的对接平台，形成粤东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聚集中心。

第三个层面是针对亚太层面，是对区域目标、文化与品牌目标、产业目标、环境保护目标以及形象主题定位目标的整合。中信城市运营团队与项目所在区的合作范围是37平方公里，只上升到粤东层面定位显然无法覆盖全部客户群的需求。经过对政策、周边区域、客群组成等一系列的分析研究后，亚太层面定位的核心聚焦为两个方面：潮人聚集地+休闲旅游度假胜地。对潮人文化聚集地的定位是对文化目标的延续；而通过对项目所在区的区位分析发现其正好处于北回归线上，且资源条件独特，在吸引亚太乃至全球荣归型的潮汕养老、度假、消费、居住方面具有巨大优势，所以在定位策略方面提出潮人是项目所在区在亚太层面定位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支撑和突破口，瞄准项目所在区成为世界潮人的精神文化胜地，是基于市场调查和研究所形成的准确定位。关于对休闲旅游度假胜地的定位来自两方面考量：首先，项目所在区的生态条件良好，包括红树林湿地、海岸线、礐石风景区，具有可以发展休闲旅游业态的自然基础，业态的定位在战略上抑制了项目所在区的工业区规模的盲目扩大，这是对下一步空间功能规划的重要参照；其次是度假胜地的定位，这是中信城市运营团队以泰国的清迈、普吉，印尼的巴厘岛，马来西亚的云顶作为参考案例确定的，上述几个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城市水平均较低，但因有良好的资源条件和完善的市场服务体系，均成为亚太著名、重要的旅游度假胜地。根据对项目所在区自然文化条件的挖掘和对服务设施的规划滨海新城具有足够作为亚太度假胜地的资源基础。未来的濠江将是一个全球潮人文化的聚集地，高端商务会奖旅游的胜地，亚太地区具有高度影响力的养老休闲旅游度假胜地，形成区域创新发展活力之源。

总体发展定位确立了滨海新城在区域的地位与发展方向，又反过来在战略的高度指导三家规划单位的概念规划工作齐头推进，依据定位，各展所长。

项目发展理念与策略的确定，即基于规划定位进行的发展策略决策，是规划定位的后续与延伸，这也是在满足各方利益平衡的基础上，用规划的空间表现手段，对土地资源、产业资源、资本资源的整合过程。如表6-3所示，美国某规划顾问公司主要是从生态景观的角度切入，通过生态分析，把整个区域分为适建区、限建区、禁建区等，包括发掘项目内在宝贵的景观资源，并提出了RBD的发展理念；新加坡某规划顾问公司是从交通和基础设施方面来对交通策略做出空间建议，并依据交通的发展提出了TOD和MICE的发展理念；上海某规划设计院更多是全方位、多角度更为综合地从土地整个功能架构进行综合的分析和专题研究。



资料来源：中信城市运营项目所在地《发展概念规划》，2011

在综合分析了现状资源及定位的基础上，中信城市运营团队从多家单位提议的多个发展理念中选取了TOD、RBD和MICE作为滨海新城整体性、综合性的项目发展策略。

1.TOD的内涵与规划

为了构建完善的对外交通体系，加强滨海新城与主城区的联系，滨海新城的首开启动项目包括对苏埃过海隧道的建设。基于隧道和配套轨道交通的建设，新加坡某规划顾问公司在对新城交通体系进行梳理研究后提出了TOD模式，即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模式：组织紧凑的有公交支持的开发；将商业、住宅、办公楼、公园和公共建筑设置在步行可达的公交站点的范围内；适宜步行的街道网络；混合多种类型、密度和价格的住房；保护生态环境和河岸带，留出高质量的公共空间；公共空间为建筑导向和邻里生活的焦点；沿着现有邻里交通走廊沿线实施填充式开发。以过海轨道交通为骨干，配合步行和地面公交接驳，可大大减少滨海新城市民出行对私家车的需求，形成可持续的宜居社区。总部RBD区域，为扩大地铁站的服务半径，有效利用站点优势，使各生活、工作片区与地铁无缝接驳，布置了三条公交接驳路线，并在沿线功能组团适合位置布置公建配套设施，形成相辅助的公共生活服务体系，使周边土地价值最大化。TOD的开发模式通过对绿色交通出行方式的引导和投资结构的优化，可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

2.RBD的内涵与重点地区规划设计

美国某规划顾问公司通过对项目所在区大量生态要素：海岸线、红树林湿地、礐石风景区以及濠江生态敏感区的研究，提出引入RBD概念，即是指城市内部以休闲服务、信息服务和商业服务为主的各种设施（休闲、购物、办公、商务、饮食、娱乐、文化、居住）聚集的特定区域，是城市中央商务区和城市游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包含的基本功能板块有休闲游憩功能、商业功能、商务功能、文化功能、居住功能等。倚靠不同的生态要素和区位，打造不同主题的RBD。其中，游憩和零售商业是RBD的核心要素，RBD丰富的游乐设施、配套住宿酒店、优美的景观景色是对外地游客的核心吸引力，这也是目前在建的RBD人文中轴线的理念起源。生态景观轴上重点RBD区域设计如附表-1所示。

3.MICE的内涵与规划

新加坡的新加坡某规划顾问公司在对旅游资源进行分析后，在2010年5月7日的联席会议上提出了MICE的产业发展理念，这是对RBD理念的深化。MICE的含义是：Meetings、Incentive travels、Conventions、Exhibitions，即商务会议、奖励旅游、国际会议、展览。从对新加坡的商务会奖旅游案例研究可以得出，MICE的成功因素包括：良好的基础配套，设施便捷的交通与电讯网络，国际化的多元构成安全，整洁的环境，政府机构的支持，旅游活动多样化。滨海新城凭借基地的自身生态环境优势，随着广澳港的建成和相关产业的升级，利用商务活动本身拓展到住宿、餐饮、娱乐等方面，进而争取在游览、购物、旅行等方面创造新的需求，借助城市旅游魅力的彰显，以吸引投资者。项目所在区RBD被赋予MICE策略后，将成为立足粤东，着眼东南亚，以商务旅游产业为主，兼顾休闲度假的高品质、高消费的RBD。

中信城市运营团队从2010年4月起邀请三家单位平行来组织编制战略概念规划，三家单位在2010年10月27日左右提交了最终结果。中信城市运营团队综合三家的方案进行比较分析，吸取各家所长，委托上海某规划设计院总体规划方案，统一明确相关主题思想将英国某策划顾问公司的策划成果及几家规划单位的战略发展概念规划成果整合成为一份最终的概念规划方案；同时，通过对区域基本情况和现有规划情况的研究，对相关区域的资源和开发现状进行梳理，对区域内可开发建设的用地进行价值的合理分析判断，以支持确定开发范围、开发强度、开发时序、相关技术经济指标。在策划定位、法律协议和经济测算之间不断相互作用的指导下，上海某规划设计院经过三轮成果的调整，最终于2011年3月1日，形成上报政府的《发展概念规划》，整合过程如图6-7所示。



图6-7 上海某规划设计院概规整合过程

第三节 概念规划整合的工具与方法创新

通过对滨海新城项目概念规划阶段的工作梳理，并结合第四章中对城市运营模式的系统特征和规划整合模式原则的阐述，可以看出，滨海新城项目的城市运营实践充分体现出城市运营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注重城市产业、文化、交通、生态、人居环境整体功能协调的提升等重要特质；同时，根据笔者对“五规”的剖析，体现出目前对应城市各项功能或指标的规划要素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矛盾，编制的过程缺乏市场与公众的参与。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之下，这些具体的诉求与城市运营的自身特质产生了多重关联。同时，就概念规划过程中对“五规”进行的第一阶段整合工作（如图6-8所示），我们可以发现其与第三章所述的由政府主导操作的规划整合有着三点显著的区别：（1）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构建筛选体系，（2）以项目的投资平衡作为决策依据，（3）广泛地整合各方的利益诉求。



图6-8 概念规划整合流程

综上所述，笔者从理论上总结了概念规划整合组织阶段创新性地运用的两个重要工具，即市场校正机制和投资平衡机制。通过两项工具与规划要素的有机串联和相互动态作用，各规划要素不再是独立的状态，“五规”中规划要素的相互矛盾也不仅限于规划制定部门内部的矛盾范畴，而都与市场需求、城市的发展发生了间接或直接的关系。因此，在各方矛盾的协调中，市场校正机制的运用使得中信城市运营团队作为第三方独立、客观地对规划进行整合。

何为市场校正机制？《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新型城镇化为目标的城市运营，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原则。本书的重要观点是，市场校正机制是以实际的市场环境和需求作为决策依据，对各政府部门规划中存在的分离、矛盾的问题进行重新梳理、过滤和筛选。该机制的具体操作方式是多层次、多领域的市场调查分析，在战略发展概念规划阶段主要体现为前期市场调查。该机制的运用为市场在城市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提供了现实基础，是规划整合得以合理实施的重要工具，同时也是城市运营模式“以市场为导向”特征的具体体现。

城市运营的目标是城市综合功能的整体提升，涉及的领域十分宽广，可以说中信城市运营团队在滨海新城案例中所开展的前期市场调查体现了其范围的全面性：从城市发展的市场需求角度上看，结合《雅典宪章》提出的城市四项基本功能，中信城市运营团队针对当地生活需求、工作需求、游憩需求和交通需求都展开了翔实的调查；从城市发展的市场环境角度上看，针对各层面的政策环境、宏观经济背景、当地文化背景、土地使用情况等进行了调查。通过对各项调查结果的汇总分析，最终形成一个系统的项目背景数据库，直接指导各层面的定位等工作，同时为“五规”各矛盾和冲突的化解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

从规划整合的角度上看来，前期市场调查作为战略发展概念规划阶段规划整合中关键的一环，须基于先行的“五规”分析，有针对性地对“五规”中宏观的、相互冲突明显的规划要素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学者张庭伟认为，市场经济环境下，规划中所要处理的关系主要分为政府、市场和公众三方面，而规划整合的本质是各方利益的平衡。基于以上观点，本书将从政府、市场和公众三方面，从规划整合的角度对中信城市运营项目开展的各项具体调查进行梳理和总结。

1.政府方调查

可以说，在过去很长时间内，我国综合城市开发和管理从本质上来说政府行为远大于市场行为，主要原因是我国的土地公有制以及特殊国情。虽然城市运营是以市场为导向对城市资源进行整合的过程，但是政府意志对整个项目的发展运营仍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通过充分解读政府的意图，结合当地发展的实际情况，运营商可获取政府更多的政策条件支持，提高运营效率和可行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各政府部门的调查和访谈即是对当地“五规”分析的延续和深入。在本案例中，针对第四章总结的“五规”中相互冲突的规划要素，对各规划的编制单位或部门进行深度访谈以了解各部门的发展诉求，对战略发展概念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落地，以及规划要素的整合工作都至关重要。

就以上目的，笔者对政府方的调查采用了文献查阅和访谈法，具体调查内容如下：

（1）城市政策环境。

（2）项目区位。

（3）项目属性。

（4）政府合作协议内容及签署时间。

（5）项目所在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2006—2010年）。

（6）项目所在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

（7）项目所在城市《城市总体规划（2002—2020年）》。

（8）项目所在城市《分区规划（2007—2020年）》。

（9）项目所在城市《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十一五”规划》。

（10）项目所在城市《干线公路网规划》。

（11）项目所在城市《公共交通规划》。

（12）相关法律法规。

2.市场方调查

城市运营是市场主导下的城市综合开发运营模式，因此市场因素是定位策划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这也是恰恰以政府为主导的“城市经营”的规划中缺失的一环。前期市场调查是对策划定位的直接指导，调查结果同时也与运营项目的规划、实施和落地紧密相关。比如通过对市场数据的调查，可形成对城市发展现状的科学分析和对城市未来发展的科学预测，为后期的经济测算提供量化支持，从而指导形成高水平的规划，避免城市的粗放式扩张，为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对于政府方调查而言，市场方调查的总体思路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地方政府意志。换句话说，在深度分析、了解当地“五规”的基础上，市场方调查的主要目标是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过滤器”，对“五规”中偏离市场规律的规划要素进行过滤、校正及整合，对市场因子的调查主要采用实地考察、访谈、问卷以及资料分析法。具体调查内容如下：

（1）客群调查：项目客群划分，项目客群定位。

（2）产业调查：产业外环境研究，产业内环境研究。

（3）房产市场：城市房地产市场概况，各种住宅市场概况，各种商业物业市场概况，各种写字楼市场概况，各种服务式公寓市场概况，星级酒店市场概况，各种旅游度假物业市场概况分析和初步发展研判。

（4）土地市场：土地利用现状与性质，土地掌控与权属情况（市、区、企业），地上附着物情况及相关数据，旧改涉及的范围及面积，地形地貌，相关成本资料。

3.公众方调查

从某种意义上说，规划整合的出发点以及最终受益方是公众。因此不难理解，在欧美国家的规划体系下，规划的整合伴随着公众诉求的表达，例如在美国区划（Zoning）的司法程序中，针对公众方的公告（Notice）和听证（Hearing）是对规划实施中产生的矛盾进行协调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然而根据本书第五章对城市“五规”的分析，规划要素的相互矛盾和冲突直接关系到公众的实际利益，但是公众的利益诉求在政府部门编制的规划中无法得到充分的体现，政府主导的规划整合工作同样缺乏公众的参与。

作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转型发展而来的城市运营商，中信城市运营团队注重“以人为本”，关注城市发展对人的关怀，满足居民与日俱增的物质、文化以及环境需要，创造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的人居环境。在考虑人口密度、建筑密度、住宅布局、交通网络等规划问题时，着重考虑居民的生活舒适度和便捷度要求，并力求将整个区域营造为市民安居乐业、国内外人士乐于来此工作、居住、旅游、消费全方位发展的新型城镇化示范区。并且，在与地方政府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PPP城镇化发展合作模式框架下，合作双方以区域的远期发展为目标，以城市总体功能的构建为核心实施长周期的战略合作，通过远期土地升值和未来收益权来平衡大规模城市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而人口的聚集是新城区域长期持续发展的首要条件，运营商对公众意志的维护是项目发展的重要保障。

如此而言，从公众方参与的角度分析，城市运营模式在滨海新城项目中的实践较好地顺应了规划整合的具体要求，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现阶段国内由政府所主导的规划整合工作当中的缺失。

从具体操作上看，对公众方的调查一方面是对普通市民及潮汕藉海内外成功人士的访谈和问卷调查，加强对社会及文化需求的深入了解，由于潮人独有的故土情节，滨海新城的基础客群不止当地居民，更有大批的海外潮人。基于对潮汕的历史文化、社会现状的深入了解，首发启动区在建的RBD人文中轴线即是潮汕文化的保留与植入。对公众方的调查另一方面体现于策划单位与规划单位同步办公的体系中。策划工作和规划工作在传统意义上是“上下游”关系，而在滨海新城的战略发展概念规划的前期过程中，策划与规划却是先后启动、同时进行的。具体调查内容如下：

（1）本地居民的需求调查：人口结构、家庭户数、收入水平、消费水平、购买行为、交通方式、生活形态、就业情况、文化需求、城市形象愿景等。

（2）海外潮人的需求调查：人口结构、家庭户数、收入水平、消费水平、购买行为、故土情节等。

（3）规划单位的专业需求：公共服务设施要求、基础设施要求、环境保护、道路交通要求、历史文物保护要求、城市形象要求等。

城市运营模式下的投资平衡机制是将项目的投资行为用数据模型进行客观描述。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建立数据模型，从投资经济的角度对项目不同阶段的规划成果进行评估，并通过模拟各种可能的开发运营策略，对投资收益、资金峰值、回收周期、融资需求以及风险平衡等进行动态预测与评估，统筹考虑，以寻求投资效益最大化的过程。经过论证确定后的经济测算将指导项目总体运营方案的编制。相应，“五规”中部分相互矛盾的规划要素可量化为不同数值，作为输入参数导入数据模型后对生成的投资收益、资金峰值、风险平衡点等产生相应的影响。这些结果可对具体规划要素的调解和整合提供量化的评判依据。

基于城镇化发展的PPP合作模式本质——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可以认为市场校正机制是以目标区域内的整体提升，即实现公共利益为目标对规划要素进行整合的工具和保障；而投资平衡机制则是以实现企业利益为目标对规划要素进行整合的工具和保障。

在具体操作层面，投资平衡机制贯穿规划整合的全过程——从城市运营项目的前期调研至概念性规划编制完成，项目边界由模糊到清晰，相关技术经济数据也由粗略到较细致，经济测算的数据计算模型的搭设也逐步成型。所以，投资平衡机制的具体操作在概念规划阶段和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有着明显的区别。

笔者将概念规划阶段的规划整合中所运用的投资平衡机制主要总结为两部分：静态投资收益预测以及动态的投资收益预测。

静态的投资收益预测主要包括投资估算、土地出让收入预测、土地收益预测。

1.投资估算

概念规划基本定型后，片区内的路网结构、学校、幼儿园、绿地公园等公建配套设施规格、数量及分布相应基本确定，可以通过编制投资估算来匡算投资总额度。战略发展概念规划阶段的投资估算编制主要依据本地典型一级开发的成本水平、以往同类项目的战略发展概念规划的经验数据、项目定位策划成果、项目战略（概念）规划成果。战略发展概念规划阶段的投资估算编制，要求遵照相对保守的原则，精度控制要求在15%以内。一般来说，投资估算主要包括：征地拆迁费用、工程建设费用、财务费用、管理费用等。

项目的战略发展概念规划阶段投资估算在编制的过程中参考了当地城市东部新城填海区、南山湾工业区，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州科学城以及在成都郫县投资的中信未来城、在北京亦庄投资的中信新城等的投资估算，编制了相对准确、符合精度控制要求的投资估算，基本满足了项目投资评审的需要。

2.土地出让收入预测

城市运营项目的主营业务收入是土地出让收入。在战略发展概念规划基本定型之后，片区内的可出让土地的数量、土地的性质、规划要点、景观区位等条件就基本确定，土地的价值可以通过假设开发法、市场比较法等并根据相对保守原则进行预估测算。

项目的战略发展概念规划阶段土地出让收入预测，通过聘请咨询机构对城市房地产市场的研究，提出各地块在既定的条件下房价的预测，再采用假设开发法，即通过房价扣除开发成本、税费以及二级开发商的正常利润来测算地价，再将各地块的地价汇总成片区的总地价，作为项目的总收入。

3.土地收益预测

通过以上土地出让收入及投资估算，在扣除相关上缴国家、省、市的土地基金后，即为土地收益。土地收益是判断项目经济可行的一个重要指标。

项目静态的投资收益预测是为了从静态的角度对项目的经济可行性进行简单判断，除非有超越经济的目的或在超出本片区外更大范围内的经济平衡需要，否则项目的土地收益将是决定项目可行的重要指标，项目的收益必须为正，而且须大于资金的投资机会成本。

城市运营项目作为长周期的投资项目，仅仅依靠静态的投资分析来决定项目是否进行投资远远不够，还必须进行动态的投资分析。投资估算以及土地价值的评估一般都是静态的，加入运营策略和开发计划，将对静态的投资、收入在时间的维度上进行“扁平”化，即可形成动态的现金流量表，在现金流量表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考虑项目的融资计划。

1.运营策略和开发计划

城市运营项目的运营策略包括项目的计划、组织、实施和控制的战略指导思路，具体来说主要包括征地拆迁计划、开发建设计划、土地出让计划、融资计划等。征地拆迁计划、开发建设计划主要体现为资金的流出；土地出让计划体现为经营性现金流的流入；融资计划体现为融资性现金流的流入，是对资金流出大于流入后形成资金缺口的补充。城市运营项目的可行性，从静态来看，应该产生足够的利润；从动态来看，现金流必须足以支撑项目的可持续，现金流的“断流”将意味着项目的中断、失败。从实践来看，往往更应该看重现金流的可持续，所以城市运营项目必须以现金流管理为核心，运营策略的制定必须以这个基本原则为指导。

中信城市运营的首开区在战略发展概念规划阶段时就已经进行多轮的项目运营策略和开发计划讨论，并形成指导性的运营策略。

关于征地拆迁计划，在资金充足时，可以对片区内的集体用地在项目开始之初，一次性全部征收，这样会加大前期资金的投入，加大资金的峰值但避免以后征地成本的上涨；在现金流不足时可以分期进行征收，减少前期的资金投入及减少资金峰值，但可能会面临征地成本大幅上涨对利润的吞噬，甚至造成投资失控的风险。

关于开发建设计划与土地出让计划，要求开发建设计划必须以土地出让计划为导向，进行土地整理，避免投资的沉淀，尽快实现土地出让收入。

2.动态经济测算数据模型

在初步的投资估算、土地出让收入预测、运营策略和开发计划等因素基本确定后，可以搭设经济测算数据模型。经济测算数据模型搭设完毕后，反过来可以用于评估规划成果、运营策略和开发计划的优缺点。具体的评估标准是，除了投资经济指标须符合投资可行基准指标的要求外，还要求检验其是否符合中信城市运营团队原来既定的现金流基本规划模式，不符合以上要求的必须对规划成果、运营策略和开发计划进行调整，甚至放弃项目的投资，以规避可能存在的投资风险。

战略发展概念规划阶段，根据中信城市运营以现金流管理为核心的思路与操作方式，采用相对保守的原则，模拟项目开发过程，编排征地拆迁方案、土地出让方案、工程建设方案等，以每半年为计算单元，编制现金流量表。城市运营项目作为长周期的项目，投资人（地方政府或城市运营商）不仅要关注利润率，还要关注资金峰值、净现值（NPV）、内部收益率（IRR）、投资回收期等动态经济指标。这些静、动态的经济指标将作为评估规划成果、运营策略和开发计划的主要依据。

城市运营要求规划方案、运营策略和开发计划都必须进行多方案论证，各规划方案及各开发方案进行组合，并用经济测算的数据模型进行论证，最后形成相对于项目具体情况的最优方案组合。最优方案组合的经济测算动态数据指标出来之后将作为项目后续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以及项目投资运营阶段的总控制指标。

中信城市运营项目战略发展概念规划阶段规划成果、开发计划就是通过多方案组合论证并进行SWOT分析，优选组合。其当时根据对方案的组合先后共编制100多版的经济测算，最大限度对规划成果和运营策略的优劣评判，做到尽可能量化评估。

城市运营项目是以规划为导向的资本运作。理论上，只有当项目的内部收益率超过资本市场的资金成本后，才可以利用资金杠杆，设计资本运作的方案，以达到通过较小的自有资金投入获取较大的投资收益，最大化自有资金的投资回报率。

在项目最优方案组合的经济测算动态数据指标出来之后，现金流的资金峰值与自有资本金的差距，即是融资的资金要求。城市运营更多的是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通过政策性银行、商业性银行、基础设施信托机构、私募机构等各类型金融机构进行融资。

项目的IRR决定了项目可承受的融资成本，所以好的项目可以有更大的空间来解决融资难的问题。前面也提到过，经过经济测算动态数据模型的论证，可以找到有相对较好投资效益的项目上马，这些项目由于本身具有较高的投资收益水平，也往往能够吸引各层次资本的介入。多层次的资本，可以通过普通股、优先股、优先债、次级债、可转债等多种形式，参与项目的资本运作。

项目公司根据与政府的投资协议约定注册资本金为5亿元，在战略发展概念规划阶段，已经着手对各种潜在的金融机构、利率水平及相关政策进行了摸底，并制定了利用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夹层基金、信托机构、大型机械融资租赁机构等融资手段的规划，初步起草资金运作架构，进行融资成本估算。

另外，中信城市运营项目具有投资额度大、投资周期长等特点，风险控制管理自然成为城市运营项目运作过程中的重中之重。对此，中信城市运营团队运用最新的风险管理理念，采用“风险预控”思路代替常规的“风险事后管理”，在前期论证中即将风险控制机制嵌入到规划修编、运营策略等方面，并通过经济测算的动态数据模型进行论证，对风险点的敏感性进行分析，在规划方案、运营计划编制及后期的运营中，尽量规避项目的敏感性风险点。

笔者对“五规”进行前期分析研究后发现，政府对区级发展定位和产业规划存在着模糊不清、相互矛盾的问题。城市总体规划对项目所在区的产业定位是“以发展深水港、港前工业、旅游及休闲度假、教育产业以及现代农业为主”，而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则以“主要发展观光农业、生物制药、环保产业、都市生态旅游等，打造生态经济廊道”作为项目所在区产业定位。

中信城市运营团队一方面通过对政府方城市发展意图、市场环境、实际市场需求及公众需求的系统调查，另一方面结合投资平衡机制对项目片区的经济估算，得出结论：经济特区与其他沿海城市之间的政策差别正在逐渐缩小，周边城市的同质化竞争态势一直持续，项目所在区应利用其宝贵的自然资源优势，适当选择临港工业，着力发展现代物流及商务会奖旅游、养老保健等现代服务业——这一定位获得了市政府高度认可。

显然，针对“五规”中产业定位规划相互矛盾的现象，城市运营商作为规划整合的主体和协调者，并不拘泥于在两项规划中做“二选一”，也不限于对各规划的编制主体进行利益协调，而是作为相对立的第三方，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投资平衡为依据，提出了“政府认同、市场合理、公众需要”的产业发展定位原则。

项目所在城市《城市总体规划（2002—2020年）》强调南北两岸整体开发建设，提出了向东扩展城市发展空间，明确了城市建设的重点为北岸东部，形成“一市两城，中间为汕头海”新的城市格局。但是从项目所在城市《土地利用规划》来看，基本农田保护不仅占用滨江片区较好的空间区位，而且分布零散，造成项目所在区城区内用地结构混杂，农田、工业用地包围城市，生产和运输过程对整个城区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特别是东面临港片区紧靠市级中心城区，发展石化产业会造成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也降低了中心城区的商务环境质量，无法与北岸东部城市中心区域协调发展。

针对这一问题，基于项目所在区拥有的丰富生态资源，中信城市运营团队认为滨海新城的发展更需要把握生态友好的原则发展低碳经济产业，不宜大量开发低密度工业以免造成土地产出效率低下。在滨海新城概念规划中，主要采取的方法是从土地综合价值及区域间协调发展的角度划分用地功能分区，从市场容量角度判断合理发展规模，以得出最适宜城市发展的功能布局模式，提出“生态型的南岸新城”的定位，从而将南部片区规划为“一心、两带、三湾、多组团”，为主城区的“东延”发展方向提供支持。

在滨海新城的城市运营模式下，作为城市运营商规划整合编制的主体，规划编制权也是双方合作的首要条件和前提。比较政府各部门根据各自的部门职责履行审批职责，以城市运营商为主体编制规划最大限度地规避了政府部门条块分割、职责重叠造成的目标相似，各自表述，资源浪费，互不买账，最终无人负责的现象。同时，在城市运营中，城市运营商是“三因子”的平衡体，因此由城市运营商为主体编制的规划必然是符合多方利益诉求的，兼顾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同时发展。

在项目的概念规划编制中，中信城市运营团队严格遵循团队内部的管理流程执行，以对规划的节奏科学地把控，对规划科学地指导。具体管理流程如图6-9所示。



图6-9 战略发展概念规划管理流程

第四节 启示

在对“五规”要素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城市运营商在战略概念规划的编制整合中充分运用“三因子”分析法，可以有效平衡政府、市场和公众三者的利益诉求，达到了各利益相关者的预期目标。

城市运营商在战略概念规划的编制整合中充分运用“市场校正机制”，通过组织市场调查和策划定位，有效地校正了“五规”中严重偏离市场需求和规律的要素因子，在科学合理表达了政府意志的同时，综合考虑近中远期的区域发展目标和市场客观需求，引导城市运营走上以市场为导向的轨道。

城市运营商在战略概念规划的编制整合中充分运用“投资平衡机制”，通过定量的动态经济测算模型将“五规”要素的定性利益诉求转化为可量化的指标、成本数据和财务数据，经过反复测算模拟，形成了良性的项目投融资结构，在不增加地方政府任何财务负担和融资压力的前提下，使项目合作双方为城市提供大规模高质量的公共产品的PPP合作意向成为可能。

城市运营商在战略概念规划的编制整合中通过访谈、调查、会议、咨询等开放的方式，了解并捕捉到公众——市场的未来潜在客户的意愿和需求，及时补充平衡了在“五规”中对公众利益关注的缺失，使项目在长周期的运作中得以化解利益相关者的潜在冲突。

通过预设的创新程序，使不具备法定规划地位的概念规划成果顺利通过市政府常务会议的审议，从而获得准法定规划成果的地位，成为项目启动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的有效依据和前提条件。

总体而言，城市运营模式下的战略发展概念规划的整合编制过程整合贯穿多个维度：在思维层面它是在公共产品运作、市场运作与资本运作上的整合；在资源层面是对土地、产业、资本三种要素资源的整合；在社会利益层面是对政府、市场、公众“三因子”利益诉求的整合；在操作层面它是贯穿于整个组织流程的上、下游工作过程的规划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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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规划整合模式之三：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组织整合

第一节 常规编制方法

根据第四章设定的规划整合原则和工作流程，在完成第二阶段战略发展概念规划的整合编制基础上，规划整合进入模式之三阶段，即组织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整合编制。在本书所提出的规划整合模式中，控制性详细规划同样有别于常规意义上的法定控制性详细规划，它是构成本书提出的以“五规合一”为核心的规划整合模式体系中相对独立的规划整合子模式，是基于城市运营模式的规划整合的重要工具之一。在城市运营模式下，控制性详细规划需要在国家法定的规划编制内容基础上，转变规划理念和编制程序，依据上一阶段战略发展概念规划的成果，同时运用“市场校正机制”和“投资平衡机制”整合各项要素，通过法定程序形成法定规划成果，是一个在表达政府意志的同时体现市场导向的城市运营策划和规划落地过程。

在中信城市运营项目南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过程中，基于第二阶段的战略发展概念规划整合成果的基础上，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整合与组织模式在前提、逻辑、方法和方式上的重大变化。

控制性详细规划是以城市总体规划或分区规划为依据，以土地使用为重点，确定建设地区的土地使用性质、使用强度等控制指标，道路和工程管线控制性位置以及空间环境控制的规划。目前国内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的方法大致如下：

1.前期研究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前期研究主要是针对当地政府部门编制的上位规划，如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交通规划等进行梳理研究，作为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的主要依据。同时，前期研究还包括控制性详细规划影响区域内生态环境、名胜古迹、交通疏导等方面的摸底。

2.用地分区规划

用地分区规划主要根据前期研究成果，以及国家和地方性城市规划的技术标准和规定等，提出公共服务设施的配套要求，以及对规划区域内的公共设施布局、功能配比、市政工程等方面进行统一的区划。从实际经验来看，用到分区规划基本上是较为严格地依照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大框架进行划分。

3.土地用途细分规划

通常的操作方法是以总体规划为基础，通过城市次干道和支路系统的规划来细分地块；同理，细分土地用途从总体规划的以大中类为主深入到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的以小类为主。对于用地产权或使用权边界的区别，有时依据有偿出让和转让的要求进行划分。

4.用地指标的确定

作为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的核心内容，用地指标主要根据现行规划的技术参数的统计结果，以及上位规划提出的地区人口等发展预测提出开发强度指标和环境控制指标，包括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高度、绿地率等。

在当前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操作实践中，因不能适应实际操作中的要求，不断出现“控规修编”的现象。仔细审视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依据和编制工作要求，两者间的逻辑关系并不充分：控制性详细规划中涉及的城市的形态和尺度规划问题一方面是城市发展的目标，另一方面也有城市历史发展的惯性，总体规划对这一问题只能提供参考，不能提供直接指导。由于城市空间形态与城市生活质量密切相关，为确定城市未来发展的空间形态需要新的规划工具——城市设计。目前，尽管城市设计不是法定规划类型，但是在中国大部分城市的具体规划实践中，已基本形成“城市设计/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工作模式。理论上，城市设计完善了“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的逻辑链条，弥补了控制性详细规划城市形态控制的理论缺陷，但在规划实践中并未产生预期的效果；其主要原因是我国城市设计的思想与原则仍旧是“视觉”导向的设计，在现实制度下往往是“权力审美”的产物，长官意志和好大喜功的城市设计往往脱离实际，不仅不能保证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实效性和可操作性，将其形态法定化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反而成为城市发展的束缚。可以看出，市场经济条件下控制性详细规划自身存在着功能定位含糊、管制内容和技术手段难以适应发展需要等方面的不足，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的缺陷与成果法定化同时也加剧了矛盾。

本质上，控制性详细规划是服务于管理的规划，管理的目标和要求不能脱离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和潜在可能性。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发展的基础是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及其衍生的各种市场需求，规划实效性主要表现为城市开发的经济性和城市开发的可操作性。目前较为常见的编制模式有“总规—控制性详细规划”和“总规—城市设计—控制性详细规划”，其中，总体规划关注的是城市长远而综合的目标，经济目标仅仅是一个估测和远景，对近期开发指导不足；而城市设计关注空间形态，是视觉维度的规划，鲜有经济目标的分析，导致地方政府主导下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常忽略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需求的考量，从而影响整体性实效。我们注意到，经济性成为规划逻辑缺失的一环，弥补这个缺陷既是规划编制体系的理论问题，也是城市开发运营管理实践中亟待解决的实际操作问题。

控制性详细规划因其自身的具象性和法定性，对市场的运行、公众的利益具有直接的影响，可以说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实质上是各上位规划中所积累的矛盾和冲突集中凸显的时点。在自然公正的逻辑下，各相关方理应得到表达意见的机会。以纽约市为例，该市对听证主体、听证公告、公众出席等都有严格要求，如主持方人员构成、公众方出席人员、会上具体程序等。根据本书第四章对项目地五项政府部门规划的量化分析，无论在城市发展战略层面的宏观性规划要素分析中，还是在具体层次的规划指标的制定和编制过程中，市场主体及公众都缺乏实际意义上的参与机会。我国常规的控制性详细规划不具有完全公开性，虽然作为法定规划，但是很多城市在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规划管理中将其作为政府部门的内部资料，社会的参与更无从谈起。甚至在部分地区，不公开、不透明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沦落为政府与土地开发商利益交易的工具。

综上所述，控制性详细规划作为城市发展控制的空间规划和管理工具，应与城市开发模式相一致。以市场为导向的城市运营，亟须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的机制创新，以提高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实效性、可操作性、经济性、公正性和对城市空间发展的有效管制。

第二节 实践与思考

在城市运营的模式下，为减少操作过程中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反复调整，提高可操作性和城市开发效率，滨海新城南滨片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整合以“城市设计+控制性详细规划”为工作框架，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的主要工作是城市设计成果的技术性转译。可以说，南滨片区加入“城市设计”的控制性详细规划与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及《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建议》所强调的“加强、全面开展城市设计”的指导方针不谋而合。该项目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可具体分为市场调查、项目定位、项目发展目标调整、市场需求细化分析和规划编制五个阶段（如图7-1所示）。2011年1月，中信城市运营团队正式委托新加坡某规划顾问公司开展对南滨片区的城市设计，同步委托英国某策划顾问公司和广东某策划顾问公司进行南滨片区的概念策划和深化业态策划。2011年4月，中信城市运营团队正式委托项目所在城市和广东某规划设计院开展《南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草案）》（以下称《南滨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工作。



图7-1 控制性详细规划形成流程

在战略发展概念规划的指导下，控制性详细规划整合的目标非常明确——将战略发展概念规划阶段的成果，如区域整体定位、产业发展定位、项目发展理念等符合市场环境与需求的要素，通过法定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形式落到实处。同时，通过复杂的经济测算，并综合考虑各种可能的风险，确定可出售建筑面积指标目标，然后将不同类型的可经营的建筑类型规模落实到具体的土地单元上，并在满足社会经济、环保、交通、土地利用和总体概念规划等各类规划的综合要求前提下，达到项目预期的投资、开发和运营目标。

2011年1月，中信城市运营团队正式委托新加坡某规划顾问公司开展对南滨片区的城市设计，同步委托英国某策划顾问公司和广东某策划顾问公司进行南滨片区的项目背景调查和深化业态策划，之后，再根据两家机构提供的调查结果进行项目定位的决策。其中，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项目背景调查是战略发展概念规划阶段市场调查的深入与细化，包括一系列的地形地貌分析、土地现状结构调查、深度市场调查和市场需求预测等。

1.地形地貌分析

对地形地貌的分析是规划设计的基础工作，尤其是在地形复杂的南滨片区，更是大量后续工作的依据。由于南滨片区现状用地受自然地形的制约比较大，控制性详细规划采取尊重自然地形，整合地形地貌资源，建设区域的划分以及道路设计的选线均从自然地势的高程、地质、地形出发，从山地的无序中寻找地形秩序的规划策略。同时，经过分析，发现复杂的地形隐含着南滨片区作为首发启动区的优势：

（1）依山傍水：整个南滨片区北面临海，东、西、南三面被山包围。礐石风景区等不少山体植被良好、形态优美；红树林和一些天然形成的小湖成为本片区靓丽的风景线。

（2）地势平坦：南滨区景观较多，山体主要在片区南侧，大部分山体开发难度较大，相反北侧平地较多且临海，景观资源良好，高程基本上在珠基2～4米之间，适宜开发建设。

2.土地现状结构调查

对土地现状结构分析的必要性体现于它是一切空间规划的制约因素，是下一步土地利用规划的直接参考依据，土地现状结构包括土地利用现状和土地权属现状。

从土地利用现状来看，该片区大部分为未开发用地。南滨片区当时只建成了游泳跳水馆，其余用地主要为花木场、水塘及稀疏林地（含空地）；而东南侧的澳头——葛洲片区除了大片的山地、农田和水面之外，主要是村民住宅，以及极少量的工业和公建设施。

关于南滨土地现状权属，新加坡某规划顾问公司在对南滨片区进行城市设计前开展了翔实的调查。南滨片区的规划面积为720公顷，现状用地包括村镇用地、体育用地、公共绿地和林地等。如表7-1所示，根据濠江现状土地权属的评估，基地内分为三类：已建设用地、已征未建用地、村镇用地。20年规划期限内可开发用地489～720公顷。南滨片区较为明确权属关系的建设用地共有约349.0公顷，其中公共设施用地59.7公顷，工业，仓储用地95.4公顷，对外交通用地20.1公顷，市政公用设施用地2.43公顷，特殊用地22.9公顷。另外，已形成的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近5.7公顷。可以认为，土地现状权属是南滨控制性详细规划中规划区与协调区划分的影响因素和标准。



资料来源：《南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14

3.深度市场调查

南滨片区深度市场调查于2011年1～3月由英国某策划顾问公司和广东某策划顾问公司同时进行，以战略发展概念规划及城市设计中对南滨片区的定位为出发点，对房地产市场、南滨片区物业市场以及周边可参照对比的项目进行调查，为市场需求预测及深化业态策划提供了基础资料。

从市场总体表现来看，全市商品住宅市场需求较为平稳；自2004年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销售面积与销售金额均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商品住宅销售均价也呈整体稳定上涨趋势。经过对现状的深度分析，广东某策划顾问公司将房地产市场划为东、南、西、北四大板块，得出如表7-2所示的全市房地产市场的综合情况。



资料来源：广东某策划顾问公司，项目地价房价测算专题报告，2011

物业市场调查是从市场容量的角度，为判断项目合理发展规模而进行的基础资料收集过程。通过对市域老城区内住宅市场、商业市场、写字楼市场的调研和数据分析，以分类对比的方法对南滨片区的住宅、酒店、写字楼、商业等物业的需求、产品、分布及开发强度等做出研判。物业市场的调研结论如下：（1）项目所在区目前产业发展尚不成熟，应积极争取吸引人气，培育产业，促进物业需求；（2）南滨片区房地产市场尚属于成长期，投资需求旺盛而常住和商务型需求不足，房地产物业建设应配合产业稳步推进；（3）南滨片区应以旅游业为引擎，拓展更高层面市场，加快区域发展。

同时，中信城市运营团队对基地周边项目进行了研究——涵盖该城市以及深圳、广州的物业研究，目的是在深化业态策划时，作为参考资料，对各物业类型的定位、规模、入市销售均价、容积率、开发策略提出比较与修正。

4.市场需求预测

在市场调查阶段，以英国某策划顾问公司为主体对南滨片区市场需求进行了预测。主要包括对人口规模的预测，以及以此为基础对可经营性用地规模以及各功能物业、产业发展及配套设施的预判。依据英国某策划顾问公司从市场需求角度判断出的南滨片区30万人口规模，从人口的就业及居住需求出发，得出如表7-3所示的居住及商业建筑的规模配比。通过以上市场研判，对区域产业、旅游设施、房地产物业等发展空间的建议如表7-4所示。



资料来源：英国某策划顾问公司，项目所在城市南滨片区概念策划，2010



资料来源：英国某策划顾问公司，项目所在城市南滨片区概念策划，2010

南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的主要依据为：2011年5月23日同时得到项目所在城市人民政府的批复的《发展概念规划》和《南滨·中信湾城市设计》（以下简称“南滨城市设计”）。此外，项目所在城市《内海湾“一湾两岸”概念设计》也是南滨控制性详细规划重要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对该设计做出了协调与深化。控制性详细规划的项目定位是结合了上述规划和设计，并在进一步的现状分析以及需求预测的基础上而确定的。

1.上位规划定位

在项目所在地区战略发展概念规划中，南滨片区的定位为：总部与旅游度假CBD——主要功能为集总部企业商务会议、奖励旅游、国际会展等功能于一体的企业旅游休闲度假区；在《南滨城市设计》中，则定位为集休闲旅游、海洋生态、商务办公、体育文化于一体的生态智能的总部RBD；在“一湾两岸”设计中，南滨片区的定位是：立足粤东，着眼东南亚，以商务旅游为主题，兼顾养老保健的高品质、高消费的RBD。横向对比后，我们惊喜地发现，三者都将南滨定义为RBD，并均提出了商务、旅游的产业定位目标。

2.项目定位的调整

在对整体发展目标、项目经济性目标、市场需求预测等因素综合考虑的基础上，2011年3月英国某策划顾问公司对南滨片区提出了项目的主题定位：“南滨中信湾Citic Bay：一座展现未来城市生活的港湾新城”，强调复合型海湾资源的开发利用。2011年11月11日，在控制性详细规划初稿完成后，中信城市运营团队结合空间规划的需求，提出整合重要生态要素海岸线，并将片区的定位融合到一湾两岸的规划定位中。2011年11月17日，中信城市运营团队在听取项目所在城市规划设计院和广东某规划设计院的南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成果汇报后提出：定位上应强化战略发展概念规划中提出的新城市中心以及三个规划中均提及的总部RBD的定位，减少“一湾两岸”中提及的养老保健等与滨海新城总体定位不符的阐述。根据上述思想的演进，中信城市运营团队又就新加坡某规划顾问公司南滨片城市设计中的功能定位部分进行了深入研究，同时整合市场调查以及经济测算成果，充分分析片区所处区位和各方优劣，结合片区土地利用现状，以保留完善原定位为前提，最终定位南滨片区为：城市副中心；南岸功能复合型RBD新城区；集休闲旅游、海洋生态、商务办公、体育文化、生活居住于一体，融海洋主题公园、RBD人文景观中轴线、红树林生态中心、礐石风景区景观、滨江休闲带等多功能的“北回归线的湾区天堂”。上述定位阐述了南滨片区在城市的地位、主题定位以及产业定位，并结合城市设计点出了亮点项目，将传统意义上较为保守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定位表述得更为市场化、更形象生动、更能弘扬地方特色。

项目发展目标的细化和调整是根据项目定位，并结合项目所具有的资源要素，进行发展目标的细化和调整，最终得出发展策略的决策过程。具体可分为两部分：资源要素的整合和项目发展目标的调整。

在南滨片区项目定位的指导下，中信城市运营团队结合新加坡某规划顾问公司设计中的南滨发展目标，将区位优势、产业要求、土地配置、生态资源、交通模式及文化要素整合入南滨发展目标为：与城市北岸遥相呼应，打造可持续发展，融合山、水、林的生态宜居新城，以TOD模式为导向的绿色交通系统和城市独特的生态集群。与北岸珠港新城、11街区等共同构成城市中心区，承担市级体育中心、会展会议、旅游娱乐、康体疗养及生活居住等职能。通过整合后的发展策略，是对产业、土地、景观、交通、文化等资源要素的整合，是创造资源要素价值的指导性步骤。

在项目定位确立之后，中信城市运营团队对项目所在片区的资源要素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分析和整合——这是城市运营项目发展策略制定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在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过程中，需要整合的城市资源要素包括以下6类：

1.区位要素整合

南滨片区位于滨海新城最靠近老城的位置，与龙湖区隔海相望，东南濒临浩瀚南海，是城市生态经济带的起点，便捷的交通和区位条件成为其作为完善城市功能现状的有机组成部分的重要资源条件。

2.产业要素整合

笔者根据英国某策划顾问公司对南滨片区发展路线的策划：双线互动——“宜业宜居”，依照现状资源以及项目定位中的产业定位：休闲旅游、海洋生态、商务办公、体育文化的产业定位，对南滨片区发展过程中所需的产业及配套功能进行分类，研判其推进过程中的轻重缓急，进而确定如表7-5所示的南滨片区发展过程中的分段主导功能。产业要素目标的确立对控制性详细规划中产业的需求以及城市功能空间的构成有前瞻性的指导意义。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英国某策划顾问公司《汕头南滨片区概念策划》总结

3.土地要素整合

笔者经过现状调研后发现南滨片区有大量的空置地，其余用地仍以工业、仓储及对外交通为主，另零星分布有体育、市政用地，西部有一公园，东部有红树林湿地。另外，结合现状中对现有建筑的拆除和保留进行评估后决定：现状游泳跳水馆为市级的体育场所予以保留；现状村居规模较大，部分为安置房和华侨村，近期迁移相对较难，保留现状作为备用地。同时，根据对土地权属的研究，南滨片区规划区域被巧妙地分为规划区和协调区两部分。其中，规划区东起深海高速公路，西至石林公园，北临海湾，南靠礐石风景区，总面积约9.38平方公里；协调区包括部分华能电厂片区、澳头村和葛洲村，总面积为3.02平方公里。

4.景观要素整合

南滨片区位于项目所在城市海南部，区位景观价值优越，其中包括滨海岸线、背景山体、红树林湿地、礐石风景名胜区等丰富的景观资源。在“湾区天堂”的形象定位下，南滨片区的发展以山海为纲，生态保育为本底，充分发挥南滨片区优质的山海自然特色，建设环境优美，人地和谐，宜居、宜游、宜业、宜商、宜达的、体现未来生活理念的标志性的城区环境。

南滨控制性详细规划坚持可持续的发展原则，通过分析城市独特的区域文化，尊重地方文化特征和吸收地区文化特性，对当地一些自然和城市基本元素进行保存和结合、区别和独立，以便创造一个和谐而多样化的城市空间。在控制性详细规划层面内提出对山地丘陵地貌、滩涂水域、生态湿地保护规划原则，并严格划分了禁建区、限建区、适建区，以此指导规划设计。

5.交通要素整合

完善的对内、对外交通，将成为促进中信城市运营项目南滨片区发展、提升土地价值的重要契机。区域外部交通较通达，国道324、汕汾高速公路、深汕高速公路及铁路规划贯通于此。南北两岸主要通过基地两侧的礐石大桥和海湾大桥联系，缺少必要的道路联系，腹地资源的通达性较弱。区域内城市道路不成体系，只有一条滨海南滨路作为主干道，次干道和支巷布局混乱，分布不均，多断头路，通达性不强。作为RBD新城区，南滨片区的交通体系首先应能构建新城骨架体系，同时可以满足滨海新城旅游业与物流业方面的要求。在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中，路网规划也是地块划分的主要依据，是经济有效利用城市土地的基础，就此而言，为了土地经济利益的公正分配，地块的规模应统一量化限制，使其形状、大小、朝向和与道路的连接方式尽量相同。其他建设控制指标，如容积率、红线后退距离等也应做一视同仁的规定，以利于规划立法和审批管理标准统一、简单明确。

通过现状研究后发现，项目所在区疏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与主城区交通联系不便利。中信城市运营团队通过投资60亿元修建苏埃海底隧道来解决过海交通瓶颈问题，加强项目所在区与主城区的联系，而苏埃通道的出口即位于南滨启动区内。新加坡某规划顾问公司在对滨海新城的交通体系进行梳理研究后，也对南滨片区提出了以TOD模式为导向的绿色交通系统的构建设想。

6.文化要素整合

中轴线以便捷的交通区位、优美的环境及良好的用地条件作为南滨片区的首发启动区，在深化业态策划中定位为：结合展示馆，融入潮汕具有代表性的人文景观，打造个性化的特色商业街区。在项目发展目标中，结合山体景观和潮汕有代表性的文化主题及建筑要素，形成RBD人文景观中轴，以景观的整合树立片区生态形象，以文化赋予商业活力并提升整体价值。

在对整体发展目标、项目经济性目标、市场需求预测等因素综合考虑的基础上，中信城市运营团队更新了南滨片区的规划定位，该定位与市政府原有规划对南滨片区的总体定位不同。因此，在对项目发展的目标进行细化的过程中，需要解决与政府原规划存在矛盾冲突的问题，并进行发展目标的优化和调整。

1.建设发展目标的调整

在南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建设发展目标的调整主要涉及片区规划范围以及相应的功能业态的调整。在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初始，片区规划范围为11.89平方公里。中信城市运营团队基于项目定位的特点，即生态宜居新城应有更高的人均绿地率，提出向外扩充海岸线。经过与海洋局的多轮沟通，最终于2011年12月27日将海岸线做出调整，向外扩充（附表-2），作为大型海滨公共绿带，规划总面积也相应增长为12.4平方公里。

2.发展规模的调整

以项目所在区《战略发展概念规划》和《南滨城市设计》对南滨片区的形态规模为依据，经过整合广东某策划顾问公司提供的深化业态策划，中信城市运营团队对原有一湾两岸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土地一级市场以及二级市场的发展规模均提出了调整。一级市场的调整体现为片区性质的调整；二级市场的调整体现为开发指标的调整，同时通过经济测算对业态总规模进行了调整。

3.景观资源的提升

南滨片区拥有大量优质的自然景观资源。在对土地价值进行经济测算的基础上，不同的景观资源确立了不同的发展目标。例如滨海岸线即通过整合休闲设施来提升景观价值；通过整合人文景观中轴，将固化硬轴变“活”；通过海洋主题公园的打造，赋予海洋景观资源新活力；同时，通过对城市天际线与山体的融合，在整体形象上将整个南滨片区打造成为“湾区天堂”。一般来说，景观的提升可提升周边地区土地价值，高强度的开发更能提升项目的土地出让收益。但在南滨片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在重要的景观资源周边，采用开发强度、高度的梯度控制的策略，并在海岸线及红树林湿地都留出大量公共绿地。

4.配套标准的优化提升

设施配套影响居民日常行为的可达性和便利性。一般配套设施完善的地区，其土地开发吸引力较强，但各类设施对紧邻地区土地开发影响具有较大差异。以新型城镇化为目标，南滨片区作为城市副中心，相对老城区而言呈现出“地少人多”、基础配套设施标准落后的情况，以高标准配置人均公共服务设施及市政设施，提高片区的居住品质及价值。

市场需求细化分析是对资源整合利用的承受力的预估。对应城市运营整合的“三要素”——产业、土地和资本，市场需求的细化也被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根据产业功能的选择，南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中规划需考虑的产业，建筑性质大概可以分为两类：公建与居住。结合广东某策划顾问公司的策划报告中提出的四大片区的概念，中信城市运营团队将南滨片区整合为四大主题商圈，以完善各片区主题功能，形成相互影响和相互依存关系的“产业链”；同时，结合英国某策划顾问公司所做的市场需求预测，以城市设计中规划总量作为原始参照，依据各公建所对应的物业类型的市场发展情况，对各公建业态分类需做具体业态策划，如表7-6所示。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中信·南滨项目定位及开发时序》总结

同时，广东某策划顾问公司将南滨片区住宅按所处区位、地块拥有资源划分为四个层级，并按照城市住宅市场的现状，针对各类客户群，给出如表7-7所示的各层级产品建议。



资料来源：广东某策划顾问公司,中信城市运营项目相关研究报告

土地需求的预测是对土地要素承受力的预估，主要方法是基于人口规模的预测，来判断土地的分类以及分类比例，直接落实于土地分类结构规划。参照《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137-90）和《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2002版）》的要求，在控制性详细规划策划与编制修正的全过程，均采用人均建筑面积作为参考依据，基于新加坡某规划顾问公司与广东某策划顾问公司的经济测算成果，中信城市运营团队进行了可经营建筑面积和片区总人口的预测，作为下一步项目定位以及深化业态策划的方向依据。主要方法是以人口为基数，参照全国公共面积配套标准，对南滨新城规划中的学校、医疗配套体量进行预测，数据结果如下：

南滨片区应建教育规模为：7.8万～30万平方米。按照比例，南滨控制性详细规划区内最终设立示范性中学3所，九年一贯制学校1所，小学5所，幼儿园10所；协调区内规划示范性初级中学1所，小学1所，幼儿园1所，保留现状村庄（澳头村、葛洲村）小学两所、幼儿园两所。根据人口规模得出南滨片区需要两家500张床位以上的综合医院，总规模约为6万～9万平方米；需要门诊部面积为8 125～15 625平方米。结合功能布局以及协调区的暂缓考虑，南滨控制性详细规划最终设一处综合性中心医院，服务整个规划片区，占地6.1公顷。

空间需求的预测是对由可计量的经济指标转换而来的空间指标分析、转译过程，从本质上来说，是基于产业和土地的需求落实到特定的空间的过程。其中，容积率是空间指标中的核心——各类业态在空间上的三维开发强度，这也是容积率处于利益博弈核心点的原因。传统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容积率大多属于“拍脑袋”或者视觉导向，即使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利润和成本的得失来确定“最佳容积率”，也较缺乏从宏观的整体机制上分析合理容积率的讨论。基于此，中信城市运营团队提出从多层次、多系统的角度来探讨容积率的确定机制，整合规划中容易忽略的问题，来达到最符合中信城市运营团队投资愿景的容积率分布方案。中信城市运营团队对容积率的判断融合了宏观整体机制、中观经济测算以及微观空间形态3个层级对三维开发强度的需求，主要分两个步骤进行，如图7-2所示。



图7-2 容积率预判流程

资料来源：广东某策划顾问公司，20110323中信城市运营项目相关研究报告

1.整体容积率初步确定、调节和佐证

图7-3说明了中信城市运营团队对整体容积率确定的方法。首先分析市域现状，得出容积率的初步范围为2.5～6.0，随即结合南滨片区“生态宜居，功能复合型RBD新城区”规划定位，建议整体容积率分布的值域在2.0～3.0之间；接着从老城区房地产市场容积率的调研和类似案例的定位及规划的对比等市场的角度佐证，得出整体容积率最终的范围是2.0～3.0。



图7-3 南滨片区整体容积率确定流程

资料来源：广东某策划顾问公司，20110323中信城市运营项目相关研究报告

2.各地块容积率确定

图7-4进一步展示了中信城市运营团队对各地块容积率修正流程，其主要从四个角度进行研究，最终整合容积率的分布分为三个梯度：一线临海与依山地带为中低容积率，生态总部基地为高容积率，边缘地带为中等容积率。依据容积率的分布梯度，整合南滨片区城市设计中原有的空间形态分布，对局部超出2.0～3.0范围的地块根据市场需求细化进行了容积率调整。同时，为了达到经济目标，不仅确定了规划用地容积率，还对建设用地和经营性用地的容积率进行了经济测算，分别得出的数据为2.5和2.8，以协调总体开发强度的分配。



图7-4 分地块容积率预判流程

资料来源：广东某策划顾问公司，20110323中信城市运营项目相关研究报告

南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整体过程可以划分为经济指标规划和空间规划落实两个阶段。第二阶段的空间规划落实是以第一阶段的经济指标规划为基础，采用城市设计作为空间规划的主要形式。城市设计工作的重点放在整体空间结构和空间特色的营造。新加坡某规划顾问公司从区域和城市整体发展层面论证片区的功能与发展定位，从建设场地的周边环境特征出发确立规划范围的生态保护格局，在场地内创造3个加强山海联系的湿地公园、体育公园和海滨公园，从城市的历史文化特征和居住需求出发确定住宅的类型及其社区形式，较好地将经济目标与城市总体发展目标、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特征和居住需求结合起来，形成综合性的规划方案，为在后续的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的部门协调和公共参与的过程中，获得公众的理解和说服政府部门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第二阶段是落实城市设计概念，编制法定的控制性详细规划过程。前面已经提到，南滨片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范围分为规划区与协调区。其中，规划区东起深海高速公路（深汕段），西至石林公园，北临汕头湾，南靠礐石风景区，总面积约9.38平方公里；协调区包括部分华能电厂片区、澳头村和葛洲村，总面积为3.02平方公里。作为法定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成果必须遵循规范要求的形式，规划经济性考量的表达形式和特征基本作为隐性成果都不能出现在法定文本成果中，但本次实践仍然做了一定程度的创新，在规划文本中增补了新加坡某规划顾问公司公司按照新加坡的标准编制的《城市设计控制》章节，将空间形态纳入了法定管理内容。本小节将重点阐述规划区的规划成果。

南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是以城市设计作为直接参考的，因此，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规划结构、土地利用规划、空间形态及强度规划都基本以城市设计为基础，根据经济测算调整而来（如附表-3所示）。结合城市设计及土地利用规划，本次规划区域的规划结构可表述为：一轴、两带、三园、多功能组团。一轴即RBD人文景观中轴线；两带即滨海生态绿带和山体景观带；三园即体育公园、海洋主题公园和红树林生态公园；多功能组团包括体育休闲组团、总部经济组团、滨海文化组团、国际商务组团、红树林生态组团。通过“一轴”将“两带”相互贯穿。“两带”串联3个主题性公园，以城市生态集群的模式，创建多功能的特色组团，提升了片区价值。

如附表-4所示，南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土地分类结构是以城市设计的土地分类为基础，以项目定位和深度业态策划作为市场调整机制，对城市设计的土地利用做出调整而形成。可以看出，控制性详细规划在功能定位和空间布局上符合上位规划的要求，在说明书和汇报文件中，也充分分析了上层次相关规划的内容，提出了协调方法及手段，对上位规划的衔接是控制性详细规划顺利通过的重要前提。

从表7-8可以看出，规划区内居住用地共333.4公顷，占规划区面积的35.54%。其中二类居住用地面积286.36公顷，占规划区面积的30.53%。规划区内公共设施用地面积约为128.41公顷，占规划区面积的13.69%。主要包括：商业金融业用地面积60.31公顷，体育用地24.7公顷，文化娱乐用地面积37.19公顷，其他公共设施用地6.2公顷。规划区内绿地包括公共绿地和防护绿地两类，总面积约为304.37公顷，占规划区用地面积的32.45%。其中公共绿地面积约为218.91公顷，占规划区面积的23.34%；生产防护绿地面积约为26.34公顷，占规划区面积的2.81%。遵循生态优先原则，本规划将生态绿廊与城市景观休闲功能相结合，形成复合型生态绿地系统。主要包括：红树林生态公园、体育公园、海洋主题公园、滨江休闲带、礐石景观带等。规划区内市政设施用地面积约为15.85公顷，占总用地面积的1.69%。为实现本规划区的发展目标，同时服务当地规划人口，按照本规划区及周边地区居住人口数量，配套服务设施按区域级——居住区级——小区级，三级配置。





资料来源：中信城市运营项目《南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14

南滨片区人均建筑面积约为55～60平方米/人。根据规划区居住用地300.32公顷，平均容积率2.69，规划区居住人口不宜超过14.0万，因规划区内有大型公建，推测就业人口约1.2万，总人口不宜超过15.2万。规划区内居住人口14.0万，就业人口1.2万，共计人口15.2万。

本次规划的容积率为地块的净容积率，主要用地的容积率控制范围如表7-9所示。



资料来源：中信城市运营项目《南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14

本次规划的建筑密度为地块的净建筑密度，主要用地的建筑密度控制范围如表7-10所示。



资料来源：中信城市运营项目《南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14

绿地面积的计算包括：公共绿地、生产防护绿地、道路绿地、宅旁绿地、公共服务设施附属绿地和各种建筑用地内部的附属绿地，但不包括屋顶、天台和垂直绿化。规划按下限控制。主要用地的绿地率控制范围如表7-11所示。



资料来源：中信城市运营项目《南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14

本次规划的人口密度指的是居住人口密度，即每公顷居住用地上容纳的规划人口数量。本次规划的人口密度为地块的净人口密度，规划按上限控制。各类居住用地的人口密度控制范围如表7-12所示。



资料来源：中信城市运营项目《南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14

根据用地性质不同，采取不同开发强度。

高强度开发：容积率为3.5及以上，主要为包含15%商业的二类居住用地（商住用地），主要集中在规划区西北部。中等强度开发：容积率为2.0～3.5，主要为高层住宅居住用地、中高层住宅用地、商业金融用地。中低强度开发：容积率为1.0～2.0，主要为多层住宅居住用地、医疗设施用地、保留村庄等。低强度开发：容积率小于1，主要为沿河道的公园、市政等用地。

根据城市功能区的不同划分与安排，为了形成较好的城市空间，规划区总体建筑高度控制如下：

● 90～150米：商业金融建筑。

● 54～90米：含15%商业的二类居住用地（商住）、居住地块的高层住宅。

● 30～54米：小高层及高层混合住宅。

● 20～30米：卫生建筑、小型商业配套。

● 20米以下：多层住宅及保留村镇建筑、市政等建筑。

南滨片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特点是：兼具环境与人文相结合的特色，重视对城市空间形态和整体景观的塑造，在规划文本中整合了新加坡某规划顾问公司公司按照新加坡的标准编制的《城市设计控制》章节，将空间形态纳入了法定管理内容——用城市设计的方法，在图则中的规划控制条文中通过文字表述的方式做出引导，对规划范围的整体布局、建设面积和开敞空间、建筑形态等方面进行设计管理，为下一阶段的各项设计提供依据。

城市设计导则的整合是对亮点项目实施的保证，规划通过分期开发人文景观中轴、体育公园、红树林生态公园、大型商业、都市商务文娱中心等亮点项目，带动南滨片区的开发与建设。这是控制性详细规划整合中的高水平的创新点之一。同时，规划将重点打造红树林生态公园、海洋公园，RBD中轴线公园、体育公园、礐石风景名胜区等，通过滨海岸线景观建设、城市绿道建设、城市整体空间形象控制，打造景观优美的城市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通过后续深化城市设计及控制性详细规划严格细致的建设控制手段，保证城市整体空间架构的完整，确保各条景观廊道的畅通，保障各景观节点的突出形象。

在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加入城市设计导则，具有两方面的优点：一是通过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技术手段确定建设指标，进行原则控制；二是整合城市设计的表现手法研究空间形象，进行风貌控制。二者的结合，是优化规划建设管理的机制和手段，能够确保城市功能与形态的协调，保障各景观节点的突出形象。

如图7-5所示，策划机构（广东某策划顾问公司、上海某策划顾问公司、英国某策划顾问公司等均用“策划机构”代替）经过市场调查后对地块资源及价值、交通、地块成熟度和村镇拆迁等因素进行了综合分析，对项目的地块开发时序提出建议：通过每3年开发一个包括人文景观中轴、体育公园、红树林生态公园、大型商业、都市商务文娱中心在内的亮点项目，带动南滨片区有节奏地开发与建设。本着可实施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开发时序是结合市场情况而进行规划，是经济、有效地带动区域有节奏发展的重要手段。如表7-13所示，控制性详细规划将项目开发时序划分为4期，除了协调区的开发时序之外，其他基本与广东某策划顾问公司的开发时序及策略相对应。在南滨片区的实际开发建设中，已率先启动的中轴线潮汕历史文化博览园建设即依此策划进行，并对南滨片区的形象提升起到了显著作用。



图7-5 南滨片区开发时序策划

资料来源：广东某策划顾问公司，20110323中信城市运营项目相关研究报告



在城市运营的模式下，控制性详细规划一方面具有城市发展控制工具的传统职能，另一方面也是城市运营商进行第二阶段规划整合的重要过程，是进行市场运作、资本运作的重要法律依据和经济依据。通过分析本项目案例在控制性详细规划操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经验，可以发现，在城市运营模式下，控制性详细规划在策略、编制主体、目标、依据、作用和经济测算等方面存在如下创新和变化。

根据战略框架协议，滨海新城的非法定与法定规划的编制权都属于作为城市运营商的中信城市运营团队，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主体从政府转变为城市运营商。此时，政府和运营商不是简单的土地买卖关系，而是共同合作开发的关系，政府以出让土地未来收益权来换取城市发展必要的重大基础设施，实现城市建成区向南跨海拓展的战略目标；运营商借助资本运作投入巨额资金获取政府特许土地一级开发和基础设施运营权，通过长周期土地开发和产业引进运营获取未来土地的预期收益，与地方政府共同承担发展过程中的综合性风险。这种开发模式可以追溯至英国早期开发管理体系中出现的PPP机构，比如新城开发公司、开发委员会、城市开发公司等，具体从事某一方面的、大规模的、较长周期的城市开发工作，政府与这类公司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也不是单纯的经济合同关系，而是基于特殊约定的法律协作关系。在所有约定中，城市规划的编制与审批关系的约定是此类政府与企业合作的重要前提。

在城市运营的全过程包括规划编制中，“市场主导、政府引导”是基本原则。由于受目前国家规划法规的约束，政府与企业采取了一些法律允许的变通方式，在依然确保政府审批权的前提下，借鉴英国新城镇开发公司的运行机制，授予新城公司在控制性详细规划层级上的编制权，这种做法基本上确立了市场在规划编制全过程的主导地位，同时也相应确立了规划与市场建立更好互动关系的可能性。

在市场主导的原则和环境下，控制性详细规划不仅仅是总体规划或分区规划的延伸和深化，而且是以战略发展概念规划的法定成果为依据，以城市设计的过程和成果为重要参考，以城市运营的规划整合、逻辑整合而成的具有独立目标和要求的独立规划，是“五规合一”的最终产物。在市场主导的开放条件下，参与城市开发运营的利益主体众多，利益诉求各异。因此，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工作致力于提供、依据“协作式规划”模型，为利益各方提供交流、对话的平台；并以帕累托改进的原则，积极平衡和重新分配各方利益，从而达成集体理性共识，使各方发展形成矢量相加，通过规划提高片区整体价值，达到多方共赢的目的。

1.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协调过程

控制性详细规划在确定项目定位、发展目标和规划内容要求之后，规划设计单位的规划编制周期并不太长。从2011年5月正式委托启动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到2011年8月草案初稿完成，大约只经历了3个月时间，随后即进入长达3年的协调工作期（如图7-6所示）。草案的协调过程历经区政府、市规划局组织的多次汇报，市规划委员会发展与策略委员会的审查，市政府常务委员会关于规划项目3次的专题协调，组织多轮公共参与会议，再由市长主持的市规划委员会审议通过，最后由市政府审批通过和颁布实施；经统计协调阶段的各类汇报会、讨论会、协调会、审查会等正式组织的会议15次，共收到各部门反馈意见、建议121条。这些数据均说明了一个事实：控制性详细规划的难点不在于编制阶段，而在于复杂的协调工作。

2012年3月，控制性详细规划草案初稿完成编制。2012年3月至4月，控制性详细规划草案在区政府网站对全社会公示和征求意见。公示期间，中信城市运营团队组织了市、区两级相关部门对控制性详细规划草案的意见征求会约40次，广泛征集各利益相关方对控制性详细规划草案的意见。在反复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以项目利益最大化和打造多赢格局为目标，不断优化和融入利益相关方的规划诉求。2012年5月，项目团队召开市规委会专家征求意见会，广泛收集专家、委员意见。2012年10月，市城市规划委员会发展策略委员会（小规委）审议并通过控制性详细规划草案。

2013年5月，市委市政府决定结合上一阶段概念规划提出的“打造RBD人文中轴线”的理念，进一步确定将城市级公共建筑——“潮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选址在南滨片区的中轴线，并通过全国范围内的比选最终选定委托华南理工大学何镜堂院士团队对博览中心项目进行规划设计。根据这一重大举措，中信城市运营团队在第二阶段的规划整合中成功实现了对政府意志的落实，同时维护了两个阶段在市场与规划定位的连续性。

2013年7月，经过优化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成果经市规委审议并通过。这是中信在城市运营项目实施土地运营、通过规划创造项目价值取得的重大成果，它为新城项目进一步的城市运营，以及土地一级开发等业务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图7-6 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过程

2.各方意见采纳情况

控制性详细规划草案编制完成后，中信城市运营团队组织开展约40余次专项汇报会，共计收到21个政府部门和单位发送的25份书面意见函，征集意见121条（详见附录三：控制性详细规划草案各部门征集意见汇总）。不计部门内重复意见，各部门意见则为110条，落实的情况如图7-7所示：最终落实80条意见（73%）

折中采纳意见11条（10%），最终未予采纳意见19条（17%）。具体部门提出意见的落实情况详见附录四。如图7-8所示，本次控制性详细规划征集意见中有17条相互重叠（不计重叠次数），2条相互矛盾的意见（详见附录五）。这些意见同时也是本次控制性详细规划草案中争议影响较大的意见。这17条意见中，由规划局、小规委、市海洋与渔业局提出的“华能片区不纳入规划范围”，以及规划局和项目所在区提出的“南滨路、南滨南路在中轴线采用下穿的形式”未给予采纳。其他绝大部分意见都给予采纳和落实（如表7-14所示）。



图7-7 各部门对控制性详细规划反馈意见的最终落实情况

从表7-15可以发现，规划草案最终未予采纳的意见主要有4类：规划范围调整问题、规划选址问题、用地调整问题和技术经济问题等。



图7-8 各部门重复提出的规划意见及其提出次数







3.各方利益的协调与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的规划整合所处理和应对的是更加具体、更深层次的规划矛盾，是“五规”中各维度之间、各维度内要素之间不协调的最终体现。这些矛盾的展露直接影响到各方的切实利益，规划整合的核心诉求也在这一阶段集中展现。为实现城市运营所提出的“五位一体”城市整体功能的提升，运营商在这一阶段的协调整合工作十分艰巨且重要。因此，笔者对中信城市运营团队在控制性详细规划整合阶段所做的协调工作进行了进一步的梳理。

具体来说，协调的困难在于政府与企业新的合作方式带来的问题，以及项目多方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在广泛的政府部门参与和公共参与过程中，既存在着城市规划管理中长期难以有效处理的多规不协调问题，同时又夹杂着远期目标与近期利益的冲突，规划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矛盾，导致多重矛盾纠结在一起。在与政府相关部门汇报、协商、博弈的过程中，中信城市运营团队牢牢坚持在原则性问题上的主导地位，同时充分考虑政府的利益诉求，重视政企沟通，坚持政企双赢，充分发挥良好协商机制和组织保障的作用，在处理政府各部门、利益相关方的诉求方面能够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最终推动了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成功获批。

详细来说，政企双方的矛盾与冲突大致可以归为以下几类：

（1）各类法定规划主体之间的冲突。

在中国目前的规划体系中，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环境保护规划、交通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都是具有法律地位的“规划”。如果追溯到更高的层级分别对应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环保部、交通部和住建部，都是自成一体的强势部门。在各自强大的垂直业务系统的牵引下，规划的目标、方法、周期等不完全一致，数据支持也存在差异，并且各自具有独立的法律解释权和监督权。在苏埃过海通道南侧引桥接驳城市道路的用地功能方面，交通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在设施的空间安排上就存在很大的差异，需要依靠新城公司在控制性详细规划层面进行跨规划主体之间的协调并最终进行规划成果的整合（如附表-5所示）。

（2）利益冲突。

尽管政府和企业在城市宏观发展目标上取得一致，形成利益共同体，但是在内部利益分配上仍然存在冲突，集中表现在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利益与以运营商为代表的市场经济利益之间的冲突，具体体现在开发规模和土地开发强度的争议，公共配套设施规模与标准的争议等，在规划协调过程中，政府代表公共利益参与规划过程，但是无法垄断代表权，许多政府部门的代表从部门的角度仍然有权质疑开发规模是否合适，是否侵害了公共利益。在多个场合出现政府参与规划的人员向政府部门解释经济指标现象；在协调过程中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提出对规划指标的质疑，但多数都只是怀疑，并未有实质性的争议，规划协调做了大量重复性的解释工作，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人力。的确，公共利益如何界定和公共利益的代表权问题在学术研究层面尚未有定论。

（3）观念与价值冲突。

关于南滨片区的发展目标和功能定位自始至终就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政府的总体规划将其确定为集文化、体育、商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城市副中心，但到目前也仅仅建设了一个跳水馆而已；新的规划提出RBD中心区定位，有人出于城市远景发展的设想坚持城市副中心的定位，有人出于现实发展的可能同意新的规划目标，这实际是城市规划的本质问题，即规划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规划的远期目标与近期建设结合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没有标准答案。可是为了这个没有答案的问题，规划协调会纠缠许久，做了许多规划知识的普及工作。如何在具体规划实践中回避一般性规划问题的争论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也是今后提高规划协商效率需要努力的方面。

（4）部门的权力与责任的协调。

如附表-5所示，控制性详细规划涉及多个政府部门的权责范围，规划协调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政府部门权力与责任的协调，比如规划范围涉及礐石风景区的用地调整，而礐石风景区已经省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批准，规划范围调整需要经过省主管部门的批准；因此需要市园林部门推动礐石风景区保护规划的调整。同时，开发项目还涉及是否影响海军基地的使用问题，其影响评价也不是基地本身可以判别的，这需要获得总部的同意，这种与军事部门的沟通渠道有限、不可预期和无法确定，因此等待较长的时间。城市规划的政府外部协调问题是影响规划审批效率的关键，这是国家层面的规划编制办法需要完善的规划协调方面的制度规定，不能仅仅提出规划协调的原则和要求，应明确法定的规划协调人，是规划的组织编制单位，还是规划编制单位，以及作为规划协调者的权力与责任。

（5）公共参与。

在所有规划编制和规划协调过程中，公共参与本来都应该是最重要的，但现实却是最简单也被忽视的——基本上只是程序化公示规划草案和按程序回收意见。由于制度和环境限制，公众参与的热情也并不高，仅有的几条意见也不一定需要向公众回复，只是向规划委员会做出解释即可，由此可见，在现行城市管理体制下，社会公众对规划的影响力仍不及拥有行政权力的各主管部门的影响。

第三节 控制性详细规划整合的工具与方法

在中信倡导的以市场作为主导的城市运营模式下，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在结合了政府意愿与目标的基础上，而是从市场需求出发，以上位战略发展概念规划和城市设计成果为参照，调整项目的发展目标和策略，是再次挖掘整合项目资源，对“五规”进行的第二阶段整合的过程，也是城市运营商追求空间合理发展与经济效益并重的体现（如图7-9所示）。



图7-9 控制性详细规划整合流程

通过对在滨海新城项目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的具体工作的梳理，如细分市场调查、深化业态策划、联席会议等，并结合本书第四章对城市运营模式的阐述，可以看到，项目在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的实践与战略发展概念规划阶段类似，同样体现出城市运营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注重城市产业、文化、交通、生态、人居环境整体功能协调、力求平衡“三因子”利益等重要特质，但是工作的重点较战略发展概念规划阶段更加细致；对应本书“五规”的深度剖析成果，各维度（城市经济、土地、空间、交通、环境）中规划要素在控制性详细规划层面上存在更加具体、微观的整合诉求。笔者也对这一阶段的规划整合工作做了以下梳理和总结。

市场校正机制与投资平衡机制作为规划整合的两项重要工具，贯穿了战略发展概念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两个阶段。可以认为，市场校正机制是以目标区域内城市功能与城市人口的供需要求为基础，以提供特定周期内的城市公共产品为目标，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对规划要素进行整合的工具；而投资平衡机制则是以实现企业利益为目标对规划要素进行整合的工具和保障。较战略发展概念规划阶段而言，两项整合工具的具体实施对象和操作方法有所区别：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市场校正机制包括细分市场需求调查和深化业态策划；而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投资平衡机制的测算科目更加细化，计算的精度要求也较战略发展概念规划阶段更为精细。

在规划整合的范畴下，通过两项工具的运用，规划编制的主体（城市运营商）得以根据更加实际和具体的项目市场环境、细分需求以及经济测算的各项指标，对“五规”中微观层面上相互矛盾、冲突的规划要素进行进一步的协调和整合。

在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市场调查的内容相比概念规划阶段更加细致具体，以中信城市运营项目为例，具体包括政策环境调查、地形地貌调查、土地现状结构调查、深度市场调查。

1.政策环境调查

首先，由于城市运营项目的特殊性，其首先应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同时要顺应当下的政策环境，积极争取政府的政策支持。其次，由于城市运营项目具有周期长的特点，政策变动会对项目的预期收益产生较大的影响。严谨细致的政策环境调查可以降低项目后期所面临的政策风险。

在具体操作当中，须结合概念规划中对目标区域的定位，以及当地“五规”中的规划要素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查。比如通过对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税费减免、人才引进等方面的优惠政策的调查，可在一定程度上指导目标地区产业的引入，进而指导各业态在空间上的配比。

2.地形地貌调查

地形地貌的调查和分析是规划设计的基础工作，是大量后续工作的依据。首先，地形地貌是规划边界以及地块划分的依据，南滨片区的规划边界基本上最大限度地依照山体的山脊线（分水线）和山谷线（合水线）划分，使规划能最大限度尊重区域地形变化的规律性，对整合“五规”具体用地性质划分的分歧点提供客观依据。其次，地形地貌的分析对生态景观的营造、功能区的分布，特别是住宅区的布局以及分级具有直接指导价值；同时，地形地貌的分析也为后期投资平衡计算提供了基础资料。

3.土地现状结构调查

对土地现状结构的调查和分析的必要性体现于它是一切空间规划的制约因素，是下一步土地利用规划的直接参考依据。土地现状结构包括土地利用现状和土地权属现状。土地权属现状是南滨控制性详细规划中规划区与协调区划分的影响因素和标准。

4.深度市场调查

深度市场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项目所在地区的房地产市场调查、物业市场调查和周边可参考对比项目的调查，其目的是为市场需求预测及深化业态策划提供基础资料。物业市场调查是从市场容量的角度，为判断项目合理发展规模而进行的基础资料收集过程。在滨海新城的规划整合中，笔者通过对项目地城市老城区内住宅市场、商业市场、写字楼市场的调研和数据分析，以分类对比的方法对南滨片区的住宅、酒店、写字楼、商业等物业的需求、产品、分布及开发强度等做出研判。对周边项目研究是为深化业态策划提供参考资料，对各物业类型的定位、规模、入市销售均价、容积率、开发策略提出比较与修正。同时针对“五规”中关于“建设用地规模”和“土地开发强度”规划相互矛盾的现象，调查结果可以提供科学客观的整合依据。

深化业态策划是对市场需求进行更细致的分析，进而对项目发展的目标和规划要素的具体落地指标提供调整的依据。在战略发展概念规划阶段，定位策划的工作内容偏重宏观指导性，主要包括：整体发展定位、产业定位和功能布局结构。深度业态策划对应控制性详细规划，是对经济目标的落实，更注重项目的落地性与可操作性，侧重业态配比、开发强度与规模的研究。在滨海新城的城市运营实践中，南滨片区深化业态策划对各部分业态总量、业态细分、市场容量及需求、用地及建筑管理要求进行研究，基于项目发展策略对住宅商业以及公共服务配套的规模进行深度研究，可以说是市场需求预测在经过项目发展目标细化与调整后的进一步分解，这是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前市场校正机制的第二个步骤。

基于“五规合一”规划整合模式下编制完成并获得市政府审批通过的《发展概念规划》是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最重要的基础和依据。因此，南滨控制性详细规划是在“五位一体”框架下操作的，市场需求的预测是对资源整合利用的承受力的预估；对应城市运营整合的产业、土地、资本“三要素”资源，市场需求的细化被分为：产业需求、土地需求和空间需求。而当产业、土地、资本落实在控制性详细规划层面时，即是产业的分布、土地功能的配置和空间开发强度的设定。

如图7-10所示，深化业态策划阶段的市场需求预测的具体工作内容为：计算可出售的建筑面积，分解可出售建筑的功能和业态类型，比如住宅的类型和规模，商业的功能、形态和规模等；参考市场预测的户均建筑面积和户均人口，据此测算人口规模，再以人口规模推算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和市政服务设施的用地和建筑面积，提出各类用地的规模和比例，并落实到空间上转换为总体建筑面积的分配比例。市场需求指标大多成为空间规划的刚性要求和必须满足的条件，甚至成为后来多部门协调、公共参与过程中项目公司坚守的底线。



图7-10 市场需求预测流程

我们不难看出，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的深化业态策划是城市运营模式下的市场校正机制的第二个重要步骤，是将第一个步骤中市场调查及需求预测的结果同城市设计的空间需求进行整合、校正，是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核心要素进行定量及定性前置性预判的一个过程。市场校正机制中的两个重要步骤是控制性详细规划定位及科学编制的前提，是保证规划的实效性、可操作性以及可持续性发展的基础，也是城市运营商在近远期利益目标结合基础上提升区域整体价值的核心创新手段。

控制性详细规划作为法定规划，它的最终确定必须基于翔实的经济测算，必须与城市运营的投资规模、开发时序、业态比例等要素相结合，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的投资平衡机制与战略发展概念规划阶段的相比较，其操作的指导思想与基本流程基本一致，但在实际操作中必然存在着其特点和区别。

第一，在战略发展概念规划阶段，重点在于多方案的优劣论证，体现在经济测算上更多是整体方案经济效益优劣性的比较。在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经济测算更多是根据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具体指挥和数据进行经济测算的细化和微调。由于控制性详细规划一旦确定，将具备法定效力，对片区的开发计划将具备法定的约束和指导意义，因此，涉及的各利益方的意见及干预将会深度影响规划的落地。当然，颠覆性的修改一般不会发生，更多是细微的调整，因此经济测算主要是根据细微的调整而测算其对投入与产出结果的影响。

第二，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的估算科目会进一步细化。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要为接下来的各专项规划做好基础，所以在投资估算科目方面要求细化到每个专项项目，比如对路网工程的估算，每延长米的投资会先区分不同路幅宽度，再细化到各细分专业如道路、排水、排污、给水、绿化等单项工程的估算；而征地成本可能会细化到每块土地的性质，如耕地、山地、林地、荒地等，并根据不同的土地性质、不同赔偿标准进行测算。

第三，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的经济测算精度要求相对于战略发展概念规划阶段更高。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由于对片区的开发计划将具备法定的指导意义，所以其精度将会比战略发展概念规划阶段有更高的要求。根据以往的实践经验，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的精度一般会要求在±10%以内。

总之，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的经济测算是战略发展概念规划阶段的深入与细化，对精度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原则上不应该超出战略发展概念规划阶段定下来的“测算担架”，如果出现较大幅度的变化或突破，则可能意味着项目的可行性必须进行新一轮的论证。

在以中信城市运营项目为例的城市运营模式下，中信城市运营团队通过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市场校正机制和投资平衡机制的运用，将市政府部门编制的“五规”进行了第二阶段整合，具体体现是“五规”中相互矛盾的微观规划要素的“合一”。结合本书第四章对“五规”量化分析结果中差异度较大的若干项规划要素，笔者也对控制性详细规划整合的成果做了以下梳理和总结。

规划要素“以保护为主的重点生态要素和地带的规划”在本书第四章的量化分析中分值较低（5.76），该规划要素的具体体现之一是滨海新城项目区域内礐石风景区的管理范围界定问题：风景区内部分地块的土地使用性质和权属不明确，礐石风景核心区的东南角地块（苏安景区）在项目所在城市《城市总体规划（2002—2020年）》中被规划为“风景保护区”，但是项目所在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将该地块界定为“农村居民点”。同时，在《礐石风景区总体规划（2003年）》中，景区范围为20.77平方公里，已经大大超出了礐石风景区管理局实际管辖范围，其中与项目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范围重叠面积约2.91平方公里。因此，风景区管理局希望借此机会进行礐石风景区的提升规划，进一步明确权属。

通过引入旅游设计专业团队开展礐石风景区总规修编和提升规划，并且根据在市场校正机制下形成的定位策划及项目发展理念，中信城市运营团队认为礐石风景区优美的景观及风景区科学高效的管理是保证南滨片区RBD理念实现的关键因素，同时通过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的投资平衡测算以及对利益相关公众方的访谈，经过与各部门的反复协商，秉承便于管理、便于保护、合理开发自然资源的共同目标，最终达成一致，重新划定了礐石风景区合理的管辖范围，并且明确了土地权属。通过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完成，原地块在《南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中被划出风景区管理范围，统一规定为建设性用地。

按照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南滨路应建成具有亲水性、开放性的生态走廊，并计划建设方便市民的水上公园。但是在原有的城市总体规划和交通规划当中，靠海的南滨路被规划为交通性主干道，断面宽度控制在40米，而现状道路断面宽度为32米，严重影响到市民的步行可达性和滨海亲水性。结合概念规划阶段的策划定位，中信城市运营团队认为城市总体规划中对南滨路亲水性、开放性的规划符合南滨片区“湾区天堂”的定位，并且在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运用市场校正机制以南滨片区未来交通流量预测、道路改建费用等数据作为变量测算投资回报，提出在南滨路以北规划一条与之平行的南滨南路替代其交通主干道的作用，进而在《南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南滨路可作为滨海景观休闲绿道设计。

在苏埃隧道出入口选址阶段，中信城市运营团队对项目走线的各方案结果以具体经济指标进行量化分析，并结合各走线方案对龙湖分区、南滨葛洲片区的交通影响评价，综合南滨片区未来“城市副中心”的发展定位，认为隧道起点的最佳方案为项目所在城市天山南路与金砂路交叉处，接天山南路，经苏埃湾海域，接规划的安海路，终点至礐石风景区虎头山北侧。

城市总体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就苏埃隧道南岸出入口处土地使用性质的规定存在矛盾：依照项目所在区《分区规划》，该区域为“防护绿地”，而在项目所在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中该区域的土地使用性质为“独立工矿区”。针对这一问题，中信城市运营团队多次向市规划局、市交通局以及其他部门领导专家进行工作汇报并听取相关意见。最终在《南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将该地块规划为防护绿地，保证了隧道走线的合理性及经济性。

第四节 启示

在城市运营模式下，控制性详细规划一方面具有城市发展控制工具的基本功能，另一方面也是城市运营商进行第三阶段规划整合的重要过程，是进行市场运作、资本运作的重要法律依据和经济依据。通过对中信城市运营实践操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经验进行分析总结，我们认为，在城市运营模式下，控制性详细规划在策略、编制主体、目标、依据、作用和经济测算等方面需要进行以下创新和变化：

1.策略的转变

在以市场作为主导的城市运营模式下，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不再是自上而下的行政意愿的机械落实，而是从市场需求出发，依据战略发展概念规划成果和城市设计成果，通过再次引入市场机制，经济测算配合辅助，反推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目标和需求过程。

2.编制主体的转变

在城市运营的模式下，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主体由政府转为城市运营商，这总体上符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基本原则。实际上政府“往后退一步”获得了更大的向前空间。政府改变以往大包大揽的传统做法，在继续行使先期引导和监督职能的同时，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调节，是实现资源整合与最优配置的根本表现。

3.编制目标的转变

在城市运营模式下，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目标是由政府与市场达成的共识决定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在编制过程中创新性地引入对经济性、市场性的互动校正，显示了城市运营在空间控制和经济控制的双重目标。在城市运营模式下，规划的经济性是其可实施性与可操作性的前提。

4.编制依据与逻辑的转变

在市场主导的原则和环境下，控制性详细规划不仅是总体规划或分区规划的延伸和深化，还是以战略发展概念规划的法定成果为依据，以城市设计的过程和成果为重要参考，以城市运营的规划整合、逻辑整合而成的具有独立目标和要求的独立规划，是“五规合一”的最终产物。

5.规划作用与功能的转变

在市场主导的环境条件下，参与城市开发运营的利益主体众多，利益诉求各异。因此，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工作致力于提供“整合平台”，依据“协作式规划”模型，为利益各方提供交流、对话的平台；以帕累托改进的原则，积极平衡和重新分配各方利益，从而达成集体理性共识，使各方发展形成矢量相加，通过规划提高片区整体价值，达到多赢共赢的目的。

6.规划手段与工具的转变

“经济测算+城市设计”是城市运营模式下实施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组织工作的重要手段和技术工具，是体现城市运营商对规划整合在空间控制与经济控制并重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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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规划整合模式之四：规划整合价值后评价

第一节 规划整合价值后评价体系

基于前面各章对城市运营、“五规”以及规划整合的理论认知，以及对实践的回顾和思考，基于城市运营模式的“规划密码”：规划整合理念、理论体系及其实操方法。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本书提出的“五规合一”不是简单的图形叠合，规划整合也不是简单的要素加法，更不是简单的利益妥协或捆绑，而是建立在上位规划目标即区域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远期目标的基础上，以市场作为配置城市资源的主导平台，非强制性地引导不同类型、不同层级的规划在逻辑、内容、空间和时间上最大限度地有机统一到城市发展目标上的过程或方法论。本书所提出的规划整合理念，其目标是促进被整合的规划或各方机构总体上分享到比整合前更大的利益和发展空间，因此，如何客观判断、科学评价本研究所提出的规划整合理论的实施结果，评价的标准、判断的依据如何设定，是一个综合性、系统性的课题。针对上述问题，在前述各章理论与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应该结合其他常规的规划评价理念和方法，形成专门面向基于城市运营的规划整合整体价值的后评价方法和体系，与前三个章节的整合内容共同构成完整的、具有创新意义的规划整合模式理论体系。本章将重点阐述基于本研究提出的规划整合价值的综合、系统评价方法和体系，以及对建立在实证案例客观评价基础上的规划整合模式的理论总结。

在城市运营模式下，“五规”比较分析、战略发展概念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三个阶段的规划整合成果将最终以法定性规划为主要表现形式作用于目标区域。同时，与政府主导的“多规合一”有所区别，基于城市运营模式的“五规合一”不是简单合成一张图，而是在一条以“五规”比较分析、战略发展概念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三个阶段工作内容为内在逻辑关系的主线上进行的规划资源整合过程。

城市运营模式下战略发展概念规划与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成果除表现在最终的法定规划中用地分区、土地利用细分和空间指标等具体要素的合理性之外，还表现在城市运营模式下“五位一体”系统目标的实现程度，即规划成果对当地产业、文化、交通、生态、人居环境的整体功能的影响。结合第五章中“五规”的分析结果，经过概念规划与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和实施，上述各项城市功能及整体效益的变化必然对项目所在城市“五规”中各项规划要素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并且，上述改变和影响也将在不同程度上对城市经济、土地、空间、交通和环境五个维度的规划要素既存的矛盾和冲突产生对应的整合效用。因此，笔者期望通过建立评价体系客观地对城市运营模式下的规划整合对“五规”的实效性和科学性进行评估，为规划整合提供自我修正的手段与后评价机制。

因此，规划整合价值的评价不等同于对“五规”各规划要素的叠加评价，而是通过评价体系的建立，以城市整体功能的综合考量为目标对规划整合的成果进行综合评价。并且鉴于城市运营、规划整合多方参与的特征，评价体系须以政府、市场和公众三个维度为评价主体进行。

具体来说，基于城市运营的规划整合应包含以下两项基本内容：首先，要从宏观上总体考量城市的整体功能布局。在城市规划过程中，战略发展概念规划、城市设计以及各专项规划等，都要以有效满足城市整体功能为出发点，通过战略性的思维，对城市的功能设计进行通盘考虑，运用前瞻性的规划理念和规划方法，着眼于城市功能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全局性地规划城市功能布局，坚持高起点规划，为城市各项机能的正常运转提供各种有效保障和支撑作用。其次，要考虑项目投资平衡。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城市运营项目在开发过程中坚持市场机制，以投资效益为导向，在项目开发过程中始终以企业的投资平衡为底线，所有的规划设计要满足经济上的可行性要求，即项目的规划设计应以投资效应为导向，而底线就是项目的投资平衡，在此基础上考虑其他社会因素的利益诉求。

城市运营的规划整合评价在现实中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通过对城市运营项目规划整合的评价：首先，从规划整合的层面，可以论证以“五规合一”为核心内容，“五位一体”为系统目标，以市场为导向的城市运营的正确性和科学性；其次，在城市运营模式下的区域整体开发层面，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进一步提炼、总结和归纳出科学的城市运营项目开发模式，在现实中指导项目的跨区域复制，在各地区稳步高效地推进新型城镇化，进而印证城市运营模式本身以及在这种创新模式下的规划整合具有可复制性的现实意义。

根据城市运营模式下规划整合的特殊性，本书提出的规划整合价值后评价是以城市整体功能和项目投资平衡的综合考量为目标，故评价的对象并不局限于本案例中的战略发展概念规划与控制性详细规划。同时，由于规划具有多因素的特性，在对规划实施进行评价时通常很难分离出哪些结果是由于规划因素的作用而产生，哪些结果不是，所以针对规划本身的评价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且，基于城市运营的实施目标即实现城市“五位一体”整体功能的提升，一系列的规划工作实为实现城市运营目标的工具与方法。

综上所述，本书是以“‘五规’要素分析整合、战略发展概念规划组织整合、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整合”三阶段规划整合的成果及其对项目所在区域的产业、文化、生态、交通、人居等系统的整体功能为评价对象，构建规划价值评价体系。

在规划整合评价方法建立之后，评价的主体是城市运营的影响对象，主要由三方面组成：政府、公众和市场。本书中规划整合评价由城市运营商牵头组织、具体实施，并且政府、公众和市场均有参与。

政府：主要体现于对当地的发展愿景，是城市运营规划编制的重要参与者。作为当前阶段传统城市规划编制的主体，其在城市运营规划的编制中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区别于传统的规划编制，在城市运营中，运营商拥有对规划的主导权限，但是政府依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对城市运营规划整合的评价，政府是必不可少的主体之一。

市场：主要包括投资者与合作方，体现了资本对规划的诉求和属性，代表了以城市规划为对象，将城市运营作为实现项目投资效应的有效手段之一。作为市场的主要代表之一的城市运营商，是项目的投资方，对城市运营规划拥有主导权，是规划评价的重要参与者。

公众：主要包括社会公众和团体，是城市运营项目最直接的影响者。为实现规划的社会公众属性，以及公众对规划的实际参与，须将公众纳入评价主体之中。

1.科学性原则

规划整合价值后评价作为一种评价方法，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评价指标的选取要根据现有的科学依据，结合实践经验，建立较为全面、客观、公正的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准确反映城市运营规划方案的内涵、价值和构成要素。同时，确保相关数据来源的客观性和可测量性，并能够运用科学的统计方法进行分析。

2.系统性原则

基于城市运营的“概念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两个阶段的规划整合，从宏观层面到微观方面，既有不可直接测量的宏观规划内容，也有可测量的规划指标。因此，相关指标必须尽可能涵盖这两个阶段的规划内容，综合而全面系统地反映方案的各个层面。

3.操作性原则

指标的选取除了满足科学性和系统性之外，还要满足可操作性，使评价体系可以更容易操作，便于评价。一方面，要求指标具有较高的概括性和可比性，能够直观、简要地显示规划方案的内涵和重要特征；另一方面，指标要尽量可评价、可测量，便于后期的统计分析。

4.适用性原则

评价体系具有开发性，要求评价指标的选择要符合适用性原则，不仅要适用于目前的城市运营规划方案的评价，而且对未来规划实施效果也具有适用性，或者经过修正，可以适用于未来的规划方案评价以及规划实施效果的评价。

选择评价因子是确立整个评价体系的前提和基础，评价因子选择恰当与否对整个评价体系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评价因子要经过筛选、调查、分析处理，最后形成一个系统的结构体系。

目前在规划评价研究方面，评价因子指标的选取往往是采用文献综述法、层次分析法、频度统计法、专家调查法等形成初步的指标体系。文献综述法可以获取最主要的评价指标，确立基本的框架；层次分析法可以确保指标框架的层次分明与结构完整；频度统计法可以归纳出最重要的评价因子；专家调查法和社会调查法则可在初步的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通过征求专家和公众意见，对指标体系进行进一步修正和完善。

本书采用理论分析法，首先通过分析与城市运营有关联的内容和影响因素，得出初步评价指标，然后采用专家调查法，进一步修正和完善，并最终确立因子的评价体系。

综上所述，本书的“规划整合价值后评价”是围绕城市运营的三要素，结合“五规”的内容、城市运营规划整合评价目标、城市运营的市场机制以及城市运营三类评价主体，针对“概念规划—控制性规划”两阶段规划成果对当地综合影响做出的评价。基于以上内容，笔者提取了社会经济、土地、空间、交通、生态、市场和投资等7个方面，共36个关于城市运营的影响因子，如表8-1所示。





本书构建的后评价体系包括5个关键步骤：（1）确定评价因子；（2）建立评价体系的层次结构；（3）确定评价因子的权重；（4）制定评分标准；（5）评价体系的操作。

区别于政府主导下编制的规划，城市运营商组织编制的两阶段规划成果，经过市场校正机制和投资平衡机制的筛选和校正，正是政府主导下规划编制过程中所缺失的重要环节。同时，鉴于城市运营的规划整合目标是“五规合一”，其整合结果最终要对应落实到“五位一体”的系统目标范围，即产业、生态、文化、交通、人居环境的整体功能，都必须结合城市运营的系统目标进行修正。

根据城市运营规划整合的评价目标、“五规”的主要内容要素、城市运营规划整合评价的对象、城市运营“三因子”和“三要素”理论，以及城市运营的市场校正机制，可以初步归纳出规划整合评价的一级指标包括社会经济、土地利用、空间布局、交通规划、生态环境、市场定位和投资效应等7个方面（如图8-1所示）。



图8-1 城市运营项目的规划评价结构

规划整合价值后评价体系如表8-2所示。





回顾文献，我们可知，目前常见的确定评价指标权重的方法主要有四种：一是直观经验法，即凭借评价者的经验直接赋权；二是专家调查法，邀请专家对评价指标单独赋权，最后取得加权平均值；三是德尔菲法（Delphi Method），通过对专家发放赋权咨询表，并对评价指标的权重系数进行多轮核算；四是层次分析法（AHP），通过两两比较判断矩阵及数学运算，确立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值。这四种方法具有从简单到复杂，从主观到客观的演变特征。

通过对科学性和可行性的综合考察，笔者采用德尔菲法对因子权重进行赋值。德尔菲法是依据系统的程序，采用匿名发表意见的方式进行的一种结构化的决策支持方式。

我们邀请了多位对“五规合一”有比较深刻认知的规划专家进行打分。首先，专家对目标层因子按重要性进行降序排列，经过反复斟酌和讨论，得出7个目标层因子的重要性排序依次为：土地利用、投资效益、市场定位、空间布局、交通规划、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其次，专家对目标层因子权重进行赋值打分，并进行逐步修正，最终确定目标层的权重。最后，根据确定的目标层因子权重，确定其对应的因子层的权重，每个目标层因子对应的因子层的权重之和是1。统计得出的评价体系权重如表8-3所示。





基于城市运营的规划整合价值后评价的主体有政府、市场和公众，这是规划整合价值后评价的三种不同的视角，代表了三种不同的利益群体的诉求，因此，评价指标的选择要充分考虑评价的三类主体。

1.评价方法的选择

学者苏为华曾对比不同综合评价法的优劣，并认为与其他综合评价方法相比较，效用函数综合评价法的最大特点是结论的直观性、通俗性，评价过程各环节之间没有信息传递关系，各环节都有众多的方法可供选择，这些方法可以进行多方位的组合。

本书将采取效用函数综合评价方法进行综合评价，以使评估尽量准确。该方法主要操作步骤：第一，将每一个评价指标按照一定的方法量化；第二，按一定的合成模型加权合成计算总评价值；第三，根据确定的评价标准，对总评价值进行评判。

2.评价单项因素的量化

使用效用函数对评价指标进行量化时，由于不同指标具有不同的量纲，必须首先进行无量纲处理，即通过一定的数学方法把不同性质、不同量纲的指标数据转化为可进行综合评价的一个相对数——单项评价值。当前主要的无量纲处理主要有直线型效用函数与非直线型效用函数。其中，直线型效用函数主要基于指标量化值，对于系统的影响是等比例的假设，一般采用线性的处理方法。然而，现实生活中许多评价对象的价值水平与评价值本身之间的关系并非线性的，线性量化的方法并不能完全反映指标数值的变化对系统产生的影响。由于指标之间存在耦合关系，而且随着指标数值的变化，单项指标在总体效能中的影响力也在变化，因此，简单地用指标量化值等比例变化来反映指标实际测量值的变化对系统的影响是不合适的。

在系统比较几种非线性模型后，指出只有对数模型符合效用评价的数学要求，这样才能完整反映指标变化对系统评价产生的影响。对数模型的效用函数如公式1和公式2所示：



公式1和2中ki为第i个指标的评价值，xi为第i个指标的实际值，xi1为第i个指标对应的上限值，xi2为第i个指标对应的下限值。其中a和b都是常数，通常a=40、b=60，与日常生活中的百分制考核制度一致，便于理解。

3.综合计算模型的选择

下一个问题是如何将单项评价值合成总评价值。我们需要选择科学合理的合成模型。目前学者多借鉴决策学中关于方案合成方法的一些理论，将合成模型分为加法合成、乘法合成、加乘混合合成、代换合成等。综合评价合成值最好采用平均数的形式表现，因为采用平均数的形式可以保证单项评价的意义和总评价值的意义完全统一，从而可以得出单项评价值的评判结果。平均合成的方法一般有算术平均法、几何平均法、平方平均法、调和平均法。几何平均法相对于其他三种方法有惩罚落后指标，鼓励各单项指标均衡发展的优点。

综合分析规划整合价值后评价的内容，本书选择几何平均法作为评价合成方法，评价公式如下：



公式3中：F为城市运营规划整合价值后评价的综合评价值；wi为权重；ki为单项指标值。

1.指标的量化

在评价体系中，有些指标属于客观评价指标，可以直接量化；有些指标属于主观评价指标，不能简单地以“有”和“无”去评价，需要进一步量化，以科学地评分。

对于主观性的指标进行量化测度，可引入主观评价中的语义差别法进行评价。语义差别法是美国心理学家C·E·奥斯古德于1957年提出的一种心理学研究方法，又称SD法。语义差别法由概念和若干量尺构成。SD法的“量尺”，是用两个意义相反的形容词作为两极而构成的，例如“好—坏”称为一个量尺：



量尺一般分7个等级，如：①“非常好”②“相当好”③“稍微有点好”④“不好不坏”⑤“稍微有点坏”⑥“相当坏”⑦“非常坏”。被调查者对所提出的概念，依据在感情意义上的评定，在这7个等级中选择最适合的一个。

根据城市运营规划的特点，本书对规划整合的评价可以分为：很不合理、比较不合理、基本合理、比较合理、很合理等五级，如表8-4所示。



2.指标的赋值

对于客观评价指标的得分，由于客观评价指标本身是可量化的，因此，需要根据经验值，给出相应的取值区间，根据取值的不同，赋予不同的得分。根据《城市规划技术标准与规范》等相关技术标准与规范，结合专家的经验，对规划指标进行评价，给出具体的得分，得分也同理参照SD法的对应赋值，如表8-4所示。

对于主观评价指标的赋值，主要是根据专家的经验，对相关指标给予相应的打分，例如：很不合理、比较不合理、基本合理、比较合理、很合理可以分别对应得分，如表8-4所示。

本书评价体系中的单项因子将采取5分制进行打分。5分表示单项值最高；4～5分表示单项满意度较高；3～4分表示单项满意度为基本满意；2～3分表示单项满意度较差；0～2分表示单项满意度差。

通过算术平均法计算出的结果，将根据以下标准进行评判：

当F≥90时，说明规划方案非常合理，各种目标得到很好实现，应评为优秀。

当80≤F＜90时，说明规划方案很合理，各种目标得到实现，应评为良好。

当70≤F＜80时，说明规划方案比较合理，目标勉强体现，应评为较好。

当60≤F＜70时，说明规划方案基本合理，目标勉强体现，应评为一般。

当F＜60时，说明规划方案不合理，很多目标没有体现，应评为差。

本书评价体系中的单项因子采取5分制进行打分。如前所述，5分表示单项值最高；4～5分表示单项满意度较高；3～4分表示单项满意度为基本满意；2～3分表示单项满意度较差；0～2分表示单项满意度差，0分表示无此单项。

笔者在评价体系建立后，邀请了10位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针对中信城市运营项目的“概念规划—控制性规划”两阶段的规划进行评价。各位专家根据各自的专业经验，对评价体系的评价指标给出各自的打分，然后根据10位专家的打分，计算得出各项打分的平均数，即为单项分值，如表8-5所示。







1.评价单项指标值

按照公式2进行计算单项因子的评价得分，这里专家对某项因子的打分视为xi，为第i个指标的实际值。根据公式2进行计算，计算得出第i个指标的评价值，可以计算得出社会经济、空间布局、交通规划、生态环境、土地利用、市场定位和投资效应等7个大类的评价分值和单项指标值，具体如表8-5所示。



公式2中ki为第i个指标的评价值，xi为第i个指标的实际值，xi1为第i个指标对应的上限值，xi2为第i个指标对应的下限值。其中a和b都是常数，通常a=40、b=60。这里对应的上限值取5，下限值取1。

2.评价综合分值

本书选择几何平均法（如公式3所示）作为评价综合合成的方法，对评价综合结果进行计算，计算结果如表8-6所示。



其中：F为城市运营规划整合价值后评价的综合评价值；wi为权重；ki为单项指标值。

根据表8-6所得数据，可知中信城市运营项目规划整合评价的综合得分。



根据公式，计算可得F=93.95。

因此，根据合成模式的判断标准；当F≥90，说明规划方案质量好，总体评价为优秀。具体而言，中信城市运营项目“概念性规划—控制性规划”两阶段的规划方案中，生态环境因子得分最高，显示出中信城市运营项目在两阶段规划编制中充分考虑了生态要素，规划对生态环保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土地利用、市场定位和投资效应等三方面因子得分较高，显示了在项目规划编制中充分发挥和利用了市场因素的作用，反映了在城市运营实践中，市场机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这也客观上呼应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论断。此外，土地利用主要是通过一定的规划指标确定各类城市建设用地的规划结构及空间分布，客观上反映了城市总体功能的规划，此项因子得分较高，说明中信城市运营项目的规划实践中，运营商对城市总体功能价值的考虑，再一次表明城市运营是以构建城市整体功能价值为核心的五位一体的系统工程。社会经济、空间布局和交通规划等因子得分较低，反映了在中信城市运营项目规划实践中，这几项相对而言是短板，需要在今后的城市运营实践中予以重视和强化。

1.产业发展定位

根据评价结果，中信城市运营案例中“产业发展的定位及发展规划”的得分适中（4.13/5），这从科学、量化的角度，对中信城市运营团队以及英国某策划顾问公司所操作的前期策划定位成果做出了较高的肯定。然而从具体操作上看，区域产业定位的方法和过程仍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

产业发展定位运用类似于起源于西方国家的“Industrial Targeting”概念，即根据当地的经济结构、劳动力特征、现有产业资源等因素，找出适合于当地发展的一项或者多项产业。常用的操作方法有区位商法（Location Quotient）、IMPLAN模型分析法等。在国内数据不完善的情况下，通常采用简化方法，选取各产业区位商、各产业近期固定资产投资额、税收、雇员工资，地区内各相关专业毕业生数量等关键指标，结合外部市场需求得出区域内的目标。

本案例主要是以市场需求和市场环境为依据，着重考虑了政策导向、粤东地区竞争差异化、潮汕文化特质、区域内生态环境等宏观要素，最终得出项目所在区“现代服务业”的产业发展定位。然而囿于项目所在区经济、产业数据的不足，中信城市运营团队及英国某策划顾问公司未进行相应的量化分析，对当地经济和产业特质研究不够深入。

2.规划城市用地结构

城市用地结果具体来说包括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工业用地、交通设施用地和绿地等五大类主要用地规划占城市建设用地的比例。该项评价指标得分为3.98/5，较整体得分略低。笔者认为可以用以下两方面原因来解释此得分情况：

（1）上述五大类用地的配比直接影响到城市整体功能的表现，同时更是各方利益争夺的焦点。中信城市运营团队权衡各方利益的过程实质上类似于“零和游戏”，在一方利益得以体现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将触碰另一方利益。

（2）以市场为导向对五类资源进行整合具有较强的客观性与合理性，但是对市场的判断往往是“预判”多于“实证”：市场预判一方面存在信息缺失，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经济规律的不确定因素。所以，以市场为导向的规划整合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正确性，滨海新城项目的运营成效还有待后期的评判。

第二节 规划整合模式的理论及其适用性

本书论述的规划整合理念和工作方法、流程模式以及规划整合价值后评价体系共同构成了基于城市运营的“四阶段”规划整合模式理论体系，这是一个存在内在逻辑关系的系统工程。本书关于规划整合模式的理论体系，要点如下：

（1）规划整合的理念：市场导向，非强制性，有机多元。

（2）规划整合的原则：利益平衡，市场导向，整体价值，远近结合。

（3）规划整合的核心：以“五规合一”为核心。

（4）规划整合的机制：“市场校正机制”，“投资平衡机制”。

（5）整合的构成：“四阶段”模式，包括：第一阶段：“五规”的比较分析；第二阶段：战略发展概念规划组织整合；第三阶段：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整合；第四阶段：规划整合价值后评价。

谢尔本努（Sherbenou）通过统计对城市经理制适用性问题的研究，指出能够体现城市经理制效用的地区通常具有高度民主化、市场化背景，且拥有足够数量的有参与意愿的管理精英等共同点。同样，上述“四阶段”的规划整合模式理论体系也有其适用前提和条件，具体如下：

（1）战略前提：以新型城镇化战略为目标，以“市场主导、政府引导”为战略前提。

（2）模式前提：运用创新型城市运营模式实现区域的新型城镇化目标，追求“五位一体”的系统目标，基本具备本书所描述的城市运营模式特征，具体包括PPP合作模式特征，即政府具有战略前瞻性和社会责任感，有意愿实现城市发展方式及规划管理方式的变革；城市运营商具有社会责任感和资源整合的能力。

（3）区位前提：区域城镇化率接近或超过区域的平均水平，具有市场化的背景和可利用的现状资源条件，包括良好的土地资源、产业资源、人口资源等可以引导外部资本进入的基础条件。

在基本接近或满足上述各个前提条件的情况下，本书所论述的以城市运营模式为前提、以“五规合一”为核心的规划整合模式是具有异地参考、借鉴意义的。从本书分析论述中可以进一步发现，规划整合“四阶段”均具有相对独立的整合目标、路径、方法和成果，因此，在实际运用过程中，既可以按照本书阐述的过程分阶段逐步实施，也可以根据具体区域、具体城市的实际情况独立使用其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特定阶段的工作方法、流程模式。但是，由于各阶段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关系，因此，在选用一个以上阶段的工作方法进行规划整合时，应该保证顺序的合理性，不推荐调整、颠倒整合顺序和流程。

第三节 启示

规划整合价值的后评价体系，是在规划整合实证过程中探索出来的，基本观点是，城市运营的规划整合的价值评价不等同于对“五规”要素的简单叠加的评价，其评价的核心是“五规”要素整合、市场定位校正、概念规划编制组织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组织等全过程的创新集成和有机整合，评价对象主要集中针对阶段性整合成果和结论，重点体现在两个阶段，即战略发展概念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成果。

本章提出的规划整合价值的后评价体系模式主要以“两个目标、三个维度”为原则，即要以城市整体功能和项目投资平衡的综合考量为目标，从政府维度、公众维度和市场维度出发作为评价视角。

在综合分析“五规”内容、城市运营的三要素和市场机制等城市运营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构建城市运营的规划整合价值的评价体系，提出采用效用函数法作为规划整合价值后评价的具体计算方法。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总结

本书以本人的博士论文为基础修编而成，围绕“城市运营”和“规划整合”两条主线展开研究，通过比较研究国内外城市发展理论、规划整合理论以及相关案例，形成了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运营模式特征的理论认知，以及基于城市运营模式的规划整合理论等一系列的创新理论观点和成果，并且最后通过实证案例研究得到实践印证和理论提升。

首先，本书的研究对象涉及多个相关学科，包括城市规划学、城市管理学、城市经济学等经典和现代交叉学科的理论，以及近期有关中国新型城镇化、城市运营的相关政策和学术研究成果，因此，本书所进行的研究实质上是一个以城市规划学为基础的跨城市学、经济学、管理学等领域的交叉学科研究，本研究的成果也属于跨学科的研究成果。

其次，城市运营脱胎于城市经营，正在逐渐成为未来中国城市综合开发运营领域的重大转型方向，尤其在新型城镇化战略确定为国家战略之后，城市运营逐渐成为地方城市政府与城市运营商进行政企合作、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主要PPP商业模式之一。文献研究表明，城市经营与城市运营有共同理论渊源，可追溯至欧美的国家城市发展学说、城市规划学理论、城市经济学理论、城市管理学理论以及其他相关的交叉学科，但“城市运营”以及“Urban Operation”是一个目前尚未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理论界关注的相对“空白”地带，基于市场导向的“城市运营”模式特征的理论研究处于亟待推进创新的状态。

最后，在“多规不合一”向“多规合一”转变成为新型城镇化战略指导下的必然趋势的背景下，我国相当部分省市从2014年开始了“多规合一”的实践探索，“多规合一”引发的规划整合的问题正在逐步成为政府管理层面和学术理论层面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然而，目前围绕规划整合主题的大部分实践和学术讨论基本上集中在以“政府推动、政府主导”的城市经营模式下进行，因此，随着以“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地位”为目标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基于市场导向的城市运营模式的规划整合实践和学术理论研究已经成为企业、政府以及学术界的当务之急。

本书中“城市运营”和“规划整合”两条主线分别通过“国内外理论与案例分析本书的理论观点提出本书理论观点的实证实证后的理论总结”的逻辑、方法分析归纳国内外的理论和案例，并形成关于城市运营的模式特征、理念、目标及运作方法以及规划整合的初步理论观点；更为难得的是，笔者作为中信城市运营实践的参与者和实践者，采集、运用了大量的文字材料、图形文件、数据文件以及项目现场进度形象等第一手实证研究案例资料，为深入探索和剖析城市运营模式与“五规”的内在关系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基础素材和实证比较资料。

本书通过实证研究案例印证，形成了一系列相对创新的观点、方法和理论：

（1）初步从理论上总结了城市运营的模式特征和基本规律。城市运营是以规划为导向的资源整合，是推动新型城镇化的PPP市场平台。城市运营面向“产业、资本、土地”等“三要素”资源的整合，具有综合的“五位一体”系统特征。

（2）初步从理论上揭示了城市运营的“五位一体”系统特征与“五规”体系和要素之间存在必然的逻辑对应关系。本书认为“五规”要素整合对城市运营的科学实施具有重要作用，并阐明了“五规合一”在基于城市运营的规划整合模式中所处的核心地位，同时提出了“五规”要素整合的“市场导向、利益平衡、整体价值、近远结合”四项基本原则和实施方法。

（3）基于中信城市运营实践实证案例的定性与定量研究，印证了现行体制下“五规”要素之间存在差异的客观事实，揭示了在粤东区域中心城市的“五规”要素存在的离析、重合和交叉程度。并且，本书通过创新运用“三因子”分析法比较了“五规”在政府、市场和公众三个维度上的趋向性，进一步论证了“五规”整合的必要性。

（4）基于实证案例和理论总结，形成了以城市运营模式为前提、以“五规合一”为核心的“四阶段”的规划整合模式理论，并予以理论解释和阐述。在第一阶段“五规”分析与要素整合模式中，创新性引入“三因子”分析比较法平衡政府、市场、公众三因子的利益和诉求；在第二阶段的战略发展概念规划的组织整合模式中，创新性地引入“市场校正机制”，有效地校正了“五规”要素中严重偏离客观市场需求和规律的政府意志；在第三阶段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组织整合模式中，编制理念和实施路径发生重大转变，创新性地引入了“投资平衡机制”，使控制性详细规划超越了常规的法定规划的做法和职能，成为在城市运营模式下规划整合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在第四阶段的规划整合价值后评价模式中，提出了“两个目标、三个维度”的综合评价原则，即以城市整体功能和项目投资平衡的综合考量为目标，从政府维度、公众维度和市场维度出发作为评价视角，以及一系列的评价工具和方法流程。

综上，本书兼具理论和实操的价值：

一是理论层面的探索创新。首先，首次以理论研究的方式总结了城市运营实践的模式特征和基本规律。其次，首次以学术理论研究方式深入分析“五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交通规划、城市环境保护规划）的差异度以及“五规”与城市运营模式的关联度。最后,首次在学术理论研究层面提出基于“城市运营”模式特征的规划整合模式理论体系。

二是实操层面的贡献。本研究基于中信城市运营实践的实证案例，在形成理论体系的同时，总结梳理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城市运营模式的组织方法和流程，形成了“五规”要素的动态数据分析工具以及实操方法和流程，三因子比较分析法及实操方法和流程，“市场校正机制”分析工具以及实操方法和流程，“投资平衡机制”分析工具以及实操方法和流程，对我国未来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各地方政府、城市运营商与规划咨询机构在规划理念、规划管理、规划编制、规划审批和规划整合的组织实施上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本书的观点认为，“多规合一”不等于真正意义上的规划整合，“多规合一”只是规划整合的实现方式之一，规划整合的内涵和意义超越了“多规合一”所表达的技术形式和结果。与此同时，笔者也期望本研究对参与新型城镇化的政府管理者、市场运作主体城市运营商、独立的规划工作者以及全体公众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参考价值；期望本书所选用的城市运营实证经验和总结提炼的理论创新对我国其他区域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可参考借鉴的意义，从而正确发挥规划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减少规划决策和应用的失误，促进全国新型城镇化更高效、更可持续地发展和实施。最后，笔者期望本书的研究可以推动中国城市规划的理论创新在中国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走向世界，为世界城市规划学科的发展创新做出贡献。

当然，本书的研究结论主要基于特定的城市运营实践案例和特定的城市运营模式为前提，并不能涵盖规划整合模式的方方面面，创造所有城市价值，本书所探索的“规划密码”并不见得可以解开所有“城市之锁”。而且，本研究提出的以“五规合一”为核心的规划整合模式是在以城市运营商这一市场主体为主导的城市综合开发运营模式基础上形成的规划整合理论，有别于政府主导实施的“三规合一”或“多规合一”模式和实践。由于城市本身是一个复杂综合的系统，城市规划涵盖了城市中的各个方面，而且规划整合在我国也处于探索的初期，因此，本书提出的规划整合模式理论是基于市场主导下的、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城市区域，因而在我国其他广大的城镇化区域，甚至国外的区域和城市仍需进一步的实践检验和理论完善。限于篇幅、时间及个人学术能力，文章中不免存在纰漏与不足之处，恳请各位读者、同仁批评指正。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附录

附录一 项目首期调查清单





附录二 “五规”一致性及因子影响度调查问卷



范例：如您认为在五项政府部门的规划中，对于X要素的相关规定是完全一致的，则在“完全一致”的空格中打“√”。如您认为政府、市场、公众对X要素的影响程度大致是政府>市场>公众，您可将总分9分配至表格，例如填入“5，3，1”。







项目所在地城市“五规”基本情况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简称《纲要》）为参考依据，规划期与国家“十二五”规划的期限一致，为2011—2015年。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以《××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为规划依据，规划以2005年为规划基期年，规划期为2006—2020年，近期为2010年。规划范围为全市六区一县2 248.39平方公里陆域土地。

城市总体规划

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2—2020年）》和《××市区分区规划（2009—2020年）》为参考依据。××市城市总体规划范围为××市市域，包括××市区、潮阳区、澄海区和南澳县，总面积2 064平方公里；分区规划规划范围为濠江区，总面积168.10平方公里。

交通规划

以《××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中长期规划（2012—2030年）》《××市干线公路网规划》以及《××市公共交通发展规划》为参考依据，其中干线公路网规划的规划期为2006—2020年，公共交通发展规划的规划期为2007—2020年。

环境规划

以《××市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十二五”规划》为参考依据，规划期与××市“十二五”规划一致，为2011—2015年。

附录三 规划征求意见汇总





附录四 采纳意见汇总



附录五 多部门意见分析汇总



附录六 规划协调度分析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4532.jpg
| EEEMM | FMEESw | CEXAW | REXEY | eEED
HiaA e MaLd | @tk | BELd ERER
o L g
i ol B R | &R E L
TR % Hciip :
20001 e AT (2) RiTE% pn b el
5.07 2 % K W FEA: AR AT L
e %, = K 31 | B
%, ok
i (1) BUR M.
(1) % | (1) KsHr SewAR, TR
o, e % e
(1) SRR (‘ZVJATJf’!FG}'Eﬂﬂ'J (2) X4 |(1) mm‘g @ Fz)jlﬁz =
() g | TGRSR | 23, | TR
2010, | 71 % RS B 2T — | T Zib {llﬁ?%fi (*3‘) PN ¥
i | 13 D (3) M|+ i 2| BT
sl (3) A | A |3 4) A
g ey | HAH 4) HAA o 6 o
() SBAMER | ) s | sem ok
B AL | (5) (1) EHEEM
A F B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4540.jpg
RS

ES:]] N N : Pttt AER (AH) | E (%)
K | 3k |
G Ly (B KAk 59.12 230) 304.37 32.45
Gl Akt 218.91 23.34
P G11 PG 177.39 18.91
i G12 Tkttt 41.52 4.43
it G2 EE S ) 26.34 2.81
S T 37 i 132.2 14.09
51 S 132.2 14.09
U T T BERE FT 3t 15.85 1.69
ut A7 388 e FH 4.57 0.49
ul1 (i SEE 2.08 0.22
u12 Ak [ 0.87 0.09
u13 RS 1.62 0.17
u2 AV HE I 6.51 0.69
u21 AAHASE il 4.89 0.52
029 HAMb 22T s .62 0.17
ES]
U3 HIE P 5% 3 0.66 0.07
u4 B TR Bt il 2.17 0.23
u41 MK, f9KAb B A 1.22 0.13
u42 ES IS LSl 0.94 0.10
Us it T A6 B i T 1.39 0.15
u9 oAty B2 P 0.56 0.06
D Frs 23.88 2.55
D1 A 23.88 2.55
PeViEE ) Bt 938. 11 100. 00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2117.jpg
FSs 1L R 2 FR B iE] ERgE
16 | (ST AR i XAl M TR AR R ) 1 2 L) 2012 -4 -18 6
17 | (ST X R A DX 4 il P TR AR a0 i 25 L) 2012 -4 -23 2
18 | (T Xt ma e i X Z0E HI s MR A4 & 0L ) 2012 -4 -26 2
19 CEFMER KB MR (FF) FRER 2012 -4 "
PRI 52 PR )

o CEFMER REHEERRY (HR) fFRER il P
PRI & PR )

8 (2012 45 F 20 SHMBES LR ERAERE R SARX S35 _id "
Iy

22 | (EEEER KRR (RR)) HAEL 2012 -8 -29 10

58 ST (xS e 3 o % A s i e 1 4 T g
Hk (B $R)) %6 4N H Y HIE WL

5 ST Rt R X Pl AR Bk 4 15l 5 "
il 14 2R

- §<x X T 55 = JR 3ok i B R 2 5% 4 58 O ok £ 0T A P—— .
WAL

Bt 121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39481.jpg
BHE | & BFE WE
ol ek A2 3 5t R O AL 0.30
258 FOOMAR MR 0.20
o0
ki TR 5 S LR 0.30
TOD 2145 /1) 0.20
ST LA A B R AR A AL 0.17
fa e
0.06 | FfgH
- pIRPS h) 0.50
IR A AR i AR 0.33
AR 11 45 0.17
S T 5 St RS VR F b o e 4 R 0.09
i3 (R4 D RV B 3 2 e 1) 9 AR 0.09
F LA AR 0.13
E=) Pl 7 i A Ry 0.13
e
S g TR (XA A P P 55 4% X A Jo) B 7is 1) 013
RSN ’
LML (%) 0.13
R RIRE AR R 0.04
e Hb T 42 3 0.09
HREENL 0.28
rﬁ%: 0.18 | Tlids% B ot 0.28
FEAL
1 HLE AE AL 0.44
B 0.30
i&{f 0.20 | BEAMAIHR 0.35
Bk
kA 0.35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3125.jpg
g | EEEAN  SAsN | DOSRY | REREW | hEEm
AP HERR it PRI EEEBL

(1) sEfi: Wik
N
gﬁgﬁjﬁ{m (1) sEf: = (1) M fir,
J?fi‘f)?tl;}ﬁb:u(ﬁ{'ﬂk AR, LML
pasdieiteiboal L3 5o EE R
el g KT TR (2) # %2
e v | R W W, X

P (2) g = 6. A,
3 5 s s | R
w5 (3) =ik & (3) Bt
TR ijiﬁ i its e
e T (4) HHLA
@R BEL A i
(3) ZHy, . TEBERMICE (5) %6
Il— P
SRRIE RLIE R
1. AR e
o LU RS R
o LR L R R

2010.
T3

* HL4 RBD + CBD sk ili oL g

2. BUCIRAS b Rk H A B

o BRI

ET

o EAKHSMFRI TR L
o R ST ST &
® S IEHHCA 2 5K

o (LSRR Sk

3. BEUR AL AL AR RE B ) A

T
i

LS =)

o AN, NI D RIS R UCE S BB A R
o BAsEik i RRELE S Sk m B VIR 5k AE 5

o WEEIIER AT SR MR R B
o EACHR LA i AR ) AR (B2 A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4524.jpg
1388

A “ERT —HERE (D)

B. BF¥MERE

z2
A

=3
>4

-3
—5

EE S
-5

HRF
BF

WE AR
BF¥ | BF

17. FHLH
R HR,

THERERP Y
T Yed il b i

AR R — 7

18, L

R IR AR BN 19 7

iR —E?

B i}

19. HHLR

T4 = 6] 4 R AN

L M 2 o 17 () SRS 7

= U

20. FHLH

FAEFEIX 25 R

IS R LB

21 HHLA

Tl 1 H AR A

TR L B (R S L 7

=

22, TiHLA

Tk it S B R

FAE 4 S e b Y H A3 2 5

—8?

23, FHLA

For bR G K

FIAR MO A Ry M5BT

24. JHLR
FH Al
—#

THA A MR X
b 1) A 7

25. AR

Tl

FERR BRI R — 2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2648.jpg
Ay BERZFW THAA o SRAXE EBHE
EA HEREMK  BEAK BRI ERAK RIPFKY

1 ik & d i

il HHNRBUN/ %
2% 9 o ER T 9 2 4 ¥ ORI
Ef FHRRBERT] SBEAREN SZARBN £ T4HE S R

W

-1 ] M B AT BRI S M BBIR S MR A A BT Y
B ) BCEETRIT R REE TS 2 ] S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3613.jpg
A “ER" —HERE (Q%)

B. EF#MERE

1 w2 BEX | BF | %2 | B | TH 2K

A~ T—%| ¥ | —¥ |EF| RF AF

1 FRR T X R —8e v 5 3 1
A “ER —HEEE (%) | B EFRNELE

[k} & Bk | #£F | 22 |HA | TH 4%

F—H F—H| —H | —% |BF | BF BF

- BMERZE AR

L R A ask R RS A
FREE AV R AR — 207

2. MAlk T E AR, o
AFFYRTTHARE . Sk VR TR
SEEARI AT 5

3. TUHLRE Rk R R Y SR
AR RSN,
oz ] 7 Jay e 25— B0

4. FHLX T3k & G 5 1
BERLR L 5L

5. THRRE A TR, dREUE
R TRV T R A5 — 07

]

6. TUHLRE 5 [R) 2 JRAR o 1) B
A8

7. FHUR T IA W H it
2 WA e 75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0834.jpg





OEBPS/Images/cover.jpg
RTRPPES)

SRl

oy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0362.jpg
PR

BRAEE (%)

e R
ZRJE A
/g YLEE
Rkl
JRAE b
SIS b
H i
By 7 TAE i
B F B0 3

<40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0826.jpg
FRMUR St (FFFK)

CAEC 2t 480 038

EAEA R 341 331
R 1 486 958

ALTF R it 4893 191

R UEH X 7201 519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4052.jpg
(3) BRI H M KT,

(4) WH AR X EEe , Vet ol . BB o
(5) 475 5 EE L,

3. BT

(1) “x x 7™ JHRTs 16 2 8.

(2) “x xii” BEEIFLXIRE K JR#EH

(3) BhRFBEFAET MG B

(4) xR Rl R SR S A R

(5) TUH Ak H X il & B 54851,

4. K7

(1) FCAETHS I L A B R AT H 15406

(2) WAWHERE I (XS, HETRE),
(3) 3= &5 B A

(4) Pk AR Be, X OMERT T P A

(5) XA H i il

5. GiitEpll

Gt
6. SRIFFRIT (CASEAREA S T, FERANEEEELER)

(1) FRpRJEA AN (RIS, R, ZFRN) AR SR E N,

(2) ERRUEITE BRI A

(3) WUH Prak K skiFmi st . Kb,

(4) FERWEZENN (Bok, FHHESKTE, YIRS

(5) PIAERII AR . S TTHE R RO & 0 . 2 IR IS B K45
(6) AT H iy dEL

7. ZEA )

“x x Tl 3SR R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39860.jpg
2y | s ] Y
BURIEE
JLES
X IR &2
v RS
FHER ST Bt
Ay
+H T
LS
v
MFENRY [ Wi |« Sk A
X AERL
HR 5 (L
Y
E 35
v
VI 2 FRARE A R G )
Voo

| EeitE A |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2161.jpg
P SRR R ISR R

SGE SRR 23 (] SRR

AR R SRR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3099.jpg
“ERZIRITEZ AL

SRR ML HEFESTT AU RN
s AR 55 22 U EPETE 1 2 9% e
ZRIITES I s 2 MRS IR ﬁ;%%f%
WA PH e TEPE RS Z Ik s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1336.jpg
BUAFERI] BEESEER (H35) F=F (2K)
THBEX ANREBUN sz &7 SR B ) 2 W]
X% & HA 5 kTS B T H 2 R MR T
IX [ - E R HAFBAR
X K2 BT (RbL) LES LA
e Foftott 2 iR (BT B e sk AL

X IR SR

Hre)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4034.jpg
; — Inx
/\#Qz_kizlnx‘i'z*a_'_b
o Inx; - Inx,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39899.jpg
BizE BFE

GNP JiF

SE WA

=

iRz I N B )

PSS A

Sl S L

ki MU
KBRS Y K]

L MHATBON O, 30k, 8 D WRH % %8 AR % 589
Al

Ik 17T AT R s [ R A S

Sk T A T 15 K e K )

LRESCH RGN A )

Bl FAGH VLMY A B 5 AR

I3 TOD i
AR LT

R

STIT AR S 1 T S R 5 M iy ML

ORI A ALR
AEZSIRBEAR PR AL o i

ey 5 R R IR A L

HARBEIEAT R

FEHRY . BRGSO (334 0L ERURK)

AT

BRI 45K

SR )
Pl M 3 ) A by

)

I8 A5 S AR 15 Y o Ty 0 R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2174.jpg
[iE77ii1E S

7 AR i P

EIE fh AL A AR

wkEStE | [ TR P——
CBEwAaE) MG il
I GRS FR A BT
o N e e

st KA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3611.jpg
BRAZESEER

BAFERIT (#55) E=FH (2K) Ait

S (43) 30 50 50 130
mIfcE (f3) 27 39 32 98
[l 90% 78% 64% 75%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4555.jpg
WiEH IR RS

)

23]

paii]

i

CEH

B3 S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39923.jpg
“F”

“HEM" —BE EEFHEER
o k]
MUEER —E (HEERAS) HInRE

(98) B T % B miE a4
T R LT R 2 R Y A1 R 7.50 917 6.21 8.33 S6% 30% 14%
BN - & 2 ] 7.35 861 6.36 800 S6% 25% 19%
AEcha, Xk, HE, DA
R E EEA RSV 7.05  8.06 6.21 7.67 S55% 27% 19%
e
#E 7.48  8.75 6.52 8.08 57% 271% 16%
2 B A2 IR A AL 7.20  7.50 6.52 8.33 54% 28% 18%
A R 1 HL R 8.03 8.8 7.27 8.67 57% 27% 17%
GRS R ER AR 7.05  8.06 6.52 7.00 S57% 27% 16%
RS B B A7 R A AL 6.74  7.22 6.06 7.67 58% 27% 15%
HE 7.25  7.92 6.59 7.92 56% 21% 16%
A ALY H AR 6.97  6.67 6.52 8.33 53% 25% 22%
VMRS N EMEAESERH
im’ﬁ_}lfm“”“ﬂ‘ A 5.76  7.50 5.91 3.33 56% 23% 1%
LR
AT X H L) 6.36  6.39 561 8.00 S8% 22% 20%
BT SRR E R, 5%

6.06  6.94 5.61 6.00 53% 26 21%
il A 021 = e e
TRFF R A = 6.82  6.67 6.06 8.67 S8% 21% 22%
iE 6.39  6.83 594 6.87 56% 23% 21%
%ﬁmgl_ﬂ%}&wgﬁ%ﬁﬁ*ﬁ 4.85 472 5.45 4.67 S5% 30% 15%
1) (g L8
A X 1% ) S B B o 6.29  6.39 576 7.33 62% 24% 15%
AR BT R LI L A 6.52  6.94 591 7.33 S54% 30% 15%

Hify 3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0849.jpg
ERZFM  THAA W SAXIE EBHE

st
e HEEZRAK BN BRI ERAK RIPHKY

Al SR 54 10 ~ 15 4 20 4F 20 4 10 ~ 15 4
i Upi — WS A IS A I 5 4F I 5 4F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3593.jpg
<, P PN
% | kR R

.

PoEm

; I

: o, Rgpkl |

v FEE .

§ SR DA B g
ég Z.oMEE ] . BARER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2598.jpg
F5 15r 6 45 7R i8] B
1| (R XA R AL % R 2 BE ) 2011 -12 13 19
5 R T Ve A DX P T 0 0 0 7R A O () L A 2 T 3

]
3| CRTRIE A X TRy R 0 ) 2012 -2 -25 14
4| TR KERAL TR 20 ) 2012 -3 -28 4
5 FFxt (R A AR TR (%)) AR BB & i
TR B
& {%f@ﬁﬁj}?#ﬁmﬁﬁmﬁu (HEE) fERE R — .
BT ))
7| CRTRIR A K m AR i 20 ) 2012 -4 -16 4
8 | (TR A K R AR 10 L 5 ) 2012 -4 -16 5
9 | KT CRINH R WE 0 2012 -4 -17 3
it ?‘QT (R A (%)) B it 5
1) %
1| (R T A e K 4 ol ML AR B 3 ALY 2012 -4 -17 3
12| CRAME R X AR 00 Y 2 0L By 2012 -4 -17 v
13| (OCTFraIR A KR PR AR AE R 2 0 (1 5 pR ) 2012 —4 =17 3,
1 KT QT RIWE A DA% 20 ML R 23 W v ) ——e i
[iSp=N
15 | CRFmEER KERPEEMMRI RS RRNER) | 2012-4-17 2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39917.jpg
. il £EEML SR HEREL
@itk A= B = a2 &
WIS LA s B A, SRR RIEL
GAWIEERE e
EBIMT AT, L (GIS) AL i;ﬁgggzz 5 5 % 4
FB OB Seri 9 R VA 4 e A
s Hrifkss
Hrivkoe
SHif, EME UESHSH, T it % ] 2
T AR
B GA%IE, BA WL T 4 ig;;&gﬁ&ﬁ CESET
BORMTTIRAERE KR - GG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0854.jpg
fiEsR 2:400¢

21481 ] 804755
2505345 1 b LT
RURIESRIL . 19FARRM
AVIN
+——+
@ L (]
2011.4 2011.12.13  |2012.2.20 2012.2.25 3.23 422 5.20 820  10.10 2013.7.4 2014.2.28
JAEhE WIkE L LFRAR MRAZE MATEF KAZEE TR
it iR F Jm sk B WAE @ WRBt Sl

LA Ho AN W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4093.jpg
EH (13 £)

i (3—10 )

7l

i dligta

Hor 4l

VAR . BEMRTTR A 3 5
R SF . SBECHAR Il i 5 SRR
Bl LR 7 S 0 7

BAPRH . 4K R R e . R
WK

VABE U AR TR o o 1 e
R BURTT R AL, DA G
b G B 5

HE., EGE PR RAW R,
RNEAERRTF %

i 2 29 1 e DXL AT S (9 4 T 9%
S, AR T R, AR
Mol s RHTRRE . HE T

BT X, 5 20 F AR R i
Bt R ) 42T 1

WERE YT RE LK, P
BRRE TR

BT X R e, BRI S5
AR m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1342.jpg
Wk | [Boem ki | [hskiizs | [ hmmkiiss
SEEHDERE | SRRl | | mame || MR
SRR B BRI A [ l
1l P ki |
LB | | s
ETTE T A ke e JRT e
PR
| | mRa ] |
“EHAT BRI A f
Wz A | |memsn | | s || PR
BANDGE | | BARCRD || e || s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4545.jpg
i

=

i

DKIEN

ARNET )2 = FE I -

@B
B s 0%y b
@b EA LB PR
@S (g
@RI
M
kil AECR (25 ALK
HHIBA W) AR IR 2 05.22  HHEN R 7162435 8.13
@ L 4 *—© @ L 4 *—0——
2010.3.23 4.13 420 5.07 05.21) (i) 6.4 7.8 5 7.22
BRI 7 gl HER
i BIRAR s siht — B — £
SR 7 e R MM B
;ﬁmé&;ki CGHEZIR, S
(TART) gy, mg tppz e SClEBkE ) DEMER
L V. BRZER, 2z i
%@%zi%#?ﬁ?ﬁ Bk el A
@sihit: AR LR,
L BRI, B DB
AL )7 P
EEL ALRIBIALZ SO RS Do R
" BUGIRZ —. 22 s

(BRI TE
A, ECER
kv
Qs ks
SAESL)
DA (Bl )

i 8 R R
Q=
43 X AL 1 o7t
@B GEL)
GRS RGP E B S

it

HelAT g

J 52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4510.jpg
#{-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4537.jpg
[HR 2GS

Fhe A R

A
SRR

Ikt 2 e

kg || SCEA

PR

TER I

D72 LRSS

ZETF NG

BUOR PR
e

X3k ZE ¢
P

B
RS

i
il £

BB

SCE A

EHEM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3103.jpg
>

)%
e

PN
5

=~

Inx,, - Inx;,

Inx; — Inx,

i

*a+b

®a+b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39858.jpg
Fs EEEARE REHRE BERM
i MR EAL P 5 A A NFE X RR, FEFREXRKALDZL " 2
HEARSGHLE b
2| MERXEEEE, BRI 10 FraRmel L 3 2=
3| FEfERELT R KRBT Sk 3 P
4 | AR XA AR 3 =
5| AELLRFTZEHEE Rl R S X RO F P
6 | TERBLEAGHE , AZCHY . Rk 4 P
7| MEEH. BRI EETPRZRA T F R 2 E\
8 | ALEARWSE DR, AHRE AR 5 P
9 | @il SRR, #RTHR XU P
10 | g7 KT Best, L Rprie R 4 P
11| PR AR AR AR 2 P
12| BRAPZIRMAE 2R, DD B LD AR A IR 3 &
13| RiEHIE BRAT Lk 40 KA 5 P
i VR BOCECE B, PR /e 4 JLBE Ak Sr i B
il
15 | & 9 A FER 55 BN T BCRE R S 2 P
16 | fefbiemitit, whifktHED; %2 e 4 P
17 | FEflE A, UL e R 3 P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39476.jpg
“ iR

“HMA” —HE ZRAFHEER
o EH K B
MYUER — B (FERAS) BmEE

(¥91H) B wWiH A& BHF WiH 2K
F 2T R R S A bR E L 8. 11 8.33 7.88 8.33 56% 32% 12%
SR, ST ERARA S 7.35 8.06 6.82 7.67 60% 29% 11%
195 7
P % R SR, AL Rl

5.98  6.67 6.36 4.33 50% 36% 14%
PR RL, 77 b 23 ) 77 SRy
IR % G 55 9 A R R ) 6.97 71.22 6.52 7.67 58% 21% 15%
ARRR, MACEZRATH 6.21 7.78 6.36 4.00 51% 31% 17%
T
¥iE 6.92 7.61 6.79 6.40 55% 31% 14%
25 ) JEA% SR i L) 8.03 9.17 7.27 8.33 60% 27% 13%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39416.jpg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39915.jpg
W

15

10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0857.jpg
AR
73%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2162.jpg
BizE

BT

=

323 A

Wi T 223 B 2 S ML k)

LA ASH AR MR

RS B 7 Je 5

TOD FR AR

o
4
&

SR AR Y A A R S A A )

AR AL

ARG E R b i

d R

KIa) i FH b 454

ST S A5 P S e % P 3t T Ay ML

Sk 7T 2 e 4 AR 35 FH b K2 SR ) g L)

R A )

ol Iz 6] 47 J5)

FEARA R 57 DRI fl DR T A5

DX AR AR R B S il A R

ZHEPERL LS (AR %)

A H I TR I R

TR

Wi

amEd
b

i H e {7

T b

AR

B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39883.jpg
DB, Gi—BA, AR

QI IF LM T, USRS bR

ERiYES

LA 2011.01.19 2011.5.23
112 BoRRE 0221 0301 MEHLE
- . 2 & . 2 >
2010.10.27 1127 128129 2011.08
HssERE | ERXEE CF—RUsat ) BUNH 2 et
o ) [ ARBU
HE IR T E AT A
P UA %% AL
iz HEZRHML (O3 % R =E-S NI
(a5 51] Ykl sk &
BB H QIXIREWITFAER, N7 &

i s i A A EHE SR MY
SRR R )

fir, ZEW], =l

“=IHT o

BonFlgs: e, ik, fils
LR, BTN

TR FF AR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1331.jpg
e
mm%M4lI453232212622 636m
WZ} - o - « =
§
|| e ~ - o= —_ -2
#®
§
M\%SA*I o ealon|lalala Qal~|lala|—= ola|ln |8
g
=
%ABCDEFGHIJKLMNOPQ Rl RN .
Hloelololoc|lelo|lelelelelelclelelslele oo ®E
Xle E|E|2|B|R 2|B|% B\ B|E|B |2 |\% B|2|E BB 7
]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4039.jpg
B#E BFE

GDP 31

I8 R B BB

Pl R RENL SRR

b GIPNRE

RIS e b

S s abe S Rl U

AR | T BRG]

WXRATE L, b, #AE . DA RE %07 E 2 AR 55 i
ki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39433.jpg
Bk

tiia EREL

X Y * i v
R R LRI || st L i skitrg | [ ket
CHARfEbcRti) || FUTSHER | | S Hus k]

,»'l“l‘x
AL
S

ST i BT

,
il Yol mis ikt gey

Y

U s wnses

f v
§ BRI AR PR

TERRVEREATRLR]

JREIRSIEE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0848.jpg
LRE IR R

H/‘ o ] i A k7] £y
2 FIH AiiJe K N TEfL L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2636.jpg
FFRBUTRL

RIS

TRNEH

Ak
S

AefiE F XA
AR

A K B
PR HERG

SERE R i LI EL 28 2 Y BR T 7 T ORCAR,
A3 17 2 TR G50 56 8 L A TR T

Y f7 B4R
X L

AR AT A I X
9 A K
Rt

A MR T 2006 AR 1 5 Pk T 40 A )
RT3 v F BA T 2 M1 4R
PR FALR o B A R RS X
T 124 o 4 I S 2 g A T At T

A
AL

A LT
ES A a]
I H

ST A

BRI A O, MDH S, AT,
B . TTHRAE RS £ PR A

AL AETH
Hu#rhE vkl

Pl B A
Jab, BB AL SR
il

AL RIhRE, i KA Mm Rk, &
R A, PR IR

AKYET Hedk

AU L
DR AY,
WAL X

B LIRycHsl, ik s T L R R
PR A

Fis

Bl KX A
FAHET

HLI R 55 Ak o
P RAELY ' DY
£

diF bz E (i RRD ASCHR, JE et
SR PR 2 Y HE R R

Ja fE M
%, Wi
Bifs

3 ) I fE
oA, o W
P2 b iy H

F VKI5 b 5 SR b R R S i —
S-S5 S ARDCHGE

S5 ety
iR S
il

& 2 B TR
BT RETE

ARG R RRER. bR
i BRI R | ST AR R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3586.jpg
T ST A AT U b

TR SHE R

BB

ET R T o

ZERF Al K 5 X R T

Pl A A, AL L)

TRAPZIR A 2510

PRBLEIL SR

AERE I DR T ATLRINE ]

MR DX AR BEUFAE T Sk

e i B PR HE D

AR BREE B i3k i i

TR A

PN BBy VA TR

AU DRI

0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0361.jpg
1200 000 -

1 000 000

800 000 +

600000 -

I

400 000

200 000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1322.jpg
e EING VL S g

HERA UK

ATREFE B X R A L H P AE T, A G

Bk«

o IRHTE R Z VRIS A A+ A TR R
M (2011—2015 4F)

o BT bR AL A (2006—2020 4 )

o SRATRT AR (2002—2020 4F)

o BRATETIX A3 XA (2007—2020 4F)

o RIS R AA S #E T MR

o Wl £R S 32 A8 R R A R b 0 A
(2012—2030 %)

EESILE

A lr) 4 B AT A [ RE T L2
RIS L st A AR R
Il A R AR SCE MR PR
M IR (DUF AR AT
X 4T 2 F ) K B R A ML
WARR—E, DIRBUNIRE ., fig
B 2 AR 1) % KL 11 ] 52 St

PR 5 I R B o BT LR IR
o IR AL AT K A
5] 45 L5 15 ]

(M52 A M —BUZRAR B 7520 B A P84

A R IO ARG A — B BE AT IR

Bl ZLURXTBURN . 53, AR =00 T 2050 % ML 56 P9 25 F) 52 i 32 k47 9
A, AR RO 53, A P X LRI AR R P 5 R R R /INEAT A (LA T
RAMER O, HAKEA 9,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2631.jpg
EmREmE

e R
& = ] R
p 2 IR IR |E
.Mm






OEBPS/Images/8796093023355710982.jpg
e
ceroxe SRTIAERINE
CITY VALUE  gyys - wuizema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39482.jpg
B#E | & BFE WE
GDP i 0.22
FIN [ 5 BT 7 BT R 0.22
e R S —— 0.34
Tt A R R 0.22
b e ) 0.27
I T A R S [ A A 0.26
;g 0.15 | HR T BOEERBIIE AL 0.20
MXEATE PO, b, BHF . PA. KESEHEELS i

i 55 Bt i ALK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2655.jpg
~ . S @l SFE
e = (FEFK) (FERK) (FERK) 20

SRR, RAGIIRA R DRGNS -
Pl ASCRM, IS BT 6~8

5~7 12~18 6

& ORI, TR G L TR

HIX 10 ~12

SRR BUKH, S
IKF RSO, ATEUEE s
AR LIRS SfE, SR 24 A

W

DURBTRBORRR, A L
L mmmRmAnR Ry o R
iy ' 3 |

il
B AN, TEEARERE =

BT Rk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4071.jpg
N sl (o i
mprion | BT it |eeemu| | v | sonme| | 2R
St [ S T sl AR T O W MR || e

H s || [k :
—— . 7y
L
________ . ¥
| &% | #x it
________ A

|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3584.jpg
7El % R R ThREIESE

BRIV WERNERARRRNE R AFZE, EEER

(2 3 A S RIRGER . W, s /K, R ERE
PEFEER R IR RE ROk 2B, ERIAR ., BET IR BERT. S0k
T+ B, FIMRST . WRAETFSk

fAIBLA R : Xl T+ MY Mo A RIRD ., SRR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39418.jpg
SRXFJESE

o SRt B IR
- PRABLEOR TR
PP RLE A :
(1) SRR G
(2) AR
(3) KIIBLIRIR L

PPPARCI)
B HH

(4) KR AR R

- ekl
- YEAEE
PR
TFRIEH
- AR
VR

SR IENSE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4054.jpg
Pt R & BIAERLL B EHRER (AEFXK)
fE=ct 93.7% 900
G EE
A 3.3% 30 ~35
W 1.3% 12~15
(L4 TR 1.7% 20 ~25
N 6.3% 60 ~75
&1 100% 960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4067.jpg
i SR i Stk
AR BIMBIEF R AAREF
SRR D R | AR | T AR
b TR | 202—2000) | stz
W AR | T R R A W | T AR O
P BNl | e A
EER K 5
il P TR AR, | el B0 BB | SBOHA IR, It
EEIA B | AR IFILEL AR 4 85 8
[ES T AN
ST M | WEERNAAHE, | PR R | 7 O 6 A A B,
st PR | it A
R | IR, | B AR ALK | SRR, KB
- WO | B | AR
x| L . = i — -~
L SRBLRAAR |t R, M A
Pt A ) = M | 9
R AR | iR, KA WA, B
prm—
r— AT BSHHBIRR | et s
LA -
FA L U e,
y’ ks i b U At B g Pk T A AT &
AR | o0 | AR | Wb

HORCAT R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1817.jpg
e RS iy e SR
IR M, WorLrs
TIREIH

WHEITIX: AR B
BeZi B Dise

FREITIX: 20 ARA A b
TR R SR S 2

SERTFRIX : WL IAS
JEI AR

I TT 2 X8 ARREHLT MU,
FRUAE AR, JAL R
MBI K

B K BT KB4
ST 5 3% .
BRI BB
F R T B
R R X RAR
HBIRERE A, X T
RIS, TS0 2t KA
F 9RO (R IR K AT
BRI R ke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3639.jpg
—. BXTBEHEY

o i B NP

) FHBUR5 PE

T EESBURTI (. X, 4lk)
o bR IO AR R . SR
e B A P B ARG | PRI
I M55 P R il Bkt

AR AR GERRI B

=, XTEREZEHRATREBRTENBESS

(1)

(2) *

(3)

(4
(5) *

(6)

1) *

L[+ e

“x X K
x x X"
“x ox KR
x X X"
x x X3
“xox X
X x X"

B i B AR CERTR ., M8, PLaBoE) o
P72 S Y [T 12 s O o

P L ARG O THACHEE, fFiE, JMi o

BURT +- Mk #1750

b AR, EELMTRE

B P AR iRl

T Bl FFHEILS ~ 10 RfL | TR,

(8) SURIMEHE, BICHECTR, B, Mk, ERFR.
(9) XATH KW

2. BRI
(1) %> x” Il R R R A o

(2) AR AR B A T ARG W AR Bl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3096.jpg
BiRE BFE

HEAR A AR DR A A P B A A A DX Ay AR s [ A ] 0K

B LES

) ZEMEABILE] (1333)

IR IR S5 B FH 3o TR

TSR

HREEN

DEEZ7ESS gy
7]

Tt B A E L

Pk E AL

RN
Eidy

BAMIRCR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39871.jpg
RETL RAGHE LA EE EAxEE LA E a
(E%ix [0, 2] (2, 3) (3, 4) [4, 5) 5
P BESE 1 2 3 4 5
SR % B — & B4 38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4029.jpg
e b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ORFH A

r | VT

g *% FRGER fe———] WA | TR B

VAL :

Rt | | I SIS fE
T H & & H s 1 ”
bl mmi@%*zu AR

v i‘ RE R L
PR | | Lo o

BURF A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4053.jpg
RSk

LV

I

R SATEA

I

i A

A AT A&l A 2R

I

UNES;

I

B s MR & T B ST AR

A A& LA

+ R

R SRR T LL )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4568.jpg
-3 A _ BT 4| B
o WE ZRIERR WE fiston 2 PP o i
YT LA R F TR 455 RAE N T SRR i

R SR | iy bty h
Eéﬁirﬂﬁﬁﬁ4m
ER
4 V5 i 5 iR PR G Y
Ne
s 0.06 | HffHt 0.5 P 4.254.12| 95.19
FHARIR BT SR = .45
A o
AR IEA | | RS RAIY |
Pt AREL U P HER ’
JTAEHM, AT
AL R, Tk
HRA T H 5 4 0.17 | Mo, 2Z5@ I Hr g |3.98
TR R A
ol 215 b Y L 1
ST £ 35 b A A BT 1 S A A A
FEAS ) 4 S (R 6 0. 09 | W H M43 S BT 6 KL K (4. 13
gl REAM
Tt bliriias a4 g AR 15
0.22 | T A5 (W] # J At it 411 95.11
i 0.0 HKREF I AIHBIES [4.35
Ll R ] MR R T
EENH
A4 3 A5
LA 618 i?,»\FH}MMIJﬁHE?? 4
A
=X 25 oy LA
el (0,13 ZémMﬁ’ﬂmnEﬁ 4.2
SAAH P KA AL JEACR H 4P R AL
PRI EEEE AL (013 | (AP T S A8 AR IX 9 R | 4.2

Sl Bz Tl A R

ol Bz I e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0892.jpg
HAth: 5%

Hmk: 6%
W 5%

BRI . 25%

HA: 13%

PEEBRAHIX : 22% KM 24%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39928.jpg
“ER _
S M —HE ZEFHEER

AYNER sy (EREAR) BT

(HE) BF W% 24K BHEF W5 2K

% =R SPNSR>
i 5.45 5.83 5.45 5.00 52% 25% 23%

1ty H Az

LR G KR B bR ST SR 6.14  7.22 530 6.67 51% 25% 24%
H

%Z’K#W%;F[Zﬁ”@{%yﬁm% 6.29 6.39 5.76 7.33 60% 23% 18%

ipS ]

AT P A b T 5 B R 5.08 5.00 4.24 6.00 51% 34% 15%

5.80 6.07 5.41 6.33 55% 27% 18%
BEHE 6.77 7.4 625 7.12 55.7% 21.2% 17.1%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2645.jpg
ERZ5M  TiFA W R ZAXE IR

s HEREAK  BEAY Ml ERMK BRAPIRY

AL BB 54 15 4 18 4 18 4f: 15 4§
e b by — I 5 4 JE 5 4R JEI 5 4 —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39458.jpg
PR FiE (%)

— SR =40
TSR =35
N GLRE =35
T 4 ol FH b =25
it M =30
SCALIR SR 3 =30
H HiH =30
Y7 A F i =40
B F B0 it =20

Lt =70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4047.jpg
Il A B

Urban Development

h 4

]

bR e

Urban Economics

TR 2 e

Urban Management

Y

ki iz B S

Urban Operation

A 4

FET R R R T 2 A

Bl SE Rt

K

L iRkig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0381.jpg
L L L
(=} gl (=} =] w (=} =] v (=]
— = —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1833.jpg
Pl WE

SEAR—F 0
FEARARN 3 3.33
A3 6. 67

SEa— 10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2647.jpg
—% P - M| iEA | IR
oa iE —ZhistR E o4 b i [Pt
GDP 3 0.22| & =14F GDP F-Hhé g 2:5
BB (0.2 f:ff@@ﬁ?tmﬂl 125
ST 0
e -
o |00 | AL AR B O B o3| FUEREME R ERE | 3.38] 89.99
AL | MR e '
T — - izzﬁmm)\mmm‘ -
g
ST ML b 0.27 | Wi MEISSIER A (4,13
T TR BN A || SRR BN E A
75 7 69 75 e | wat R A ’
e AT A A AT B Al % 6 B
%muw UK 072 R A 3'253.8593.42
i Js)
WK RATH T L. X K AT B . X
. BH. DL | BEL T RE
FEFEEEAKM || Gorm EEAIMSE |
SR A AL R e 5 A
ST SO N R | | RSN R |
Hdal | kIR )
GEREARMEG | | SECERENGER |,
i Fi T REAR )
X)) o = 3.84| 93.23
BRI RSB | | EASBRIEW RS || o
SRR | A R SR )
=
TOD B BRI 6% YU A, RBUF R S

B ARG ERE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1355.jpg
B% TFEHKX ENL HRXIE Vo]
450 ~ 700m’ [ B¢ AR EAMAR . ALPRBEHE
i RAR e
F—E% ﬁi;y 5 Vit 1) B LB 300 ~ LK OE KRR
i 450m” ) 51| % ( Townhouse )
o R 2 i 1 1 130 ~ 180m’ = PR N R ETE
i " i i
e GHEEEX e 170 ~230 m*pu 3 BT
P hERELGA AE M EA 120~150 ¥ =5 R, SR MERE
T pEx i 190 ~ 110m =5 kS
JE 1 90 ~100m* A FF;  WE, HA W6
ié é'é\‘n i I
BUER hx RIS o B IFL SR B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3134.jpg
HMYKR EREZEFM  THAA W GETHE  ESKRE

ME B R HESEZRMK  BEMR BEML EEAK RIFXI
K v v x v Y
B vV vV x vV v
Bk % vV Vv % Vv
gk vV v v vV vV
%77 v vV vV ? ?
ZHIR X v Vv x X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3147.jpg
18 &S i
I Ee. TR,
sy ORISR E, DR, W3t
BW o sy YT SR RIRAE, MO s
5 TF R AR S 1
R AR A A B M i R A, 56
Bl REARE R, BRI EIE A, B W S
P e
DX B A A R P, 26 4T 2 L
W AR AR
B ARRESNE o RAR, RASFRAR
WV AR i, TP A R K % X %
oy TEEBAE USRI, b R0
AR S B, TR TREE s DA KA Rk R

R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4083.jpg
PR AR
— SRR <0.6
ZRJEE A <4.5
L gL <1.0
TR Rl 3 <4.5
T A <4.5
SCALBRIR T <4.5
— RS AE <0.6
ZRJEE M <4.5
N 4L <10
TR Ml L 3 <4.5
Jite A b b <4.5
SCALBRIR T <4.5
AF it <1.5
By TR <2.0
T FH B0t <0.8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39477.jpg
Pl S B AR 55 PR R A BT R

e
HHIKCBD RBDZ1 4] BRI ER GRS X Jife U E ARUPR TR DX
RO X Ja fERRBD I s L ] 3 1S U i U B X
JEFRDI A X I #IRBD LA RHERCER TR AR PR B2 X
TEVTARIA X JAFBRBD

PR X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1821.jpg
PR BRE AOZEE (AN/2H)

— 2RI 0.6 104
1.0 174
2.0 347
2.5 434
ZRE A 3.0 521
3.5 608
4.0 695

4.5 803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2600.jpg
it e

i iE EAR

i L2 L]

Y ¥
[HRZ G R 2 % Ak Skt L ‘ Skt WRTZSE | | SRATERBER

CEASIERARD) FURALR] | | adkHiE | | ki || b
,—‘J"l‘u
BE )
e

BB T LT '

L2
SERTBG MR AR B R e

oft & LUK

b
&

S ' Sl

v
B SN

> Bt e—
FHEFRSIEE

BB M AR A S :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3626.jpg
1000000

900 000 |-

T
800000 A UTE S i S
700 000 g T,
R R A

600 000
WO o
RO S e B AL
300 000

vt =y G
2000007 [y SR Nl TR
100 000

(4F)

O R R T R N R R R O T R YO
S R T T R s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39434.jpg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1870.jpg
R HrigkE
o s p
204 FER SR Uﬂ$ﬁ*)gpﬁ BRI AHE REERBEBHH

Wl RO A LT AR, B
Jee B B D KB, AT R SR R D X,
[EEC (e 22w S Akt tab ATl

T4 5 0
TR I, H AT
o L RAZAEVOR, 00N, HiC IR
B mrs e e, RN AR,
RO 7B M5 5T R A 5
KPR KRZ -, RS

RAJE

AX =B, 6 000 ~ BHE
L Y ES 8 000 FUNE

BT EWK, R

?ﬁlﬁéig S SR S A3
% Wi NS 3800~ A ﬁgum&ma JEREA, BN A e R
WH mAE 5000 pgd U e A TR S

b, MR
5 |1 e 37
b, LR KA H I H 7 30

AR

o Tk X, X
BN L& Z, HETC RSP A X
It 4001 s LAERBEE £ A Z—, B KN Tk
Wik =hRhE £60 BRI EMER MUEWMGE, RRA XN
hE S KWIFE, K iFSEL M|, HEE
HE AR A B 2 Bl — 2 Tt
el

L3

=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3636.jpg
AQ AR CI CJ constant in analysis sample, dropped from analysis

Test scale = mean(unstandardized items)
Reversed items: J 0 Q R AM BB BG BI BJ CE

Average interitem covariance: .8173647
Number of items in the scale: 84
Scale reliability coefficient: 0.9420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4091.jpg
SRR L K E L

- AR AT L A2 T A R T
- BRI Rk i AR 2. BRI ML KR AR

3. BHRE AR R AR WERE B 3. K e 3 SCAL R 95 PR R 2 40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2171.jpg
BRRZ A

FRERAHE

wRE

AR, M2

5 X T R, 1 AR R AE 10km?

3

B RGIX LIk =
D = CHY B TS %R

TR LB PR IR S5 44 T X B B R 4 , P
JE

Hh 7 B AERE R XN AR BT LG (e AT 1 =
HUTERFEIRUE, B AR 7 50U R 3R

T il R BERARGE W, FHAERG AT ST | 1 b=
1T 2 ) 3

HEfE B R e S i
R, IS e NRPIAERE A ASRERDEE, ANAR 4 P

K3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39440.jpg
MR IR

I H FrAEs T
(e o
(2002—2020 4E) )

1 Cshie A R R

2. Bt ORI

3. g (TR AR A SR A

A SRTT SRR T AR (RERL [1988] 16 %)

5. AR GEMIRRAR T AT %)

. RRBEH CHTTRLRI R A AR AT RLE Y

6.
7. #BEER COCT IR RS Al Sk T T B PR 3 )
8. (BRIL=SRMEHF XHBITFFE (1995 4F) )

9. TERTTET (FEREZGF A2 RR S+ IFE T )

10. [, A, XKLL HURBRifE AL

T H BTE T
A PR AL
(2006—2020 4) )

~

Lo (i A RIEAIE L i)

2. (T AA A A LSRRI (20062020 4R

b

L EFFER AR BARE
2. (WA Iy [ BB A 2 S A B A G & T &l

T H RS 3. THRARER LY K (TREFERS R HE
CRABAP RS EE | (20062020 45) ) (EJFF (2006] 3542
CTZRT MY 4 HOT SNSRI B (T =SSR R
A1 (2004—2020 4) ) (B (2005) 16 5)
5. WOy PREE AR 5 A4 A A )
i A O KAGElEmERER <+ 1" )
7 B A Lo (o e T e E R AL S % R+ A TR

(R a 2R
Bt AT R N E
(20112015 4F) )

B0
2. RSk T 2 e Tl R Sk i [ R R A AR
A HAERRI D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1866.jpg
6 7 8 9 10111213 14 1516 17 18 19 20 21 22 23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1853.jpg
R

2

Wi ert

BUORH
B

W
T

Wi | [HIBH
RIS

ot 152
ARG

i, A

Tt H {3

6

T % F b

iR R M

]

LT LI i)

b 4

TP

b 4

TSI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4025.jpg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0429.jpg
TEWRAEAT T
N FURNZE5 K R b B

> IR ARR

> Z1: EIZRIE

l

P . MRIER

ABURAEE [ 53 A

> E%2: PRI

s WA 5
[ eamsmps. RN
| bt E [ R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4038.jpg
RS

E3] Y e g FA MR FMER (AW) | BEF (%)

R JEAE 333.4 35.54

Rl | RIl — KA 49.6 5.29

R2 TRERAE M 286.36 30.53

R21 I 250.72 26.73

R22 /g 31.58 3.37

R24 251 L5 0.16

C AL I 128.41 13. 69

:Z C2 Bl 4 ol 60.31 6.43
T4 c21 Tl 57.67 6. 15
€25 it Ml FH b 2.65 0.28

C3 SCAB IR AR 37.19 3.96

€32 AL LA R AT 3.06 0.33

€36 e i 34.13 3.64

c4 LSRR 24.7 2.63

C41 H G 24.7 2.63

9 Hoflo A 3880t 1 3t 6.2 0.66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39908.jpg
— p—— e BT || BIR
s | P —iEtR nE ISR i | T
SR S B |
ﬁﬁﬁﬁj&%(ﬁﬂlwwm
) NSNS I |,
+ity TR He Al )
0.22 4.11| 95.11
I ERRA I || | AR |,
HiER | AR '
S Sk E 4.05
I IF g T i
FE R 4.13
BRpEA 0.28 | 90 F & REE R AORS 0 |4. 28
3% % & &
W 0.8 " AERNAFRE | |
s il
%ﬁﬁm Bt H 3 B A A BT |, 4| 9441
I
T 3 A E AL 0.44
S s 5 B |,
Sal VG Fie ’
bk o 0.3 | Fibh st 4.43
A EHRF 4.38
Ve A 0.35 | A Al 3.75
i%jf 0.2 HHE (NPY) 3.75] 4 | 94.40
i€
WipEs % (IRR) 3.75
AR 0.35| PEouil 3.75
TF 4 225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39895.jpg
A “EWT —HERE (A%) | B BTRMEERE

Bk} %4  HF% | Bk | %% | BF W5 4%
F-¥ F-H| ¥ | - BT BF BF

8. AL T I KT ECAE R B
AL R 5 — 57

9. HMX FAHECPL, Ok,
HE. D& RESEIEEE
3 AR 55 i i A # R 2 A
—3

=R

10, U HLXS F 2038 Bl A R Y
A 2

1L Al sk TSR B 9 A, T
HUXH T2 42 I A A R A
H—80

12, FOHLRSFER £ 2800 R 55
RIS R F

13, AU T T K 56 1 Y
A7 SR AR A 2 15— 7

(LI EF o278

14 RS AR AR Y
SAbRT B

15, FHLRS T BAR AP 47 12 0
RSB R R R R
—H7

6. TCMRE TS X ) A
B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3094.jpg
& | “HE HHER
CE | NIRRT
| g

Lo

VT | CEM R
C B He AT

CHHL il A A

ST SR

CHAL R R

CHAL BRI AR

SR bR AR

oM

CHA —BUEMTIR

LR
Doy | cEm mRE
b
T
H

“ERTT ik

AL EEENEMT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2159.jpg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3130.jpg
AFRAHER THXARI T B AR H

ERIbY S A
kvemnp | DO I e AR SRR A
FIFTIEK

BAR S0 8 75 20 22
RUE | or g K AT | I M T R U i
KBREHEAK | R K B
Ve

20 H AR UL ) 15 5 S 3 Rl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3113.jpg
RIS WE A E B IEARE ZENE
vt 0.09 3.38 89.99

25 (A4 )5 0.15 3.85 93.42

ZEiE ALK 0.10 3.84 93.23

2SI 0. 06 4.12 95.19 93.95
A 0.22 4.11 95.11

T ENL 0.18 4.00 94. 41

Eraiei i 0.20 4.00 94. 40






OEBPS/Images/8796093023141543647.jpg
ATl

Sk T A P A A A

IR B 2.5<R<6

WK FE MR XK W R R ED
EAIK TEHE A BRI RS . 202~3
Ak IR ABURIK i 72.2~5.5.,
i T H24

. BRI TR, IR,
éﬁﬁg& IBEFEE . TR, BRI

s, —RdEhilAE3 LA

ARE PR
JHE: 2~3






